
1 

 

 

 

 

 

 

 

 

 

 

 

第一屆「日本研究青年論壇」 

論文集 
 

 

 

 

 

 

 

 

 

 

 

 

 

 

主辦單位：當代日本研究學會 

 

2015 年 10 月 

  



2 

 

目次 

壹、 會議議程 

貳、 議事規則 

參、 會議內容 

肆、 論文發表 

 

 

 

  



3 

 

壹、會議議程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 4001 室 

08:30-09:00 報到 

09:00-09:30 

林文程會長致詞 

開幕演講－China’s Maritime Expan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演講人：飯田將史（日本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員） 

主持人：林文程會長 

09:30-11:00 

(90mins) 

場次一：日本政治 

主持人：林文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1-1 戰後日本「台灣研究」之發展變遷 

發表人：陳怡璇（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評論人：林文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 

1-2 從戰後「憲法九條論爭」看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內涵 

發表人：林彥瑜（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楊鈞池（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教授） 

1-3 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日本國防外交突破與未來可能發展 

發表人：魏丞宣（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楊鈞池（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教授） 

1-4 日本與南韓在加入美國彈道飛彈防禦體系決策上差異之比較：

以威脅可信度視角分析 

發表人：徐圓媛（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郭育仁（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11:00-11:10 茶敘 

11:10-12:40 

(90mins) 

場次二：日本產業經濟 

主持人：李世暉（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 

2-1 日本動畫產業跨媒體經營模式之研究 

發表人：吳亞儒（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評論人：郭永興（台中科技大學國貿系副教授） 

2-2 跟隨與自主-日本戰後航空產業研究 

發表人：林本長（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郭永興（台中科技大學國貿系副教授） 

2-3 東亞區域整合的新現實主義迴歸？——以日本東亞自由貿易政

策為案例 

發表人：侯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李世暉（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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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台日在中國之產業合作戰略 

發表人：吳佳育（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李世暉（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 

12:40-14:00 茶敘 

14:00-15:10 

(70mins) 

場次三：日本社會與其他 

主持人：黎立仁（台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副教授） 

3-1 日本動畫的數位化發展與聖地巡禮：以京都動畫與 P.A.works

為例 

發表人：嚴翔彬（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評論人：黃美惠（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3-2 全球氣候變遷的農業課題與日本環境保護之國際參與實況研究 

發表人：李曉佩、鄭淳夷（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

士生） 

評論人：黃美惠（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3-3 論促進社會參與之日本社會福祉法制─以「日常生活自立支援

事業」為例 

發表人：王鼎棫（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生） 

評論人：黎立仁（台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副教授） 

15:10-15:20 休息 

15:20-16:50 

(90mins) 

場次四：日本國家安全與外交 

主持人：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4-1 從多元啟發理論分析日本在伊斯蘭國－日本人質危機中的外交

政策 

發表人：李明勳（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郭育仁（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4-2 以東亞地緣政治看中日戰略 

發表人：吳沛璇（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許家豪（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助理教授） 

4-3 日澳戰略夥伴關係下的潛艦合作 

發表人：陳鼎尹（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評論人：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4-4 戰後北方四島爭端中的美國因素－日俄關係歷史分析 

發表人：楊中天（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生） 

評論人：吳明上（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16:50-17:10 評審討論 

17:10-17:30 頒獎暨閉幕 

18:00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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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議事規則 

一、會議時間分配： 

1. 每位主持人加每位發表人：8 分 

2. 每位評論人加自由討論：10 分 

3. 提問與回應(綜合討論)：15 分 

二、鈴響規則： 

1. 發表結束前 2 分鐘，第一次按鈴(2 響)。 

    時間到，第二次按鈴(3 響)。第二次按鈴後，請結束發表。 

2. 討論時間到按鈴(2 響)。 

三、發言規則 

1. 擬發問者請先說出所屬單位名稱、姓名後簡潔發問。 

2. 發問時間以不超過 2 分鐘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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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內容 

    為培養台灣新一代日本研究人才，以深耕並強韌台灣的日本研究基礎，使

台灣的日本研究得以茁壯繁盛，當代日本研究學會於 2015 年特創立年度「日本

研究青年論壇」論文獎研討會，下設「日本政治」、「日本國家安全與外交」、

「日本產業經濟」、「日本社會與其他」共四大領域之優秀論文獎項，以提供台

灣各大專院校博碩生發表其研究成果之管道與並獎勵之，以刺激年輕研究人才

投入日本研究相關領域，並建立其持續不懈研究日本之信心。當代日本研究學

會並邀請日本研究學者參加「日本研究青年論壇」論文獎研討會，以評論入選

發表之論文，並與博碩生對話，以表揚年輕研究人才並使其精進，並擴展台灣

的日本研究社群網絡。「日本研究青年論壇」將於 2015 年 10 月 25 日（週日）

舉辦，會議地點為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本會以碩博士研究生為主角，期盼能

透過彼此的發表與相互的評論，針對涵蓋日本安全、外交乃至經濟社會等多面

向議題的探究與分享，讓新興學者可以成為未來引領台灣日本研究前進的種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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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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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本「台灣研究」之發展變遷 

陳怡璇 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同屬於東亞區域範圍內的日本和台灣，其歷史糾葛源遠流長，清朝在甲午

戰爭中的失敗，使得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長達五十年之久，然而，伴隨第二

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國際情勢大幅變動，其在區域研究下面對台灣的態度轉變

亦與國內外的環境息息相關。本文欲透過整理戰後各時期日本對台灣之研究文

獻，同時藉由「日本台灣學會」所編纂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

録』，將其所收納之文獻依據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社會科學領域的

九類主學門進行分門別類，進而分析各時期日本對台灣的認識，探討戰後日本

「台灣研究」的發展變遷。 

壹、 日本的區域研究 

   日本的政治學者─國分良成將區域研究定義為，「發現世界各區域的獨特之

處，並對其進行深入的理解與探究」。一般來說，區域研究即為選定這個世界中

的某一塊區域，進而對其的獨特性進行解釋和實證性的研究，因此首先應學習

該區域之語言，並透過實地考察以及共同研究的方式進一步釐清該區域之特性

為區域研究之首要任務。區域研究自美國發源，主要發展原因為美國為了解析

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其所處之戰爭區域之情報而所因應出現。1943 年，美國的

社會科學評議會即提出一份《社會科學領域下的區域研究》之報告書，其目的

在於提出培育區域研究相關人才之重要性。同年，成立美國第一個有關區域研

究的研究學會─遠東學會(Far Eastern Association)，也因於此，為了解決盟軍是

否應該佔領日本以及美國應該如何管理日本的問題所困擾之美國政府，於第二

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之時委託美國的人類學者─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

進行研究，其藉由文化類型理論以及運用文化人類學方法分析當時的敵對國，

仔細闡述日本人的思想、感情以及習慣等等，進而彙整而成提出報告，於 1946

年出版『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書。1 

   1947 年日本於美軍佔領期間設立「美國學會」，1953 年設立「亞細亞政經學

會」，1956 年成立「日本國際政治學會」。隨著美國式的區域研究在日本快速的

發展，1955 年北海道大學成立斯拉夫研究中心，1958 年成立亞細亞經濟研究所

和同志社大學的美國研究所，1959 年設立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而所謂美國式

的區域研究，最直接的體現為，1963 年京都大學接受福特集團的支援所成立的

東南亞研究中心，東南亞研究中心成立之時，當時的京都校長平澤興便指出，

「其著手於研究東南亞之時，首要欲確認之事為此研究之目的在於對該區域進

行科學式的深入理解，而非關於任何政治上的立場」。因此，雖然區域研究為一

                                                      
1国分良成、酒井啟子、遠藤貢責任編集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日本の国際政治学─地域から

見た国際政治》，東京都：有斐閣，2009 年，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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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由美國引入之學術研究項目，但相較之下日本提引出其較明確的去政治化的

意圖，並著重於對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的認識。1980 年代，前往日本留學的

亞洲各國學生之數量快速攀升，同時也出現勞動者的流入現象，面對此一現象

的日本，其相關區域研究以及國際關係教育的人才需求再度提高。日本在世界

的存在感也隨著因越戰而疲憊不堪的美國以及自身自戰後以來經濟快速發展所

形成的經濟高度成長而被世界其他國家所再度注意，促使許多國家出現了「日

本研究」的現象。而日本本身除了關於區域研究和國際問題的研究機構數量再

度擴張外，在大學科系以及研究所的名稱上與區域研究和國際關係相關聯者更

是日益增加。2 

貳、戰後日本的台灣研究 

自 1970 年代後期開始，日本即陸續出現有關台灣之學術研究團體，1977

年，「台灣史研究會」成立，為當時大阪市立大學的森田名教授以及三名年輕

的研究學者所發起，後由關西大學的石田浩教授持續發展，直至 2006 年 3 月, 

由兵庫教育大學的松田吉郎接手成為新的代表。「台灣史研究會」為一以台灣

為研究對象，含括不同職業的研究人才、戰前時期於台灣生活開始著手台灣研

究的碩士學生以及在日本留學中或已留學歸國的台灣人等富含多樣化色彩的研

究會，且研究範圍不單只有歷史方面，與台灣相關之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文學、教育等等皆為其中，至今組織運作超過三十年，其對於日本的台灣

研究之貢獻不可言喻，因而於 2007 年獲得「日本學術會議協力學術研究團體」

的認證，現今的主要活動內容為每兩個月一回定期舉辦的定期研究會以及每年

兩回的『現代台灣研究』(舊名:台灣史研究)的刊行。3 

1991 年，日本天理大學決議組織以促進台灣相關學術發展為其目標的「天

理台灣研究會」，自 1991 年 6 月起每年舉辦研究發表會，其各學者所發表之研

究論文皆刊載於『天理台灣學報』，1995 年「天理台灣研究會」更名為「天理

台灣學會」，至 2015 年 6 月底為止，共計舉辦二十五回研究大會，為日台雙方

學者進行交流之學術平台。4 

自十七世紀以來，原居中國大陸的漢族開始大量移民台灣，同時也將原有

的中國特色一併帶入，因此，廣義來說，有關於台灣方面的學術研究多半是包

含於中國研究當中進行。然而，有一批日本學者認為，台灣位處於日本與東南

亞連結之西太平洋海上交通路線之中心點，且與中國大陸之間有台灣海峽將其

兩者相隔分開，而在民族結構的組成上，原屬於南島語系而非漢民族的居住

                                                      
2国分良成、酒井啟子、遠藤貢責任編集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日本の国際政治学─地域から

見た国際政治》，東京都：有斐閣，2009 年，頁 9-10。 
3台湾史研究会，研究会の概要，http://www.geocities.jp/taiwan_studies/about/about.html ，(進入

日期 2015 年 7 月 5 日)。 

 
4
天理台湾学会，http://www.tenri-u.ac.jp/tngai/taiwan/index.htm ，(進入日期，2015 年，7 月 25

日)。 

http://www.geocities.jp/taiwan_studies/about/about.html
http://www.tenri-u.ac.jp/tngai/taiwan/index.htm


10 

 

地，因此台灣社會出現與中國主流社會上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等方面不同的

發展，同時，藉由其地理位置之優越性，伴隨經濟發展的躍進，成為台灣歷史

的發展特色，有鑑於此，從事台灣研究的日本學者認為，應建立一套專屬於台

灣的區域研究系統，從而進行跨學科的區域研究，擺脫過去位居中國研究領域

下的地方研究，發展成為具有獨立性的台灣區域研究，因此集結了三十一位學

者，於1997年成立「日本台灣學會」(The Japan Association for Taiwan Studies ,

簡稱JATS),作為日本關於台灣研究的研究學者之間相互連結、合作的基點以及

日本與其他國家地區關於台灣研究的交流窗口。5同時，「日本台灣學會」亦蒐

集整理自戰後以來日本方面有關台灣之研究內容，進而編輯成一檢索目錄─

『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至2015年7月15日為止共收錄一萬兩

千三百三十一筆文獻資料，其內容含括廣泛，為一系統性的檢索目錄。61999年

5月,「日本台灣學會」開始發行『日本台灣學會報』，一年一期，至2015年6月

為止共發行十七期。 

2003年10月，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成立了以台灣為

研究重點的「台灣研究所」，主要目的為促進日本和台灣學術界之間的交流和

增進日台雙方的相互理解，其持續提供相當程度的支援，積極地促進深入台灣

研究的展開。成立初期，透過設立「了解台灣」之講座組織、訪台遊學團、收

集整理台灣相關資料、舉辦與台灣議題相關之演講等方法，以及2006年開始開

辦的日台市民社會相互交流平台為主要發展模式。在累積部分的研究成果之

後，於2007年與明石書店協定合作，出版「台灣研究叢書」系列─『東アジア

の市民社会と民主化-日本、台湾、韓国にみる』、『東アジアの社会運動と民

主化』、『台湾人元日本兵の手記小説集-生きて変帰る』、『東アジア新時代

の日本と台湾』和『台湾における脱植民地化と祖国化―二・二八事件前後の

文学運動から』，主要著墨於日台關係、日台市民社會、台灣經濟和台灣文

化。2008年4月，台灣研究所提出了第二次的五年計畫，其主要目標有三：首先

為研究基礎的明確具體化；由於自2003年成立台灣研究所以來，其對於「台灣

研究」所處之研究位置尚處於模糊階段，為能進一步加以明確定義，因而決議

於2009年4月時將其隸屬單位從原先的綜合研究機構變更為亞洲研究機構，欲透

過運作組織上主管機構的改變，進而使其更便利地與關於亞洲區域的研究活動

相互連結，達到互通合作的效果，同時利用台灣研究作為其研究特點，進一步

與各領域的研究計畫接軌，進行共同研究和教育活動，且透過國內外有關於台

灣研究學者之間的交流討論等方式，營造更加多元完善的台灣研究的基礎環

境。其次為培育豐富的日本關於台灣研究方面之專業人才；於2009年開始開授

關於區域研究下的台灣之課程內容，期望能出現更多對台灣持有高度關心且進

                                                      
5 日本台湾学会，日本台湾学会設立趣意書，http://www.jats.gr.jp/shuisho.html，(進入日期，

2015 

年 8 月 2 日)。 
6 日本台湾学会，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

http://www.koryu.or.jp/taiwanstudies.nsf，(進入日期,2015 年 8 月 2 日)。 

http://www.jats.gr.jp/shuisho.html
http://www.koryu.or.jp/taiwanstudies.n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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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台灣研究方面取得博士學位的研究學者，同時，以從事台灣研究方面的博士

生和相關研究之學者為中心所組成的「台灣研究會」亦定期舉辦。第三點為強

化以台灣為研究對象的教育體系；在早稻田大學成立台灣研究所之前，日本在

進行區域研究之時，尚未將台灣研究置於一個清楚的定位，因此為了確保從事

台灣研究的學者們能持續順利地進行其研究，避免在進行研究活動之時受到各

式各樣的阻礙，因而於第二期計畫中提出「台灣研究」之專題，目的即為了將

台灣研究朝體系化的學術道路推進。7 

參、日本於各時期對台灣的描述 

    根據「日本台灣學會」所編輯之『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関係文献目録』 

（1942 年～2014 年），於 2014 年 2 月 17 日為止共收錄 10,099 筆文獻。本文將

其文獻進行分門別類，得出結果如下：刪去文獻目錄當中重複收納之文獻筆數

79 筆，因此實際文獻筆數為 10020 筆，其中，社會科學領域共計 7896 筆，

即：人類學 1090 筆, 社會學 1565 筆，教育學 458 筆，心理學 2 筆，法律學 264

筆，政治學 1931 筆，經濟學 1320 筆，管理學 409 筆，區域研究及地理學 857

筆。人文學領域為 2124 筆，即：文學類 1539 筆，語言學 163 筆，歷史學 106

筆，哲學 0 筆，藝術學 113 筆，其他-人物傳記 203 筆。而本文僅就社會科學領

域之文獻進行統計，因此統計數據將排除人文學領域之文獻。1942 年至 2014

年，戦後日本在社會科學領域下對於台灣之相關文獻分佈比例如表 1 所示。 

 

表 1，本文自行繪製。 

另更進一步依據年代，以十年為一單位，了解日本於不同時期上，對於台

灣研究在各學門中所著重之比例及背後意義，解析台灣由殖民地轉變為經濟發

展國家以至於現今於亞太地區所扮演之角色的變遷總結。 

 

一、戰後至 1960 年代，以人類學、民族學為主的台灣 

                                                      
7
早稲田大学 台湾研究所，http://www.waseda.jp/prj-taiwan/gaiyou.html ，（進入日期 2015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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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aseda.jp/prj-taiwan/gaiyo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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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後至 1960 年代之文獻分類如表 2（1942 至 1950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

佔之文獻比例）、表 3（1951 至 1960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例）所

示。 

 

表 2，本文自行繪製。 

 

表 3，本文自行繪製。 

     歷史脈絡源自 1895 年，清朝於甲午戰爭中戰敗，進而使台灣成為日本帝

國擴張之始於海外的第一個殖民地。在這段長達約 50 年的殖民統治時期當中，

日本面對台灣所進行的主要學門研究便以文化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為大宗，而

其中一個顯著的特徵為，當時的研究對象為佔居少數的原住民族群，而非當時

人口數中佔大多數的漢族系的住民。在日治時期，以現地調查為基準，可將原

住民族研究區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為 1896 年開始，由於當時尚未武力平定

人類學 社會學 教育學 心理學 法律學 政治學 經濟學 管理學

區域研

究及地

理學

百分比 44% 15% 0 0 4% 22% 0 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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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57% 9% 3% 1% 10% 3% 6%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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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因此日本總督府的統治權力並未擴及至山區，此時期主要以伊能嘉矩、

鳥居龍蔵、森丑之助三人為研究者之代表，對未知的土地領域以「探險」的方

式進行廣域式的調查。第二時期為 1909 年開始，透過總督府所設置的「臨時台

灣舊慣調查會」，以官方主導的身份進行「五箇年計劃理蕃事業」的現地調查，

雖然當此計畫結束之後仍遺留了尚未進行調查的部分地區，但透過此計畫完成

後所發表的報告書-『蕃族調查報告書』以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可視為

當時相當寶貴的原住民族之學術資料，然而，當時從事調查與執筆的負責人員-

佐山融吉和小島由道等人，於調查結束後便未持續進行原住民族之相關研究，

因此使得第二時期的原住民族調查研究在後期出現了空白的狀態，期間僅剩下

森丑之助與原住民族持續保有的互動關係。1928 年設立台北帝國大學，此舉替

第三時期的原住民族研究帶來一個新的轉機，在此一新設立之帝國大學中，以

專家學者們為中心，對於昭和時期的台灣民族學和人類學方面進行更深入的原

住民族調查研究，同時，此一時期原住民族的自身社會狀況亦發生大規模的變

動，1930 年，賽德克族大規模的武裝抗爭，是為霧社事件。因此於霧社事件發

生之後，日本總督府對於原住民族之統治方式改採更為高壓強制之手段，欲更

快速地強迫去除原住民族之舊慣以及強化山地的開發，此一時期之代表人類學

學者為馬淵東一，其於台北帝國大學創立之始，花費十餘年之時間於台灣各地

進行原住民族之資料收集。8 

在 1930 至 1932 年間，台北帝國大學土俗學人種學研究室和語言學研究

室，接受了前總督上山滿之進的補助，進而進行長期田野調查，並於 1935 年出

版由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與馬淵東一共著之『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属の研究』

以及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等兩部巨著，並分

別獲得日本學術院賞及恩賜賞，9其中『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属の研究』中將近四

分之三的部分為馬淵東一所執筆，其內容將近六十萬字，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此一著作當中並未詳述記述台灣原住民族自十七世紀以來遭受各個外來勢

力的影響，而是將重點完全放置於當前日本統治時期下的框架之中。10因此，

即使在戰後，台灣已不為日本之殖民地，但在戰後初期，日本對於台灣的研究

仍著重於人類學之延續。 

二、1960 年代後期至 1990 年代，經濟奇蹟的台灣 

    1960 年代至 1990 年代之文獻分類如表 4（1961 至 1970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

域所佔之文獻比例）、表 5（1971 至 1980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

例）、表 6（1981 至 1990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例）所示。 

                                                      
8
笠原 政治，「日本統治下の台湾における民族学と馬淵東一」，ヨーゼフ・クライナー編，『近

代「日本意識」の成立 民俗学、民族学の貢献』，東京：東京堂出版，2012 年，頁 124-125。 
9張隆志，「從「舊慣」到「氏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通民地臺灣的文化政治」，『臺灣文學研

究集刊第二期』，2006 年 11 月，頁 44。 
10笠原 政治，「日本統治下の台湾における民族学と馬淵東一」，ヨーゼフ・クライナー編，

『近代「日本意識」の成立 民俗学、民族学の貢献』，東京：東京堂出版，2012 年，頁 126-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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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本文自行繪製。 

 

 

表 5，本文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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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本文自行繪製。 

 

依據本文所整理之圖表可發現，日本對於台灣經濟的研究數量於 1960 年代

後期開始有著明顯的成長。然，根據戴國煇所著『台湾史の探索』一書指出，

戰後日本對於台灣經濟方面的研究更可追溯自當時附屬於「中國研究所」研究

團體底下之研究。1950 年出版，由岩村三千夫和米沢秀夫所撰寫之『台湾問題

と台湾経済』（中国研究所『中国資料月報』）為先驅，其內容主要分為兩部

分，第一部分為「國際情勢下的台灣」，第二部份則為「台灣經濟的現況」。然

而，米沢秀夫於撰寫台灣經濟部分之處時，同時表明提出：「現階段關於台灣經

濟方面的資料尚未充足，因而無法進行詳細地分析」，因此對於二戰結束之後至

1952 年之間，台灣經濟的描述僅能透過當時的新聞記事，例如：『上海大公

報』、『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遠東經濟評論）、『香港經濟商報』、

『同大公報』、『台灣經濟時報』等進而進行參考。至 1960 年代，「中國研究

所」陸續發表了關於「美國的台灣政策」、「台灣經濟與美國援助」、「國際法上

的台灣地位」方面的研究文章，然而，此階段關於台灣之相關研究，主要被美

中關係架構下的「台灣問題」框架所主導。11另外，於 1961 年所出版的三本著

作，即：吉村暁和加藤芳男所共著『自由中國的表情』、木內信胤所著『現代的

台灣』和近藤俊清所著『台灣的命運』。戴國煇認為，上述三本著作並不能歸類

為學術研究專書，『自由中國的表情』一書為當時吉村暁和加藤芳男以隨行於總

理大臣岸信介身旁的讀賣新聞記者之身份，透過其在旅行、訪問期間之所見所

聞進行紀錄，因此評論的價值不高。而『現代的台灣』一書大致為根據世界經

濟調查會的結果，將其原封不動地進行論述，可說是較為粗糙的整理，並未提

出進一步的調查研究結果，然而，木內信胤在其中所提出「台灣位於經濟發展

途中所應佔據代表之位置」，被認為之所以台灣位於區域研究中的重要性逐漸提

                                                      
11
戴國煇，『戴國煇著作選 2 台湾史の探索』，（東京都：三省堂書店，2011 年 4 月），頁 328-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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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此為一不容忽視的開端。近藤俊清所著『台灣的命運』，其書中對於當時台

灣所實行的農地改革提出質疑，舉出此項改革對於台灣農民而言是一項新的德

政亦或是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壓榨手段，同時作者近藤俊清本身亦為台灣獨立

運動的支持份子，12此點亦為一值得關注之處。 

1960 年代以前，日本為台灣第一大貿易夥伴，直至 1961 年開始，美國取

代日本成為台灣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日本則退居第二，此一狀態維持將近 40 年

之久，直至 1990 年代中期，中國取代美國與日本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由

此可見，日本與台灣之前的經濟關係一直以來都十分的緊密。13 

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的東亞與台灣政策深深影響著日本的對台政策，然

而，1971 年 10 月，中國取得了其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一切權益，國際地位

因而隨之提高，世界局勢也因而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同時，由於蘇聯奉行大

國沙文主義政策，促使中蘇關係更為冷淡，另一方面，美國由於深受越戰情勢

所苦，且在與蘇聯的軍備競賽中逐漸趨於下風，為扭轉此一局面，決定與當時

和蘇聯對立的中國政府進行協商接觸，期望透過中國的力量，進而牽制蘇聯的

擴張，以維持其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勢力。而此大動作的外交舉動，在日本政界

引起很大的震撼，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日本的外交政策亦迅速做出了調

整。1972 年 7 月，田中角榮隨即與中國進行國交正常化的談判，同年 9 月，中

日雙方簽署『中日聯合聲明』，而此聲明中的第二、三條提及：「日本政府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重

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

中國政府的此一立場，並堅持貫徹『菠次坦宣言』第八條的立場」，進而確立了

「七二體制」，即為基於中美『上海公報』以及『中日聯合聲明』所訂定之框

架，日本政府將保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因此，日本政府為維持與台灣之間

的關係不至於完全破裂，雙方便互相設置了半官方、半民間性質的「日本交流

協會」與「亞東關係協會」作為雙方相互交流的聯絡窗口，以持續實質的交流

關係。 14  

在歷經一連串外交挫敗以及遭受國際孤立之衝擊下，1970 年代初期的台灣

對外政策轉向為經濟外交的強化。對於此時期的台灣來說，日本與美國所占之

總輸入額及總輸出額為五成以上，為當時經濟貿易活動之重點國家，然而，日

本方面由於 1970 年松村謙三訪中交涉之際，與當時中國主席周恩來訂下為維持

日中貿易，日方所應遵守之四大原則。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拒絕與符合以下四

點之企業進行合作：1.受中華民國和韓國援助之企業。2.中華民國以及韓國所投

資的企業。3.在越戰當中，以援助美國為目的，進行兵器和彈藥等等軍事物資

供給的企業。4.為美國企業之子公司或合夥公司。因此與台灣關係匪淺的住友

化學、三菱重工以及在日華協力委員會中的重要成員，包含三井物產等日本四

                                                      
12 同上註，頁 330。 
13巴殿君，『冷戰後日本對台灣政策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年，頁 111。 
14巴殿君，『冷戰後日本對台灣政策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年，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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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社，皆因為「周四條件」的提出，而形成沈重的壓力，因此為了扭轉在國

際社會上因退出聯合國所遭逢的低潮，轉而選擇「彈性外交」、「現實外交」之

外交道路。15綜合國內外因素，此時期日本對於台灣的研究，尤以經濟方面的

數量逐漸豐碩，研究重心對象出現變化。 

三、1990 年代至今，兩岸關係下的台灣 

1990 年代至今之文獻分類如表 7（1991 至 2000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

之文獻比例）、表 8（2001 至 2010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例）、表 9

（2011 至 2014 年間各社會科學領域所佔之文獻比例）所示。 

 
表 7，本文自行繪製。 

 

表 8，本文自行繪製。 

                                                      
15
清水 麗，「日華断交と７２年体制の形成—１９７２−７８」，川島 真、清水 麗、松田康

博、楊永明著，『日台関係史１９４５−２００８』，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年，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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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本文自行繪製。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在國際環境下民主化浪潮的擊襲，台灣的威權專制

政體逐漸消弭，進而急速地向民主化社會邁進。然而，多元組成的台灣內部社

會，並未因為威權政治體制的變遷而平靜，反而愈加激起對社會內部對立的火

花。總體來說，台灣的政治和經濟狀態自 1990 年代以來，由於和中國之間的關

係出現大轉變，因而促發一連串的連帶影響。 

由沼崎一郎和佐藤幸人所編之『交錯する台湾社会』一書便以 1990 年代以

來，經濟構造產生巨幅變化，同時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愈發緊密，以及政治層面

上的民主化經歷和 2000 年與 2008 年時政權交替為背景，進而概觀分析台灣社

會。關於自 1990 年代以來台灣的經濟變動可分為經濟結構的變化和與中國之間

日漸趨於緊密的關係之兩個層面。台灣的經濟結構的再變化始於 1980 年代中

期，在此之前，主要是倚靠勞力密集型的製造產業帶動經濟的高速成長，然

而，台灣勞動力成本的逐漸提高，使得經濟結構出現轉型。自 1990 年代開始，

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逐漸趨緩，而進入 2000 年以來，由於遭受了 2001 年時的網

際網路泡沫之影響，使得邁入以資訊、通訊產業為主的台灣經濟型態更受打

擊，且 2008 年發生雷曼兄弟債券事件，因而使得台灣經濟曲線於 2001 年和

2009 年出現負成長的狀態。另外，以經濟結構中的貿易比重為觀察基準，進而

發現由於台灣民間消費的內需市場逐漸擴大，使得 1990 年以來，台灣的貿易出

口依存度出現下滑的趨勢，然而，進入 2000 年後，出口依存度又再度向上攀

爬，台灣經濟型態再度轉回出口主導形式，且最主要的出口對象亦從原先的美

國轉為中國。16自時序進入 1990 年代以來，不論是經濟亦或是政治上的變化都

促使台灣社會產生劇變，而其中構造層面的變動為主要原因。台灣歷經日本殖

民時期和國民黨蔣氏父子之統治，可將台灣社會視為一種「外來者」與「原住

者」的二元對立，以及「統治層」和「被統治層」的二層構造下所組成。17遠

                                                      
16
沼崎一郎、佐藤幸人編，『交錯する台湾社会』，（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2012 年 3 月），

頁 5-6。 
17
同上註，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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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本殖民之前，台灣社會便存在著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二元對立關係，然而

在日本殖民時期時，身為外來者的日本人以殖民者的身份統治著於更早之前即

居住在此地的漢人和原住民族群，使得原先漢人和原住民族的二元對立的構造

變動，合併為同一構造層，形成日本人（統治層）與漢人和原住民族（被統治

層）間的二元關係。18 伴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其喪失對於台灣之

統治權，蔣介石政權於 1944 年 4 月設置台灣調查委員會，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

政長官。因此台灣社會的統治者從日本人再度變更為中國大陸出身的「外省

人」，接手自日本殖民時期所殘存之大部統治機關，同時進一步加強特務機關和

監視體制，造成「白色恐怖」籠罩台灣社會，此時期的二元關係轉變為統治層

的「外省人」（中國大陸出身）與被統治層的「本省人」（台灣出身）和原住民

族群。 19自蔣經國政權過渡到李登輝政權，隨著國內外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轉

變，原先根深於台灣社會的二元結構關係似乎也開始出現流動的現象，多元化

的族群認同以及新移民的加入等逐漸滲入二元結構的鴻溝，進而填補，往多元

構造延伸、發展。20 

日本台灣學會發起人之一的日本學者─石田浩，其在著作《アジアの中の

台湾》中對於戰後以來日本的台灣研究提出系統性的整理。自二戰結束以來，

日本的中國學術界對於 1949 年所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持有相當程度的關心，

相較之下，當時日本方面對於台灣的研究著墨較淺，最大的原因為，日本基於

發動侵略戰爭進而展開「戰後反省」，而日本的中國學術界的研究學者對於在過

去被認為是停滯不前的中國竟透過中國農民發起了自發性且同時具備革命性質

的社會變革抱持相當程度的好感和共鳴，因而將中國社會主義視為夢想和理想

的寄託之處。且當時的研究學者之所以將重心著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台

灣，其原因有二，首先為其對於在國共內戰中失敗的國民黨地不信任，且擁有

中國的代表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其次為日本在戰後實

施「戰後反省」的對象僅限於中國，將國民黨所統治下的台灣排除在外，忽視

過去日本帝國主義對於台灣實施長達 50 年的殖民支配統治，有鑑於此，戰後以

來日本對於台灣方面的研究數量與戰前相較是為減少的情形。21 

 面對「台灣研究」，同為日本台灣學會發起人之一的日本政治學者─若林

正丈指出，台灣的特殊性即在於其先後歷經社會組成上之重疊性以及位於國際

社會中的身分認定問題，因此，當前位於區域研究框架下的台灣研究，應著手

於現今所面臨之國際情勢進行分析和研究。在傳統的區域研究中，其含括對該

區域歷史、政治、經濟、文學、文化人類學等等各方面之學術認知，然在進行

台灣研究之時，除了透過傳統學術領域的探究 之外，應加上與其相關聯之外來

                                                      
18
沼崎一郎，『台湾社会の形成と変容−二元・二層構造から多元・多層構造へ』，（仙台：東北大

学出版会，2014 年 3 月），頁 48。 
19
同上註，頁 74。 

20
同上註，頁 91。 

21
石田 浩，『アジアの中の台湾：政治、経済、社会の変容』，大阪市：関西大学出版部，1999

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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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即：荷蘭史、中國史、日本史和國際政治史等等同時進行跨學科的研

究，因此可以說台灣研究具備其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因此，戰後關於台灣研究

的問題意識可分為三個系列，即為:「發展」系列、「民主化」系列和「身分認

同」系列，1970 年代末期，台灣經濟快速地發展，其迅速發展之姿成為第三世

界以及開發中國家所欲爭相模仿的對象，於此同時，由於經濟的快速成長，實

現民主化的聲響亦如同浪潮般隨之席捲而來，因此於 90 年代開始，逐步實踐一

系列的民主選舉，並於 1996 年完成總統直選，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確立民主

化的基礎。同時，兩岸關係的發展也成為台灣最不容忽視的問題，不論歷史、

文學亦或是以文化為中心的研究皆圍繞著台灣的身分認同問題打轉，因此也進

而出現了「台灣為其自身之主體」以及「台灣為中國之一部分」此兩種史觀在

認知上的拉鋸。22於 1992 年出版之『台湾—分裂国家と民主化』，便透過「權

威主義體制下民主化的政治社會學」以及「在國家、社會框架下的台灣歷史社

會學」此雙向的視角解析台灣政治的現況，為當期的代表著作之一。 

肆、結語 

   戰後，日本在區域研究下所進行的「台灣研究」，其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情

勢皆展露出不同的面貌，與日中之間政治、經濟的變化亦有著連帶性的影響。

戰後初期為殖民地記憶的延伸與遺留，因此主要研究類別集中於戰前延續下來

的人類學領域，1970 年代由於台灣經濟快速發展，使得日本對於台灣的研究重

點逐漸偏向經濟領域，直到 1980 年代末期，由於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的巨大

轉變促使日本的台灣研究學者對台灣的研究重心再度出現改變，對在位處兩岸

關係下的台灣之政治變化的研究更趨盛行，因此，台灣在日本眼中的認識變化

亦從殖民地印象轉為經濟發展國家，再進一步轉為亞太區域中的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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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後「憲法九條論爭」 

看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內涵 

林彥瑜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日本在戰敗後進入美軍佔領期，並於1947年施行了有「和平憲法」之稱的

戰後新憲法，其中，「憲法第九條」明文規定「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

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這個「放棄戰爭權」的條

款，在戰後每當日本遇到國防外交危機時，都會遭到挑戰，引起國內「改憲

派」與「護憲派」的激辯，是為「憲法九條論爭」。1990年代主張修改「憲法

九條」的「新民族主義者」登場，引起筆者好奇「憲法九條」與「民族主義」

的關係。本文試圖討論「憲法九條」與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關係，思考為

何「憲法九條」緊緊牽動者日本民族主義者的敏感神經，並透過整理分析「憲

法九條論爭」的戰後史，理解戰後日本「憲法九條論爭」中正反兩派「和平國

家vs正常國家」所各自意味著的日本當代民族主義內涵。 

 

 

 

 

 

 

 

關鍵詞：日本憲法第九條、日本民族主義、和平憲法、戰爭放棄 

 

 

 

 

 

 

壹、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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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在戰後的新憲法中有著著名的「和平條款」

──「憲法第九條」（簡稱「憲法九條」），明文規定日本放棄戰爭權： 

 

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

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

戰權。 

 

 由於「憲法九條」使日本在失去戰爭權的同時、成為國際社會非常特殊的

一員，「修改憲法九條與否」、「日本是否應該軍備化」的爭論，屢屢成為日

本在面臨國防外交危機之際最分歧的政治爭議。贊成修改九條的人認為這是日

本「國家正常化」的第一步，反對者則認為這是重返戰前軍國主義的道路。戰

後，曾經有好幾波「修改九條運動23」，而在2012年首相安倍晉三第二次上台

以後，「修改憲法九條」的動向也愈趨明顯，成為新一波修憲的趨勢。不禁讓

筆者思考：這些以自民黨安倍晉三為代表的、所謂的傳統「日本右派」對日本

國家認同的政治主張，為何總是不離「修改憲法九條」？「憲法九條」與「日

本民族主義」的關係是什麼？為什麼這些所謂的「新民族主義者」，會為了建

構日本國族認同與歷史認知的理念不遺餘力，卻在主張修改歷史教科書、強硬

處理領土問題、反對首相為二戰道歉等等這些關乎「歷史」的主張以外，會提

到一個與「現實」如此緊密相關的「修改憲法九條」這個主張？「憲法九條論

爭」之於「日本民族主義」是否存在什麼特殊性？ 

 換句話說，在日本的特殊歷史脈絡下，民族主義與憲法九條的關係，引起

了筆者的好奇。為什麼一談到日本的「民族主義」就一定會牽扯到修改「憲法

九條」的問題？ 全世界很少有一個國家像日本一樣，戰後從未修改過憲法，而

且還是在傾向贊成修憲的自民黨長期執政的狀況下。為什麼「憲法九條」如此

觸動日本人國族認同的敏感神經？為什麼「憲法九條」會和「歷史認識問題」

連結在一起？也很少國家的民族主義者，會堅持一個和「民族」、「族群」等

關鍵字無關的憲法條文──即憲法九條──必須修改。似乎，正是因為日本輸了

「那場戰爭」（あの戦争24），所以戰後對「那場戰爭」的記憶，幾乎就被固

                                                      
23 戰後日本曾發生幾波「修改憲法九條與否」的爭辯，包括1950年代初期韓戰期間日本社會的

躁動、1955年「砂川判決」裁定安保條約違憲、1982年中曾根康弘內閣時期、1990年波斯灣

戰爭、2012年自民黨修憲草案等。詳本文後述，參考田中伸尚《憲法九条の戦後史》（東

京：岩波書店，2013）。 

24 不同國家從不同的視角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有各種不同稱呼，例如日本視角的「大東亞戰

爭」、「十五年戰爭」，美國視角的「太平洋戰爭」，中國視角的「對日八年抗戰」、「反法西斯

戰爭」等稱呼。因此日本學界有論者稱呼其為「那場戰爭」，同時也代表了對「那場戰爭」

視角的多元性，用這個用詞表達戰爭的名稱難以窮盡各方多元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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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在這些特定的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象徵」之中，其中就包含「憲法九條」

──一個映照出日本人如何「記憶」那場戰爭、「想像」日本的未來──的鏡

子。於是，本文嘗試進入日本的歷史制度脈絡，考察「憲法九條論爭」在當代

日本民族主義的場域中扮演的角色，思考當代日本民族主義的內涵在「憲法九

條論爭」的脈絡中是如何變化的。 

 然而，儘管「『憲法九條論爭』是現今日本民族主義的重要議題」似乎是

個合理的直覺，日本有關「憲法九條論爭」的研究著作也汗牛充棟，但若進一

步比較日本既有的、關於「憲法」的研究成果，似乎發現日本法學者的憲法研

究成果中較難找到關於「民族主義」的敘述；同時，日本政治學者對民族主義

的研究中，也較少談到學理上「憲法」之於「民族主義」的意義與作用。換句

話說，既有的「憲法研究」中，比較難找到探討「憲法──民族主義」此一連結

的系統性研究。本研究試圖以「日本戰後 『憲法九條論爭』中『改憲派』與

『護憲派』的主張為何？這些主張產生的歷史脈絡為何？這些主張如何形塑了

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為問題意識，整理僅有的既有文獻中「憲法九條」與

「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關係，試圖從「憲法九條」這個切入點一窺「日本當

代民族主義」的實質內涵。 

 

貳、 「憲法九條」與「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關係 

 

一、本研究對「日本民族主義」的概念界定 

 民族主義（nationalism，ナショナリズム）的理論十分繁雜，民族主義的

研究學者唯一的共識就是，對於「民族主義」並沒有一個公認的、統一的定義

或理論存在，必須依照各個民族、國家的實際脈絡適用、補充不同的理論。 

 日本人類學者大貫惠美子在《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這本

巨著中檢討了各家民族主義理論之於日本的不適用性。若以著名的民族主義學

者《想像的共同體》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為例，大貫惠美子認為，基於兩項

特殊的歷史脈絡因素──日本尚未真正脫離君主制、且官定歷史已經融入天皇家

系的時間之中──日本民族主義的產生，並不符合安德森對民族主義提出的要

件。 

 大貫美惠子因此跳脫西方民族主義理論家的民族主義界定，在該書討論

「櫻花」這個美學意象與日本軍國主義的關係時，將「民族主義」區分為「文

化民族主義」與「政治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是一種群體式的感

覺，就像是櫻花在古代日本的美學價值一樣，通常是在選擇了某個特定的象徵

之後，再將界線加以具象化；『政治民族主義』則是國家的意識型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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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這裡對「意識型態」的定義是：「為了保證或顯示權力，所展開的統一性

計畫或一連串政策」26。 

 因此，本研究對「日本民族主義」的界定延伸以上大貫惠美子的區分，認

為「日本民族主義」包含了國民對特定象徵的群體認同（文化民族主義）及政

府由上而下的制定的意識型態（政治民族主義），並在結論中試圖提出「憲法

九條論爭」本身如何在「日本民族主義」的界定框架中產生意義。 

 

二、「日本民族」與「憲法九條」的關係 

 日本被認為是個「單一民族國家」，然而，儘管日本看似擁有同質性極高

的語言、血緣、文化、歷史，根據日本社會學者小熊英二的研究，日本的「單

一民族」其實是個「神話」，是相當晚近才被建立的27。在二次大戰前結束

前，大日本帝國獲得殖民地朝鮮與台灣後，「純血的日本民族」會成為領土擴

張、將殖民地收編進帝國的一個障礙，因此主流論述是日本自古以來有著大量

異族的同化經驗，並對各個民族一視同仁；然而戰後卻突然改變成「日本自太

古以來住著單一的日本民族」，是一個「沒有異族抗爭，是農民的和平國

家」。有趣的是，在戰後的「單一民族神話」論述中，並非只強調日本民族的

「單一」而已，還宣稱「和平」乃是日本民族的「天性」，而且這樣的天性乃

其來有自──與日本民族發展的歷史經驗相關。小熊英二將戰後的日本單一民族

神話論述歸納如下四點28： 

 

(一) 日本自太古以來住著單一的日本民族，沒有異族的抗爭，

是農民的和平國家。 

(二) 天皇一家並非外來的征服者，而是這個和平民族的、文化

共同體的統合象徵。 

(三) 日本民族自太古以來與邊境島國居住的其他民族的接觸很

少，外交能力和戰鬥能力也很貧弱。 

(四) 因為日本是單一民族國家，所以歷史和現在都是和平的。 

 

 這四點皆強調日本民族本質上是愛好和平的。這樣的「和平天性」和「與

其他民族很少接觸」這樣的經驗有關，也跟天皇作為日本純血的象徵有關。這

                                                      
25 大貫惠美子（Ohnuki Emiko）著，堯家寧譯，《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ね

じ曲げられた桜──美意識と軍国主義）（台北：聯經，2014），頁 403-408。 

26 Eric Wolf, Envisioning Power: Ideologies of Dominance and Cri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4. 

27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

《台灣社會學》，第19期，2010年6月，頁157。 

28 小熊英二，《単一民族国家の起源》（東京：新曜社，2003），頁36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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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戰前拉攏殖民地人民的帝國民族論述完全相反。從這裡可以很明顯的看出，

「日本是個單一民族」也是被建構出來的國族神話，如社會學者汪宏倫所說，

「如果我們把日本視為給定的實體，是一個由單一民族組成、具有高度同質的

血緣、語言與文化的國家，那麼我們恰恰是掉入了民族主義的陷阱」29。 

 於是，我們可以接著問的問題是：為什麼戰前和戰後的日本民族論述有如

此大的反差？根據小熊英二本人的解釋是，「當然這（戰後的日本民族論述）

符合了戰後的象徵天皇制、因為敗戰而對國際關係失去自信、以及厭戰而『不

想被捲入戰爭』這種『一國和平主義』的心理。為了國內的和平與安定，拒絕

來自外界的『麻煩事』」，也就是說，「弱的時候以單一民族論獨善其身，強

的時候以混合民族論侵略外部地區」30的一種具策略性的民族論述，會隨著日

本所處的局勢而變化。 

 由此可見，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日本近現代史上最劇烈的一個「斷裂

口」，「和平」是用來銜接日本戰前與戰後這個巨大「斷裂口」的一個脆弱的

「黏著劑」：因為我們是愛好和平的民族，所以我們現在用和平憲法，創世界

之首例，希望可以開創新的國際關係與國家的想像。若加以對照戰前與戰後的

憲法，作為「和平條款」的「憲法九條」正是「日本民族是個愛好和平的民

族」的認證章。因此，「憲法九條」所象徵的和平日本，與當代日本的國家認

同、民族主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三、 全球觀點的制度論：「憲法九條論爭」在日本當

代民族主義議題中的位置 

 那麼，「憲法九條」與日本民族主義的關係為何？中研院社會學者汪宏倫

為極度繁雜的日本當代民族主義議題（包含靖國問題、謝罪補償問題、歷史教

科書問題、領土問題等）提供了一個清楚的「全球觀點的制度論」31分析架

構，將這些議題做了明確的分類。他將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相關議題分類為

「公民──領土」與「族群──文化」兩個向度，並從中區分「國際」與「國

內」層次，在該2x2的表格中，「憲法九條論爭」乃是屬於「公民──領土」政

治場域的「國內」議題。值得注意的是，汪宏倫所區分的「政治場域」與「文

                                                      
29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

《台灣社會學》，第19期，2010年6月，頁157。 

30 小熊英二，《単一民族国家の起源》（東京：新曜社，2003），頁362-364。 

31 汪宏倫根據Brubaker的啟發，結合Bourdieu(1991)、Meyer et al.(1997)等學者的理論，發展出

「全球觀點的制度論取向」作為民族主義的分析架構。參考汪宏倫，〈制度脈絡、外部因素

與台灣之「national question」的特殊性：一個理論與經驗的反省〉，《台灣社會學》，第1

期，2001年6月，頁18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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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象徵場域」的兩個層次，與前述大貫惠美子界定日本民族主義的兩個範疇

「政治民族主義」及「文化民族主義」的區分不謀而合──「政治民族主義」是

國家意識形態、「文化民族主義」則是一種群體式的感覺與情緒──可與此表概

念相互對照。 

 

表1 日本民族主義所牽涉議題的場域或層次32 

 公民─領土制度 

（政治場域） 

族群─文化制度 

（文化／象徵場域） 

國際／全球

脈絡層次 

 原爆、接受波茨坦宣

言投降 

 美軍占領、東京審判

與舊金山和約 

 韓戰、美日安保條約

與冷戰 

 兩次波灣戰爭與自衛

隊海外派遣問題 

 國際間對日本戰時犯

行（例如慰安婦、731部隊

等）的指控、訴訟與索賠 

 近鄰諸國對歷史教

科書的抗議 

 國際知識社群關於

南京大屠殺、慰安婦、

731部隊等議題的跨國調

查與歷史研究 

 原殖民地（台灣、

朝鮮）要求將原台籍或

朝鮮日本兵牌位從靖國

神社移除 

國家／國內

脈絡層次 

 國體與天皇制之論爭

（含天皇之戰爭責任問

題） 

 和平主義憲法（「憲

法九條」論爭） 

 戰後美軍主導下所建

立的議會民主體制 

 對「謝罪外交」的指

責 

 國族的紀念／祭祀

機構（如靖國神社、廣

島、長崎等地的和平紀

念館等） 

 教科書問題（家永

三郎訴訟案、「東京裁

判」史觀、《新歷史教

科書》、「近鄰諸國條

項」等） 

 節日與儀式（原爆

紀念日、終戰紀念日

等） 

 

 汪宏倫認為，藉由這個表，「我們可以重新勾勒日本近現代國族主義的發

展軌跡與大致樣貌」，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在冷戰的國際體系

                                                      
32 粗體處為筆者所加，強調「憲法九條論爭」在此表中的位置。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

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第 19 期，

2010 年 6 月，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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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與東亞鄰國（特別是中國、韓國）之間的「歷史認識33」議題為何，並且在

1990年代冷戰解體後，日本「新民族主義」熱潮是如何應運而生34。 

 日文的「歷史認識」一詞，乃指人們對歷史的記憶、評價、解釋、認知。

觀諸此表中的每一個民族主義議題，例如歷史教科書問題、靖國神社問題、首

相謝罪問題等，皆與「歷史認識」相關。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認識」，

深深決定了日本國民對這些議題的立場，然而這些議題之間並不能簡單相互化

約，議題與議題之間彼此相互交織牽連。其中，以「憲法九條論爭」為例，汪

宏倫對「憲法九條論爭」與「歷史認識」的關係，解釋如下： 

 

  「日本戰後制定所謂『和平憲法』，雖然屬於『公民──領土』制度

場域，但由於和平憲法賦予國家相當特殊的地位角色，因此必須倚靠『族

群──文化』制度場域的和平主義教育來加以合理化，而這就不得不牽涉到

『國家觀/世界觀』的改寫，以及對日本戰前歷史的記憶與評價35」。 

 

 此處所指出的「和平憲法」以及「和平主義教育」，乃是戰後美國在日本

留下的兩大制度遺產，主要是為了達成兩個目的：「去軍事化」與「民主化」
36，希冀對日本從外在的制度到內心的思想進行全面的改造。汪宏倫認為這樣

的制度遺產是日後日本民族主義辯論中，日本怨恨他者（美國、中國、韓國

等）的種子37。「和平」在日本的歷史脈絡下是種近乎意識型態的符號，半強

迫半自願的被貼上「和平」標籤後的日本，戰後無論是在國際舞台的外交作

為、或是國內的國防政策，都必須遵守憲法第九條對國家戰爭權的限制。然而

數十年來正是因為這樣特殊的制度遺產賦予日本國家極度特殊的性質，因此在

民族主義辯論高漲的時刻時常發生齟齬，「憲法九條論爭」如同漂浮在日本人

內心的一個幽靈，每當日本民族主義議題浮現檯面，「憲法九條論爭」也隨之

躁動。尤其在自民黨於2012年重回執政大位以後，這樣的「修改憲法九條」的

傾向越發明顯，甚至頒佈了自民黨版的新憲法修正草案。 

                                                      
33  「歷史認識」乃是日文，若應用在中文的場域中，應譯為「歷史認知」，唯本文以引號方

式保留日文原文，是因為中文之中「歷史認知」的用法較之日文與韓文之中，經常使用此一

詞彙指涉關於歷史教科書等民族主義議題的「對歷史的記憶與評價」，故本處保留原文。 
34 詳後述。參考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

制度成因〉，《台灣社會學》，第 19 期，2010 年 6 月，頁 160-161。 
35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

《台灣社會學》，第 19 期，2010 年 6 月，頁 160。 

36 約翰．W．道爾(John W. Dower)，胡博譯，《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頁43-

49。 

37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

《台灣社會學》，第 19 期，2010 年 6 月，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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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接下來本文考察「憲法九條」的誕生過程、以及戰後至今幾次重大

的、關於「憲法九條」的辯論，日文漢字名之為「憲法九條論爭」，探討「憲

法九條論爭」之於日本民族主義的意義。 

 

四、一種強加的「由上而下的民主革命」：「和平憲法」的誕生 

 美國學者約翰道爾（John W. Dower）在《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的日本》一書中以「由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稱呼美國在戰後以聯合國盟軍最高

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簡稱GHQ）佔領日本期間（1945年八月到

1952年四月）的政策。其中，頒佈新憲法就是最重大的改革政策，美國對日本

的兩大目的「非軍事化」以及「民主化」徹底被體現在這部憲法之中。新憲法

不僅將「民主化」的基本理念規定成文，而且明確禁止日本以武力解決國際爭

端，與「非軍事化」的原則完美結合38，取代舊有的專制獨裁體制。 

 依據波茨坦宣言，「當建立起一個合乎日本國民自由意志的、傾向於和平

和負責任的政府」時，美軍對日本的佔領將會終結39。由此可見，「和平憲

法」並非單純只在制度面合乎美國的利益，而是要將日本從內而外改造成一個

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國家，徹底消除將日本引向戰爭的軍國主義根源。在美國

這樣明確的意圖之下，「和平」、「民主」這些政治正確的普世價值符號並非

表面的憲法文字規定、而是本質的徹底改造，因此這樣的改造自然也牽涉日本

國民的自我認同，也就是說，「和平」、「民主」的價值重建了日本國民的國

家認同，也因為對戰前的自己──軍國主義的日本──完全否定，因此戰後的

「和平、民主」價值也同時彰顯了日本國民對「戰爭」的反省。因此，日本作

為一個全新的「和平國家」即將在復興之路上慢慢重建破碎的家園，追求嶄新

的、愛好和平的、民主的日本，就是戰後日本的目標。 

 這樣的心理體現在1947年《日本國憲法》頒佈施行之初，日本民眾對「憲

法九條」的歡迎。小熊英二2008年的著作《〈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

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以時間序列分章，探討日本戰後社會中「民主」與

「愛國」的概念在各種政治事件、運動、符號、思想之中如何演變，而《日本

國憲法》就是此書所探討的民族主義的「符號」之一。小熊於第四章「憲法愛

國主義」中主張，「憲法九條」的和平主義是戰後破敗的日本唯一的「民族主

義」意識型態，政府以和平、道義的形象作為戰後對國內宣傳憲法教育的手

段，讓「和平主義」成為日本人的自我認同，因此「憲法九條」作為戰後新的

民族主義基礎，受到民眾的歡迎（戦後の新しい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基盤として

                                                      
38 約翰．W．道爾(John W. Dower)，胡博譯，《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頁52。 

39 約翰．W．道爾(John W. Dower)，胡博譯，《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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歓迎されていた）。小熊主張，日本人痛苦的戰爭經驗是支持「憲法九條」成

為日本憲法條文背後的民意基礎，在心理上，由於不能讓戰死者的犧牲變得沒

有意義，因此需要一個有意義的「戰後改革」──「憲法九條」，讓日本以「和

平國家」的身分再次找到對自己的信心40。 

 意即，戰敗初期，由於戰前的日本民族主義、政治制度被全盤否定，日本

若要重建國家，就需要一個新的國家理型，作為新的目標和價值，那就是新憲

法所追求的和平與民主。甚者，小熊分析，戰敗之初這樣的新「和平」理想，

成為了日本對抗歐美軍事力量（以原子彈為象徵）的國家認同基礎，若要批評

美國的原子彈轟炸是違反人道原則的暴行，那麼只有揮舞「世界和平」的大旗

才能有譴責美國的正當性41，「憲法九條」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1946年3月6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憲法改正草案要綱」，這個新憲法案乃是

以GHQ在2月13日提交給日本政府的草案為基礎而寫的，根據GHQ的記錄，

GHQ方所提出的草案與日本政府原本所準備的草案內容差異甚大，令日本官員

十分惶恐42。儘管如此，3月6日所公布的這個包含憲法九條的版本，仍受到日

本民眾歡迎，甚至包括日後轉向為「改憲派」的保守人士，例如後來擔任首

相、並於隔年轉變為「再軍備」贊成派的石橋湛山，曾在3月16日的報紙投書上

如此描述憲法第九條： 

 

  ……倘若我國國民真正的（如同憲法草案前言所述的）「賭上國家

的名譽，發誓盡全力達成這樣崇高的目的」，在此瞬間日本既非戰敗國，

亦非四等、五等國，而是光榮地閃耀著的世界和平一等國……43 

  

 此處所使用的「四等國」一語，是1945年9月2日投降儀式後麥克阿瑟在記

者會所使用的語彙，甚至成為了當時的流行語。石橋的這段話經典地展現出當

時的日本人期許自己可以以憲法九條所高舉的「和平」價值，脫離「四等國」

的狀態。諸如此類的「第九條歡迎論」，甚至還得到政府的公開肯認，例如當

時的吉田茂表示第九條「有著崇高的理想，作為和平愛好國的先驅，踏上正義

的大道，如此的堅定決心在國家根本大法中被明文規定」、議員們也對第九條

有許多正面評價的發言44，肯定日本毀棄戰前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並選擇

了戰後《日本國憲法》裡所彰顯的和平理想。 

                                                      
40 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

社，2002），頁153-174。 

41 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

社，2002），頁155。 

42 大嶽秀夫，《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東京：三一書房，1991-92 年，第一卷），頁 75。 
43 大嶽秀夫，《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東京：三一書房，1991-92 年，第一卷），頁 103。 
44 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

社，2002），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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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戰後的日本新憲法，在國會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45，並於1946年11

月正式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在公布到施行的這段期間，政府為了對民眾

宣傳新憲法，甚至派遣了「遊說隊」到全國各地，不遺餘力的對民眾進行「憲

法啟蒙」。在5月3日施行日當天，所有報紙都一面倒讚揚、歡迎新憲法。憲法

正式施行以後，政府也透過教育政策向兒童宣傳以第九條為基礎的民族主義，

例如於1947年8月文部省發行的《新憲法的故事》（あたらしい憲法のはなし）

小冊子，用簡單易懂的方式解說非武裝的理念。根據大江健三郎（戰敗時年10

歲）的回憶： 

 

  終戰後，對小孩們而言『戰爭放棄』這個詞是怎樣充滿光芒的憲法

詞彙呢？我的記憶中，中學的社會科老師說，現在的日本大國論風潮的最

早論調就是『戰爭放棄』。老師說，日本戰敗後，社會殘存著封建與非科

學的東西，是個卑屈的小國，但是，局面突然逆轉了，因為日本是個選擇

了放棄戰爭的國家。……因此，「戰爭放棄」一直是支撐我的道德原則的

重要支柱。 

 

 像這樣強烈的「憲法愛國主義」，作為重建日本國的理念，深入了兒童的

內心46。 

 然而，日本在戰敗之初的「非軍事化」政策，很明顯的符合了以美國為首

的聯合國軍的利益，讓日本在短期之內不可能再發動戰爭、也能夠確保美國對

日本的佔領。因此，儘管「憲法九條」是個充滿理想主義的和平條款，卻同時

也是一個最符合現實考量的妥協，因為事實上聯合國軍的確不可能同意戰敗國

日本在戰敗之初就擁有武力。出於這樣的現實考量而支持憲法九條的「現實主

義者」與相信和平理想的「真正的和平主義者」，在憲法施行當下，都同樣的

歡迎第九條47。 

 小熊英二為這樣的「九條歡迎論」風潮下了這樣的解釋：「戰爭體驗和戰

死者的記憶，在支持著『佔領軍強加的憲法能夠成為日本的憲法』。為了不要

讓戰死者的死無意義的結束，戰敗帶來的戰後改革，必須要做出一些有意義的

什麼」48──這個「一些有意義的什麼」，就是標榜和平主義的「憲法九條」，

基於對戰爭的「歷史認識」，讓「憲法九條」作為戰後的民族主義的基礎，呈

現了日本國民對戰爭的反省意識、也指出了日本在戰後復興之路上應該朝向的

方向。 

                                                      
45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

《台灣社會學》，第 19 期，2010 年 6 月，頁 163。 
46 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

社，2002），頁 160。 
47 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

社，2002），頁 165。 
48 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

社，2002），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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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九條」處於與「民族主義」和「歷史認識」敏感相關的關鍵位置，

戰後因為政治局勢變動而發生的多次「憲法九條論爭」中，正反兩派的論述反

映了日本民族主義的不同樣貌與認知。接著簡述戰後的「憲法九條論爭」的基

本圖像，及其所反映出的日本當代民族主義內涵變化的軌跡。 

 

五、「和平國家」與「正常國家」作為一種民族主義：戰後「憲法

九 

    條論爭」史 

 

（一）戰後「改憲派」與「護憲派」的論述基調 

 關於「憲法九條」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在諸多日本法學者於2007年共

著的《平和憲法と公共哲学》中，法學者加藤節指出，誠如丸山真男所說：

「在考慮第九條的問題時，必須重新試著思考何謂『國民的驕傲（国民的な誇

り）』這個問題」，因此我們若能了解「改憲派」與「護憲派」所個別認知到

的「國民的驕傲」內涵為何，就能更理解「憲法九條論爭」中正反雙方所具有

的民族主義意涵，及其對立的爭點為何。 

 簡單來說，「改憲派的民族主義」想要維護的「國民的驕傲」，是日本固

有的特殊文化傳統，一個擁有「戰爭權」、能夠派兵到海外的日本國才是「正

常的」國家；然而，這樣的民族主義卻和《日本國憲法》在制定之初所預想的

民族主義完全相反──「日本國憲法（護憲派）的民族主義」包含兩部分：一是

作為「和平憲法」本身所形塑的日本民族主義內涵，即憲法前言中所述「我國

亟欲在國際社會佔有名譽的一席之地」一樣的「國民的驕傲」心理（這一點也

與前節有關「和平作為一種國家認同」的敘述相合）；二是結合了「普世價

值」與「個人權利」，例如，實現「永久和平」同時，憲法也要求人與人之間

的相互關係必須符合「政治道德的法則」，沒有專制與壓迫，換句話說，日本

憲法的規定既體現了普世的和平價值，也可以展現、尊重日本國民的個體自主

性49。護憲派認為，唯有個人權利被尊重、和平狀態被確保，才能實現真正的

自由與正義；此外他們也認為，日本憲法第九條不只提供了「沒有戰爭權的主

權國家」可能性，也賦予了「具有普遍性的民族主義」可能性，因此，廢除這

                                                      
49 千葉真等，《平和憲法と公共哲學》（東京：晃洋書房，2007），頁 109-111。此處「國民

的個體自主性」之日文原文為「国民的個性」，由於中文的「個性」比較接近「個人特質」

之義，此處順應日文原文文脈，將「国民的個性」譯為「個體自主性」，指在追求普遍主義

的日本憲法規範下，日本國民仍然保有受尊重的個體自主性，不像戰前被要求為了集體的利

益，個人必須被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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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世界絕無僅有的、彰顯珍貴崇高和平價值、在人類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

「憲法九條」，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50。以上是護憲派所認知的「國民的驕

傲」、也就是護憲派日本民族主義的內涵，可見，「改憲派」與「護憲派」所

認知到的「國民的驕傲」是如此大相逕庭。 

 然而事實上，「和平」這個「國民的驕傲」乃是被美國「強加」的──日

本戰後的「和平憲法」，乃是在美國的主導下制定施行，這樣受到美國「強

制」的性質，也讓「改憲派」認為和平憲法本身是對日本自主性的一種羞辱。

例如，加藤典洋在他知名的《敗戰後論》一書中反覆強調，「和平憲法」是在

美國原子彈的逼迫下被迫放棄武力，而這就是戰後日本最大的「扭曲（ねじ

れ）」，這樣長期存在卻隱晦的「扭曲」造成日本社會的「人格分裂」──「改

憲vs護憲」、「保守vs革新」這樣的對立51，因此，日本社會每每面對到修憲、

歷史認識、戰爭責任的問題時，日本政府常有左支右絀、無所適從的窘境52。 

 對此，高橋哲哉在《戰後責任論》此書中花了一整篇的章節批評新民族主

義（neo nationalism，ネオナショナリズム，詳後述），也就是所謂的「右

翼」、「保守」的民族主義。其中，高橋哲哉評論加藤典洋的《敗戰後論》所

提之「被『強押』著制定的憲法（押しつけ憲法）」的問題時，高橋指出「被

強押著放棄戰爭，對這件事的記憶是戰後日本對美國怨恨感情的泉源，反美民

族主義的溫床」53；此外，事實上，「憲法九條」不只是反美民族主義的溫

床，因為「憲法九條」的戰爭放棄條款讓日本成為國際社會非常特殊的一員，

在國際社會行事時因為沒有武力而必須事事都被美國牽著鼻子走，無法自主做

出外交決策，這也是日本保守民族主義者所批評的。汪宏倫將之稱為「被制度

化的不平等/不正常」54，汪宏倫並認為，這同時也是怨恨情感滋生的溫床，因

而成為民族主義的「覺醒劑」，且這樣「非正常國家」的陰影不只僅存在於傳

統右翼民族主義者的心中55。 

 日本右翼民族主義作為對戰後體制的一個反撲力量，其實一直有跡可循。

從小林善紀、西尾幹二、藤岡信勝等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的出版作品及言論主

張就可以知道，對戰後日本屈辱的現實狀態充滿不滿，因為日本不只被強迫放

棄武力，更被戰勝國進行「民主」、「和平」的思想改造，即便美國佔領期已

經結束，但長期被壓抑在這樣的「被制度化的不平等/不正常」之下，怨恨因而

                                                      
50 千葉真等，《平和憲法と公共哲學》（東京：晃洋書房，2007），頁 112。 

51 加藤典洋，《敗戦後論》（東京：ちくま文庫，2005），頁 52。 
52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

《台灣社會學》，第 19 期，2010 年 6 月，頁 164。 
53 高橋哲哉，《戦後責任論》（東京：講談社学術文庫，2005），頁 154。本處的翻譯乃引用

自汪宏倫。 
54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

《台灣社會學》，第 19 期，2010 年 6 月，頁 165。 
55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

《台灣社會學》，第 19 期，2010 年 6 月，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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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生，批評日本戰後體制成為新民族主義者論述的基調，其中，「憲法九條」

是否應該要修正的問題，就是最具體的制度辯論。 

 假設「憲法九條」是激起日本新民族主義怨恨情感的制度化現實之一，那

麼依據民族主義的理論，「憲法九條」本身必然也代表著另一種意識型態、民

族主義情感，即對「和平」的信仰（詳前節敘述），認為「憲法九條」作為一

種在日本特殊的、戰前崛起、最後戰敗的歷史脈絡下，出於對這場悲慘戰爭的

反省，用特殊的制度設計展現日本的「國民的驕傲」。而日本新民族主義者則

會認為這是失去自主性的屈辱。 

 到此，可歸結出這兩種對「憲法九條」截然不同的看法，分別代表了日本

民族主義不同的內涵，而這樣的對立基調，就會在國際社會發生重大事件（如

戰爭）時，再次在日本國內掀起是否應該修改憲法九條的熱議。在下一小節筆

者試圖簡單概述之。 

 

（二）戰後「憲法九條論爭」軌跡概述 

 在1950年韓戰爆發以後，「再軍備問題」再次成為政治辯論的焦點議題，

面對美國把日本納入朝鮮半島防線佈局的傾向，針對修改憲法九條與否的「改

憲派」與「護憲派」對立浮上檯面。1952年，舊金山和約的簽訂，結束了美軍

在日本的佔領統治，日美安保條約56生效。該條約欲促進日本的「再軍備

化」，因此同年日本開始設置軍隊色彩濃厚、但名為警察的「保安隊」，政府

因而備受輿論質疑是否有違反「憲法九條」之虞，於年底發表了「關於『戰

力』的政府統一見解（戦力に関する政府統一見解）」，這是實質上架空「憲

法九條」、「解釋修憲（解釈改憲）」的開始。以時任首相的吉田茂為首之主

流派儘管有修憲的意願，但因為當時的反戰輿論強大，且主張修憲的政黨都沒

有超過國會三分之二的修憲門檻，在1954年政權結束前都沒有修憲的具體動

作。1954年七月，日本政府依據「防衛二法57」設置了海陸空自衛隊。總的來

說，即使1950年代前半的「憲法九條論爭」中反修憲輿論頗為高漲，制度上仍

步步走向「再軍備」之路58。 

 1955年，日本正式進入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執政的「五五年體制」，在此

後至今的各種反基地運動、反戰運動中，「憲法九條」這個被制度化的「和平

主義」，一直都是抗議民眾口號中的正當性代表符號。依據田中伸尚在《憲法

九條的戰後史》中詳盡的整理，可以知道，1955年的砂川基地鬥爭（抗議美日

安保違反憲法九條）、1960年的反對新安保條約的「安保鬥爭」 、1968年判決

自衛隊違憲的「長沼裁判」、以及戰後至今仍未停止的沖繩美軍基地抗議運動

                                                      
56 此處的日美安保條約乃是第一次安保條約，為了與 1960 年的安保條約相區隔，也有人稱之

為舊安保條約。 
57 自衛隊法、防衛庁設置法，合稱「防衛二法」。 

58 田中伸尚，《憲法九条の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2013），頁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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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中，「憲法九條」都是抗議民眾的精神象徵與法源依據。事實上，時至今日

（2015年）夏天密集的安保法案抗議活動中，也隨時可見「不要破壞九條（九

条を壊すな）」的標語。「憲法九條」彷彿成為抗議任何「軍備化」政策對國

民產生的壓迫（如基地問題）的精神象徵。反戰、反基地運動的民眾相信：

「憲法九條」標榜了絕對的和平主義，放下武器的同時，也保障了「和平的生

存權」，使人可以安居樂業。 

 1980年代，因為日本歷史教科書中對二戰的記述引發中韓等國不滿（稱為

「歷史教科書問題」），日本應該如何負起戰爭責任、如何記憶那場戰爭等問

題，成為當時最具爭議的議題。有學者認為，日本的和平憲法是「亞洲人民的

憲法（アジアの民衆の憲法）」，九條是防止日本政權暴走的條款60，因此

「贊成修憲與否」成為對曾受日本殖民侵略的國家檢測日本對戰爭是否有「反

省意識」的一個標準。由此，也可以理解「憲法九條」之所以形塑了日本當代

民族主義的原因。 

 然而，「憲法九條」也與現實政治中的國防政策密切相關。1990年波斯灣

戰爭爆發，美國要求日本負擔鉅額軍費，且1991年戰爭結束後，日本政府應美

國之要求派遣自衛隊至波斯灣支援掃雷行動，在國內引發「自衛隊海外派遣是

否違憲」的爭議。波斯灣戰爭帶給日本強烈的屈辱經驗，讓許多日本人忿忿不

平，甚至成為許多新民族主義者轉變政治立場的契機61。因此，1990年代出現

了所謂的「新民族主義」的熱潮（ネオナショナリズム、neo nationalism），稱

之「新」，乃是與戰前的舊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區別62，主要的主張展現在

幾個議題：贊成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憲法九條」應該修改、提倡「自由主義

史觀」、反對日本歷史教育現有的「自虐史觀」、「反日史觀」、「暗黑史

觀」，否定二戰中日本的侵略行為。這套對日本民族的認知、以及日本作為一

個「正常國家」所應有的樣子，是現今所謂右翼、保守民族主義者大致的政治

立場，而「憲法九條」和歷史教科書的修改，即是新民族主義者最主要的制度

改革主張，甚至在2012年自民黨提出了「自民黨改憲草案」，大幅修改現行的

日本憲法，除了「憲法九條」，也修正了許多用詞，比現行憲法更強調日本的

傳統、美德、集團主義，是新民族主義具體的文字化表現。 

 綜合以上，「憲法九條」的議題牽涉層面之廣可見一斑──不只是現實政

治的考量，也是歷史認識的標記，更是日本人民「和平的生存權」與軍備政策

對抗的象徵。 

 

                                                      
59 田中伸尚，《憲法九条の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2013），頁29-102。 

60 田中伸尚，《憲法九条の戦後史》（東京：岩波書店，2013），頁 139。 
61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

《台灣社會學》，第 19 期，2010 年 6 月，頁 164-165。 
62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

《台灣社會學》，第 19 期，2010 年 6 月，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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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論：「憲法九條」所象徵的日本民族主義內涵

變化軌跡 

 

 爬梳完「憲法九條」與日本民族的關係、「憲法九條」的誕生與發展歷史

後，為了做綜觀式的回顧，必須回到正文最初借用大貫惠美子對日本民族主義

的界定來討論「憲法九條」與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關係──日本民族主義分為兩

個範疇：「文化民族主義」與「政治民族主義」。 

 首先討論較好理解的、日本「政治民族主義」與「憲法九條」的關係。如

正文最初所述，「政治民族主義」指國家的意識型態63──「為了保證或顯示權

力，所展開的統一性計畫或一連串政策」，而「和平憲法」是日本戰後制度的

根本大法，是美國佔領期間為了從內而外改造日本而留下的制度遺緒，「憲法

九條」確保了美國的利益，即使在GHQ佔領期結束以後，美國仍對失去國防自

主權的日本仍握有主導的權力。可見，「和平憲法」所代表的「和平」意識型

態──以「憲法九條」為象徵符號──乃是被政府建構出來的。 

 然而，作為政府統一性計畫或政策的「和平憲法」所伴隨的「和平」思想

改造，必然也需要創造一種「群體式的感覺」，這就是「文化民族主義」所說

的「像是櫻花在古代日本的美學價值一樣，通常是在選擇了某個特定的象徵之

後，再將界線加以具象化」64。「憲法九條」象徵著和平、光明的戰後日本理

想圖像，正如同櫻花象徵武士道的死亡美學一樣。國民對「和平」的群體式渴

望，在戰爭甫結束的1940年代後半因為戰爭記憶猶新，「憲法九條」的理想在

政府的宣傳下受到歡迎；然而在1950年代韓戰爆發、簽訂舊金山合約及美日安

保條約等重大國際局勢的變動以後，這個被「憲法九條」建構出的「和平」意

識型態就受到了挑戰。到後來1960年代新安保條約問題、1980年代歷史教科書

風波、1990年代新民族主義的崛起，都看見「憲法九條論爭」成為「和平國家

vs正常國家」、「護憲派vs改憲派」的意識型態拉扯，雙方的立場論述分別象

徵著對日本的國家認同樣貌，「改憲派」所追求的日本乃是維護日本自主性的

一種信念，認為日本要當家作主就必須擁有武力、擁有自己書寫的歷史，而非

總是因為受到他國壓力而處處掣肘，擁有著相信日本必須重新「出頭天」的情

感；「護憲派」則堅持守護「和平憲法」所揭櫫的、世界絕無僅有的和平價

值。 

 在雙方的認知中，日本作為一個群體──無論名之為「國家」、「民族」

皆然──都有著一個特殊的價值圖像，這個圖像可以從「改憲」和「護憲」的政

治主張看出，雙方的主張論述都試圖營造出一種「群體式的感覺」、一種對日

                                                      
63 大貫惠美子（Ohnuki Emiko）著，堯家寧譯，《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ね

じ曲げられた桜──美意識と軍国主義）（台北：聯經，2014），頁 403-408。 
64 大貫惠美子（Ohnuki Emiko）著，堯家寧譯，《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ね

じ曲げられた桜──美意識と軍国主義）（台北：聯經，2014），頁 40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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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認知方式，這是牽涉到日本人內心諸多複雜情感的，也正是民族主義之所

以複雜難解的原因。若觀諸《日本國憲法》前言中白紙黑字所寫下的明確「和

平」願景： 

 

日本國民期望恆久的和平，深知支配人類相互關係的崇高理想，信賴

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公正與信義，決心保持我們的安全與生存。我們希

望在努力維護和平，從地球上永遠消滅專制與隸屬、壓迫與偏見的國際社

會中，佔有光榮的地位。我們確認，全世界人民都同等具有免於恐怖和貧

困並在和平中生存的權利。 

我們相信，任何國家都不得只顧本國而不顧他國，政治道德的法則是

普遍的法則，遵守這一法則是維持本國主權並欲同他國建立對等關係的各

國的責任。 

日本國民誓以國家的名譽，竭盡全力以達到這一崇高的理想和目的。 

  

 「這一崇高的理想和目的」，就是日本能夠好好扮演「和平國家」的角

色，讓國內百姓擁有和平的快樂生活、也與他國維持良好關係、讓他國能「對

（和平的）日本放心」。從憲法前文充滿激情與狂熱的宣示，可以知道「和平

憲法」、「憲法九條」並非單純只是冷冰冰的制度設計而已，它代表了「文化

民族主義」的一種強烈的情感與信念，而這樣的情感與信念乃是透過「憲法九

條」這個「政治民族主義」的象徵去實踐。然而因為這部憲法被美國「強加」

的這個「強制性質」，而激發出戰後日本新民族主義的大力反彈。綜上可知，

「文化」與「政治」民族主義的區分，只是為了分析方便，其實二者絕非二元

對立，反而有著密切複雜的糾葛。 

 日本當代民族主義變化的軌跡，存在「憲法九條論爭」的辯論之中，從不

同時代的正反論述變化、或同時代的論述比較中，我們可以一窺日本人民「國

家認同」的真貌，也可以理解戰後「修改『憲法九條』與否」這個政治議題，

牽涉到日本人民對國家定位的想像、對日本的認同、對戰爭的記憶。「憲法九

條論爭」仍是現在進行式──2014年起，安倍晉三政權試圖通過「安全保障法

案」來放寬海外自衛隊派遣的規定，引發民間大量抗議示威人潮，同時沖繩美

軍基地的抗爭也是一日未歇。即便「憲法九條」仍尚未真正被「修改」，但仍

拿著「不要破壞九條」標語來抗議的日本社會，仍值得身為鄰國的台灣持續密

切關注相關的政策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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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動畫產業跨媒體經營模式之研究 

吳亞儒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1990 年後，由於國際化與網際網路的發展，世界一體的概念逐漸成形；而

後，又因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各國的經濟實力逐漸成為另一種決定國際情

勢的重要因素。因此，為了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中壯大經濟實力，除了穩固

原有的經濟市場之外，各國政府積亦極地將心力注入於開發具由潛力之經濟市

場，在此背景下，內容產業的重要性便開始逐漸受到重視。 

日本內容產業在 2003 年因為「Cool Japan 概念」的提出而逐漸被日本政府

重視，小泉政府更有「文化立國」之目標，而後更在 2010 年開始積極推動

「Cool Japan 戰略計畫」，成立了內容產業成長戰略相關研究會，定期召開會議

及成果報告。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相當於我國之「經濟部」）商務情報政策局

於 2013 年 12 月的內容產業現狀與今後發展之報告內容中，可知日本的內容產

業市場規模約為 12 兆日圓，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2010 年）；內容產業包

含了電影、動畫、音樂、遊戲、出版、廣告等六項主要領域，而本研究所著重

之內容產業領域為動畫及部分之印刷（漫畫）領域。以動畫領域來說，自日本

動畫協會所公布的數據顯示，日本動畫產業市場為 1 兆 4,913 億円（2014 年），
65顯示其重要性。在《Cool Japan 戰略計畫》中，三大策略方向中的其中一項即

為內容產業與消費財的共同提攜，當中流程的一環即為內容產業的輸出以及

「二次利用」，即角色商品的授權，而二次利用的內容物主要以動畫與漫畫所創

造的角色利用為主要手段。於動畫產業及漫畫產業領域中，隨著時代的發展，

其內容也依消費者需求改變而漸轉，以商品內涵來說，從最初以故事內容為主

的消費需求到近年萌元素消費之主要訴求；以商品型態來說，除自過往的小

說、漫畫、周刊、動畫等最常見且最普遍之型態之外，也陸續增加如模型、盒

玩、扭蛋、遊戲、抱枕、海報…等藉由作品中角色形象所製作之周邊產品，其

種類、型態更是五花八門，不斷推陳出新。在此的情形下，內容產業的推動除

了舊有民間的主要運作之外，更加入了政府的協助，日本政府於內容產業相關

法律推出後，也隨之提出許多補助內容產業的政策，期望能助內容產業一臂之

力，使其發展能更具規模及成熟，也創造出有別於國外的一套系統。 

自 Cool Japan 提出後，隨著官方內容產業成長戰略的推動以及民間產業的

相互合作，讓日本動畫備受國外矚目並帶來無限商機，東北大地震對日本經濟

                                                      
65
 経済産業省（METI）， 

http://www.meti.go.jp/policy/mono_info_service/contents/  （2014 年 7 月 28 日閲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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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直接且衝擊性的影響，也使得振興日本國內經濟成為最重要的項目，然而

在經濟全球化下，經濟的振興與復甦單憑一己之力是難有作為的，尚須仰賴龐

大國外市場才能早一步走出困境，於是日本政府便擬定海外推廣的經濟策略，

期望透過內容產業的軟實力吸引國外資金流入國內市場；2014 年的《コンテン

ツ海外展開の促進に向けた施策について》中，提到日本尚未在海外充分展現

出其魅力，所以海外市場亦因此尚未真正拓展，於是想藉由能代表「日本魅

力」，並在海外具高人氣的商品、服務等項目逆向吸引外國市場進入國內，也就

是在世界製造「日本潮流」，而動畫產業即為當中被點名的項目之一，動畫產業

對於日本之重要性可謂不言而喻。 

近十年來，日本動畫產業受到傳媒進步、盜版問題、少子化引起國內市場

縮小…等因素影響，自既有市場中開發未知市場及吸引新客群以獲得最大利益

為目標的跨媒體營運模式便逐漸成形，並以實際獲益的成績單證明可行性，在

當今已成為動畫產業中廣泛運用之經營手段。究竟跨媒體營運模式為何？涵蓋

和種類別的產業？其所帶來的優勢與劣勢為何？該如何克服…等，為筆者欲於

研究中欲探討之項目。而透過本研究能更進一步了解日本動畫產業於行銷策略

面之運作方式，期許能成為我國內容產業界發展之助力，並提供將來欲從事相

關研究之學術人員的研究參考，並期望能藉此為臺日內容產業的學術交流盡一

份心力。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歷史文獻分析法為主，實地訪談法為輔之方式進行。 

（一）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文獻內容方面，區分為動畫產業發展演變與動畫產業組成、營運部分。文

獻類別又分為第一手文獻與第二手文獻。 

1、第一手文獻：主要為日本政府所出版之書籍與官方網頁所提供之相關參考數

據。如：日本經濟產業省所提供《內容產業的現狀與今後發展之方向性》（コン

テンツ産業の現状と今後の発展の方向性）、內容產業相關之報告書與 Cool 

Japan 戰略報告書（クールジャパン戦略報告書）…等。 

2、第二手文獻：除上述之第一手文獻外，亦會參考民間企業（出版社、一般財

團法人…等）的出版書籍、期刊文獻與網頁資訊。例如一般財團法人數位內容

協會之數位內容白皮書、動畫協會與相關業界及學者之著書…等。 

（二）深入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本研究將透過訪談日本經濟產業省、講談社，藉由官界、產業界之不同角

度的觀點與意見來更加了解有關動畫產業之營運情形，同時補全文獻資料不足

的部分，使本研究內容得意更加完善。 

 

三、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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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白跨媒體經營模式中各關聯企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明白有關原創

方、製作方、流通方之業務為何、其在動畫產業中的作用外，也須了解負責募

集資金的製作委員會方式與日本動畫產業之市場現況。 

（二）了解動畫製作委員會在跨媒體營運模式中如何運作。對於製作費用高昂

的動畫製作而言，資金籌措的順利與否將會影響到模式能否順利運行，此外，

整體的收益與製作委員會的出資比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透過文獻的蒐集以

及至業界的訪問對動畫製作委員會的組成以及資金調節方能有更深一層的了

解。 

（三）探討跨媒體經營模式之運作方式。藉由文獻資料了解被日本動畫產業如

何廣泛運用跨媒體經營模式，分析此種模式之建立背景與發展沿革、競爭優劣

處、各行為企業的相互關係、面臨之困境…等，瞭解此種模式對於動畫產業於

日本發展之重要以及獨特性。 

貳、先行研究 

目前有關跨媒體經營模式之相關先行研究就十分稀少，即便是相關參考資

料也多為片段之內容，較少深入探究與整體性的內容。在此之中，田中繪麻

（2009）的論文針對日本動畫產業中各關聯企業相互合作的水平分離特徵進行

研究與分析，論述透過跨媒體經營模式（メディアミックス），各關聯企業在一

定的期間中進行暫時性的水平與垂直統合，透過各部門在活宣傳活動上的協

助，將各產業的能力發揮至最大限度。田中以動畫產業為例，指出自 1980 年代

開始，持有原作作品的出版社與電視局、動畫製作公司為基本成員組成團隊相

互合作，並以此基本企業成員逐漸擴大合作範疇；此外，田中認為日本此種以

中小企業為中心運行的跨媒體經營模式與美國常用的以特定大型企業為中心進

行商業行為的統合經營模式有所區別。 

從 Steinberg（2012）的中，66除了能夠對跨媒體經營模式起源有較為深入

的了解外，一提供了模式的發展與演變的研究素材，可謂較為完整且具有連貫

性。研究中對日本跨媒體經營模式的起源進行系統性的考察以及探討，並以玩

具產業與角色商品為例，對於模式營運方式進行論述與分析，認為這種透過克

服時間空間限制，將時間空間進行徹底利用的大規模宣傳以及利用異業結合，

將食品產業、玩具產業及動畫產業做結合，有效運用動畫角色的超高人氣吸引

消費者，促進商品的銷售量的商業手法是日本特有的，也認為這種透過不同企

業合作的團隊合作方式有別於美國迪士尼的商業行銷手法。 

但，直至目前為止的跨媒體經營模式之相關研究多注目於團隊中的資金調

節方法與團隊概略的營運方式，較少針對團隊中各相關企業的扮演角色以及經

營模式的優缺點進行論述以及分析，並且缺乏其經營模式於商業行為有何重要

性之相關論述。 

                                                      
66
 Steinberg, Marc., Anime's media mix : franchising toys and characters in Jap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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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日本動畫產業之組成與市場現況 

一、跨媒體經營模式之組成方式 

（一）水平統合方式 

以動畫制作中各項業務的運作方式做為區分，動畫業界基本上區分為水平

統合與垂直分離兩種型態。 

水平統合，是指一家企業能夠獨立運作動畫產業中所需之企劃、出資、製

作、配給、放映、周邊販賣等各項業務之方式，這種方式最大的特色極為該企

業獨家擁有該動畫的各項權利，美國的動畫與電影業界多屬於水平統合。水平

統合方式最著名之企業以華特迪士尼企業集團為代表，該社旗下擁有各種部門

之子企業，在本公司決定推行一新作時則全力支援各項業務。此種方式操作下

的作品若是成功引起市場注意並成為熱門，則該企業將能獲得巨大利潤且由其

獨佔，加以近年來又有跨媒體經營模式的推波助瀾，強化各項業務，於經營面

來說是有益之發展，但若是成效不彰則易鉅額虧損，但相關風險評估在決策時

即會做出判斷。除了企業的過度擴大、利益寡占化、與製作費的增加等利弊

外，也可能存在創作內容多樣性的減少問題。67 

 

（二） 水平分離方式 

相較於獨佔企業水平統合，同時存在許多的制作部門、能同時創造出各式

各樣的作品內容的產業構造，由不同企業負責不同業務，彼此之間形成相互交

織之成合作網的水平分離方式則為日本內容產業界的一大特色，當中又以動畫

產業尤其明顯。獨立作業的各企業雖為獨立分工，但透過一作品而有所交集，

並且擁有相同目標，在槍口一致的前提下，各種關係企業便紛紛提出各種企劃

與想法，運用有限的資源以期將利益最大化，在多企業與多部門的構造、企業

相互合作、創作內容的多樣性等因素下，企業間逐漸發展出一套合作的模式，

即跨媒體經營模式（メディアミックス，Media Mix）。水平分離方式所獲得的

權利與利益通常為共同參與的複數企業所共有，比較少有權利與利益的寡佔情

形，且擁有創作內容的多樣性等特色，不過由於參加的企業規模有大有小，可

能會有製作能力或是權利管理能力不足的問題。68 

跨媒體經營模式的運行，讓各企業得以暫時性的水平統合與垂直統合，如

同粽子式組成關係，個企業就如同粽子，並以動畫製作委員會為中心向各個領

域發散出各種企畫的連結，而各個企業間也可以相互進行合作強化連結，這種

方式能促使各企業部門相互合作以發揮最大潛能。 

 

                                                      
67
 田中絵麻，〈クールジャパンの産業構造：製作委員会方式によるメディアミックスと多様性 

 の並存〉，《会・経済システム》(30)，2009 年，頁 51。 
68
 同前註，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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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畫製作委員會方式 

日本的製作委員會方式，簡而言之，是與某特定內容作品相關之各企業彼

此共同達成協議、共同出資、共同獲得相關利益且不會對投資對象進行虧損補

償要求的一種組織方式。更詳細的解釋為，指多方產業部門的企業，如制作部

門、流通部門、廣告部門、原作保有部門等，為使一共同世界觀的作品得以順

利製作與推展，彼此參與且根據簽訂的契約組成一個組織，為了達成該共同目

標而集結出資提供費用以供各個流程得以順利進行，而制作出的各種形態的作

品的各項權利則是由該出資之「製作委員會」所持有；岩崎（2007）認為製作

委員會方式是指一作品經由複數的企業夥伴組成一組織，並共同出資所製作之

方式。69  

而以集結動畫製作所需資金為目的所組成的製作委員會組織，即稱為「動

畫製作委員會」。近年，日本動畫產業在資金周轉方面多以「製作委員方式」為

主流，此種方式是以管理員創作內容原作之企業，例如出版社，與配給與上映

企業，例如電視局，以及周便關聯企業，例如玩具製造商等各家企業共同出

資，於事前決定作品的利用型態及利益分配等相關事宜，進而展開作品的制

作。70製作委員會方式，即「製作委員會」一詞作為詞彙被使用，並與映像製

作相關聯約自 1980 年代中期開始，71並於 2008 年擴大運用於手機內容產業。

1990 年代中期開始於動畫產業運作，自此開始確立型態並漸成主流，山本

（2010）指出，1990 年代動畫工作室系統開始崩壞，開始接受企業的製作費出

資支援，此種方式逐漸普遍且自成生態，可是作為製作委員會的前身；1996 年

後，原本以單一電影企業、工作室獨力完成全部流程，進似美國水平統合的動

畫業結結構開始轉換成現在多方關係企業相互合作的水平分離型態，製作委員

會方式成為水平分離方式中主要的資金調節樞紐。 

由前述的發展沿革可推知，促成動畫產業界製作委員會方式確立的最主要

原因，是因為企業開始無法獨立負擔龐大的動畫製作費用，加以 1990 年代後深

夜動畫的需求大增，除了難以同時周轉龐大的製作費用外，隨著各動畫的播放

時段、頻道的不同，所需支付的金額也有所不同。舉例而言，根據日本動畫協

會的調查，2011 年，於深夜時段十一點至十二點播放之動畫新作每周約有近 40

集；而深夜時段所需花費費用約為數十萬到數百萬円，若是要購買地上波時

段，便宜的也須約 1500 萬至 3000 萬円。72由此可知，光是動畫的製作費用加

                                                      
69
 岩崎明彦，《「フラガール」を支えた映画ファンドのスゴい仕組み》（東京：角川 SS コミュ

ニ 

 ケーションズ，2007 年，頁 78。 
70
 伊藤高史，《日本映画産業における製作委員会方式の定着と流通力の覇権》，（創価大学社会 

 学会，2014 年），頁 3-27。 
71
 鷹野宏行，〈映像製作コンソーシアムに関する考察〉，《三田商学研究》48(1)，2005 年，

頁 

 201。 
72
 日経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特集 2 アニメパワー2012：解説 変わるビジネスモデル‧ア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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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撥放時段費用就十分龐大，遑論還要加上作品之宣傳與其他雜支費用，以一

社之力實在是難以負擔。筆者認為製作委員會方式的形成，除了先行研究中常

提起之降低成本風險、調度製作資金等顯見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間接強化各

企業間的合作關係，拓展了作品內容的二次與多次利用範圍，連帶提高整體獲

利。 

 

三、動畫產業之組成關聯企業 

日本的動畫產業構造的根本仍舊是以動畫制作為基礎產業構造，概略可以

下單與接單之業務區分成委託方及受委託方。例如：由電視局或是電影公司等

委託制作動畫之委託方發單委託制作動畫作品，而「元請制作公司」與該公司

旗下為數中多的「下請制作公司」73等受委託方便負責將作品完成。除了基礎

的動畫制作委託結構之外，其他相關領域的相互合作與連結也促成該產業結構

的多樣與複雜化，多領域的產業結構可謂日本動畫產業興盛方展的主要關鍵。

本節將針對動畫制做公司、出版社、電視局與電影公司、廣告代理商與玩具代

理商等主要關聯企業做探討。 

（一） 動畫制作公司 

負責制作動畫作品，依照執行業務的不同區分成為「元請制作公司」、「下

請制作公司」以及「專門工作室」74三種。元請制作公司，有從企劃到執行制

作等業務有能力獨自執行一完整的制作程序，在基礎動畫產業結構中是承包商

的角色，例如：東映動畫、吉卜力、SUNRISE…等，皆為員工人數超過百人之

大規模動畫製作公司。下請制作公司主要承接由元請制作公司所外包之制作業

務，其規模較元請制作公司小上許多，多為十來名員工之中小型企業，下請制

作公司多有自元請制作公司分家獨立之情形。而專門工作室則是負責承接動畫

畫面之作畫、背景美術、攝影等動畫製作工程。 

動畫制作公司雖主要為接受委託方，但並非一昧處於被動，例如元請制作

公司能夠獨立執行所有企劃與動畫制作能力之企業，除了足夠的資金與執行能

力外，這些企業有足夠的經驗去制作消費者喜好的動畫作品，反向販賣這些熱

門動畫的版權獲得利益。雖然動畫制作公司以中小企業為多數，但一些財力與

規模實力足夠雄厚的元請制作公司亦參與動畫制作委員會成為出資者之一。 

 

（二） 出版社 

在日本動畫產業中，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許多動畫作品皆以漫畫作為原

作，也因此使得出版業界與動畫產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一般而言，出版社

大多扮演著提供作品原作的角色，透過提供原作，可依據最初所簽訂的契約獲

                                                      
 メ業界儲けの構造》，2012 年 12 月号。 
73
 「元請け制作会社」與「下請け（グロス請け）制作会社」。 

74
 専門スタジ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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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該動畫之著作權、二次利用權以及其他部分之收入；隨著跨媒體經營模式的

運作，根據動畫作品推動方式的不同也可能逆向以動畫為原作再將動畫改編繪

成漫畫並出版，此時出版社便扮演將作品二次利用的角色。出版社與動畫產業

之關係除前述提供原作與二次利用外，更重要的是期望透過不同型態的作品宣

傳與上映獲得消費者的注目以其青睞，更甚者進一步對於該作品的周邊產品進

行消費。以漫畫為原作的場合為例，若其原作改編製成的動畫獲得高人氣，則

帶動周邊消費的可能性也就相對提升，除了各種二次利用的利益回收之外，隨

著動畫人氣的節節攀升，原作的漫畫出版量也會獲得關鍵性的影響，而出版量

的增加又會進而迎來新的消費者，這些消費者又陸續加入該作品的龐大消費圈

之中，如此相互提攜形成的好循環與相乘效果，正是各個關聯企業所期望的，

同時也是跨媒體經營模式最主要的核心目的。 

由於提供原作、二次創作以及產業相互提攜中所預期的可能利益等因素促

進了出版社與動畫產業間的高度密切合作關係，也因此出版社通常亦為動畫製

作委員會中的主要成員之一，提供動畫制作資金，在跨媒體經營模式中可謂不

可或缺之角色。 

 

（三） 電視局、電影公司 

電視局主要是將電視播放的時段針對各個利用的請求以進行分配，對有所

需求的顧客進行時段的販賣以賺取廣告時段費用。在動畫業界中所扮演的角色

為與各個廣告代理店協調其委託者所製作之動畫的播放時段，而各個時段所需

的購買金額會依照收視率的多寡而有所不同，為了確保想要的放送時段，出資

者常常會支付超額的電波費用，這也是為何動畫製作費用經常不得已被壓縮到

最低，甚至是負債情形。 

近年隨著網路科技的發達，動畫的播放方式也凱使多元化，除了專門播放

動畫的頻道之外，網路電視與 OVA（オリジナル・ビデオ・アニメーション，

Original Video Animation）形式的動畫型態也日漸增多，這些管道的使用雖然尚

未成為主流，但可以減少原本花費在購買播放時段的金額以投入動畫製作費用

中，若是持續發展利用，則動畫業界得以擺脫長期依附於電視局播放媒介的型

態；尤以網際網路的發展影響動畫業界最甚，網際網路將時間與通姦零距離

化，讓作品得以在第一時間內於世界播放，同時根據不同的宣傳手段也可以將

作品以不同的方式呈現，關聯商品市場亦隨之擴大。隨著輸出管道的轉換，屆

時對整體動畫業界而言也將會是一種革新，而隨著製作費的增加，作品的內容

也將得以更加豐富，配合新型態的呈現方式，勢必將會帶給市場更大的衝擊。 

 

（四） 廣告代理店 

廣告代理店即現在所稱之廣告公司，但一般業界仍習慣以「代理店」稱

之。目前日本廣告業界中以電通與博報堂兩社鼎立佔據大部分的市場，但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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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產業中，以電通、ADK75為主要合作對象。76其主要業務為在想要刊登廣告的

客戶（廣告主）與能夠刊登廣告的企業（媒體公司）之間擔任協調事項之角

色，代替廣告主向媒體公司在廣告主之預算範圍內爭取到所想要的刊登時段，

也因此在業界中習慣稱其作「代理店」。與日本的廣告代理店進行交涉之四大媒

體企業為報紙、雜誌、電視以及電台廣播；77以電視動畫為例，動畫出資者會

透過廣告代理商支付電視局金額以購買播放時段，此時廣告代理店將會在電視

局、出資者以及原作方（例如：出版社）與動畫制作公司之間進行周旋，在動

畫制作進行中將以完成之部分作品呈現於電視局，在價值與利益評估中相互其

進行時段價格之協調，而廣告代理店則自協調中與各媒體公司簽訂契約並從中

賺取利益。 

 

（五） 玩具製作商 

在動畫產業中，較難有以玩具製作商為主導的動畫制作團隊，玩具製作商

扮演的角色大多為兩種，一種為自動畫製作的企劃階段便開始參與，並且共同

負擔動畫制作費用，另一種為單純以支持企業的角色提供已制作完成的動畫所

需之撥放時段。78在跨媒體經營模式中，玩具製作商亦積極參與提供動畫製作

資金之製作委員會，成為主要出資者之一。 

 

四、日本動畫產業之市場現況 

（一）國內市場 

日本國內自年開始推動 Cool Japan 計畫，期望透過官民合作向海外推廣內

容產業、流行、地域產品、服務、與食衣住行等日本特色產業，增加對日本的

興趣以期吸引更多觀光客至日本進行消費。2015 年 1 月開始於大阪環球影城舉

辦的 Cool Japan 特別展覽，在園區內針對惡靈古堡（バイオハザード）、魔物獵

人（モンスターハンター）、新世紀福音戰士（エヴァンゲリオン）、進擊的巨

人（進撃の巨人） 等四個在國內外皆具有超人氣的內容為主題設立期間內之限

定特別展覽，希望透過知名作品的魅力吸引更多國內外觀光客至日本觀光。 

由於日本國內高齡少子化的影響，自 2007 年來動畫的製作部數有逐漸減少

的趨勢，當中尤以深夜動畫的減少幅度最大。此外，根據日本みずほ銀行所做

的內容產業調查報告指出，日本國內動畫收視率原至 2000 年後開始大幅下降，

自 1970 年代 20~30%的高收視率到 2012 年為止已跌落至不到 3.0%的收視率，
79原因可能是受到同時段節目以及同業作品的高度競爭與少子化的影響所致；

                                                      
75
 營業額僅次於電通與博報堂，日本國內排名第三位支廣告代理店。 

76
 寺田信之介，《業界の最新常識：よくわかる広告業界》，2007 年，頁 12-13。 

77
 同前註，頁 140。 

78
 谷口功、麻生はじめ，《最新アニメ業界の動向とカラクリがよ～くわかる本》，（東京：何秀

システム，2010 年），頁 104。 
79
 みずほ銀行，〈コンテンツ産業の展望：コンテンツ産業の更なる発展のために，みずほ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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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年平均的動畫作品數有減少的趨勢，但對目前的市場而言，仍舊呈現供過

於求的狀態。 

 

（二）海外市場 

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 2014 年 12 月的《Cool Japan Initiative 報告》指出，80

日本是被公認為全世界最有創意的國家，其內容產業市場約佔世界的 36%，顯

現出日本產業在世界市場中具有優勢。而 Cool Japan 隨著政策的推動與演進，

2015 年針對日本內容產業進軍海外市場的策略可分為三步驟，一為在世界創造

出日本潮流，當中包含了因應各國文化的不同，將作品內容進行微調，以便各

國視聽者能更加融入作品內容的方式以及招募對國外消費者具吸引力的代表宣

傳人才…等、二為確保日本國內各企業的支持與配合，政府以提供補助的方式

吸引國內各中小企業發掘各地能以吸引海外的魅力及特點，並且提供中小企業

擴大海外販賣通路的方法、三為促進外國觀光客及企業至日本進行消費，例如

向國外公布日本的許多活動期程。 

日本的動畫產業對在海外市場發展主要是以販賣許可權、與海外企業共同

合作進行動畫製作、進軍好萊塢以及海外分部的營運…等方式為主，許可權又

包含了作品的播出權利以及角色二次利用及商品化的使用權，佔據整體市場的

主要部分。根據日本動畫協會（Association of Japanese Animations，AJA）2013

年的調查結果指出，2012 年日本與海外 80 個國家簽訂了約 328 部作品，1,572

個契約，全體而言以亞洲各國為大宗（49.8%），歐美地區地二（33.6%），以契

約數來看則以韓國（114）、臺灣（104）、美國（70）佔據前三名，主要集中於

亞洲各國。81目前日本動畫業界的海外營業額約為 144 億円，相較巔峰時期的

300 億円大幅減少，且市場主要集中於東亞地區，雖然透過前述許多作品證明

了日本動畫的實力但還是難以真正打開的歐美市場，其原因主包含了盜版的猖

獗、透過網際網路的非法下載、文化衝突、動畫內容富含大量血腥暴力而受到

當地審核團體的規範以及撥放媒介的取得…等，因此，即便日本動畫受到西方

世界矚目與歡迎但播放部數仍舊不多。 

雖然 2006 年後期開始，動畫作品供過於求與光碟市場的縮小，導致在對海

外販售時的販賣金也大幅下跌，再加上市界景氣低靡及違法盜版層出不窮…等

因素，導致動畫業在海外發展上並未如預期中順利，但以未來的發展趨勢而

言，海外市場是重要的發展對象，加以內容產業近年來的多元化運用帶來新商

機，各國政府也越發重視這個新市場，擬定各種因應政策。  

                                                      
 調查〉，2014 年。  

 <http://www.mizuhobank.co.jp/corporate/bizinfo/industry/sangyou/pdf/1048_01_01.pdf > 2015 年 

 3 月 25 日閱覽。 
80
 日本經濟產業省，〈Cool Japan Initiative 報告〉，   

 <http://www.meti.go.jp/policy/mono_info_service/mono/creative/ 

 141211CoolJapanInitiativeDecember.pdf > ，2015 年 03 月 23 日閱覽。 
81
 日本動畫協會，〈日本のアニメの海外展開 2013 年版〉，< http://www.aja.gr.jp/data/ >，2015 年 

 03 月 23 日閱覽。 

http://www.mizuhobank.co.jp/corporate/bizinfo/industry/sangyou/pdf/1048_01_01.pdf
http://www.meti.go.jp/policy/mono_info_service/mono/creative/
http://www.aja.gr.jp/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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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日本動畫產業之跨媒經營體模式之運作分析 

一、跨媒體經營模式之定義 

跨媒體經營模式源於日文メディアミックス（Media Mix），於近十年來開

始被廣泛運用於日本的內容產業界，目前已成為各產業擴大宣傳與推廣產品的

慣用手法之一。雖然跨媒體經營模式雖已被業界廣泛運用行之有年，在於學界

之相關研究卻相對稀少，也因此，雖然其概念廣為人知，對跨媒體經營模式也

有許多方面的解釋，但卻缺乏一個統整的定義。根據 Steinberg（2012）對跨媒

體經營模式（media mix）之定義，為透過不同的媒體管道以原創的、合成的、

有效的方式達到宣傳目標。在大眾傳播高度發展的現在，僅使用單一媒體為宣

傳手段已不符合時代需求與商業成本，且難以達成宣傳目標。加以社會的日益

複雜化、媒體網絡與新型態流通管道的發展，特別是電視與網路的普及，與各

種宣傳手法的日新月異，適當地使用其他媒體管道做為手段已成為必須；此種

背景之下，跨媒體經營模式於宣傳戰略中所佔的重要性便顯而易見。82而根據

田中（2009）在其學術論文中對跨媒體經營模式所做之定義為，將一創作內容

的世界觀以不同的媒體型態重新呈現，並透過複數的流通部門將此同樣世界觀

但不同型態樣貌的作品進行發送，藉此擴大收益機會的一種手段。83 

自 Steinberg 與田中對跨媒體經營模式的定義與解釋中，可統整出跨媒體經

營模式是一種「以一特定內容為營運中心，透過不同媒體管道的交互進行活動

與宣傳，並將關聯產品多樣化推出，在盡可能提升整體營運效能的同時以期達

到營利的最大化」的商業模式；而電視的發明與普及、電影產業的式微與動畫

電視的抬頭、經濟的富裕…等環境外在因素與模式中各關聯產業藉由媒體管道

串連在一起，並激發出預期之外的吸引力之內在因素則是促成該商業模式成功

不可或缺之因素。從字面上可得知，這是一種強調運用多種媒體管道的營運手

段，而從目前較多實際運用的案例可知，傾向於呈現型態較富有彈性與變化空

間之內容產業，雖然作品的呈現方式隨著不同的媒體管道而有所不同，作品內

容也會依流通時間、目標群體或是型態需求有所修正調整，但整體而言仍舊可

視為同一核心主題內容，該核心內容透過各式的媒體傳播以達到擴大知名度，

進以提高內容的販賣力，達成最終的營利目標。而此所稱之「核心主題內容」

的原形，又或稱為原作，可以是任何型態，例如：漫畫、動畫、小說、遊戲…

等，皆可成為跨媒體經營中的核心作品，透過一系列的交互宣傳，例如：電影

化、電視劇化，達到擴大受益機會的目標。 

 

                                                      
82
 Steinberg, M. (2012). Anime's media mix : franchising toys and characters in Japan. p.139. 

83
 田中絵麻，〈クールジャパンの産業構造：製作委員会方式によるメディアミックスと多様性 

 の並存〉，《会・経済システム》(30)，2009 年，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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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媒體經營模式之擴大發展（角川商法） 

角川書店在跨媒體經營模式的發展史上有著重要性的代表意義，其將媒體

連結的相互傳輸方式明確的呈現於電視動畫、寫實電影以及小說，亦致力於發

展當代跨媒體經營模式之運用，同時也是推動該模式運行的關鍵人物，也是了

解跨媒體營運的傳承與轉變所不可或缺的角色。84跨媒體經營市場目前由角川

及集團佔據九成以上，85可見角川集團對跨媒體經營模式運用的熟悉。 

角川商法，從本質上來看其實就是跨媒體經營模式，而將此模式以內容產

業為中心並確立運作手段，使其成為目前角川書店最大商業利器的關鍵人物式

角川第二代社長角川春樹。1970 年代，文庫市場的競爭者不斷增加，讓原本在

文庫市場佔有優勢的角川書店受到不小的影響，為了提升自家書籍的銷售量，

想出了將角色形象與產品進行連結宣傳的跨媒體經營概念與日本長青產業，出

版與電影產業做結合，產生出對現代大眾傳播媒體具重大意義的新型態的商業

經營模式，以電影、音樂、書籍三位一體為主、大量宣傳為輔的商業手段，也

就是日本報章所稱之「角川商法」，亦為現代所熟悉之跨媒體經營模式之基底。
86 1976 年「犬神家的一族」即為角川春樹首次的跨媒體經營模式運用，當時最

主要的戰略以「大量宣傳」為中心，先是破天荒地投入大量資金於廣告宣傳

費，透過廣告 CM 不斷重複即將上映的電影資訊，並採用知名演員擔任主演，

在電視、電影、書籍等多媒介的大量且重複宣傳下，成功引起消費者的注意，

而原作書籍的知名度也因此水漲船高，紅極一時，角川商法亦成功的在 70、80

年代掀起新商業旋風。1980 年代，跨媒體經營模式（media mix）一詞開始被廣

泛運用於指稱複數媒體交流的現象。80 年代中期，這種複合式的媒體行銷手段

已被普遍運用，此時此種現象也開始出現一些代名詞，例如「三合一策略」

（trinity strategy）「角川模式」（Kadokawa business）、「跨媒體經營模式」

（media mix）…等。 

 

三、動畫產業所扮演的角色與優勢 

Steinberg 在其著作中提到動畫產業的跨媒體經營模式通常具有以電視為關

鍵的播放及宣傳管道、重視模式中附加物的特殊性、強調在媒體管道上運用合

成方式達到特定宣傳目標等特性。即，將電視動畫是為營運的重心之一，並且

著重作品在改編後內容的獨特性與內容作用於關聯產品上的特殊性，並且在多

媒體管道交互宣傳的同時，宣傳內容也可能與其他作品內容合作進行合成或是

                                                      
84
 Steinberg, Marc., Anime's media mix : franchising toys and characters in Jap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p.135-136. 
85
 日経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KEYWORD1 ジャンプアニメ『ONE PIECE』『NARUTO』と劇 

 場版も好調な“ジャンプア二メ”の背景は？》，2012 年 12 月号。 
86
 每日新聞東京朝刊，〈挫折した「角川」商法 埋没したメディアミックス 大作映画、重荷 

 に〉，頁 25，1993 年 09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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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作品內容的元素分開運用，以達到最大宣傳效果。動畫與漫畫，又或者說是

原作，給了角色（代表符號）專屬性格、相互關係、以及一個獨特的故事背景

或是世界觀，可以說原作提供了一個由想像所創造的「世界」，而其他產業則透

過種管道與方式具現化這個「世界」。藉由跨媒體經營模式中的各種活動的推動

與各種關聯產品將想像的「世界」與真實的世界連結，消費者可透過此連結或

是媒介滿足其自身想要參與作品世界的欲望。當消費者的欲望被激起後，再透

過消費者之間的傳遞網將訊息更進一步地向外擴散，吸引潛在顧客或是強化已

消費顧客對產品的欲望，形成一正向循環，並構築了一種屬於以特定作品內容

為中心的交流現象。本研究所指稱之日本動畫產業之跨媒體經營模式，是以包

含元作為電視動畫、原作為其他媒體平台但有改編為電視動畫、以動畫角色為

中心取向，並藉由跨媒體平台、流通管道等進行活動的宣傳以及發展關聯商品

的多樣化的運作，是一種將人與人之間的相互聯繫關係以可能的方式來呈現的

特定模式。 

跨媒體經營模式在動畫產業能順利推行運作，主要是因為動畫產業有著利

於跨媒體經營模式推動穩定且寬廣的市場、品牌形象戰略、特色性高的角色、

難以預測的故事內容、親近大眾…等特色。首先，動畫產業容易因為策略的適

當運用以及得當宣傳的刺激而擴大動員力以及刺激消費者購買慾望，消費者對

作品具有很高的忠誠性，具有穩定性，且，除了出版業外，動畫產業與玩具或

是遊戲廠商的相容性高，透過不同年齡取向的玩具與遊戲的發售所挖掘的潛在

消費市場之年齡層也十分寬廣。其次，有關於品牌形象戰略，由於動畫產業擁

有廣大視聽者與熱心且忠誠的消費群，當一動畫與各種企業合作進行多元化發

展時，根據視聽者對該動畫的角色、代表台詞、音樂…等已有既定印象的前提

下，這些元素會形成一種代言作用，而各合作產業在推出產品時可以藉由將

「代言」與產品形象作結合的方式吸引消費者的目光、引起消費者認知上的共

鳴、有效率地進行宣傳，同時，異業結合的方式於目前的產業發展來說也具有

正向評價。再者，極具特色的動畫角色與難以預測的故事內容可謂吸引消費者

進行視聽消費的重要關鍵，在未知且具無限可能的作品中不斷地追求後續以滿

足求知慾。而動畫普及與廣大年齡層市場的擁有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其不僅限

於特定年齡層或是消費族群，具高度親民性，較不容易引起市場反感，也因為

此種潛在認知，許多名人會願意公開表示對於內容產業的喜愛以拉近與民眾之

間的距離，例如：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及不諱言其對於漫畫的喜愛，意外獲得

一些年輕選民的支持、日本演藝圈中更不乏公開表示自己喜歡看動畫的藝人，

甚至許多歌手的創作中亦置入許多動、漫畫元素；對於動畫產業而言，雖然名

人的公開支持不見得全是益處，但對於動畫的普及化來說是很有效的方式，而

隨著大眾對於動畫產業認可的提升，民間自治團體甚至地方政府亦開始將動畫

視為重要宣傳手段活動主題，例如：觀光產業推出聖地巡禮行程吸引國內外觀

光客，在多單位推波助瀾下，隨著動畫作品在國內外知名度的提升，輸出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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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亦成為下階段的發展目標。87 

根據上述各種原因，動畫作品容易產生動畫力（アニメパワー）現象，88

無論是原作本身就已是熱門作品或是透過跨媒體經營而走紅的作品，皆有能力

引起視聽消費者的共鳴，即便是不同媒介產品的視聽消費者們也能因為共同作

品內容而達成某種共識，這種穿針引線的能力也是一般傳統產業所難以擁有，

成為動畫產業的重要利器。換言之，一個作品的動畫力會隨者消費市場的擴大

而隨之增強，宣傳活動也會打鐵趁熱地進行廣告宣傳，當一作品擁有廣大視聽

消費者時，知名度亦水漲船高，即便是非消費者也會經由宣傳管道的放送而接

受到作品的基本資訊而對其有所了解；在此種背景之下，某作品的中心思想或

是特色將透過這些交互管道迅速散播，進而成為群體共識時，社會現象89便由

此產生。舉例而言，新世紀福音戰士在 1990 年代因為故事內容獲得廣大視聽消

費者的回響，雖後擴展至一般社會大眾，其用語、角色形象…等眾多元素在日

本形成一股潮流，又被稱為新世紀福音戰士之社會現象。2014 年，進擊的巨人

隨著動畫化之後的竄紅，日本國內甚至國外相繼吹起「進擊」風，作品當中的

元素迅速充斥在社會中，如「進擊的 OO」標語、巨人形象、調查兵團一詞…

等，被廣泛運用，成為新時代的社會現象動畫。 

 

伍、結論 

動畫產業透過無限的想像，創造出各種得以排解消費者壓力的故事內容，

甚至是反映出人們對於社會渴望。儘管動畫與出版物等一直被視為一種非必需

的消耗品，但於數位時代中，網路已逐漸成為必須，無論是日常生或是職業需

求，越來越多人開始習慣依賴網際網路；在透過網路達到經濟全球化的同時亦

代表著市場的大開與國際化，也因此，透過與網路科技結合得以發揮更大產業

潛能的內容產業也日趨重要，而成為大眾娛樂的動畫產業將連帶受到重視。 

日本的動畫產業在其歷史的發展沿革下發展出獨特的跨媒體經營模式，結

合各中小企業的力量，運用各種媒體管道將產品魅力發揮至最大，再透過網際

網路的串聯，讓作品不再侷限於日本國內，得以更進一步地推展至世界各地，

也讓世界對於日本能有更深刻的印象。而日本政府在了解到動畫產業於世界中

具有高人氣後也明白對於拓展世界經濟市場而言，有效運用動畫產業將是必須

的手段，繼而對其寄予重望。本研究透過對日本跨媒體經營模式的考察與分

析，期望能更加了解此種獨特的商業模式，對臺灣尚在摸索階段的內容產業能

                                                      
87
 日経ビジネス，〈“好き”が消費を動かす：アニメパワー2012 お金が、人が動いた！アニメ 

 事件簿 20〉， 2012 年 12 月号。 
88
 同前註。 

89
 社會現象，根據日本數位大辭泉的解釋為，在人類的社會生活、社會關係中所產生之有關經    

 濟、道德、法律、藝術、宗教等的現象；又，某種事物在社會中急速發展滲透，進而產生了

一 

 定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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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貢獻，也期許本研究內容能對日後進行相關領域研究的後輩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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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與自主-日本戰後航空產業發展的策略 

                                                    林本長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所博士生) 

摘  要 

    二戰後，日本航空產業發展得利於，外在結構因素：因韓戰回應美國的壓

力重新武裝，扮演防禦中蘇共黨侵略的角色，鑲嵌於美國的東亞地區國際政經

情勢「美日同盟」架構。冷戰期間，美國願意犧牲短期的經濟利益。提供航空

技術移轉與開放市場。冷戰後，日本航空產業逐漸從跟隨轉變為自主整機發

展，先進技術提供與國際政經環境依附於美國之下、國內需求不振及先天不良

結構弱勢軍事體質，很難有大幅度的轉變。日本自主發展 MRJ 能否成功，如過

去汽車業與家電業攻城掠地橫掃美國及全球市場，則有待日後續觀察。 

 

 

關鍵詞：美日同盟、官民協作、三位一體、自主發展、軍民兩用 

 

壹、前言 

     中國的政經實力崛起並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2008 年美國「重返亞洲」

目的，在戰略上，孤立中國強化日本的美日同盟的夥伴關係。面對中國崛起，

2009 年 7 月 21 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於曼谷會晤泰國副總理 Korbsak 

Sabhavasu 聲明時表示：「美國重返亞洲，並繼續維持我們對於亞洲盟友的承

諾。」90對日本而言，美國重返亞洲提供東京基礎和正當性，以強硬的方式回

應北京日與俱增的影響力。2013 年，中日於釣魚台爭議上，美國刻意保持戰略

模糊，增加兩國戰略計算與兵棋推演的複雜度與不確定性，迫使兩國始終只能

在美國戰略設定的框架內，以各種方式試探對方底線，與表現維護主權與領土

的決心。91  

     2013 年 1 月~11 月 17 日止，訪問越南、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

坡、菲律賓，一年內共訪東南亞五次，力抗中國於東協的政經佈局。92安倍地

球儀俯瞰外交，對內展現自信的執政能力；對外日本重返國際政治舞台的姿

態。日本強化澳洲，印度，菲律賓，越南和印尼，形成安全夥伴關係外，並通

                                                      
90 〈Remarks with Thai Deputy Prime Minister Korbsak Sabhavasu〉，2009 年 7 月 21 日，《 U.S. 

State of Departmen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july/126271.htm>。 
91 郭育仁，〈第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政策走向〉，《全球政治評論》，第 46 期，2014 年，頁

43~64。 
92 江迅，〈中國高鐵外交抗衡日本在東南亞勢力〉，《亞洲週刊》，第 27 卷，第 41 期， 

  htttp://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381376362306&docissue=20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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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對這些國家的軍民兩用機、潛艦等武器出口強化雙邊的軍事外交的關係。93

其次，透過對東南亞、印度等國對海外國際援助與日元貶值優勢， 循序漸進推

動民用 MRJ 的飛機銷售給這些國家航空公司，擴大海外市場及達成合作夥伴與

供應商關係，全面鞏固軍事外交與產業合作緊密的共同體。 

冷戰架構下，日本於國際政治，選擇「吉田主義」作為外交政策，回應美

國的壓力重新武裝，美國因應蘇聯為首共產集團入侵東亞地區，協助日本航空

產業的重建，恢復軍機的生產製造；另一方面，日本以「發展型國家」設計出

官民協作體制，採取計畫性的經濟發展追趕策略。對國內政經發展採取策略，

總體目標是集中經濟復原與產業發展政策，提升國民生活水準。在政治經濟，

採取與美國合作回應其需求。94日本保持基本武裝，及避免被美國捲入戰爭。

在軍事採取低姿態，全力發展經濟，避免國內政治鬥爭與分裂。在國家安全，

獲得長期的保障，容納右派主流意見保持與美國穩定關係，與左派和解限制軍

備擴張。95 

冷戰結束，美國重新定義對盟國的承諾後，提高盟國的軍事負擔。96就戰

略意義，東協是美國重返亞洲的舞台，美日同盟意志的延伸，建立東南亞國家

協商與溝通機制。東協近年經濟成長日益茁壯，民航機市場潛力商機龐大。本

文分析目的有，一、戰後美國東亞政經戰略佈局，使得日本恢復航空產業發展

的契機，藉由美國航空關鍵技術轉移的對象，從供應商角色升級，加入國際共

同開發的機會成為策略性夥伴關係。二，冷戰後，美國通過控制成長策略抑制

日本自主的發展及自我限縮武器出口，導制防衛產業生產成本過高。2014 年

後，通過修法「防衛装備移轉三原則」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則」，軍工出口和共

同開發促進與美國等盟邦國家的防衛合作；以及提升日本防衛産業的競爭力。

97三、日本透過軍事外交經濟三位一體的機制與技術合作出口策略，與東南亞

國家航空產業合作，透過波音技術協助開拓全球區域型飛機市場。 

 

                                                      
93 〈Visit to Southeast Asia by Prime Minister Abe〉，2013 年 7 月 27 日，《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http://www.mofa.go.jp/index.html>。 
94 佐々木卓也、中西寬，〈第 7 章 パクス・アメリカーナの中の戦後日本 1950 年代〉，五百旗

頭 

  真編，《日米関係史》(東京：有斐閣，2008)，頁 186~187。 
95 Kenneth B.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New York: 

The Century Foundation, 2007),pp. 241~243. 
96 George Bush, “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 Vol. 4, January 

1993, pp. 13-15. 
97 內閣官房、外務省、防衛省、経產省同時発表，〈「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を策定しました〉 

  2014 年 4 月 1 日，《経済產業省》， 

<http://www.meti.go.jp/press/2014/04/20140401001/20140401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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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1945~1952 年，日本航空產業慘澹經營的空白歲月。韓戰爆發，日本藉由

美國軍需維修保養的合約與生產執照，及技術移轉航空產業得以恢復生機。98

冷戰期間，在美國政府的全球外交與戰略目標下，強化美日同盟關係，美國願

意犧牲短期的經濟利益，提供航空技術移轉與開放市場。99美國對武器與戰機

是在嚴格的條件下出口，其中包括銷售必須通過政府的方案進行，日本必須同

意某些「最終用途保證」。以及協助美國航空工業提升，於競爭日益激烈的全球

市場銷售的軍用和商用飛機。100冷戰氛圍下，美國因自身利益持續科技移轉，

日本有能力製造高性能戰機，日本社會黨關切戰機與零組件出口，避免日本可

能被美國捲入戰爭的產物。101  

    在吉田原則的大戰略架構下，日本授權通產省官僚監理與主導經濟產業政

策。Michael W. Chinworth and Ron Mattews 指出二戰後，在經濟產業發展，日

本通過「官民協作」模式扮演關鍵的角色，帶領航空產業的發展及預測未來趨

勢，恢復世界級的工藝水準。102日本通過政策的制定，政府採取管制型態、介

入市場的方式、以及廠商的發展規模。103重建航空產業，維持低度的軍需工

業，及建立國家自給自足的軍民兩用(dual- use)產業，於國內軍需市場的有限

性，國家自主性主導產業政策走向，追求經濟發展及模擬人工市場。104Chamler 

A. Johnson 指出，日本「官民協作」體系是政府與企業緊密的合作，國家通過

政策干預推動經濟發展。官僚體系退休官僚空降企業(amakudari)，組織強而有

力綿密的政商網絡關係。自民黨一黨獨大及長期執政產生利益團體與派閥透過

選票集中，作為干預通產省的政策走向。105 

     豬口孝指出，官僚制定經濟產業發展的前瞻性計畫，快速調整政策適應市

                                                      
98 社団法人日本航空宇宙工業会，《日本航空工業五十年：第 1 部日本の航空機工業》(東京：

社団法人日本航空宇宙工業会，2003 年)，頁 12。 
99 Kenneth B.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pp. 249. 
100 Andrea Shalal and Emily Stephenson, 〈U.S. establishes policy for exports of armed drones〉，

2015 年 2 月 18 日，《Reuters》，<http://mobile.reuters.com/article/idUSKBN0LL21720150218>。 
101 郭育仁，〈武器出口禁令下的日本國防工業〉，《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2013 

   年 7 月，頁 1~54。 
102 Stephen Martin, “ The Economic of Offsets Defence Procurement and Countertrade.” In Michael 

W. Chinworth and Ron Mattews, eds. Defense Industrialisation Through Offsets: The Case of Japa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1996), pp. 200. 
103 Frank, Dobbin, Forging Industrial Policy:The U.S,Britain,and France in the Railway Ag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p. 12. 
104 Yujen, Kuo, Market Failure Mentality In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Case Studies Of Robotics 

and  

  Aircraft Industries (Los Angles: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3~34. 
105 Chamler A.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1975 

(Calif: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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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變化與政經結構的平衡，有效的內部資源適當整合。當國家經濟政策無法

與市場力量對抗，國家必須在短期時間內達成產業發展目標。扶植大企業提供

產業訊息與獎勵引導企業投資，政府保證企業長期獲利。106郭育仁指出，日本

政府防止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採取「人為市場模擬」包括創造內部科技資

源，通過推動美國授權生產及加入國際專案計畫，提供利潤誘因，經濟規模，

研發方向，以及試錯中與學習經驗並藉由公部門基金支持計畫。107 Hiroyuki 

Odagiri and Akira Goto 認為日本通產省推動航空產業發展過程，透過美國技術

授權縮短學習新科技與追趕美國技術的過程，調整適合發展的模式，鑲嵌於美

國航空業推升出口成長，以及技術外溢效果，促進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108 

    Marie Anchordoguy 指出，國家角色管理市場推升產業發展與政治社會穩

定，維持相對自由與公平市場關係，在追趕西方科技過程國家控制國內產業環

境、明確科技發展軌跡、產品的逆向工程。國家與私有部門彼此相互合作無間

創造環境與緊密集體關係，產業中廠商彼此之間強而有力的共存(coexistence)與

合作(cooperation)，避免產業間削價競爭。109    

    日本航空產業發展國家政策制定使資源有效分配，扮演關鍵角色促進產業

良性發展，避免廠商過度競爭及導致資源錯置。110產業政策是政府策略協助企

業，轉型具有競爭力調整經濟結構升級，一、產業政策經過嚴密的推算協助產

業具有競爭力，進而促進經濟發展。二、日本選擇產業發展於本質的差異，來

自對航空產業發展前瞻性，試圖預測國際未來的趨勢與市場潛在性的發展。

三、因應外在變化，調整不斷改變的生產模式與市場的關係。 

      

參、冷戰時期跟隨的策略 

一、戰後恢復與重建發展因素 

    韓戰爆發給了日本天時的機會，藉由美國維修與保養的合約與生產執照重

新建立航空產業發展與恢復生機。1111950~1973 經濟高度成長期，強勢的民意

                                                      
106 Takashi Inoguchi, Japanes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rans Pacific Press, 2003), pp. 47-48 
107 Yujen, Kuo, Market Failure Mentality In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Case Studies Of Robotics 

and Aircraft Industries , pp. 59. 

 108 Hiroyuki Odagiri and Akira Goto,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 Building 

   Capabilities by Learing, Innovation, and Public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pp. 222~223. 
109 Marie Anchordoguy, Reprogramming Japan:The High tech Crisis under Communitarian 

  Capitalism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pp8-13 
110 Ellis S. Krauss, “ Politcal Economy: Policymaking and Industrial Policy in Japan”, Political 

Sciense Politics, Vol. 25, No. 1, May, 1992, pp. 44-57. 
111 1952-1954 年美國與日本簽訂保養與維修合約金額 26 億日圓，相關零組件生產 34 億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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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支持經濟成長壓倒一切，政治衝突被禁聲，官民協作制定長期目標與產業

政策。112外在國際現實因素，冷戰時期，東西方嚴重仇視與對立，美國全球外

交與戰略目標下，對共產國家進行圍堵，全力支持日本航空產業與自我防衛的

提升能力，分擔美國東亞地區政經與軍事佈局，持續支持相關科技轉移快速提

升日本航空科技與生產技術能力。 

    日本面對天然資源匱乏，唯有促進科技創新與生產效率來彌補先天的不

足，產業策略設計的邏輯，驅動財政支援經濟發展，從簡單來料加工及初級生

產技術到產業升級。113日本政府採取行政指導強力介入與推動，一系列航空產

業政策引導大型企業積極參與，歸因於戰前具備強而有力航空相關技術能力與

條件。 

二、美國授權生產與加入國際專案計畫 

   冷戰架構，軍事外交跟隨與日本技術追趕兩重因素，通產省官僚經過理性

計算選擇採取美國軍機的授權技轉，大幅縮短自主研發的時間與成本，跳過關

鍵技術的瓶頸與障礙，將先進軍用技術進行軍民兩用大量生產製造，獲取經濟

利益及技術升級。1955 年，開始美國專案計畫，從授權製造 F-86F 與 T-33A 開

始一系列的軍機。114短期間內，美國技術大量移轉與訂單，縮短自行研發的時

間與成本最小化，經濟利益極大化。長期下來造成技術依賴與成長控制策略，

扼殺的航空產業的創新能力。日本實施進口替代，通過收購外國生產製程移

轉，達到技術外溢本土科技的效果；技術擴散促進產業升級，總體產業經濟轉

型；高附加價值的創新能力，推升產業出口。115郭育仁認為，1967 年「武器出

口三原則」是官僚刻意自我限制軍是出口，及戰後強調經濟發展與保持有限軍

力下的最適方案。116日本故意的忽略航空產業出口品項與技術，受限美國武器

擴散的原則與航空產業利益所制約，進而導致日本軍用航空產業作繭自縛進退

兩難的結果。 

    

                                                      
詳請參見 Hiroyki Odagiri and Akira Goto,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Building Capabilities by Learning,Innovation,and Public Policy (Clarendon Press, 1996), 

pp222~223. 
112 Kenneth B.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pp. 248. 
113
 Christopher Freeman.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 University Of Sussex Press, 1987).pp35. 
114 Hiroyuki Odagiri and Akira Goto,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 Building 

Capabilities by Learing, Innovation, and Public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pp. 223. 
115 Samuals, J. Richard, Rich Nation,Strong Army”: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e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33. 
116 郭育仁，〈武器出口禁令下的日本國防工業〉，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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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美國授權生產製造 

年代 機型 授權廠商 製造商 備註 

1954 T-34    螺旋槳教練機 Beech Aircraft 富士重工  

1955 T-33A   噴射教練機 Lockheed 川崎重工  

L-19    連絡機 Cessna 富士重工  

1956 F-86    噴射戰鬥機 North-

American 

三菱重工  

1958 S-55(UH-19 )大型運輸直升機 Sikosky 三菱重工  

1959 P2V-7   反潛機 Lockheed 川崎重工 由 P2V-7 修改而

成，世界上第一架

採取全電子式儀控

的反潛機 

1961 F-104J   噴射戰鬥機 Lockheed 三菱重工 國產化 

1962 V107 大型運輸直昇機 Boeing 川崎重工  

S-62 中型運輸直昇機 Sikosky 三菱重工  

1963 Bell 204B(Hu-1B) 中型直昇機 Bell 富士重工  

1964 S-6(HSS-2) 大型運輸直昇機 Sikosky 三菱重工  

1968 Hughes 369 小型運輸直昇機 Mcdonnell 

Douglas 

富士重工  

1972 F-4EJ  噴射戰鬥機 Mcdonnell 

Douglas 

三菱重工 國產化 

1973 UH-1H 中型運輸直昇機 Bell 富士重工  

1981 F-15J/DJ  戰鬥機 Mcdonnell 

Douglas 

三菱重工 國產化 

1983 AH-1S 反裝甲直昇機 Bell 川崎重工  

1986 CH-47J/JA 大型運輸直昇機 Boeing 三菱重工  

1991 SH/UH-60J & SH-60K 

反潛直昇機 

Sikosky 三菱重工  

1993 UH-1J 中型運輸直昇機 Bell 富士重工 國產化 

2006 MCH-101 掃雷與運輸直昇機 

 

Agusta 

Westland 

川崎重工  

AH-64D Boeing 富士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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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帕契武裝攻擊直昇機 

資料來源：社団法人日本航空宇宙工業会，《日本航空工業五十年：第 1 部日本の航空機工業》 

           (東京：社団法人日本航空宇宙工業会，2003 年)，頁 114~129。 

           SJAC，Aerospace Industry in Japan 2013 (Tokyo：The Society of Japanese Aerospace 

Companies, 2012)，pp. 26.  

           

加入國際聯合開發計畫 

    受限國內航太市場需求量不足，獨自開發經費過於龐大，同時在獲取先進

技術專利授權制約下。1978 年日本決定加入波音公司國際合作開發計畫(ICP )

成為第 1 個合作夥伴，獲取波音公司先進科技轉移，首先進行 YX/7X7 國際合

作開發計畫的 7X7 型為 230 座位商業客機。117加入國際開發計畫航太公司有三

菱重工、富士重工、新明和、日本航太製造公司(JAMCO)、石川島播磨重工、

日本航空公司、全日空公司、日本航空系統公司。118陸續開發 767、777、787

機型生產，加入國際開發計畫除了製造廠商之外，也加入兩家日本國內民航公

司全日空與日本航空，主要目的獲取最先進機種購置成本，來加強營運管理上

的競爭力，日本與波音合作的開端以 767 機型協力生產。  

 

  表 2               日本加入國際專案計畫製造商業客機 

商轉年份  機 型 用    途 發展/製造商 生產數量(架) 

  1982 YX/767 噴射商業客機 波音(Boeing)、日本航空

機協會、三菱、富士、

川崎三大重工 

1108 

1000 

  1994 777 商業客機 波音、日本航空機協會 

三菱、富士、川崎三大

重工 

1066 

  2011 787 噴射商業客機 波音、日本航空機協會 

三菱、富士、川崎三大

重工 

49 

 

                                                      
117
 David Pritchard and Alan Macpherson, Canada-United States Trade Center Occasional Paper No. 

30.Boeing Diffusion of commercial Aircraft Design and Maufacturing Techonogy to 

Japan:Surrendering the US Aircraft Industry for foreign Financial Support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5), pp. 3~5. 
118
 FAC, 2004. Farnborough Aerospace Consortium: Japan Scoping Mission Report, 

<.http://www.fac.org.uk/ReportJap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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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SJAC，Aerospace Industry_in Japan 2013 (Tokyo: The Society of 

 Japanese Aerospace Companies,2012), pp.27. 

    資料說明：上述機型尚未停止生產，年度與數量統計至該年度為止。 

 

    冷戰前，防衛省的每年預算編列補貼廠商研發經費，來彌補日本民航機產

業規模過小，避免廠商因虧損退出市場，進而影響產業技術升級的進程，降低

其國際航空產業的競爭力。1191992 年，民用航空產值為 2197 億，防衛航空產

值 6384 億，後者是前者的三倍。日本航空廠商高度仰賴防衛廳的軍購訂單，無

需往民用航空發展。冷戰後，於 2007 年起，軍需與民用明顯產生變化，日本民

用航空的產值大幅超過防衛的產值，幅度約略接近 3/1 的產值。於 2014 年民間

產值 11487 億 、防衛產值 4470 億，前者高於後者約為 2.5 倍。120 

 

     

     圖一、1992~2014 年日本航空產業防衛與民間的生產額 

資料來源：日本航空宇宙工業会，《日本の航空宇宙工業-平成 19 年》，《東京： 

          日本航空宇宙工業会，2007 年》，頁 184。 

          日本航空宇宙工業会，〈平成 26 年度航空機生産額は前年比 2,428

億円増〉，《工業会活動》，第 738 号，(東京：日本航空宇宙工業

会，2014 年)，頁 29-30。 

  肆、冷戰後自主發展的制約 

                                                      
119 Richard J. Samuals , Rich Nation,Strong Army: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e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 pp. 265~266. 
120 日本航空宇宙工業会，〈平成 26 年度航空機生産額は前年比 2,428 億円増〉，《工業会活動》，

第 738 号，2015 年 6 月，頁 29-30。 

1992 1997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民間 2197 3499 3940 3698 3600 4234 5742 6648 6229 5098 5563 5986 6807 9115 11487

防衛 6384 5904 6170 5962 5829 5247 6193 4771 5634 5939 4841 5381 3717 4542 4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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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成長控制策略 

    日本航空產業自主發展受限雙重制約的束縛，波音透過制度的誘因與先進

關鍵技術的障礙，持續支配國際航空產業的地位，箝制日本航空產業自主性。

美國出售軍用戰機型號與技術規格輸出於日本，基於假想敵的戰略實力與維持

美日同盟的利益。121前石川島播磨重工航太部專家前間孝則認為後冷戰，外在

軍事威脅解除，美國緊縮尖端軍事技術移轉輸出的姿態，以過去經驗日本 F-

104J 國產化的比例約為 99%，到了 F-15J 約 75%之後逐漸遞減。122美國考量因

素，於東亞地區地緣戰略的需求，美方國內航空產業利益和避免被日方及盟邦

透過逆向工程所超越，因此，行銷及技術移轉權是操之在美國政府。商業客機

操作策略，美國透過北約組織(NATO)及美日同盟的外交軍事架構，將盟邦的廠

商透過國際專案合作的計畫納入其全球供應鏈。123一方面，技術轉移所需的科

技；另一方面，透過技術成長控制策略的抑制自主的發展。 

    Theodore H.Morgan and David C. Mowery 指出，即使美國開放國際專案計

畫邀請各國廠商参與，為了維持全球領先的地位，採取策略：1.通過技術黑

箱，限制外商進入尖端技術領域。2.推動產業技術變革來維持利益。3.經濟規模

生產與先發優勢。4.控制整機設計與協作及整合技術能力。5.透過法律措施防止

侵權。124木村清志(Seishi Kimura) 也認為波音公司控制日本航空產業的成長，

限制参與飛機原始的設計與系統整合的技術黑箱，以及避免將關鍵技術轉移給

予具有競爭力的次供應商，使其保持技術領先地位，避免對波音公司形成潛在

的威脅。125 

 

二、從武器出口自我制約到解禁 

    冷戰時期的「武器出口三原則」的經濟官僚自我限縮，及嚴格管控進入航

空市場的零組件及設備商的家數，避免削價競爭。126防衛產業利益，如三菱重

                                                      
121 週刊金曜日編，《國策防衛三菱重工の正体》(東京：株式會社金曜日，2008 年)，頁 18。 
122 前間孝則，《國旅 MRJ 客機飛翔》(東京：大和書房出版，2008 年)，頁 119。 
123 David C. Mowery,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Interdepandent Economies.” In Theodore H. 

  Morgan and David C. Mowery, eds. Aerospa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Netherlands : Kluwer Acadenic Press, 1994),pp. 179. 
124 David C. Mowery,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Interdepandent Economies.” In Theodore H. 

 Morgan and David C. Mowery, pp. 182~184. 
125 Seishi Kimura, “ Learning For Upgrading The Control Growth of the Japanese Aircraft Firms,” 

  Working paper prepared for Princeton University Conference, March 9-11, 2006. 

  <http://www.princeton.edu/~ina/gkg/confs/hamilton.pdf>. 
126 Richard J. Samuals , Rich Nation,Strong Army: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e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 pp. 265. 



64 

 

工、川崎重工等所占的營業額不到 10%，在電機與通訊機具上甚至低於 3%。

127冷戰結束後，國際局勢瞬息萬變，波音與麥道等如火如荼進行企業組織併購

與資源重組，對外進行航空機的聯合研發，降低開發成本與分散風險。128然

而，日本並沒有壓力進行像歐美國家防衛產業進行重組，導致航空機及軍需裝

備用品的契約金額過度分散於各企業，隨著防衛相關事業收支狀況的惡化，中

小企業不得不退出防衛與軍用航空產業市場，結果導致航空產業基礎陷入危機

的窘境。129日本防衛產業受到「武器出口三原則」的制約，無法參與國際共同

開發航空飛機與武器生產，導致研發與生產成本過高。 

    村山裕三認為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的背景，維持與扶植國防生產的基

礎與強化防衛技術，呼應促進日本經濟發展和強化航空產業能量蓄積。1302011

年 12 月 27 日《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正式提出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則」。 

2012 年 4 月 10 日，野田佳彥首相與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舉行

會談內容涵蓋武器合作研發〈英日聯合聲明〉。131同年 6 月 3 日，雙方簽署〈日

英國防合作聲明〉主要內容是武器及裝備聯合開發、生產防衛裝備，維持及提

升日本防衛產業的生產及技術基礎，聯合開發的方針達成共識。1322013 年 6 月

7 月，日本與法國發表聲明，主要項目包括建立外交與國防部長的「2+2 會

議」、強化兩國武器與軍事設備合作、共同建築武器出口管理協議，促進太空領

域合作。133 

 

三、維持「國產化」方針確立與強化「防衛生産技術基礎設施」的

策略 

                                                      
127 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先進防衛装備品の多国間共同開発の状況とこれがわが国の防衛機

器産業に及ぼす影響の調査研究報告書》(東京：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2012 年)，頁 148。 
128 Kenneth Flamm, “ Redesinging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n Ann R. Markusen & Sean S. 

Costigan, eds., Arming the Future: A Defense Iudustry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1999), pp. 226~227. 
129 郭育仁，〈武器出口禁令下的日本國防工業〉，頁 1~54。 
130 村山裕三，〈武器輸出三原則の見直し〉，2011 年 12 月 28 日，《Nippon com》 

  http://www.nippon.com/hk/currents/d00016/。 
131 外務省，〈日英兩國首相共同聲明〉，《外務省-會談，訪問》，2012 年 4 月 10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noda/uk_1204/kyodo_seimei.html＞。 
132 防衛省，〈英国国防省及び日本国防衛省の間の防衛協力に関する覚書〉，2012 年 6 月 3

日， 

＜http:www.mod.go.jp/j/press/youjin/2012//06/03_memo.pdf＞。 
133 外務省，〈安倍晋三日本国総理大臣のフランス共和国訪問の際の日仏共同プレスリリー

ス〉， 

  2014 年 5 月 6 日，www.mofa.go.jp/files/00003757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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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4 月 1 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內閣會議，確立「防衛装備移轉三

原則」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則」，大幅修改禁止武器出口的禁令，通過國際合作

的條件：因應對中國於東海及南海的軍事佈署。基於國家安全考量，航空武器

裝備進行海外技轉和共同開發，促進與美國及歐洲盟邦國家的防衛產業的合

作。提升日本防衛産業的競爭力。134因此，有別於過去的政策，「輸出貿易管理

令」第 1 條第１項規定，於軍用飛機相關附件與零組件(軍用航空機若しくはそ

の附属品又はこれらの部分品)，允許部分防衛技術基礎設施，採取國際聯合開

發和聯合生產，同時維持「國產化」方針與強化「防衛生産技術基礎設施」的

策略。135  

 

設立防衛省裝備廳統整防衛裝備採購缺失 

    過去防衛省無專責單位採購與審查防衛軍購，及不穩定國防採購、研發費

用估算困難問題與廠商浮報預算的醜聞不鮮。136防衛省於 2014 年設立「裝備

廳」目的有三，1.改善不平等採購契約及廠商規避商業風險的高估報價。2.統整

陸海空自衛隊武器與裝備採購管理。3.因應聯合開發與聯合製造的防衛裝備國

際化，孕育尖端技術研發投資，維持防衛科技基礎及平台協調機制。137 

 

契約制度的修正 

    2001 年，防衛省受限於研發預算制度的制約，採取單一預算做為 P-X 與

C-X 的專案計畫兩機開發使用，採取契約方式與川崎重工為主體自主開發。三

菱重工、富士重工、新明和、日本飛行機等公司協力機體生產製造，共同參與

所組成的開發體制。1382010 年富士重工提出民事訴訟，向防衛省追討墊支剩餘

費用 350 億。高橋衫雄表示「富士重工提出契約共識極具爭議性，也是日本國

防工業長期存在的問題。礙於憲法與相關法規，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的武器採

購清單只是期望不是承諾，實際採購也只能以年度進行，否則有違憲之嫌」。139   

2011 年，F-2 戰機契約生產結束。戰鬥機生產中斷將導致長期累積技術與能

                                                      
134 內閣官房、外務省、防衛省、経產省同時発表，〈「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を策定しました〉 

   2014 年 4 月 1 日，《経済產業省》， 

   http://www.meti.go.jp/press/2014/04/20140401001/20140401001.pdf. 
135 沓脱和人，〈「武器輸出三原則等」の見直しと 新たな「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立法と調 

査》， No. 361，2015 年 2 月，頁 55~67。 
136 轉載，郭育仁，當面訪談，高橋衫雄，防衛省(東京)，2012 年 8 月 27 日。 
137 堀地徹，《防衛生産・技術基盤戦略及び防衛装備品取得の課題と今後の方向性》(日本：防 

   衛省経理装備局，2014 年)，頁 4~5。 
138 前間孝則，《飛翔への挑戦―国産航空機開発に賭ける技術者たち》(東京：新潮社，2010

年)，頁 138~139。 
139 轉載，郭育仁，當面訪談，高橋衫雄，防衛省(東京)，2012 年 8 月 27 日。 

http://www.shinchosha.co.jp/book/32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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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消退及技術人員的流失，導致企業退出生產。後續引起產業運用能力的下降

與研發間斷。造成自 1952 年以來，戰鬥機生產中斷出現空窗期的危機。1402011

年，日本機械工業連合會與日本戰略研究論壇(日本戦略研究フォーラム)的聯

合調查報告書，建議防衛省修正表 3 的契約制度，降低契約的爭議性與企業負

擔過大的研發風險。141 

     日本防衛省為了修正此契約制度，特別進行修正《財政法》15 條第 3 項

的規定，由現行每年編列預算及每年簽約採購 P-1 預警機和廠商簽約於第 4 年

交機。改為「一次性」簽約於第 4 年起每年交機，見表 4。142因此，日本海上

自衛隊計劃，於 2015~2021 年(平成 27~33 年度)七年間，編列預算購買 20 架 P-

1 反潛巡邏機，淘汰日本現今兼使用 P-3C 海上反潛巡邏機。143防衛軍用機契約

的修正後，防衛省可透過一次性簽約，廠商取得長期契約的「可預期性」。可以

進行投資與人員調配的穩定性，藉由預購一定數量的零組件與材料，降低採購

交易價格， 

同時避開造成政治的違憲之疑慮。 

    

  表 3                 防衛軍用機契約的修正前   

27 年度 28 年度 29 年度 30 年度 31 年度 32 年度 33 年度 

簽約      5 架交機    

 簽約     5 架交

機 

  

  簽約    5 架交機  

   簽約     5 架交機 

 

                             

  表 4                 防衛軍用機契約的修正後 

27 年度 28 年度 29 年度 30 年度 31 年度 32 年度 33 年度 

一次性簽約       

                                                      
140 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産業のグローバル化が我が国の防衛機器産業に及ぼす影響の調査 

研究報告書〉(東京：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2011 年)，頁 134。 
141 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日本戦略研究フォーラム編著， 〈先進防衛装備品の多国間共同開発

の状況とこれがわが国の防衛機器産業に及ぼす影響の調査研究報告書〉(東京：日本機械

工業連合会，2011 年)，頁 167。 
142 堀地徹，《防衛生産・技術基盤戦略及び防衛装備品取得の課題と今後の方向性》(日本：防  

   衛省経理装備局，2014 年)，頁 11。 
143 堀地徹，《防衛生産・技術基盤戦略及び防衛装備品取得の課題と今後の方向性》，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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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架交機 5 架交機 5 架交機 5 架交機 

   資料來源: 堀地徹，《防衛生産・技術基盤戦略及び防衛装備品取得の課題 

            と今後の方向性》(日本：防衛省経理装備局，2014 年)，頁 11。 

 

   C-1 固定機翼反潛機作為 P-3C 的後繼機，於 2007 年 9 月試飛成功。由川崎

重工於 2008 年生產兩架 XP-1 反潛機試驗機，在 2009 生產兩架運輸機 XC-2 試

驗機。1442012 年第一架交機服役。第一架 P-1 運輸機於 2010 年試飛成功於

2014 年交機給自衛隊空軍服役使用。145 

 

國際共同開發的優劣比較 

    在戰機與軍工武器以參與國際共同開發，促進日本技術專家的交流、增加

國際競爭力與技術向上的提升，投入研發費用確定性。改善現階段日本廠商負

擔過大的研發費用，降低開發的風險與不確定性。146從表 5 檢視，國際共同開

發的優缺點的比較，將考驗日本官民協作的智慧及有待後續的觀察。  

表 5                國際共同開發的優劣比較 

優點 劣勢 

1.在國際競爭意識與科技資訊交流，促進

日本吸收先進觀點，促進技術向上提升。 

2.日本研發費用投入的明確性，降低廠商

研發風險與不確定性。 

3.制約研發機密資訊不當外流與增加廠商

技術直接交流。 

1.各國之間研發資訊不對稱，增加溝通成本。 

2.各國依投入研發費用高低，分配承包的金

額，同時涉及各國之間交叉授權技轉等複雜問

題，導致交機時間不斷延宕。 

3.只要 1 個國家不加入量產，造成生產時程遞

延外，導致各國生產成本費用節節升高。 

4.因投入國際共同開發經費，導致日本國內研

發經費外流，侵蝕自主研發的機會。 

資料來源：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産業のグローバル化が我が国の防衛機器産 

          業に及ぼす影響の調査研究報告書〉(東京：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 

           2011 年)，頁 163~164。 

 

                                                      
144 SJAC, Aerospace Industry in Japan 2013 (Tokyo: The Society of Japanese Aerospce Companies, 

2012), pp. 27. 
145 SJAC, Aerospace Industry in Japan 2014 (Tokyo: The Society of Japanese Aerospce Companies, 

2013), pp. 5. 
146 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産業のグローバル化が我が国の防衛機器産業に及ぼす影響の調査 

   研究報告書〉(東京：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2011 年)，頁 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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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自主的策略-從零組件製造邁向 MRJ 整機製造 

    美國 911 事件，頓時全球航空產業陷入低迷時期，2003 年 9 月，召開第一

次「航空機宇宙產業分科審議委員會」，針對開發民間航空機開發推進各省廳協

作會議（防衛省、文部科學省、國土交通省及經產省局長級協議第一次會議），

透過開發 C-1 運輸機的技術開發經驗用於 MRJ 及追認預算案。147經產省明確提

出「當前航空機產業政策的方針」(当面の航空機產業政策の在り方につい

て) 。為了避免違反 WTO 自由貿易規定，各國政府對民航機研發補貼不得超過

總經費的 1/3，以及促進參與企業的自主與產業合理化要求，官民各出資一半的

方式，日本政府提撥 500 億日圓做為研發經費，降低企業財務負擔。148 

     三菱飛機公司 MRJ 受限於整機開發經驗的不足，透過波音的技術協助，

提供零件庫存、營運管理、飛機維護管理系統( Airplane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 AHMS)，彌補三菱飛機這方面的不足。149總結，前車之鑑 YS-11 的失

敗案例，產業目標明確與三菱重工技術到位，日本政府過去僅限於廠商提供研

發、製造生產的補貼措施。150但是，缺乏全球行銷經驗及生產供應鏈，也無法

對英語系國家提供售後服務體系。三菱飛機公司避免再重蹈覆轍，取得波音公

司協助 MRJ 的國際市場行銷、技術研發和售後維修服務，建立一套完善的售後

配套機制。151北美地區行銷也由 Boeing 負責，在東南亞地區整合國家總體軍事

外交與技術移轉合作方式爭取訂單。北歐地區：Saab 公司負責。歐洲地區則設

立三菱飛機歐洲分公司負責。  

     表 6             YS-11 與 MRJ 發展策略比較 

 YS-11 MRJ 

主導廠商 三菱重工 三菱重工 

                                                      
147 〈民間航空機基盤技術プログラム~我が国航空機関連産業の基盤技術力の強化〉， 

   2003 年 9 月 2 日，《経済産業省》，

<http://www.meti.go.jp/policy/kenkyu_kaihatu/program/h16fy/program-

kihonkeikaku/koukuPG/koukuPG-gaiyo.pdf>。前間孝則，《国產旅客機 MRJ 飛翔》(東京：大和

書房，2008 年)，頁 107。 
148 前間孝則，《国產旅客機 MRJ 飛翔》(東京：大和書房，2008 年)，頁 122~123。 
149 〈Boeing to support MRJ with Mitsubishi deal〉，2011 年 6 月 24 日，《Australian Aviation》， 

   <http://australianaviation.com.au/2011/06/boeing-to-support-mrj-with-mitsubishi-deal/>. 
150 Richard J. Samuals , Rich Nation,Strong Army: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e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14. 
151 〈Mitsubishi Aircraft Concludes Support Agreement with Boeing〉，2008 年 9 月 4 日， 

  《 Mitsubishi Aircraft Corporation》，<http://www.mrj-

japan.com/press_releases/news_0809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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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與主要製造廠商 三菱、富士、川崎、日本

飛行機、新明和、昭和飛

機 

三菱、富士、川崎、新明

和四大重工 

生產公司 日本航空機製造公司 三菱飛機公司 

飛機引擎型號 採用勞斯萊斯 542-10 型 

部分改裝奇異(GE-T64 型) 

採用普惠(PW-1000) 

於西雅圖設立引擎設計與

製造中心 

研發製造成本 政府補貼研發製造生產成

本 

官民各出資一半，各 500

億日圓 

市場目標 國內為主 全球市場 

生產架數與試驗機 182 

(2 架試驗機) 

尚未正式生產，2015 年 5

月訂單超過 400 架左右。 

5 架試驗機 

行銷策略 三菱重工 官民協作；日本政府透過

軍事外交與技術移轉方

式，與東南亞等國如越

南、印尼洽談合作模式。 

三菱飛機公司於北美地

區：由 Boeing 負責。 

北歐地區：Saab 公司負

責。 

其他歐洲地區：設立三菱

飛機歐洲分公司負責。 

售後服務體制 三菱重工 委請 Boeing 建立全球售後

服務體系與據點 

     資料來源：Richard J. Samuals , Rich Nation,Strong Army: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e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10~214；〈Mitsubishi Aircraft sets up Quality Assurance Department in  

                 Illinois to strengthen interaction with MRJ program partners〉，2013 年 6 月 19 

                 日，《 Mitsubishi Aircraft Corporation》， 

                  <http://www.mrj-japan.com/press_releases/news_130620.html>. 

                 〈Boeing to support MRJ with Mitsubishi deal〉，2011 年 6 月 24 日，

《Australian  

                  Aviation》， 

          <http://australianaviation.com.au/2011/06/boeing-to-support-mrj-with-mitsubishi-deal/>. 

            

   三菱飛機公司於美國設立 100％的子公司，於 2013 年 6 月 17 日於芝加哥設

置辦公室目的，強化 MRJ 的 17 個項目與供應商進行協作，進行品質保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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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檢驗。外商合作夥伴的品質管理導入日本，針對品質、成本、交機(Quality, 

Cost, Delivery, QCD)貼近 MRJ 供應商，有利於資訊即時更新與解決問題。152 

1990 年代，波音公司曾經生產嚴重落後及財務危機，尋求豐田汽車及時生產技

術(Just-in time)與財務金援等協助。153另一方面，MRJ 於整機開發與系統整合過

程，由波音提供技術移轉協助。MRJ 透過豐田汽車入股，協助即時生產、強化

供應鏈與製造品質庫存能力，以利推動生產線流程製造效率提升與成本降低，

提升 20％省油效率的優勢與全面品質管理改善的能力；另一方面豐田藉此跨入

小型商業客機市場。154 

     

一、三位一體的航空與對各國出口策略    

    日本官民合作援外體系，雖然企業與政府保持一定距離。但是過去從事經

濟活動的部分商社與廠商累積海外活動經驗，持續善用亞洲地區推動日圓貸

款、無償資金合作、技術轉移的合作的三位一體，已經創造出成功援助模式。

155透過 ODA 資金方式，利用國際合作銀行（JBIC）貸款至少為期 5 年 1%的 10

億美元低利貸款，協助給川崎重工 C-2 運輸機與新明和 US-2 水陸兩用飛機

(amphibious plane)的出口，協助防衛承包商取得國際訂單。156 

    US-2 水陸兩用飛機的特點，於水上滑行約 30 秒即可起飛，可塔載 15 噸的

水量，對於東南亞與地中海國家位處多島嶼與火山地形，當離島火災或船難發

                                                      
152 〈Mitsubishi Aircraft sets up Quality Assurance Department in Illinois to strengthen interaction 

with MRJ program partners〉，2013 年 6 月 19 日，《 Mitsubishi Aircraft Corporation》， 

    <http://www.mrj-japan.com/press_releases/news_130620.html>. 
153 Steve McGuire &Toshiya Ozaki.” Path dependence as a political construt,the disruptive influence 

of technology and Japanese aerospace,” Int.J.Technology Management, Vol.50,Nos.3/4,2010, 

pp.367-379. 
154 前間孝則，《国產旅客機 MRJ 飛翔》，頁 172。；自動車開発の王道を築く-長谷川龍雄氏，

2012 年 10 月 11 日，http://www.jahfa.jp/jahfa4/pala/person2-1.htm.；豐田汽車在戰後延攬戰時立

川飛機公司「キ 94」型戰鬥機設計者，在戰後豐田汽車創辦人豐田喜一郎期望設計出「飛行

汽車」，但受盟軍禁止發展航空機。轉而透過其飛機射機經驗用於開發全球受歡迎皇冠汽車

(Crown)、(Celica)系列，其對世界汽車市場準確預測理論以及省油、安全、豪華、輕量性設計

理念，對豐田汽車日後發展有深厚影響；戰前 1943 年豐田汽車關係企業愛知精密工業與川崎

重工共同出資成立東海飛行機株式會社，生產陸上警械機及航空機零主件，詳見：

<http://www.aisin.co.jp/profile/history/index.html>. 
155 楊永明編，《新世紀日本體制的再轉型：政治、經濟與安全政策之演變》，第三章，石原忠 

   浩，〈轉變期的日本政府開發援助:新世紀後的新趨勢之探討 〉，(台北：翰蘆出版公司，2009  

   年)，頁 143~144。 
156 〈Japanese government looking for financial support for export of military aircraft〉，2013 年 11

月 

5 日，《The Japan Daily》， 

<http://japandailypress.com/japanese-government-looking-for-financial-support-for-export-of-

military- aircraft-053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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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具有機動性。157三菱重工社長宮永俊一 (Shunichi Miyanaga)認為，日本企業

具備競爭力的技術創新，透過對東南亞、印度等國對海外國際援助與日元貶值

優勢，及有利於推動 MRJ 的飛機大量銷售給外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合作夥伴及

供應商共創雙贏。158日本官民協作與三位一體的政策安排，行銷 MRJ 的策略未

來的發展有待觀察。 

 

對印度的策略 

    面對中國崛起，日印兩國的軍事合作，同時印度是日本第一個出口軍民兩

用飛機的國家，在 2014 年 1 月，日本出售海上自衛隊所使用的 US2 型水上飛

機給印度，用於執行救難任務。159日本解除武器出口禁令，於防衛產業考量無

非是進軍國際軍工市場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並協助日本軍工企業打進世界尖端

武器市場。 

 

對菲律賓的策略 

    美國希望亞洲盟友反對中國的軍事擴張。日本和菲律賓藉由雙邊的軍事協

議的強化，菲律賓希望日方出口反潛偵察機(P-3C anti-submarine reconnaissance 

aircraft)和雷達技術(radar technology)，協助監視中國在東海的海上各項活動，

同時日本軍機也可以使用菲律賓基地及油料補給。160 

 

對越南的策略 

越南國家主席阮明哲於 2010 年 11 月 24 日，指示越南航空公司（Vietnam 

Airlines）與三菱飛機公司就採購 MRJ 區域型飛機價格進行磋商。也對三菱重

工提出，除了採購 MRJ 外，針對零組件技術移轉，以及於越南生產 MRJ 零組

件。也對日本提供大量援助給予感謝之意，並加強對越南投資的力度。161 

                                                      
157 東洋經濟編輯部，〈新明和工業と川崎重工民間転用で活路開く〉，《東洋經濟週刊》，2010

年 

   1 月号，頁 38-40。 

   頁 38~40。 
158 Kunio Saijo，〈Innovation, not yen, key to expanding Japan exports〉，2014 年 10 月 31 日， 

 《Nikkei Asian Review》，<http://asia.nikkei.com/print/article/57297>. 
159 〈India Will Buy 15 Amphibious Aircraft From Japan: So What?〉，2014 年 1 月 29 日，《The 

Diplomat》，<http://thediplomat.com/2014/01/india-will-buy-15-amphibious-aircraft-from-japan-

so-what/>. 
160 〈Japan to discuss military exports to the Philippines, P-3C ASW aircraft could be up for sale〉，

2015 年 6 月 4 日，《The Economic Times》，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japan-to-discuss-military-exports-to-the-

philippines-p-3c-asw-aircraft-could-be-up-for-sale/articleshow/47538232.cms?from=mdr>. 
161 〈越南將購 MRJ 飛機並希望日轉讓部件生產技術〉，2011 年 11 月 26 日，《民航資源網》， 

     <http://news.carnoc.com/list/175/1756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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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印尼的策略 

   2015 年 2 月 5 日，日本與印尼雙方簽暑備忘錄，針對日方提供軍工製造設

備與技術轉移給印尼 PT Dirgantara 航空公司。印尼現階段進行國防工業升級，

希望透過雙方共同研發與共同生產進行軍工產業合作，提升印尼國有軍工企業

的研發與技術能力。162 同年 3 月 23 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見了印度尼西亞

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雙方建立外交與國防(2+2) 定期會晤與強化戰略夥伴

關係及經濟貿易投資。163 

 

透過政府採購的支持 

    從波音過去 50 年的發展成為美國與全球軍民兩用飛機的頭龍，受惠於美國

政府的支持及解除航空政策的管制；建立中心輻射式的經營模式；及政府默許

下通過併購取得國內民航機市場的獨佔性。164三菱飛機公司仿效波音模式，積

極推動地方政府和自衛隊採購 MRJ 外，取代現階段航空自衛隊 4 架灣流飛機

(Gulfstream IV)及政府接待外賓使用的專機。日本政府未來通過國家採購 MRJ

為首相出訪外國的使用。165 

      

陸、結論 

    冷戰時期，日本航空產業發展受制於外在結構因素，及鑲嵌於美國的東亞

地區國際政經情勢「美日同盟」架構。1990 年代，冷戰結束與天安門事件後，

美國對中國關係改善，同時也改變美日的關係。166美國保留軍隊於前線基地，

日本提供基地各項財政及技術支援，進而懷疑美日同盟的必要性，船橋洋一指

出，雖然雙方保持安保與信賴關係，此一階段進入日美同盟的漂流時期。

                                                      
162 Prashanth Parameswaran，〈Japan, Indonesia To Sign Defense Partnership Tokyo and Jakarta are 

looking to boost their defense ties〉，2015 年 2 月 5 日，《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5/02/japan-indonesia-to-sign-defense-partnership/>. 
163 〈Japan's Abe, Indonesia's Widodo to tighten defense ties〉， 2015 年 3 月 23 日，《The Straits 

Times》，<http://www.straitstimes.com/news/asia/east-asia/story/japans-abe-indonesias-widodo--

tighten-defense- ties-20150323>. 
164 中山淳使，国產航空機、50 年後にボーイングに勝つ，2014 年 10 月 21 日， 

  《日本経済新聞》，<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78618680Q4A021C1000000/>。 
165 〈Mitsubishi pushes MRJ for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use〉，2013 年 7 月 23 日， 

  《Flightglobal》，<http://www.flightglobal.com/news/articles/mitsubishi-pushes-mrj-for-

government-  

    and- military-use-388575/>. 
166 Andrew J.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著，何大明譯，《長城與空城計》(台北：麥田公司出

版，1998 年)，頁 116。 

http://thediplomat.com/authors/prashanth-parameswaran/
http://www.flightglobal.com/news/articles/mitsubishi-pushes-mrj-for-government-
http://www.flightglobal.com/news/articles/mitsubishi-pushes-mrj-for-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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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003 年，胡錦濤「和平崛起」與北韓導彈試射。2004 年，美日修正《一六防

衛大綱》及日本放寬武器出口。因此，美國隨著外在時空背景的變化莫測調整

政經佈局，及成長技術控制策略制約日本航空自主發展。 

    內部架構，受制於日本第九條憲法防衛支出不得超過 GDP%1 的軍事預算

制約，及自我限縮的「武器出口三原則」有限軍工市場規模，導致日本軍機開

發昂貴。因關鍵技術的不足，軍機生產執照需支付昂貴權利金與關鍵技術研發

受限，導致了雙重先天不良結構。2013 年，通過防衛武器出口解禁，日本初嘗

15 架 US-2 海陸軍民兩用飛機的出口印度的實績。未來出口防衛武器與軍機涉

及到美國關鍵技術及設備的智產權，如何避免與受限於美國波音、洛馬等軍火

公司的制約，以及英、法兩國武器共同研發與共同生產，將出現前所未有的競

合關係。168    

    從產業技術發展歷程，延續戰前的 1940 年體制的政經與產業「官民協作」

制度框架，建構並調整合適的軍民兩用的自身發展路徑。日本政府與產業界利

用槓桿策略於有限國內軍機市場，及試圖自主發展整機模式，經歷重複 YS-

11、MU-300 的自主失敗的原因，在與具有整機製造技術的能力，可惜缺乏全

球與美國市場行銷、售後服務及供應鏈的經驗與產官政策相關配套措施的支

援，以及美日當時貿易摩擦，各種因素所導致失敗的結果。169從韓戰爆發，維

修與保養美國軍機開始，進而接受授權製造及技轉後內化，承接 F-86 戰機及 T-

3 教練機的訂單累積技術能量，從「做中學」與「用中學」破解關鍵技術的黑

箱，跨越技術障礙的峽谷。170利基於波音代工與供應商及包商，到合作夥伴關

係，生產份額從 B737 的 13%、B757 的 18%、B777 的 21%、提升至 B787 的

35%。171最終，自主發展 C-X 運輸機與 P-X 反潛機，到 MRJ 區域型飛機。 

    全球民航機市場的需求不斷擴大下，現階段日本航空產業的發展策略，加

入國際專案計畫與自主發展 MRJ 雙管齊下。為了避免過去自主整機發展的失敗

重演，日本政府透過政經及外交政策鋪排，於東南亞國家的航空產業技轉合作

與出口軍民用機的佈局，開拓海外市場。在產業必須克服障礙是規模經濟，克

服從過去零組件與次包商角色轉變為自主整機發展，MRJ 面臨風險從製造端，

                                                      
167 船橋洋一，《同盟漂流(下)》(東京：岩波書店出版，2006 年)，頁 14。 
168 Arther Herman,〈 Japanese Defense Exporters Race to Catch Up〉，2014 年 8 月 21 日，《Hudson 

Institute》，http://www.hudson.org/research/10561-japanese-defense-exporters-race-to-catch-up. 
169 杉山勝彥，《日本のものくりは MRJ でよみがえる》(東京：SB クエオテイプ出版，2015

年)，頁 46~47。 
170 Nathan Rosenberg, Inside the Black Bo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pp.140. 
171 Jeffrey A. Frankel and Miles Kahler, Regionalism and Rivalry Japan and The U.S .in Pacidic Asia, 

   eds., David B. Friedman and Richard J. Samuels, How to Succeed without Really Flying: The  

   Japanese Aircraft Industry and Japan’s Technology Ideolog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p.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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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支付學習曲線及成本；行銷端，三菱 MRJ 做為新品牌後進廠商，截至

2015 年 5 月止訂單超過 400 架。172  

    由於全球景氣的不明朗狀況，MRJ 的訂單與交機架數難以預測，零組件供

應商與三菱飛機公司雙方無法確定零件生產契約成本價格，將影響未來零組件

的品質。173售後服務端，三菱飛機公司川井朝陽社長認為，MRJ 將面臨顧客售

後服務、零組件補給、整機的維修保養大修(Mantance、repair、overhaul)體系等

環節的具備全球整合能力。產品差異化，最重要孕育新品牌識別度，需於短時

間內整合具有規模經濟及顧客信任度。174資金需求，MRJ 母公司為三菱重工集

團分別有銀行、重工、電機、化學、材料等跨國公司，彼此間股權交叉持股資

金需求容易調度，以及日本政府開發基金的財務融資支持不致匱乏。日本航空

產業從跟隨轉變為自主整機發展，先進技術與國際政經環境依附於美國之下，

國內需求有限及先天弱勢軍事結構不良，很難有大幅度的轉變。因此，切入波

音與空巴的商業噴射客機作為次包商的角色發展目標與方向，成為全球第 2 階

或第 3 階的供應商與合作夥伴關係，所獲取的實質穩定的代工訂單與分包利

益。175全球區域型商業客機市場長期由龐巴迪與巴西航空雙寡占。176品牌知名

度與市占率遙遙領先，後進中國、日本、俄羅斯的航空廠商。三菱 MRJ 能否成

功，如過去汽車業與家電業攻城掠地橫掃美國及全球市場，則有待日後續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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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區域整合的新現實主義迴歸？ 

——以日本東亞自由貿易政策為案例 

侯立 

(國立中山大學亞太所博士班) 

摘要 

儘管東亞各國經貿關係日益緊密，但彼此之間的制度化、地區化合作仍然

非常有限，其整合進程呈複合型局面——多種機制的競合狀態，因此通過區域

層次來分析東亞經濟整合相當困難。本文將研究層次投射至國家，考察國家因

應區域整合的政策，這樣才能更進一步瞭解東亞區域整合的過程。 

本文採用新的理論視角——新現實主義，通過分析體系與單元層次的相關

變量，深刻解讀日本東亞自由貿易政策。本文透過國家個案，來說明政治精英

在推動區域經貿合作政策過程中，不僅受到國際體系的制約，也受到國內政治

因素的影響。 

關鍵字：日本、東亞、區域整合、新現實主義 

 

壹、 前言 

在東亞談及「區域主義」或「區域整合」等相關詞彙始終是個尷尬的問

題。一方面，東亞區域（中國大陸、日本、南韓以及東協十國）的 GDP 之和占

到世界經濟總量的 23.6%；但一方面，与欧洲和北美相比, 东亚区域内的经济整

合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明显滞后。虽然该地区并不缺乏经济合作机制, 但大都比

较虚弱, 缺乏权威性和领导力。 

東亞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加快區域經濟合作的呼聲, 但為何地區經濟整合始

終難以走上深入發展的快車道？在經濟合作日趨緊密的東亞地區，國家參與區

域整合的策略又是取于何種考量，是完全受限於東亞區域整合的現況，還是單

純只是「外交是內政的延伸」？ 

也正是由於東亞區域發展的復雜性，區域研究的學者們才會有更多的探討

空間，從不同的理論角度、議題分析東亞區域整合的相關探索。首先有必要將

其相關研究進行回顧和梳理，已明確現階段研究的成果和未來可探討的空間。 

第一，現行的東亞區域整合研究大多從區域層次為主，學者透過安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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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濟與認同等途徑來解析東亞區域整合的動態。而且有意思的是，無論是

新自由制度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來分析東亞區域整合，往往都會走入諸如「困

境」研究的批判性方向。新自由制度主義強調區域建制，可這樣的分析角度顯

然無法解釋東亞區域整合的狀況，追求開放和彈性的東亞「特色」區域主義與

強調規範的制度主義顯得格格不入，因此，新自由學派往往會「集中火力」批

判東亞區域整合的制度缺失。例如，Miles Kahler 用區域整合法制化的角度來研

究東亞區域主義；Amy Searight 則是從區域建制架構角度指出東亞區域主義

「制度剩餘」（noodle bowl）的特點。現實主義途徑倒是和歐盟整合所強調的

「新功能主義」相聯繫，將視角投射到從上而下的政治命題，但是現實主義者

在東亞問題上多持有負面觀點，大陸學者李開勝認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學者李

開勝提出「碎片化」的概念，他認為東亞地區，「缺乏地區層次的整體合作，地

區的政治經濟版圖由各種次地區的合作區塊所組成，它們彼此間充滿了交叉、

競爭的關係」。177他在另一篇期刊論文中更是直接指出東亞地區仍然走不出「現

實主義的邏輯」，新功能主義所津津樂道的「外溢」效應並沒有發揮較大的作

用。178儘管這些區域層次上的研究都非常具有啟發性，也都從各自理論角度指

出東亞區域發展的問題本質，然而如前文所述，東亞整合強調開放性和國家自

主性，這也使得東亞整合進程不可能太快，區域建制規範化還有待時日，區域

層次研究勢必在現實考量上有所缺失，「需要更加精細的國家層面來尋求東亞整

合的解決方案」。179 

當然，也有不少東亞區域整合的相關研究聚焦於國家政策實施層次，特別

強調政治方面的因素，這也符合東亞區域主義中「政治考量多於經濟考量」的

特徵。Amy Searight 就花費五頁的筆墨闡述東亞各國在追求區域貿易自由化進

程中的戰略動機（strategic motivation）。王江雨也在政策考量層面考察中國大陸

推動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的政治動因。180不過這樣的研究通常較偏重參與整

                                                      
177 李開勝，<論脆片狀態下的東北亞競合困境>，《太平洋學報》，第 22 卷第 9 期，2014 年 9

月，頁 58-65。 
178

 李開勝，<東北亞現實主義邏輯及其突破>，《國際關係研究》，2014 年 3 月，頁 26-29。 
179 王文岳，<東亞區域主義再建構：韓國參與東亞區域整合之進程與效應>，《亞太研究論

壇》，2013 年 12 月，第 59 期，頁 53。 
180 Wang Jiang Yu, “The Legal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of China-ASEAN FTA: The Impact o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in Ho Khai Leong and Samuel C. Y. Ku, eds.,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Global Changes and Regional Challenges(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5), 

p.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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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家的內部狀況，較關注於貿易政策的具體細節，例如 Walter F. Hatch 的專

著，儘管將日本內部產業結構的變革與東亞區域產業分工相連接，不過更多的

是從日本內部狀況角度闡釋，並沒有將日本區域政策放置於體系層次的框架

下。作為一名政治學專業的學生，研究國家參與區域合作的產業政策固然是

好，但更重要的是必須明確造成這種政策抉擇（因變量）的體系層次因素（自

變量）和單元層次因素（干預變量）。  

最后，現在亦有學者開始突破東亞整合的區域與國家的單一層次研究，將

二者將關聯，探究東亞區域主義的現實情勢。這一類學者觀察到東亞整合中多

邊主義、區域主義和雙邊主義相融合的多軌區域軌道，而這一點也是理解國家

參與區域整合策略的關鍵要點。劉德海教授在其論文中從東亞區域整合變化角

度出發，分析探究南韓參與東亞區域合作的進程。劉泰廷、洪銘德的研究也是

非常有益的探索，他們從新古典現實主義出發，區分不同議題板塊，按照「國

際情勢」-「國內情勢」-「政策回應」的脈絡分別闡釋后冷戰日本時期參與東

北亞合作進程。不過，要指出的是，盡管他們已經開始跳脫區域/國家單一層次

的框架，仍然缺乏更深入的結構性分析，這在劉泰廷、洪銘德的論文中體現得

相當明顯，所謂的「國內情勢」不過是日本國內學界對於「國際情勢」的反

應，似乎只停留在國內意識形態層面，缺乏系統的結構分析。更重要的是，他

們並沒有迴歸現實主義的要義，體系層次的結構特徵才是決定國家參與國際活

動的根本出發點，並且「情勢」這樣的表述也不夠符合政治科學表達方式。 

綜上所述，區域研究有必要在區域層次分析以外，佐以國家層次分析，才

能更為完整的解釋現行東亞區域整合的限制和突破。181換言之，談論區域整合

也絕不是自由主義的範疇，國家參與區域整合也必須受限於東亞區域發展的結

構性特徵，再納入區域國家的內部作為，以求更為全面、細致的探討。 

是故，筆者認為，東亞區域研究可以採用新現實主義理論視角，區分清楚國

家參與區域整合政策與國際體系層次及國家層次的關係是一種因變數與引數及

幹預變數的關係。本文採用該理論的分析路徑，以日本為案例，探究區域大國在

東亞區域整合中所扮演的角色，明確新現實主義的基本觀點在本選題中體現為：

                                                      
181 王文岳，<東亞區域主義再建構：韓國參與東亞區域整合之進程與效應>，《亞太研究論

壇》，2013 年 12 月，第 59 期，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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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亞自由貿易政策的決定性因素來自體系層次，但是體系層次要通過國內層

次起作用。 

貳、體系層次 

一、進入后雁型模式時代的東亞經濟 

（一）雁型模式下的東亞經濟發展 

談及東亞經濟的發展不能不提到雁型結構，甚至對日本政府與許多學者來

說，所謂「東亞奇蹟」不過是日本成功經驗的擴大版而己。日本官僚結合赤松

要（Akamatsu Kaname）和 Raymond Vernon 理論學說將這樣的「日本經驗」宣

揚成為一個以比較利益為原則，理性而互惠的東亞區域分工體系。在這一體系

中，日本由於它的資本與技術優勢而成為產業部門創新的源頭。藉由日本的

FDI，創新的生產技術與產品在進入成長期與成熟期，被依次傳遞到第二梯次

（臺灣、南韓、香港、新加坡）與第三梯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

尼）的雁子們。東亞各國因此踵步日本，由勞力密集產業逐漸往資本密集、甚

至於技術密集產業移動，造成整個區域發展在日本領導下的集體上升。按照這

樣的邏輯，日本對外投資模式所引導的發展與歐美跨國企業的投資方式有本質

上的不同。Kojima 就論證到，歐美跨國公司的國外直接投資是在控制投資國的

國內市場，並從而獲取其獨佔利益，歐美投資國因此是以傷害地主國的國家利

益來擴大自身之出口。「（日本的）國外直接投資將會幫助地主國實現它的潛在

利益，並因此地主國的這些新產業得以發展成出口產業。同時，由於產業的轉

移至國外，日本就能將資本與勞動力用於發展具有新的比較利益的產業，因此

國內的結構調整就可以展開。」182 

這種「和諧而互惠」的說詞其實掩蓋了日本在區域分工體系下所佔據的支

配性地位。在日本主導下的區域生產體系是一個主要利潤與領導權保持在日本

母公司中的垂直整合系統。Bernard 和 Ravenhill 表示，這種緊密的垂直整合所

造成的技術差距，使得某一產業部門的跨國移植不會如同產品週期理論所預測

的那般，在一定的時間中由先進國完整地往後進國移動。更重要的是，技術差

                                                      
182 Kiyoshi Kojima, “Japanese-Style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Japanese Economic Studies, Vol.14, 

Spring, 1986,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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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還會因為技術創新集中於日本，而使得後進國家越追趕越落後。183這樣支配

性的垂直整合生產系統並不是依照著所謂市場上自我調節的比較利益所形成，

而是日本政府與資本家有意識的一項海外擴張計畫。它將國內垂直整合的系列

會社（keiretsu）組織往海外延伸，並透過種種方式將海外生產體系保持在低階

的生產工序上。例如，為了防止技術擴散，日本母公司通常會選擇自海外子公

司進口所需零件，而非當地生產者。在 1993 年，日本豐田汽車泰國廠總共從

當地供應商採購 66%的商用汽車零件，其中的 75%來自日本的子公司。184 

另外，母公司會將訂單分散到不同廠家，從而降低廠家可能因為規模經濟

所帶來的技術升級。 母公司也會將生產工序在整個區域中作更進一步的切割，

以防止當地生產者瞭解整個生產過程及其關鍵技術。這些措施配合高額權利

金、技術使用的限制範圍、以及將研發單位設置於日本本土內等等，造成系列

會社保持著對區域分工體系的最大控制權， 維持日本與其他東亞雁子們在技術

與利潤上的差異。185 

然而，日本的區域支配地位並不是自我充足的（self-sufficient）。即使只就

經濟因素來考量，美國還是發揮著比日本更具關鍵性。整個雁行發展是以出口

工業化來取得發展所需之資金與技術， 美國除了提供東亞其他雁子們另一個關

鍵性的資金與技術來源之外， 吸收東亞出口的美國市場事實上才是雁行發展的

最終拉力。 

（二）後雁型模式時代 

不過，這種曾帶動東亞經濟起飛的雁型模式，自上世紀 80 年代似乎一刻開

始出現結構性的松動與變化，它所固有的內在缺陷在 90 年代中期顯現更加明

顯。這主要表現在：（1）日本從自身利益出發，在技術轉讓方面持謹慎保守的

態度，向東亞進行標準化或已過時的產業結構投資，使東亞國家經過近 2 0 年

的引進日資過程，不僅沒有吸收和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反而導致了東亞各

國產業結構的偏頗，出口產品結構的單一，造成了該地區產品結構的類同化，

                                                      
183 Mitchel Bernard and John Ravenhill, “Beyond Product Cycle and Flying Geese: Reg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 World Politics, Vol.47, No.2, January 1995, p.171-

209. 
184 Walter F. Hatch and Kozo Yamamura, Asia in Japan’s Embrace: Building a Regional Production 

Allianc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60. 
185 Walter F. Hatch and Kozo Yamamura, Asia in Japan’s Embrace: Building a Regional Production 

Allianc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06-109, p.16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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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競爭的激烈及經濟發展戰略的單一化，加深了經濟增長的對外依附性。186

（2）隨著東亞各國對海外資本管制的進一步松綁，歐美和日本在東亞區域上的

經濟競爭也日益加劇，面對來勢洶洶的歐美企業，日本顯然有些力不從心。187

但就 1999 年這一年，美國企業的投資金額就佔到亞洲資金的 23%，高達 58 億

美元。188在區域內居於中層的國家不僅彼此競爭激烈，甚至開始威脅日本企

業，中國大陸、台灣以及南韓都逐步將製造基地移至東南亞，並且在新興科技

上大量投資，例如三星和 LG 公司已佔據全球顯示板產業的半壁江山。誠如

Hatch 所言，「亞洲已不再是日本人的遊戲」。189（3）戰後十年來，東亞各國

經濟與日本的資金、技術以及美國的資金、市場之間形成了鏈式的垂直分工，

這是一個「帶有較多互補性質的國際經濟分工體系」。190由於 90 年代末亞洲金

融危機的沖擊，日本、亞洲四小龍、東協國家以及中國大陸所組成的東亞經濟

發展鏈圈發生動態演變，例如，而這種演變關系正在把東亞各國的經濟更緊密

地交織到經濟分工體系之中，因而使得該區域完成從垂直分工到水平分工的轉

變。191   

冷戰結束以來，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一直保持著年均 10%左右的增

長，是世界主要國家中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在東亞地區的經濟影響日趨突

顯，特別是在 2008 年以後，中國大陸更是引領全球經濟走向復蘇。中國大陸經

濟實力的崛起促使東亞國家對中國大陸的市場愈加依賴。2009 年度，日本對中

國大陸出口大幅超過對美出口，中國大陸首次成為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186 Walter F. Hatch, Asia’s Flying Geese: How Regionalization Shapes Japa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05-206. 
187 Walter F. Hatch, Asia’s Flying Geese: How Regionalization Shapes Japa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07. 

188 Natasha Hamilton-Hart, “Capital Flows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 Asia: National, Regional, 

or Global? ” in Ellis S. Krauss and T. J. Pempel, eds., Beyond Bilateralism: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39. 

189 Walter F. Hatch, Asia’s Flying Geese: How Regionalization Shapes Japa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07. 
190 董振源，蔡增家，<從雁行發展到經濟分工：從泰日經濟合作看東亞經濟分工模式的轉變

>，《國際關系學報》，2007 年 7 月，第 24 期，頁 90。 
191 Walter F. Hatch, Asia’s Flying Geese: How Regionalization Shapes Japa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14. 

https://scholar.google.com/citations?view_op=view_citation&hl=en&user=cL6wtM8AAAAJ&citation_for_view=cL6wtM8AAAAJ:W7OEmFMy1HYC
https://scholar.google.com/citations?view_op=view_citation&hl=en&user=cL6wtM8AAAAJ&citation_for_view=cL6wtM8AAAAJ:W7OEmFMy1H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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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010 年，中國大陸和東協之間的貿易額達到 2928 億美元，中國大陸也成為

東協第一大交易夥伴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193毫無疑問，中國大陸經濟的崛起

會普遍地改變東亞和世界的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從而對東亞乃至全球產生深

刻影響。 

中國大陸已經取代日本領頭雁的角色，成為東亞區域經濟增長的「龍頭」

和其相鄰經濟體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這些經濟體向中國大陸出口工業品（部

件和配件）和初級產品，充分利用了中國大陸的內部市場，使其成為自身增長

的來源。成為自身增長的來源。這是因為中國是許多區域供應鏈（區域生產網

路）的集散地。中國大陸的崛起推動了區域經濟整合的進程，並從根本上改變

了區域貿易模式和資金流向。作為一個資本盈餘的經濟體，中國大陸對外直接

投資正變得越來越重要。 

二、沒有「區域主義」的東亞 

與歐洲和北美相比, 東亞區域內的經濟整合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明顯滯後。

雖然該地區並不缺乏經濟合作機制, 但大都比較虛弱, 缺乏權威性和領導力。這

一方面導致由私人行為體推動的區域經濟整合缺乏強有力的區域治理, 從而帶

來各種風險;另一方面, 由於缺乏政府層面的推動, 經濟整合的水準難以得到質

的提高。 

東亞經濟合作呈現的是多重平行制度設定的復合狀態，因此，東亞的區域

合作方針，自始即呈現全球與區域多軌並存的政治設定複雜的區域接軌取向。

是故，東北亞經濟合作顯現以下幾個特徵： 

首先，政治考慮大於經濟考慮。國內外有分析表明，在東亞各種自由貿易

方案(東協方案、中國大陸方案、目標方案)中，中國大陸方案是韓、日受惠最

大的方案，而韓、日等國家寧可選擇次優的一小步——東協方案，而不願意選

擇最優的一大步——中國方案，很重要的一點是出於政治的考慮，而非出於整

體經濟利益的考慮,這樣既可顧及本國農民利益集團的壓力，又可避免形成以中

                                                      

192
 嚴聖禾，〈中國成為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國〉，《光明網》，2010 年 4 月 25 日，

<http://www.gmw.cn/01gmrb/2010-04/25/content_1102254.html>。 

193 周利朔，〈中國成為東盟最大貿易夥伴和第一出口目的地〉，《中國新聞網》，2011 年 4 月 8

日，<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04-08/2961087.shtml>。 

http://www.studa.net/Politics/
http://www.studa.net/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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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為主導的東亞經濟合作體制；既可享受中國中心市場的好處，又可不承

認中國市場的中心地位。但這種局勢現在發生更為微妙的變化，美國雖然早已

宣佈「亞太再平衡戰略」，所提倡的 TPP 也有逼迫亞太各國「選邊站隊」之

嫌，但隨著 2012 年底習近平的上臺，以及中國大陸經濟規模的持續擴大以及中

國大陸經濟與周邊國家經濟的不斷融合，中國大陸經濟的中心地位特別是市場

的中心地位是其他國家所不能替代的，在區域合作進程中中國大陸的角色越來

越舉足輕重。 

其次，缺少北美區域合作裡美國霸權國的推動，或是歐洲整合經驗中法、

德等大國的領導，東亞經濟區域合作的領着者始終處於爭議和爭奪狀態。儘管

作為世界經濟大國，日本在推動北亞合作進程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

1990 年代以來長期陷於嚴重的泡沫經濟崩盤，另外與中國大陸、南韓均存在歷

史、領土糾紛；南韓作為新興工業化國家，雖然雄心勃勃，但由於過分依賴美

國，在先天上缺乏組織和引導東亞區域合作機制化的條件；相比而言，中國大

陸作為東亞區域內的大國，已經成為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國家，但由於經

濟實力和以及來自日本和東協的制衡，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國大陸在東北亞

經濟合作中發揮領導者的作用。194為了防止自身被邊緣化, 同時也是為了要在

東亞經濟合作中獲得更多利益, 東協進一步在東亞現有大國間特別是中日之間

尋求平衡, 而且還積極歡迎區外大國參與東亞經濟合作進程。 

再次，東亞區域合作在制度上具有明顯的「重疊性」（noodle bowl）。195由

於區域內主要經濟行為體，在區域機制的選擇上, 有著各自不同的利益偏好和

戰略訴求 (見表 1)， 因此極力通過各種方式推動自己偏好的區域機制在制度競

爭中勝出。這導致東亞地區的經濟地區主義不是像歐洲那樣, 在一個單一制度

框架下, 以一種遞進的方式, 從低水準向高水準發展, 而是多種區域經濟合作機

制並存, 而任何一種制度框架和合作進程都得不到品質上的提升。這種制度過

剩, 是東亞經濟地區主義遭遇挫折而非走向成功的標誌。 

                                                      
194 李巍，<東亞經濟地區主義的終結？——制度過盛與經濟整合的困境>，《當代亞太》，2011

年 4 月，頁 21-22。 
195 Amy Searight, “Emerging Economic Architecture in Asia: Opening or Insulating the Region?,”in 

Michael J. Green and Bates Gill, eds., Asia’s New Multilateralism: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the Search for Commu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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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行為體對東亞經濟合作機制的偏好 

國家或地區 偏好的機制 

美國 APEC；TPP；東亞峰會 

中國大陸 「10+1」；「10+3」；中日韓峰會 

日本 東亞峰會；中日韓領導人峰會 

東協 東協；東亞峰會 

最後，軟約束大於硬約束——進程比制度更重要。一般認為，歐洲一體化是

區域化合作中最具組織化、制度化的代表。但在東亞地區，已覆蓋整個東亞地區

合作的東協模式所強調的卻是「非正式性和最小限度的組織性」。對於制度主義

者而言，「10+3」機制不過是一個鬆散的合作框架，而非建立在法理之上的正式

制度安排。東亞這種既充滿活力又不以硬性規定約束參與者的做法，可稱之為軟

地區主義。因此，東北亞區域合作更像是一種價值理念，而不是一種制度安排，

表現為「強理念、弱制度」。實際上這也與東亞地區合作的脆弱性有關。 

一、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 

2008 年以美國為發源地爆發的世界金融危機，使日本經濟陷入衰退困境。

311 大地震以及近年來的歐洲債務危機，都阻礙了日本經濟的恢復 2010 年中國

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2011 年日本的貿易收支 31 年來首次出現赤

字。 

其實，自從 1990 年代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經濟就一直處於低增長狀

態。最大的問題是，少子高齡化問題日益嚴重。根據《高齡化社會白皮書》，

2012 年日本的高齡化比例上升到 24.1%，2060 年將達到 39.9%。不僅如此， 

日本總人口數也不斷減少， 到 2048 年將首次低於 1 億人。196這樣勢必會帶來

民間消費萎縮和內需不足的問題。而日本政府的財政赤字已達到 GDP 的 2 倍

以上， 很難通過財政支出去擴大內需， 拉動經濟增長。 

日本國家戰略擔當大臣玄葉光一郎指出，197因為日本位於東亞的東端，所

                                                      
196 内閣府，<日本再興戦略>，2013 年 6 月 14 日，頁 19，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pdf/saikou_jpn.pdf>。 
197 玄葉光一郎，< TPP を奇貨に FTA 交渉を加速化する>，《Voice》，2011 年 1 月，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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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備地緣優勢。因此，應該把亞洲貿易圈約 35 億人，亞太貿易圈約 40 億人

所產生的需要變成本國的內需。但是，日本的 FTA 進程比較落後，FTA 在貿易

中所占比例也低於南韓等其他國家。如果繼續「鎖國」的話，日本企業只能把

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外，加上日元匯率居高不下，產業空洞化會越來越嚴重。198

因此， 為了保持日本企業的競爭力，乃至國家經濟活力的恢復，必須加快與世

界主要國家之間的高水準 FTA 並且根據內閣府的測算，如果能夠實現 TPP。

日本-歐盟、日中 FTA，也就是日本與美國、歐盟、中國大陸等巨大經濟圈實

現 100%的高水準的自由化，可以使日本的經濟增長率提高 1.23%-1.39%，GDP

增加 6.1 萬億-6.9 萬億日元。199而日本與中國大陸的 FTA 的推進困難較大，所

以日本想通過中日韓 FTA 以及 RCEP 來間接與中國大陸推進 FTA。 

二、調整產業結構，建立合理的國際分工體系 

日本必須徹底消除其在工業近代化百年歷程中形成的一國之內擁所有產業

和功能的「全套型產業結構」，從而建立日本產業與東亞各國和地區之間的新的

相互依存關係。換句話說，日本產業必須從封閉型的、自我完善型的產業結

構，迅速向開放型的、相互依存型的產業結構轉變。200 

從日本國內情況看，日本以中小企業為基礎的「基礎性技術」群體正面臨

危機。鑄造、鍛造、電鍍、機械製造等產業，已很難在國內完全維持下去，對

東亞的依賴程度已加深。儘管在日本的製造產業中，有關企業還會不斷努力進

行技術革新以改善勞動環境，然而，在結構性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要在國內

保持必要的供應能力是困難的。因而，面對新形勢的的日本產業，必須對前所

未有的課題作出反應，即凋整國內的技術基礎，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建立相互依

存關係，這是日本產業當前所面臨的最大課題。 

日本國內產業結構的變化，直接影響其參與國際分工特別是與東亞各國之

間的國際分工的目標與形式。正是基於日本企業在東亞地區所構建的以日本處

於「微笑曲線」上端的產業鏈，才使日本在國際貿易中獲得了比較利益的最大

                                                      
198 Walter F. Hatch, Asia’s Flying Geese: How Regionalization Shapes Japa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14. 
199 内閣府，<日本再興戦略>，2013 年 6 月 14 日，頁 24，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pdf/saikou_jpn.pdf>。 
200 Walter F. Hatch, Asia’s Flying Geese: How Regionalization Shapes Japa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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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所以， 日本政府有必要幫助企業降低構建產業鏈的成本，強化日本企業所

構建的海外生產體系，特別是在國際市場競爭越發激烈的當今，通過自由貿易

協定改善日本企業在投資國的商業環境就成為日本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這也

是日本政府以東亞為中心簽訂 FTA 的原因。日本在東亞地區的締約國也是競爭

力遠遠低於日本的，而且是日本進行 FDI 最活躍的國家。因此，日本在 FTA 

談判時最關心的問題是：對已經進入對象國市場的本國企業的耗材。零部件進

口關稅的徹底廢除；投資、智慧財產權及反競爭行為相關法律的強化; 租賃、

保修、修理等與製造業相關的服務貿易和投資方面的法律限制的放寬；整頓對

象國貿易環境以説明本國企業在該地區進行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如在投資領

域，日本要求貫徹實施與投資對象國的企業無區別對待的「國民待遇原則」、第

三國企業無區別對待的「最惠國待遇原則」以及除了不予開放的領域外，其他

所有領域全部對外開放的「確定主義原則」(Positive List) 投資領域中最為核心

的內容是：投資者履行義務、保障外匯匯出自由、通過國際仲裁機構解決投資

糾紛等保護投資的有關法規的制定。201 

三、修復和加強日美同盟關係，牽制中國 

2009 年 9 月，鳩山由紀夫上臺，鳩山政權將外交目標設定為「緊密而平等

的日美同盟關系」、「自主性的外交戰略」、「構築與亞洲國家的信賴關係」。鳩山

由紀夫提出的「東亞共同體」等重視亞洲的外交政策立刻引起了美國對日本的

不滿。特別是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使美日矛盾進一步升級，「該問題也被認為

是鳩山內閣倒臺的主要誘因之一東亞共同體」。202加上面對中國在經濟、政治、

軍事上的地位日益提高，釣魚臺撞船事件使中日關係緊張，朝鮮半島的局勢不

穩定等現實情況，對於之後的菅直人政權、野田政權以及安倍政權而言，修復

和加強日美同盟關係，並牽制中國大陸成為當務之急。而以重返亞太為目標的

美國的 TPP 戰略為日本修復和加強日美同盟關係。牽制在亞太地區不斷擴大影

響力的中國提供了機遇。日本的《每日新聞》指出，日本政府有關人士在私下

裡表示，雖然表面上不能說， 但是 TPP 本身就是對華牽制戰略的一環。因此

日本不顧國內反對力量，堅持加入 TPP 談判，把 FTA 重心從東亞擴大到了亞

                                                      
201 任明，<日本 FTA 政策的動向、特徵及展望>，第 155 期，《現代日本經濟》，2007 年 9 月，

頁 12。 
202 張勇，<日美關係中的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日本學刊》，2012 年 5 月，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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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地區。由於中國大陸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不斷擴大以及美國實力在全球經濟

危機中遭受重創，美國加入 TPP 被分析除了在經濟上有利於掌控亞太多邊合作

主導權外，更是把 TPP 視為其重返亞太地緣政治舞臺中心的必要武器。日本

顯然意識到了美國在 TPP 問題上的政治考量，因此有日本輿論認為政府追隨美

國步伐加入 TPP 談判的進程是為了與美國聯手防範與制衡中國大陸，形成針對

中國大陸的「包圍圈」。203 

另外，雖然美國是日本的第二大交易夥伴國，但是因為日本的農產品、服

務業市場不開放，日美 FTA 談判一直難以啟動 而包括日本在內的 TPP 成員

國中，日本和美國的 GDP 總量就占了將近 80%。204因此日本參加 TPP，實際

上就是啟動了日美 FTA 談判，這不僅能鞏固日美同盟的經濟基礎，也能與美

國共同主導亞太自由貿易協定。 

肆、日本東亞自由貿易政策 

隨著東亞作為世界的發展中心、生產基地、消費市場與投資市場的形成，

日本為了分享東亞發展的利益，在 2006 年經濟產業省制定的「全球化經濟戰

略」中提出了「東亞 EPA」構想與「東亞版 OECD」構想，把東亞地區作為日

本推進 FTA 戰略的重點地區。205雖然，在該戰略的推動下大大地加快了日本與

東亞各國建立 EPA 的進程 但日本 FTA 的締約國依然以日本企業所構建的企

業內國際分工網路所分佈的地區為中心。直到 2010 年後日本政府才開始全面

強化 FTA。 

為了配合日本企業國際化經營所進入的新階段及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日

本政府意識到有必要改變日本 FTA 的落後狀態。但基於日本政府長期以來所形

成的思維定式與制度慣性，依賴自身的力量很難在 FTA 戰略上實現突破。這

樣，利用美國政府的壓力，做出積極回應美國向日本所提出的參加 TPP 談判的

建議， 不僅成為日本政府決心調整 FTA 戰略的標誌也成為其調整 FTA 戰略的

                                                      
203

 張微微，邵 冰，<日本加入 TPP 談判進程的政治考量及中國的對策>，《現代日本經濟代》，

第 185 期，2012 年 9 月，頁 37。 
204

 朴英愛，金香蘭，<日本 FTA 政策變化及評價>，《現代日本經濟》，第 197 期，2014 年 9

月，頁 27。 
205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Global Economic Strategy(Summary)>, October 21,2006, 

p.3, < http://www.meti.go.jp/english/topic/downloadfiles/GlobalEconomicStrategy(Summa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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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手段。日本試圖通過參加 TPP 談判改變日本在以地區或雙邊貿易關係下形

成的世界貿易格局中的不利地位，擴大同 TPP 參加國間的貿易，消除貿易轉移

影響，在獲得直接經濟利益的同時，依賴制度優勢進而獲得間接經濟利益。 

一、有層次推進雙邊和多變自由貿易協定 

2002 年 10 月，日本外務省公開發表了題為《日本的 FTA 戰略》的政策報

告，系統闡述了日本實施 FTA 政策的意義、效果、注意點、目標以及談判物件

的選擇標準等，其目標是，實現從國際上看毫不遜色並且不低於 WTO 標準的

自由化。並且在隨後出臺的《關於今後推進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基本方針》，更

多地使用了 EPA 這個用詞，因為根據 GATT 第二十四條規定，FTA 應實質上

撤銷所有貿易關稅以及非關稅壁壘，通常貿易自由化水準超過 90%。而 EPA

不僅包含傳統的 FTA 內容，還包括投資自由化、服務自由化、加強智慧財產

權保護、政府採購公開透明、人員流動、競爭政策等更加廣泛的經濟合作內

容。206 

為了實現高水準的 FTA，日本目前不顧國內巨大的反對力量，積極參加自

由化率極高的 TPP 談判。並在 2013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2 日，在上海舉行的第

二輪中日韓 FTA 談判中，日本主張在 10 年內將零關稅品種占比提高至 90%以

上，即自由化率超過 90%，這將高於此前日本簽訂的 FTA 中 85%的平均自由化

率。207可見，日本朝著實現高水準的 FTA 而積極努力。 

二、有層次推進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 

傳統上來講，日本的 FTA 戰略偏好雙邊主義。不過對於具有「重疊性」的

東亞區域建制而言，筆者認為不可能有哪個國家完全偏好特定的整合途徑，必

然是會採用雙邊和多邊的雙重貿易自由化路徑，當然，這種雙重路徑面對不同

的國家或地區、不同的發展階段會有所偏重。並且由於 WTO 多邊談判的停

滯，使得區域大國將焦點轉向於區域及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合作發展。 

日本雖然早在 1970 年代開始與東南亞國家發展雙邊關係，其雙邊主義的立

場一直是其東亞區域政策的中心，但是由於 1997 年金融風暴後東亞地區積極拓

                                                      
206 朴英愛，金香蘭，<日本 FTA 政策變化及評價>，《現代日本經濟》，第 197 期，2014 年 9

月，頁 24。 
207 〈第二輪中日韓 FTA 談判角力: 日方主張三國自由化率超 90%〉，《東方早報》，2013 年 8

月 1 日，< http://finance.jrj.com.cn/2013/08/011122156178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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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多邊機制，加上東協與中國大陸率先於 2010 年建立自貿區，日本從 2002 年

開始在對外政策上出現轉變，從原本的堅持雙邊主義，逐漸願意配合東南亞區

域主義的發展策略，加入各項多邊機制。 

依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的資料顯示，截至 2015 年 2 月為止，日本已與 14 個

國家、1 個區域組織完成雙邊的 FTA 簽署，其中 7 個是東南亞地區的國家，分

別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汶來、印尼與越南，而唯一的區域組

織就是東協。處於談判環節的 FTA 有 3 個國家和 5 各區域組織，亞洲區域 C-J-

K 和 RCEP 都是多邊貿易整合，更無需提及最近頗受關注的 TPP 談判，208美國

務次卿表示 TPP 有望在今年內達成。209 

三、FTA 的重心從東亞擴大到亞太 

2004 年 12 月，日本政府制定了《關於今後推進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基本

方針》， 並把 FTA 作為構築東亞共同體的一個階段來推進。210與優先同

ASEAN(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締結 FTA 的《日本的 FTA 戰略》不同，2004

年的方針帶有通過 FTA 構築東亞共同體，以形成有利於日本外交戰略的國際環

境的戰略色彩。2009 年執政的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改變以往唯「美國馬首是

瞻」的對外戰略，明確要以「ASEAN + 6」東亞共同體建設作為對外戰略的核

心，強調要重視亞洲外交。 

一向重視東亞地區的日本政府到了 2010 年突然把重心擴大到了亞太地

區， 最具代表性的舉動就是參加 TPP 談判。2010 年 10 月 1 日，時任日本首相

菅直人在國會發表政策演說時，明確表明了日本參加 TPP 談判的態度，並稱參

加 TPP 談判具有「平成開國」的巨大歷史意義。為此，2010 年 11 月在內閣會

議上制定了《關於全面經濟合作的基本方針》，該基本方針強調，亞太地區對日

本在政治、經濟、安全保障上是最重要的地區，這個地區的穩定和繁榮關係到

日本的生死存亡。因此，在亞太地區，要加速推進正在談判中的 FTA，為重啟

日韓 FTA 而積極準備，同時要加速實現中日韓 FTA 東亞自由貿易圈構想

                                                      
208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Japan’s EPA/FTA Network>, February 

10,2010, p.1, < http://www.meti.go.jp/policy/trade_policy/epa/file/epa_Japan-English.pdf >. 
209 葉林，〈美國務次卿：TPP 可望今春達成〉，《美國之音》，2015 年 3 月 4 日， 

<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us-20150303/2666894.html>。 
210 平力群，<日本調整 FTA 戰略的動因——基於保護與支援產業發展的視角日本 FTA 政策變

化及評價>，《現代日本經濟》，第 195 期，2014 年 3 月，頁 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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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FTA，10 + 3)、東亞全面的經濟合作構想( CEPEA，10 + 6) 等研究階段中

的區域經濟合作和與蒙古的 FTA 談判。特別是對於 TPP，需要通過收集資訊來

採取應對措施，儘快創造國內環境，並開始與相關國家協商 2011 年 11 月 11

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正式宣佈日本決定參加 TPP 談判，並與 TPP 成員國就

參加 TPP 問題展開協商和交涉 2013 年 3 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首相官邸召

開記者會，正式宣佈加入 TPP 談判，並于同年 7 月 23 日正式加入了 TPP 談

判。 

伍、結論：東亞區域整合的新現實主義迴歸 

現行的東亞區域整合研究大多從區域層次分析其整體形貌，或者是單純從

國家層面出發闡釋國家參與區域整合的政策變化，不過本文回歸新現實主義理

論框架，將區域層次和國家層次相銜接，並且以日本參與東亞經貿整合的具體

案例，探究更為全面、細緻的東亞區域整合進程。 

誠如新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國家對外政策行動不僅受到國際（區域）體系

的制約，同時也受到國內政治的影響，其中國際（區域）體系是自變量，國內

政治因素是幹預變量，而國家對外政策是因變量。國際體系層次應當考察國際

社會權力結構的分配狀態，國內因素則包含決策者國內政治結構、意識形態與

政策考量等。就本文而言，日本對東亞自由貿易政策為國際（區域）體系層次

與國內層次及其兩者之間複雜互動的結果。 

分析日本推進區域自由貿易的路徑，對於我們理解區域國家參與整合之決

策，則提供了重要的啟示。日本的案例顯示，藉由區域層次與國家層次的互動

分析，可以反映區域國家的政策思維。日本至今已經與美國、歐盟以及中國大

陸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已成為全球貿易領域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之一。而韓國能

否在中日之間取得更有力的平衡位置，特別是與日本，能否進一步克服領土糾

紛與歷史問題等障礙，加速推進中日韓三國自由貿易協定，對於東北亞區域經

貿合作的發展，至關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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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在中國之產業合作戰略 

吳佳育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研究生) 

 

摘要 

全球金融海嘯發生後，經濟重心開始轉移至東亞地區，使中國大陸成功轉變

成世界各國競相競爭的市場；加上台商企業在中國外商圈中具有的特殊地位，與

近年來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之助益下，形成台商的吸引力，使日本企業在

面臨諸多問題時，更願意與台灣合作，並在台日策略聯盟制定下增進台日之間的

交流與發展。因此，本文將深入探究台日在中國之產業合作的模式。 

首先，將檢視台商在中國大陸外商圈所具有特殊地位、以及 ECFA 對日商之

特殊意義；其次，探討日本商社海外經營模式與投資取向上，選擇台商作為合作

夥伴之因素；最後，透過台日經貿策略聯盟分析台日經濟合作的互補性，以及未

來可能面臨之挑戰。對此，文中將以台日產業合作所設定的四種合作模式作分析，

並輔以製造業及非製造業之實際案例比較其中的不同。 

 

關鍵字：台商企業、日本商社、經濟合作、台日產業、策略聯盟 

 

 

壹、前言 

全球經濟版圖重心在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有明顯從歐美等成熟市場移

往東亞地區新興市場的現象，其中，中國大陸市場更是跨國企業競相爭取的重要

市場，台灣近年來與中國大陸在各項經貿往來及合作交流上日益密切，尤其在簽

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之後，兩岸經貿關係邁向新的里程碑，在這樣的機制強化下，

更使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佔據特殊地位。 

再者，日本 311 大地震及海嘯引發核能危機後，許多企業作業停擺，面對長

期的內需不振，日本企業極需拓展海外市場，尋求值得信賴的國際夥伴來開拓新

市場，才能化解生存危機。根據日本瑞穗總合研究所（MizuhoResearch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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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指出，211台灣與日本合資的中國大陸當地法人存活率為 78%，平均值明顯比

日本的中國大陸當地法人 68.4%的存活率高，且 ECFA 有助於台日企業合作，開

拓中國大陸市場利基。212這說明兩個意涵，第一是日本企業經常無法適應中國大

陸各地複雜交易習慣或易遭受模仿等因素下蒙受損失；第二是在歷史文化因素下，

台灣企業比日本企業更了解中國大陸市場，亦比其他國家企業更了解日本企業，

這些因素使日本商社願意透過台灣成為有效開拓中國大陸市場的模式。 

在雙方投資合作上，日本商社主要以提供關鍵技術及品牌經營為主，台灣企

業則偏重以提供下游相關配件、原料之設廠的加工生產。由此可知，台日經貿策

略聯盟，主要由日本企業主導、台灣企業配合的方式，又可細分為事業經營合作、

研發設計合作、市場行銷合作及生產製造合作等四種模式，在這樣台日企業的互

補與互動關係中，台商在中國大陸外商圈所具有的成功優勢與特殊地位，使日本

商社更願意長期與台灣企業合作交流，並共同制定台日投資協議政策合作來增進

發展，皆是本文所欲探討的重點。 

 

貳、台商在中國外商圈的特殊地位 

一、中國經濟角色之轉變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發生，造成全球經濟衰退，歐美等已開發國家與亞洲

地區開發中國家的影響力出現變化，引發世界經濟權力的調整，歐美領頭的世界

市場需求大幅度的縮減，這對高度依賴出口成長的中國大陸影響巨大，使中國大

陸深刻意識到調整經濟發展模式的必要性，以因應國外經濟局勢變動的不穩定問

題，開始高度重視擴大內需市場，213期望以內需政策提升國內企業競爭力，帶動

經濟發展，並降低中國大陸對外出口過度的依賴。透過在政策上的調整，讓中國

大陸由過去出口和外來投資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逐漸轉變為內需和消費者主導

型經濟發展模式，214同時，也奠定了中國大陸長期的經濟發展基礎，使中國大陸

逐漸由世界工廠轉變成為世界市場。 

隨著中國大陸在政策上的調整，及擁有巨大的消費市場、良好的經濟實力和

有利的經濟政策下，快速帶動中國大陸經濟的成長，各國企業為了掌握這波龐大

                                                      
211“The Surge of Japanese Investments in China Utilizing Taiwanese Managerial Resources,”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2014/8/24), http://www.mizuho-ri.co.jp/publication/research/pdf/rp/MRP0502.pdf. 
212 蔡宏明，〈台日產業合作契機〉，《產業雜誌》，2012 年 8 月 6 日，

〈http://www.cnfi.org.tw/kmportal/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magazine10108-509-7〉。 
213 溫芳宜，〈中國大陸內需政策變化探討〉，《經濟部全球台商 e 焦點》，2013 年 11 月 1 日，

〈http://www.twbusinessnet.com/epaperArticle.do?id=241762304〉。 
214 趙文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可能風險之探討〉，《經濟研究》，第 13 期，2012 年，

頁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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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機，更加積極佈局在中國大陸的投資，持續不斷的吸引全球資金流入，成為世

界各國企業競相爭取進入的重要市場，使中國大陸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

目的地，215並在世界經濟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全球經濟版圖重心也因中國

大陸經濟地位的快速上升而轉移至亞洲地區。 

因此，金融危機的發生讓中國大陸經濟地位獲得提升，並逐漸由世界工廠轉

變為世界市場，同時，也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有強大的貢獻，更成為世界各國競

相爭取進入的重要地方，而台灣在近年來與中國大陸在各項經貿往來及合作交流

上日益的密切，不僅提升台商在中國大陸的優勢，也讓台灣能夠藉由這些優勢，

在中國大陸市場上佔據特殊與重要的地位，進而成為世界各國為了進入中國大陸

市場，而爭取合作的對象。 

 

二、台商在中國具有之優勢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成長，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也持續的在增加，使得

兩岸之間的經貿活動愈來愈密切，在 2014 年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實際投資金額排

名第三，僅次於香港及新加坡。216因此，在面臨全球競爭環境的趨勢之下，台灣

企業在中國大陸的所有外資企業投資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並保有一定的

競爭優勢，也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有極大的貢獻。透過台商企業在中國大陸市

場的成功經驗，歸結出台商企業在中國大陸市場方面，由於佈局較早且地理位置

相近，並在語言、風俗、文化類似的背景優勢與台灣特有的企業文化下，使台商

能夠在其他外資企業大舉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之際，仍然能與其他國家企業相抗衡，

並在中國大陸市場上佔據特殊的地位。 

首先，中共對台刻意優惠。中國大陸自制定並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後，在對台

政策上採取了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其中，在經貿及民間交流方面，中國大陸充

分展現出柔軟面，鼓勵和推動兩岸人員往來及經濟交流合作，對台灣提出各項的

務實及優惠政策，同時，釋出善意及讓利給台灣人民，使台灣人民享有更多的國

民待遇，進而讓中國大陸能夠積極推動及務實各種統戰策略。217中國大陸目的是

要透過加強對台灣的交流與互動，增進雙方之間的瞭解及消除誤解，使兩岸經濟

關係更加密切，並有助於掌握雙方的立場，企圖在反分裂國家法的規範與包裝下，

積極展開對台灣的統戰作為，期望以不統而戰的方式來爭取民心。然而，在這些

                                                      
215 中央銀行，〈UNCTAD 發布全球投資趨勢監控報告〉，《中央銀行》，2012 年 10 月 25 日，

〈http://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210269453471.pdf〉。 
216 商務部外資司，〈2014 年 1-12 月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快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外

資司》，2015 年 1 月 22 日，〈http://www.fdi.gov.cn/1800000121_33_4500_0_7.html〉。 
217 唐仁俊，〈當前中共對台統戰策略之分析〉，《空軍軍官雙月刊》，第 158 期，2008 年，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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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刻意釋放出的經濟條件優勢下，也使得台商能夠受到與眾不同的優惠政

策，讓台商對中國大陸投資擁有諸多優惠，提升台商在中國大陸所佔據的特殊地

位。 

第二，語言文化背景相似。台灣與中國大陸來自同樣的文化與種族關係，使

台灣人在融入當地社群上沒有阻礙，這對台商進軍中國大陸市場來說，在沒有語

言上的障礙下，能保證良好及暢通的溝通管道和人際關係，同時，在貼近並帶動

當地關係下，也較其他國家企業更容易切入中國大陸市場，進而保障生意上的擴

展。再者，台灣與中國大陸飲食與風俗習慣相近，對中國大陸的風情文化較其他

國家企業有更深入的體會，也更瞭解中國大陸的官場文化及人際關係的運作，使

台灣企業對於中國大陸當地的政府和企業具有優秀的交涉能力，更能接近並適應

當地環境與市場，也更容易與中國大陸企業建立夥伴關係及維護良好的交易氣氛，

最重要的是，同文同種及語言相同的優勢是其他國家企業都無法比擬與取代的。

因此，台商企業可以善用此一資源及有利條件，使各國企業透過與台商企業的合

作，來共同拓展中國大陸市場。 

第三，地理位置優勢。台灣位居亞太地理樞紐與區域航線交會點，橫向串聯

北美及西歐，縱向連接東北亞及東南亞，具有極佳的地理位置，成為貿易經營的

優勢。加上台灣與中國大陸地理距離最近，具有不可取代的優勢，透過擁有的獨

特地理優勢，讓台商企業的人員、資金與物流往來更具效率與便捷。再者，地理

距離的遠近也影響運輸成本及管理成本，成為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這

讓台商在中國大陸市場的競爭上，遠勝於其他國家外資企業。 

第四，企業管理基礎與市場行銷網絡。218台商在語言與文化上的優勢，成為

提供台商企業管理與市場行銷的基礎，在企業管理上，因為沒有語言上的障礙，

使台商具有良好溝通管理能力，加上台商比其他國家更了解中國文化，使台商在

供應鏈管理制度、人才培訓與管理制度、品質管理、採購庫存管理等多項高效能

管理能力上皆能夠適當運用並展現出台商的特色；而在市場行銷上，台商擁有環

境與市場適應的能力，這不僅能提升台商在產品行銷及全球生產網絡的連結，也

成為台商企業在中國大陸市場經營成功的重要資源。 

最後，科技產業技術。科技產業是台灣重要的經濟支柱，使台灣成為全球科

技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219在全球科技產業鏈中，台灣的科技產業成功扮演

了重要的代工合作夥伴，使台灣贏得代工王國的美譽，台灣科技產業能闖出這樣

的局面，與台商企業的創新精神及技術背景有絕對的關係。台灣科技產業具有快

                                                      
218 童振源，〈促進台日經濟合作戰略夥伴關係〉，發表於「台日論壇 2005 年東京會議」。（東京：2005 年 9 月 6-7 日），頁 4。 

219 
劉國泰，〈開啟變革，航向永續〉，《天下雜誌》

，2014 年 1 月 17 日，〈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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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且完整的供應鏈，擁有優良的製程與高素質的產能，在專利技術與研發技術上

能力強大，能夠持續的創新，且擁有充裕的產業技術人才，並在科技教育、研發

教育等培育管道與資本市場上也十分發達，有利於台商企業為產業創造領先產品

及品牌價值，也有助於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進而創造經濟價值，也因為台商

過去在台灣已經累積了良好的製造能力及信譽，使得國際知名企業不論代工或採

購都會首選台商企業，使台灣的科技產業在全球產業鏈內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

位。 

 

三、ECFA 對日商之特殊意義 

雖然台灣與日本之間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對於日本企業而言，不論在

貿易、產業合作、科技交流上，台灣為日本重要的經貿投資合作夥伴，隨著 ECFA

的簽署使兩岸經貿加速整合，對於早期收穫清單項目也開始全面實施關稅優惠，

影響日本企業投資台灣。在 2011 年日本對台灣的投資件數快速的增加，2012 年

日本對台灣直接投資件數寫下歷年最高紀錄 619 件。220其中，在日本企業來台灣

投資的產業類別中，多數產業都是納入早期收穫清單項目的行業，使日本投資企

業大多享有 ECFA 的好處，並對 ECFA 的進展更為關切。因此，在看好兩岸商機

下，大幅度增加來台灣投資的意願，日本企業認為 ECFA 的簽署有助於台日企業

之間的合作，並可以透過經由台灣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或在台灣設置生產據點以

滿足中國大陸市場的想法，是開拓中國大陸市場的利基。 

另一方面，日本企業在中國大陸投資的經驗並不順利，經常無法適應中國大

陸各地複雜的交易習慣，尤其是日本與中國大陸的政治關係，長期以來都很敏感，

日本企業在考量中國大陸投資風險的情況下，不敢貿然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投資。

相對之下，台灣鄰近中國大陸市場，能夠提供中國大陸當地客戶的即時需求，確

保與當地客戶之間的長期交易關係，並透過台灣在中國大陸市場的行銷網絡，可

以順勢拓展第三地商機。 

然而，台商企業除了在 ECFA 簽署上具有的諸多優勢外，對日本企業來說，

還擁有特殊的歷史因素與雙方之間透過長期合作而建立起的信賴關係，在這些特

殊魅力的吸引下，加速了日商企業來台灣投資的意願，同時，也影響日商企業與

台灣合作的積極度，使台日之間在這些因素的促進下，逐漸發展出策略聯盟。 

台灣過去曾受過日本殖民統治，基於日本殖民時期的文化情感及語言因素，

使台灣受到日本文化的深度影響，在與其他國家相比之下，台灣對日本文化的接

                                                      
220 經濟部投審會，〈103 年 12 月核准僑外投資、陸資來臺投資、國外投資、對中國大陸投資統

計速報〉，《中國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14 年 12 月，〈http://www.moeaic.gov.tw/〉。 

http://www.moeaic.gov.tw/system_external/ctlr?PRO=NewsLoad&id=1024
http://www.moeaic.gov.tw/system_external/ctlr?PRO=NewsLoad&id=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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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度較高，也較能夠理解日本人的想法，這讓台商企業在承接日本技術時，能夠

理解日本企業的品質水準與管理語言，並降低雙方在溝通上的障礙，同時，也讓

台商企業在提升製造水準方面，更加願意相信日商企業在製造方面的管理理念，

並積極落實與日商企業的合作。 

再加上台商與日商之間超過半世紀以上的經貿交流與合作經驗，讓雙方之間

能夠藉由長期合作的歷史、持續的投入及關係的經營上，建立起長期穩固的互信

關係，在這特殊的關係下，能夠提升台日產業的合作交流效益，使台日雙方更能

面對全球經營環境的迅速變化及全球化的競爭。透過台日之間經貿交流的基本內

涵來說，長期信任關係是雙方建立深厚的產業合作基礎，同時，台商與日商之間

也是透過雙方的長期合作基礎，進而醞釀出台日之間的互信關係。 

 

參、日本商社海外經營模式 

一、日本商社發展與演變 

日本是依靠海外貿易成長的經濟大國，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

遭受到嚴重的破壞，使海外貿易額大幅度的縮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

本經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第一階段在 1945~1955 年，為戰後迅速經濟復

興時期，221日本開始恢復對外直接投資，由於當時日本經濟處於復興階段，國內

資金短缺，對外投資也採取嚴格的管制措施，使得對外直接投資的件數不多，規

模也較小，主要目的在確保經濟的正常運行；直到 1960 年後才逐漸放寬對外投

資的政策，使日本經濟進入了第二階段 1956~1973 年的高度成長時期，222恢復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水準。在這個階段，隨著經濟高速的成長，企業國際競爭實

力也跟著增強，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產業結構穩定，國際收支狀況改善，資本自由

化開始取得進展，加上海外各國要求自由化的壓力下，日本政府逐漸放寬資本和

外匯的管制，加速海外投資的進行，使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開始顯著的增加，對外

貿易順差也擁有大幅度的成長。 

然而，從 1974 年開始至今，日本經濟進入第三階段的低速、穩定發展時期，

由於戰後建立國際貨幣體系的瓦解，進入浮動匯率時代，其中，1985 年受到以美

國為首的西方主要國家簽訂廣場協議的影響下，迫使日圓大幅度升值，223削弱日

本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日本為降低生產成本及確保投資的利益，企業紛紛到海外

投資設廠，開始增加在開發中國家的投資，以便利用當地的廉價且充沛勞動力，

                                                      
221 

丸茂明則著、陳鵬仁譯，《經濟大國─日本的強處與弱點》（台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1991 年
），頁 31。 

222 
同
前

註，頁 35。 

223 
木每，〈中日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分析〉，《日本學刊》，第 2 期，2006 年，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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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推動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使日本在 198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有穩定成長。

在這段期間內，日本持續保持對外投資，也開始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勞動力成本

較低的亞洲等發展中國家轉移，加速對亞洲地區製造業的投資，尤其以紡織、電

器及機械等產業為主，並且為促進日本產品的出口市場，積極的擴大海外投資規

模，使日本進入前所未有的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時期，在這三個階段的經濟發展下，

日本在海外貿易政策上不斷的作出調整，以促進日本企業的海外貿易發展，從而

帶動了日本的經濟成長。 

在不斷促進海外貿易政策的發展下，使日本在 1980 年代中期，成為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224然而，經濟成長卻在 1990 年開始停滯，連帶使日本在東亞地區

的主導地位發生動搖，主要的原因在於，日本難以為國際資本的增值和技術的發

展提供良好的條件，再加上經濟發展的停滯也使得日本缺乏競爭力，因此，日本

在經歷這段經濟低速成長時期，面對持續的經濟衰退與接續發生的眾多問題下，

使日本企業轉向開拓中國大陸市場，並透過積極對台灣投資合作，發展出日本海

外貿易的新平衡點。 

首先，金融危機的發生對日本經濟造成嚴重的打擊。225日本經濟對於外部需

求的依賴較大，因此，金融危機的發生對日本造成了不小的衝擊，不僅讓日本失

去歐美等已開發國家的支撐，同時也影響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首先波及的即是出

口貿易領域，迫使日本必須將投資重點轉移，並積極尋求海外企業的合作夥伴，

這讓日本逐漸開始注重中國大陸市場的開拓，但日本企業在進軍中國市場上並不

順利，這使得日本企業轉往台灣投資，並與台商合作發展策略聯盟，進而作為開

拓中國大陸市場的平台。 

其次，311 大地震對日本經濟的衝擊。日本 311 大地震的發生，以及海嘯引

發的核能危機，對日本國內造成公共建設破壞，並影響供電限制、廠房損毀、零

組件短缺等問題，使日本工業生產中斷，許多企業停擺，進而引發全球供應鏈的

動盪；再加上，日本為因應重建所需的資金，而形成政府債務的問題，以及支援

重建與震災的大量海外資金回流日本，影響日圓匯率，出現大幅度的升值，這對

日本而言，匯率短期的升值波動，對出口貿易會造成衰退性的衝擊，也對出口市

場是一大傷害，更加使得日本經濟無法迅速提升。 

最後，中日關係的緊張因素提供台商與日商合作的契機。中國與日本之間的

問題有很深的民族仇恨情緒，並非一時之間可以化解，再加上近年來因為在釣魚

台主權爭端、靖國神社參拜問題以及日本可能進入聯合國安理會等事件，使中國

                                                      
224 

童振源、蔡增家，〈從雁行發展到經濟分工：從台日經濟合作看東亞經濟分工模式的轉變〉，《國際關係學報》，第 24 期，2007 年 7 月，，頁 92
。 

225 吳振興、袁野，《危機與轉機：金融風暴、經濟危機下中國經濟的問題、政策分析與出路》（中國：新世界出版社，2011 年
），第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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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日的情緒更加蔓延，並對反日情緒展開行動上的破壞，這讓日商企業在進軍中

國大陸市場上失利，因此，日商企業希望透過與台商合作的方式，降低在中國大

陸市場經營上的政治與社會風險，並基於現實環境資源的需求、國內生產過剩與

內需轉弱等問題上，迫使日商企業必須不斷擴展海外投資，積極尋找海外市場，

以彌補現實的需求。在這些因素下，使日本在對外開拓新市場上，藉由台商具有

的優勢，與台商對日商特殊意義的加乘幫助，使日本選擇台灣成為投資合作的首

選夥伴，而不是其他與日本更為親近的國家，同時，台灣企業也藉由海外市場拓

展能力、彈性高及配合度高等優勢，成為日商企業更緊密的投資合作夥伴。 

 

二、日本商社投資需求分析 

根據中國大陸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重點，日本企業對中國大陸投資產業需求

的變化一直是以製造業投資為中心而展開。226在 1990 年以前第一波對中國大陸

投資的熱潮中，是典型的資源利用型投資，其主要的目的是利用中國大陸豐富而

價格低廉的勞動力及資源等優勢，在中國大陸設立生產加工基地，以降低生產成

本，提高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因此，主要投資動機為生產要素導向型，以食品、

服裝紡織等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起步發展。 

進入 1990年代以來，由於中國大陸經濟持續的成長和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

相對之下，日本國內經濟衰退和市場需求縮減，使日本企業逐漸意識到中國大陸

市場的重要性，開啟第二波對中國大陸投資的熱潮，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重化工

業成為主要投資動機，並開始向電器、汽車等加工組裝型工業迅速的發展，隨著

日本企業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發展，原先投資主要集中在一些技術含量不高的

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狀況已有了明顯的改變，這一投資方向的轉變，帶動了技術

由低向高發展，資本額也跟著擴大，使製造業的投資開始大大高於非製造業。 

然而，自 2000 年以來，在加工組裝型工業投資繼續增加的情況下，運輸工

業的投資成為了牽引重化工業投資的新主角，227特別是向汽車、電器、機械等產

業集中，實現產業技術的升級，並隨著中國大陸逐漸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市場

下，使日本企業對中國大陸投資的首要目的轉向為佔領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因

此，市場導向型成為主要的投資動機，日本企業紛紛加大對銷售、物流等項目的

投資，並計畫在品牌、行銷能力上能夠靈活的應用，以確保對中國大陸企業的競

爭優勢。 

 

                                                      
226 劉昌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新發展及其原因分析〉

，
《東北亞論壇》，第 15 卷第 6 期，2006

年，頁 73。 
227 同前註，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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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商社投資取向 

1970 年代為日本商社對外直接投資的興盛時期，也是日本海外直接投資數

量增加的轉折點，由於日本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黃金十年之後，經濟出

現高速的成長，造成日本勞動力成本和土地價格開始持續的上升，增加日本企業

經營成本的壓力，同時也使日本國內資源匱乏，然而，為了確保資源穩定的供應

以保障經濟發展，日本企業必須不斷的進行海外投資。再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建立的國際貨幣體系瓦解，造成日圓大幅度升值，使得日本產品競爭力下降，

日本企業唯有透過海外投資才能幫助日本的經濟發展，在當時，日本商社的全球

競爭以生產管理，如降低生產成本、規避貿易壁壘及提升品質為出發點。在這些

因素影響下，日本企業開始將投資重點放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並以勞動

力密集型產業投資為主，以便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市場。 

日本企業在對外選擇海外投資對象中，由於與美國、南韓之間的貿易基礎及

經營重點的不同，使雙方在合作上較有難度；在與台灣同樣具有語言優勢的新加

坡及香港上，則因為經營成本較高以及中國大陸的干預下，使得日本企業減少投

資的意願。相較之下，台灣企業在語言能力較具優勢，且擁有深度的國際觀，對

於日式管理也擁有較高的包容度，並在零件製造、產品組裝、成本加工等產業上

均有完整的設備與技術，再加上台灣地處亞洲之中心，與日本又僅有三個小時的

飛機旅程，在優質的地理及人文環境優勢下，使得台灣自然成為日本前進中國大

陸市場的經濟重鎮，讓日本在對外開拓新市場上選擇台灣成為投資合作的首選夥

伴，而不是其他與日本更為親近的國家。另一方面，台灣企業也藉由海外市場的

拓展能力、彈性高及配合度高等優勢下，成為日商企業更緊密的投資合作對象。 

 

肆、台日經貿策略聯盟進軍中國之分析 

一、台日產業合作緣起與發展趨勢 

1960 年代，日本企業開始對台灣投資，依其對台灣投資之目地、型態可區分

為三波對台灣投資的熱潮，228首先，在 1960~1980 年，日本企業開始第一波對台

投資，此時期的日商企業因為高度的經濟成長，造成國內物價高漲，連帶使企業

的人事費用、土地等各方面的使用成本增加，再加上環保意識的抬頭，使得日本

多數勞力密集型產業開始積極進軍台灣廉價的勞力市場，相對之下，在這個時期，

台灣為勞力密集產業發展的最盛時期，在日商積極投資下，使台灣經濟發展相當

                                                      
228 魏聰哲，〈日商對台投資歷程與趨勢分析〉，《經濟部全球台商 e 焦點》，2014 年 8 月 1 日。

〈http://twbusiness.nat.gov.tw/epaperArticle.do?id=256868355〉。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GC/quot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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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 

緊接著，在 1980~1990 年代中期，由於已開發國家的強勢壓力下，日圓逐步

升值，造成日本企業不利於出口，這對一向以出口為主的日本企業來說，不得不

更努力的對外尋找更好的投資環境，相對之下，台灣在此時期，根據中國改革開

放政策發展下，開始前往中國沿海城市設廠投資，並適時的開放多項優惠方案，

在這些利益的誘惑之下，帶動了第二波日本企業對台灣投資的熱潮。 

直到 1990 年以後，日商企業受到日圓快速的升值及國內經濟泡沫破裂的影

響，229更加不利於對外出口，相對之下，台灣也面臨土地與人事費用高漲等問

題，使台灣企業積極擴大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規模與範圍，這對原本不利於外商

投資環境的台灣來說，因為對中國大陸的擴大投資而急速發展，而且在這個時

期，台灣也蓬勃發展高科技產業，擁有優質的高科技產業代工技術，在日本高

科技產業為因應台灣高科技產業的零件及技術需求下，成就了日本企業高科技

零件供應與台灣委託代工產業的良好互動關係，因此，台灣成為日本高科技產

業另一個重要的生產據點，也成為日本企業進出中國大陸市場的重要基地，並

形成第三波對台灣投資的熱潮。 

在過去五、六十年間的發展過程中，台灣與日本一直是彼此最密切的經濟合

作夥伴，這樣長期且緊密的經貿關係，是形成台日經濟共同利益的重要條件，並

在台日經貿往來的過程中，來自於日本企業的直接投資與技術轉移，不僅為日本

企業帶來經濟利益，也帶動了台灣的經濟發展。然而，在國際政治的制約之下，

過去台灣與日本之間的經貿交流主要是以民間企業的往來為主，但在面對現今全

球化的競爭壓力與東亞經貿整合的發展趨勢下，與貿易密切往來的國家發展策略

合作關係，成為台灣與日本強化國家競爭力的重要途徑。230 

再者，中國大陸市場的興起，與快速成長和個人消費能力迅速的提升下，改

變台日產業之間產品製作過程的分工型態，從過去的側重垂直分工逐漸轉變為垂

直分工與水平合作並重，進而提升至雙方的互惠關係，231使台灣與日本之間的合

作關係進一步的升級，逐漸從原本屬於民間企業分工形式的經濟合作，轉而透過

官方協商的經濟合作架構，建立台日經濟合作戰略夥伴關係，營造出台日策略聯

盟的發展，以發揮台商與日商的最大優勢及效率。 

在過去台日產業的合作關係，日本企業大多單純將台灣做為生產據點或採購

                                                      
229 高超洋、簡汝嫺，〈近年日圓升值對日本產業影響之研究〉，《國際金融參考資料》，第 63 期，2012 年，頁 7。 

230 李世暉，〈台日經貿策略聯盟之研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8 卷第 3 期，2012 年，頁

167。 
231 李世暉，〈台日經貿策略聯盟之研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8 卷第 3 期，2012 年，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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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點為主，對台灣的貢獻僅限於資本投入、增加出口與提供就業機會上，並以台

日雙方國內市場之間的開拓發展為重點。相對於過去台日產業的合作關係，面對

新興市場的崛起，以及台日政府在此基礎下輔助措施的推動，使台日產業開始擴

大合作型態，逐步提升至技術合作或創設新公司等夥伴關係，並擴大到經營、研

發、行銷、生產等領域上，因而歸納出事業經營合作、研發設計合作、市場行銷

合作及生產製造合作四種合作類型。透過四種合作模式的運用，使得台日企業之

間的合作展現出多元化與多樣化的形式，不僅有利於投資環境的提升，也讓台日

產業間的連結更加的緊密，進而深化及鞏固了台日雙方產業合作的策略聯盟關係。 

 

二、台日經濟合作互補性 

日本企業一直是台灣最重要的外資技術來源，也是最密切的經濟合作夥伴，

在這樣長期且緊密的經貿關係下，使台灣企業與日本企業在合作類型與模式上不

斷的轉變，但是在產業結構上雙方始終保有高度的互補性。透過台日經貿實務的

運作，台灣企業在環境適應、語言文化、全球生產網絡連結上皆展現特色，最重

要的優勢在於對中國大陸市場經營成功的基礎，提供了日本企業選擇台商作為合

作夥伴的關鍵誘因；232而日本企業則在創新研發與技術、品牌形象與商譽、品質

管理能力上具有較大的優勢。233 

因此，在台日經貿策略聯盟下，雙方企業能相互整合優勢，結合彼此之間的

企業文化與信任關係，使台日企業在共同進軍中國大陸市場上存在相當大的合作

潛力，透過台日經貿策略聯盟，讓台灣企業和日本企業可以發揮各自的優勢，彌

補各自的弱勢，在中國大陸開拓事業，相對於過去產業合作類型，台日產業合作

擴大到研發、行銷等領域，使台日企業的合作展現出多樣化的面向，並透過台日

產業合作類型與模式，將台日企業之間的經濟合作互補性歸納為： 

第一，事業經營合作。由於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廣大，台日企業之間必須透過

事業合作的方式，將資源做到最有效的利用，才較有利於經營與市場開拓，為推

進在中國大陸的事業，台灣企業與日本企業對中國大陸所設立的合資企業。再者，

台日企業在經營模式、企業文化等方面較為相近，並在長期的合作發展下，台日

企業能夠相互瞭解，形成了事業合作的基礎，因此，在事業經營方面的合作關係，

無論透過哪一種發展模式，台日企業之間到中國大陸的投資合作，都能夠獲得巨

大的效益與幫助，台日雙方企業也可以各自從策略聯盟關係中獲得利益。 

                                                      
232 

童振源，〈促進台日經濟合作戰略夥伴關係〉，發表於「台日論壇 2005 年東京會議」。（東京：2005 年 9 月 6-7 日），頁 4。
 

233 陳德昇，〈台日商策略聯盟：市場機遇與競合挑戰〉，發表於
「

FTA、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台

灣角色：機會與挑戰研討會
」。（

台北：2014 年 5 月
），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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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研發設計合作。台灣企業擁有良好的環境與市場適應能力，比起其他

國家企業，更瞭解中國大陸當地的文化，也更熟悉消費環境及適應市場的需求，

使台商企業較不容易迷失方向，設計出適合當地文化背景及消費者需求的產品，

同時，台灣企業也具有國際化的思維與明快的決策效率等經營能力，善於因應國

際潮流，並且擁有良好的商業靈敏度，能夠快速嗅出商機進行投資。透過台日企

業的合作，能夠結合日本企業在基礎研究與產品開發能力等方面所具有的優勢，

運用日本企業的高端技術研發實力與領先的科技研發技術，以及日本企業在品質

控管的技術能力下，取得市場的先機。234 

再者，在台商企業與日本企業的長期合作下，較能夠理解日本人的想法，這

讓台商企業在承接日本技術時，能夠深度瞭解日本企業的品質水準及管理語言，

在交易習慣方面也較能滿足日本企業的要求。由此可以看出，台日企業之間透過

長期合作的基礎，並運用各自具有的優勢，使台灣企業與日本企業在研發設計方

面的合作關係上具有很強的互補性。 

第三，生產製造合作。由於台商企業在中國大陸佈局已久，長期在中國大陸

的經營，使台商企業具有雄厚的製造能量，並在中國大陸形成大規模且高效率的

產業聚集，以及快速且完整的零組件供應鏈，在全球科技產業鏈中，台商企業在

生產的零組件與產品上擁有量產的能力，且不論在品質、價格等方面都優於其他

國家的外資企業，再加上台灣零組件供應廠商的製造品質也較接近於日本企業。

與此同時，日本企業為提高在中國大陸的生產效率，會選擇接近台灣企業的產業

聚集地，以方便從台灣企業採購零組件，特別是在資訊科技產業上，日本企業利

用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的生產情況，以委託代工的形式，對台灣企業下單，採購

台灣企業生產的電腦及周邊設備產品。235 

然而，日本企業為從台灣企業採購零組件和產品，也向台灣企業提供技術和

生產管理技巧，幫助台商企業擴大生產能力、提高技術水準，特別是在半導體、

液晶面板、電腦等高科技領域，許多日本企業與台灣企業締結提供技術並採購此

技術生產所產品的合作關係，236使日本企業可以向台灣企業提供技術，且合理的

從台灣企業採購產品。因此，台日企業在採購、供應鏈方面的合作關係，透過雙

方合作的互補性，使得日本企業可以從台灣企業採購低成本、高品質的產品和零

組件，以降低生產成本及提高競爭力，並可以確保生產所需的零組件供應，及維

                                                      
234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日本瑞穗金融集團〉，《投資台灣入口網》，2012 年， 

〈http://investtaiwan.nat.gov.tw/chs/show.jsp?ID=5225&MID=5〉。 
235 徐斯勤、陳德昇，《台日商大陸投資策略聯盟─理論、實務與案例》（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

誌出版社，2010 年），頁 218。 
236 徐斯勤、陳德昇，《台日商大陸投資策略聯盟─理論、實務與案例》（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

誌出版社，2010 年），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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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對消費者與客戶的產品供應。同時，日本企業也可以透過委託台灣企業代工的

方式，減輕在中國大陸設廠與設備投資的負擔，使日本企業更加有利於集中經營

資源及提高效率，而台灣企業也可以從幫助日本企業代工的過程中，獲取日本企

業具有的優勢技術，並透過代工過程擴大生產的規模，使台日雙方企業在研發設

計方面的合作關係上，可以享受到多方面的利益，進而建立起強而有利的策略聯

盟關係。 

第四，市場行銷合作。透過台商企業在行銷策略上，擁有的獨特性、差異化、

吸引力等行銷手法優勢，增加產品的銷售及利潤，讓產品在劇烈的競爭環境中，

不容易被淘汰，237加上台灣企業擁有良好的環境與市場適應的能力，比起其他外

資企業，較能夠熟悉消費環境及迅速解讀市場的銷售方向，能夠快速適應市場的

需求，以提升台商企業在產品行銷及全球生產網絡的連結，使得日商企業積極透

過與台灣企業合作的方式，利用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構築的生產和銷售網絡，藉

助台灣企業的力量，擴大在中國大陸國內市場的銷售，以有效彌補在中國大陸市

場上銷售及商業習慣的不足。同時，日本企業也會向台灣企業傳授生產管理技巧，

並結合日本企業具有可以使各國消費者認同的品牌價值與經營能力，幫助台商企

業擴大在中國大陸生產的能力。 

近年來，台灣企業和日本企業在中國大陸聯手發展成功的經濟合作案例，主

要是在汽車零組件、電機電子及食品飲料等領域上。238透過台灣企業在投資靈活

性、產業群聚、人事管理制度、市場對應能力等方面具有的優勢，並結合日本企

業在品牌技術能力、品質控管、品牌形象等方面具有的優勢，藉由台日企業之間

的合作互補性，讓台灣企業能將日本企業開發的技術迅速商品化，以靈活回應市

場需求，並以低成本高品質的優勢大量的生產。 

同時，還能藉由日本企業的品牌效應，使雙方的優勢都能夠從策略聯盟中徹

底的發揮，進而有效切入中國大陸等新興市場中獲得利益，由此也可以看出，台

日雙方之間的合作，主要是以日本企業為主導，提供關鍵技術及品牌經營；台灣

企業為配合，提供下游相關配件、原料之設廠的加工生產為主，並透過策略聯盟

關係在中國大陸建立起大型的跨國生產網絡，因此，台灣企業和日本企業藉由在

經營方面各自擁有的不同優勢及弱點，透過策略聯盟關係，即可發揮優勢克服弱

點，共同獲得利益，同時，雙方的互補性也是成為提供台灣企業與日商企業作為

合作夥伴的關鍵誘因。 

 

                                                      
237 游鴻裕，《兩岸經貿關係：台商的投資與經營觀點》（台北：雙葉書廊出版社，2009 年），頁

158。 
238 

徐斯勤、陳德昇，《跨域投資與合作─台日商策略聯盟理論與實務》（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社，2011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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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日合作之挑戰 

台灣與中國大陸簽署 ECFA 並積極與各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的同時，與台灣

產業擁有高度相似性的貿易強勁的競爭對手南韓，在 2015 年 2 月 25 日與中國大

陸初步完成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並於 2015 年 6 月 1 日

雙方正式簽署中韓 FTA，預計在今年底前生效實施。中韓 FTA 的簽署，不僅有

利於降低或消除雙方的關稅貿易障礙，幫助南韓製造業的發展，同時也有助於促

進中韓雙方的貿易及加強雙邊的經貿關係。239 

中國大陸為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占台灣總貿易額 21.6%，而南韓在經濟發

展程度及模式上與台灣極為相似，且在產業上也擁有高度的相似性，加上同屬於

出口導向型為主的國家，使得台灣與南韓雙方在出口商品的相互替代性高、貿易

競爭性也較強，為台灣最主要的貿易競爭對手。其中，台灣與南韓在電子、紡織、

石化、機械、汽車零組件以及文創等產業上，出口商品相似度高達 70%，240因此，

一旦中韓 FTA 生效，南韓輸往中國大陸的商品將因關稅調降而享有關稅上的優

惠，並大幅度的提升其競爭力；相對之下，台灣商品輸往中國大陸的價格優勢不

在，並影響台灣產品的競爭力，使得台灣在 ECFA 享有產品銷往中國大陸的關稅

優惠不再是唯一的優勢。 

 

伍、結論 

自全球金融海嘯發生以來，全球經濟版圖重心明顯轉移至中國大陸，同時，

憑藉著中國大陸龐大的消費市場、良好的經濟實力、有利的經濟政策下，快速帶

動了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使中國大陸逐漸由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市場，並在全

球競爭環境的影響下，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成為各產業經營成功的關鍵。然而，

中國大陸在經濟地位上的轉變，使各國企業為了掌握這波龐大的商機，開始積極

佈局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其中，台灣企業與日本商社也不例外。 

在對中國大陸的投資過程中，台灣企業因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刻意優惠、語言

文化背景相似、地理位置等諸多優勢，使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市場上佔據舉足輕

重的地位；而日本企業則是面臨全球金融海嘯、311 大地震以及對外政治因素等

影響下，開始積極拓展海外市場，並日漸重視投資中國大陸市場的重要性，卻因

中日關係緊張的因素影響下，使日本企業在中國大陸的投資並不順利，這對於與

                                                      
239 經濟部，〈陸韓 FTA 議題直擊〉，《經濟部工業局》，2015 年 2 月，

，

〈http://ecfagoods.tw/?page_id=19318〉。 
240 彭漣漪，〈台灣輸掉第一回合，未來還有許多硬戰〉，《遠見雜誌》，2012 年 5 月，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20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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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及日本都較為友善的台灣來說，自然成為雙方產業經濟往來的重要據點，

再加上 ECFA 的簽署，使得有意赴中國大陸投資的日本企業，加速與台灣企業合

作，成為台日企業經濟合作的催化劑，並逐漸營造出台日策略聯盟的發展，透過

台日產業合作的發展下，能彌補雙方之間的弱點，強化彼此的競爭力，進而共同

獲得利益。 

因此，由本文研究分析可知，台日產業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合作過程中，首先，

由於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具有特殊地位，再加上 ECFA 的簽署，使台商在中國大

陸外商圈更加佔據優勢；其次，日本企業對外投資面臨諸多困境，進而加速促成

了台日產業的合作發展；第三，在台日經貿策略聯盟中，台商與日商企業之間有

很大的互惠合作空間、彼此互補性相當大、合作意願也相當高，一直是彼此最密

切的經濟合作夥伴；最後，中韓 FTA 的簽署，使台灣在 ECFA 的關稅不再是唯

一優勢，長期下來將會對台日企業之間的合作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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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動畫的數位化發展與聖地巡禮： 

以京都動畫與 P.A.works 為例 

壹、 前言 

2015 年 2 月 20 日朝日新聞社報導了東京都內歷史悠久的神田神社境內出

現了許多過往少見的年輕參拜者，而這些過往所未見的新面孔與 2014 年於日本

播放的電視動畫《Love Live!》有極大關連。故事描述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區的一

所高中面臨廢校危機，就讀中的 9 位女高中生為了挽救頹勢，嘗試透過成為偶

像歌手來吸引學生入學；其中 1 位女主角東條希在設定中偶爾會在神田神社擔

任巫女的打工職務，以此為契機許多動畫迷們因此視神田神社為「聖地」而前

往參拜，並奉納許多有該角色塗鴉的繪馬。神社方面也順勢與相關業者合作，

不僅宣布東條希為神社的官方偶像，也推出如繪馬和護身符等週邊商品；更甚

至由神田神社主辦，被視為日本三大祭典的「神田祭」也與《Love Live!》合作

推出宣傳海報。 

事實上神田神社並非個案，而是諸多「動畫聖地巡禮」（アニメ聖地巡礼）

現象的冰山一角，山村高淑定義動畫聖地巡禮為「動畫迷將動畫作品的描繪地

點乃至於與作品或作者相關的地區視為聖地，將其找出並實際前往探訪」241。

雖然過往也有許多如漫畫、小說、電視連續劇或電影等不同媒體所引發的文化

觀光（コンテンツツーリズム），但是聖地巡禮有其特殊性，一方面與近年來逐

漸受到日本產業與社會重視的御宅族（オタク）現象有所關連外，在和過往的

影視觀光相比較中也可以發現許多不同之處。 

但是值得注意的，聖地巡禮絕大多數都集中在東京都，但是近年來被學者

和大眾傳播媒體所關注的案例，例如琦玉縣久喜市、石川縣金澤市和滋賀縣犬

上郡豐鄉町等地，皆是人口相對大都市較為稀少的地方自治體。為何如此？筆

者以為這與做為引發契機的「日本動畫」有高度關連，而其產業發展的脈絡是

如何的影響了聖地巡禮的出現，這是筆者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 

而聖地巡禮現象的案例相當複雜，本文作為案例討論的分別是京都動畫公

司與 P.A.Works 兩家分別立足於京都府和富山縣的動畫製作公司。京都動畫創

辦於 1981 年，因設置於京都府宇治市因而得名，原先為其他動畫公司的下游承

包廠商，但在 2000 年代開始獨立製作電視動畫並因高水準的作畫品質而聞名
242。從 2005 年開始以每年一部的頻率推出電視動畫作品，多半都能得到良好的

                                                      
241 山村高淑，〈観光革命と 21 世紀：アニメ聖地巡礼型まちづくりに見るツーリズムの現代

的意義と可能性〉，北海道大学観光学高等研究センター文化資源マネジメント研究チーム，

《CATS 叢書 Vol.1『メディアコンテンツとツーリズム』》（北海道：北海道大學，2009），頁

9。 
242 コンテンツツーリズム学会，《コンテンツツーリズム入門》，（東京：古今書院，2014），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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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反應，而且在作品中積極的使用京都府與週遭縣市的地貌風景，也成為許

多地方媒體報導的對象。P.A.Works 則是創立於 2000 年，創辦人崛川憲司因為

遵守家族的約定而回到故鄉發展，卻找不到相關的動畫工作而決定創辦自己的

動畫公司，除了與東京地區的動畫公司合作承製外，2008 年開始也開始獨立製

作電視動畫作品，其作品中經常使用日本越中地區的風景，引發了許多聖地巡

禮現象243。這兩間公司獨立於東京地區以外，以地方都市為依據而創造出許多

市場評價極高的電視動畫作品，京都動畫在 2007 年《幸運星》的推出首度展示

了聖地巡禮與社區營造合作之間的可能性，讓聖地巡禮一躍成為廣受注目的觀

光現象，往後幾年的作品也都為其拍攝地點帶來許多變化，而 P.A.Works 在

2011 年的《花開物語》成功與地方溫泉區合作，不僅是淺層的商業活動，更首

次創造出與地方居民深入交流的新祭典，因此以這兩家動畫公司的發展和作品

來討論近年來聖地巡禮現象有其代表性。 

貳、 動畫聖地巡禮的歷史發展與特徵 

一、何謂「聖地巡禮」 

回顧日文的「聖地巡禮」（聖地巡礼）一詞，按岡本亮輔的定義為「宗教創

始者與聖人的誕生地或埋葬地等與其生前有關場所；或者是神明或精靈等存在

有關場所之旅行」244。例如在日本有巡迴由弘法大師所創建的寺廟之旅行，稱

為四國遍路（四国遍路），或是江戶時代流行經由東海道前往伊勢神宮參拜等，

原來是與宗教目的相關的詞彙。但是隨著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動畫產業逐漸

發展，特別是在 1990 年代左右有許多電視動畫出現了與實際景物相關的描繪，

像是 1994 年播放的電視動畫《美少女戰士》之中便與東京都麻布十番的冰川神

社有所連結，吸引了觀賞後的觀眾前往該神社參拜觀光245。而在神社之外也有

許多跟宗教毫無關聯的民宅、校園和車站因為在動畫中出現，也開始被動畫迷

們視為「聖地」，而前往這些聖地觀光的活動則就被稱為「聖地巡禮」246。 

二、京都動畫與 P.A.Works：與社區營造的結合 

按筒井隆志的調查約略在 2008 年開始有關「聖地巡禮」的關鍵詞開始在國

會圖書館的資料庫中大量出現247。回顧相關的學者研究，筆者認為這與在埼玉縣

久喜市因電視動畫《幸運星》（らき☆すた）所引發的動畫聖地巡禮現象有關。最

初為角川書店出版的月刊雜誌《Comptiq》（コンプティーク）上所連載的四格漫

                                                      
243 同註 2，頁 7-10。 
244 岡本亮輔，《聖地巡礼》，（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5），頁 6。 
245 大石玄，〈アニメ《舞台探訪》成立史--いわゆる《聖地巡礼》の起源について〉，《釧路工

業高等専門学校紀要》，第 45 號，2012 年，頁 43。 
246 由谷裕哉，佐藤喜久一郎，《サブカルチャー聖地巡礼－アニメ聖地と戦国史蹟－》，（東

京：岩田書院，2014），頁 22。 
247 筒井隆志，〈コンテンツツーリズムの新たな方向性～地域活性化の手法として～〉，《経済

のプリズム》，第 110 卷，2013 年 3 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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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故事內容主要描述以 4 位女高中生為核心，分別是喜好動畫、漫畫與遊戲的

泉此方；做為友人的雙胞胎姊妹柊鏡與柊司；品學兼優但個性有些脫線的高良美

幸等人與週遭朋友們互動的平淡日常生活。電視動畫版本由京都動畫公司製作，

總共 24 話於 2007 年 4 月到 9 月在日本各地的電視台播放。值得注意的是，主要

登場人物的柊家姊妹在故事中設定住在虛構的「鷹宮神社」之內，在新年等特別

的節日時期會以巫女的身分幫忙。而在電視動畫版本的當中，鷹宮神社則是以琦

玉縣久喜市的「鷲宮神社」為藍本描繪，此外在動畫的片頭中也精細的再現了久

喜市和鷲宮神社週遭的景觀。 

山村高淑的調查研究將《幸運星》所引發的動畫聖地巡禮按主導者的差異分

為整備期、動畫迷主導、角川商店主導、商工會主導與地域主導等 5 個階段248。

首先遠在動畫開始於電視上播放之前，鷲宮神社前原有百年歷史的古老民宅，因

鷲宮神社雖然有許多的參拜旅客，可是當地缺乏能給予停留休息的場所，因此商

工會以預算約六百萬日幣，於 2005 年將民宅改建為商工會直營的「大酉茶屋」，

往後這間茶屋成為商工會在推行相關政策和商品的重要據點。 

隨著動畫播放之後，雖然片頭中有關鷲宮神社與久喜市的畫面僅僅出現了數

秒鐘，但依然有許多熱情的動畫迷從中發現相關線索，並且推斷出確切位置，以

此為契機前往鷲宮神社進行參拜與觀光。而在 2007 年 8 月角川書店出版的雜誌

上介紹了做為《幸運星》描寫藍本的鷲宮神社，前往參拜的動畫迷更是快速的增

加，並且在神社內供奉了許多畫有故事中 4 位主角塗鴉的繪馬，也會拍攝許多與

動畫片頭相同取景角度的照片。這樣不同於傳統參拜旅客的行為模式，透過網路

傳播引起了地方人士與商工會人員的注意，而商工會內 2 位年輕的經營指導員開

始考慮在大酉茶屋內販賣鷲宮神社相關的紀念產品，並進一步於網路的相關討論

板上與動畫迷們進行交流討論，最終推出了印有「聖地巡禮」字樣的饅頭放在大

酉茶屋內販賣，1 週的銷量約略五十個249。 

自行推出的土產品獲得初步成功後，商工會開始嘗試與擁有版權的角川書店

合作，2007 年 12 月推出了邀請的漫畫作者與動畫配音員們前往大酉茶屋舉辦與

動畫迷共進早午餐並參拜鷲宮神社的企劃，這次活動吸引了多達 3500 人參加，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人數眾多，但當地民眾的投訴案件卻僅僅個位數，事實上絕大

多數的地方居民對於來參加活動的動畫迷相較過去一般的參拜旅客更加遵守規

範與富於禮貌感到驚訝250。 

12 月的合作企劃取得高度成功，而且吸引了如 NHK 等大眾傳播媒體的注意

與報導，成功打開全國性的知名度，從這時候開始到隔年的 3 月，商工會與地方

商店開始積極開發各類週邊商品，諸如畫有角色圖樣的繪馬商品、明信片和食品

等等，皆推出後便銷售一空。但是商工會也意識到單靠商品販賣並不足以維持中

                                                      
248 山村高淑，〈アニメ聖地の成立とその展開に関する研究--アニメ作品「らき☆すた」によ

る埼玉県鷲宮町の旅客誘致に関する一考察〉，《国際広報メディア・観光学ジャーナル》，第 7

卷，2008 年，頁 149。 
249 同註 8，頁 152。 
250 同註 8，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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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發展，如何將《幸運星》所帶來的觀光人潮與長久的社區營造相結合，成

為商工會所考量的重要目標。往後工商會開始積極開拓各類以動畫迷為目標的活

動與服務，諸如定期舉辦各種聚會並邀請動畫配音員前往當地，不僅僅是《幸運

星》的觀眾，更擴大到所有的動畫迷們。此外地方商店街原有定期舉辦抬著神轎

繞行神社週遭的「土師祭」活動，該祭典舉辦方也在 2008 年時積極的邀請這些

動畫聖地巡禮的參訪者們，推出了畫有《幸運星》角色圖樣的「幸運星神轎」（ら

き☆すた神輿），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動畫迷，往後也成為該地區的例年活動

之一251。 

從數據上來看，鷲宮神社的新年參拜人數從 2007 年的約十三萬人次，到了

2008 年長長到約三十萬人次，2009 年達到約四十二萬人次，往後直到 2015 年的

數據為止都呈現相當穩定的成長，而且即便不再舉行特殊的活動，參拜人數也沒

有下滑。相較於過往的影視觀光，例如 NHK 大河劇為地方帶來的觀光效益來看，

鷲宮神社因《幸運星》而帶來的觀光人潮，不僅不因為動畫的播放結束而消失，

甚至還能持續帶來更多的動畫迷前往當地，成為人數雖然不多，但卻非常穩定的

觀光效應252。 

作為分水嶺，雖然在《幸運星》的成功之前，已經有許多聖地巡禮的案例發

生，例如同樣是京都動畫製作的《涼宮春日的憂鬱》，在動畫內大量描繪了兵庫

縣西宮市的景色，也吸引了許多動畫迷前往朝聖，有部分動畫迷甚至會穿著與動

畫角色相同的服裝進行觀光，而其知名度之高，連日本政府觀光局的網站也設立

專頁介紹。但是《涼宮春日的憂鬱》的案例並沒有如同《幸運星》一般，地方的

商工會和居民能深入參與，進而影響了當地的例行活動乃至於自我認同。而從《幸

運星》與鷲宮神社之間的合作開始，京都動畫開始更積極地與地方自治體合作。

2009 年製作的電視動畫《K-ON！輕音部》，故事描寫 5 位女高中生組成校園樂

團，作為背景藍本而被描繪的滋賀縣犬上郡豐鄉町，其町內原來處於廢棄的豐鄉

町小學校舍，因此而獲得再次利用的機會。2012 年改編自米澤穗信原著小說的

《冰菓》也重現了岐阜縣高山市水無神社的傳統祭典。2013 年的《玉子市場》則

是以京都府京都市的岀町商店街為重要故事舞台。 

而位於日本富山縣的 P.A.Works 創立於 2000 年，於 2008 年推出首部電視動

畫作品《真實之淚》（true tears）。該作品該編自同名電腦遊戲，其忠實重現了富

山縣南礪市的街景與自然風光，也如同《幸運星》一般有動畫迷因此希望當地的

觀光協會能放置巡禮筆記於 JR 城端車站，此外地方的商工也與 P.A.Works 合作

開發了許多週邊商品。但是讓 P.A.Works 打開知名度的則是 2011 年所製作的電

視動畫《花開物語》，故事講述女主角松前緒花前往外婆的溫泉旅館工作遭遇了

許多邂逅與困難進而克服成長，該作品與石川縣金澤市的湯湧溫泉合作，不僅背

景皆取材自實景樣貌，相關出場的角色姓氏也以石川縣內各區域命名。同時

                                                      
251 岡本健，《マンガ・アニメで人気の「聖地」をめぐる－神社巡礼》，（東京：株式会社エク

スナレッジ，2014），頁 17。 
252 同註 11，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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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Works 也與能登鐵道合作，在西岸車站增設了動畫中虛構的「湯乃鷺」車站

牌，也將部分班次的車內廣播聲音改由動畫的配音員錄製253。 

 《花開物語》最值得注意的是與湯湧溫泉觀光協會合作，將故事中虛構的

雪洞祭（ぼんぼり祭り）搬上了現實世界中。2011 初次舉辦便有約 5 千人參加。

從數據上來看，該年度即便發生了日本 311 大地震，整體的觀光人數依然達到

62261 人次，成長了 7.4%。而且不同於前述鷲宮神社的聖地巡禮屬於自然發生

型，P.A.Works 在製作《花開物語》是便有強烈的社區營造意識。例如雪洞祭的

舉行，為了避免淪為僅僅舉辦一次的短期活動，而是能夠由湯湧溫泉的地區居民

自力舉辦的長期例行事務，在辦理的規模上便刻意的避免過度盛大，但即便如此

也吸引了對當地而言相當龐大的觀光人潮。而且特別的是也不同於前述《幸運星》

與土師祭的合作僅僅是地方商圈基於吸引外來觀光客的合作，雪洞祭不僅由當地

的神職人員，參與的地方居民也表達了即使動畫迷們不再前來也要持續舉辦下去，

讓它成為地方例行事務的想法，至 2015 年 9 月為止已經連續舉辦 4 屆。 

隔年 2012 的電視動畫《Another》則是將南礪市的福野高中、巖淨閣和福野

車站等地都作為背景而使用。2012 的《taritari》則是使用了江之島週遭的風景。

2013 年的《有頂天家族》則是京都。 

三、從案例來看聖地巡禮的結構特徵 

（1）地理位置分布 

按網站「聖地巡禮地圖」（聖地巡礼マップ）所提供的統計數據來看，動畫

聖地巡禮的景點高度集中於東京都，大約占了全數的八成以上。但是回顧京都動

畫與 P.A.Works 的作品來看，京都動畫於 2000 年後除了《幸運星》以琦玉縣為

主之外，其餘皆和日本關西地區的地方自治體合作。而 P.A.Works 則是多以富山

縣和石川縣為背景。不過再深入來看的話，位於東京都內的聖地巡禮景點，多半

重複集中於車站和其週遭地區。 

（2）動畫類型 

不論京都動畫或是 P.A.Works 的作品而言，能夠引發聖地巡禮效應而受到媒

體與學者關注者，其最大的共同特徵便是皆為電視動畫。也就是 1 週 1 回、1 話

30 分鐘的形式於日本各地方電視台乃至於全國性的電視頻道上播出。京都動畫

的作品中，被認為有引起聖地巡禮效應而受到媒體或學者關注者，《涼宮春日的

憂鬱》（2006）、《幸運星》（2007）、《冰菓（2009）》與《玉子市場》（2013）等 4

部動畫而言，雖然播放時間因各地區電視台而有所不同，但皆於深夜 24 時至隔

日凌晨 3 點之間播放。P.A.Works 的 4 部動畫作品，分別是《真實之淚》（2008）、

《花開物語》（2011）、《Another》（2012）與《有頂天家族》（2013）等，除了《花

開物語》主要於晚間 10 點之外，其他也大致分布於深夜 24 時至隔日凌晨 3 時間

之間播放，與京都動畫的作品相當。 

（3）「巡禮者」的組成  

                                                      
253 同註 2，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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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本健曾針對鷲宮神社週邊地區與豐鄉町兩處的巡禮者進行調查。首先是性

別以男性為多數，佔 90.6%。年齡層而言，20 至 30 歲的族群佔了 48.6%，而放

大到 10 至 40 歲來看的話，則超過 9 成以上。有關情報來源方面，約略半數為透

過網際網路，2 成為依靠他人的告知。 

從行為模式來看，由谷指出巡禮者的最大特殊性是「大量反復地前往聖地」，

從各個動畫聖地的筆記本的留言中可以發現，前往聖地超過 100 次以上的巡禮者

大有人在254。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 10 至 40 歲的男性為最主要組成份子，而且看似與日

本的御宅族文化之間高度關連性，但從各地筆記本的紀錄來看，也不乏高年齡層

的觀眾和低年齡層的幼兒進行巡禮活動，而性別上來說，雖然《花開物語》中以

女性角色居多，看似以男性觀眾為主，但也是存在著年輕女性前往湯湧溫泉進行

巡禮的案例255。 

其觀光行為中較為特殊的兩點，第一是反復前往特定的聖地巡禮景點，例如

《幸運星》在鷲宮神社留下的繪馬上都可以看到許多參訪超過一百次以上的巡禮

者，而這點在《花開物語》和湯湧溫泉之間也能發現類似的參訪者。第二則是巡

禮者慣於在當地的神社內留下許多畫有角色圖樣之繪馬，在動畫迷之間常戲稱為

「痛繪馬」。而且從岡本健的研究中也可以發現，許多巡禮者也樂於提供自身的

想法來改變前往觀光的地區，比如說鷲宮町商工會所舉辦的各類活動，都有動畫

迷提供了許多企畫支援，甚至做為義工參與活動的舉辦。而在《K-ON！輕音部》

與豐鄉町，也有巡禮者因此影響了當地的交通標誌的案例256。 

肆、日本動畫產業的結構特徵與數位化發展 

一、戰後日本「電視動畫」的誕生 

1945 年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的指示下，以政岡憲三、山本早苗與

村田安思等人為核心的近百人團隊於東京成立了「新日本動畫社」。之所以能在

百廢待舉的戰後日本成立如此龐大的公司，實是因為美軍了解動畫所能帶來的政

治宣傳效果，因此有意識地動員了散落於日本全國的動畫製作者。但是礙於原來

本是各自為政的創作者們並不習慣集中管理，新日本動画社在幾乎沒有任何成果

的情況下於 1947 年解散，政岡憲三等人在同年另外創立了「日本漫画映画社」。

但是該公司也因經營不善很快便破產，1948 年透過東寶的資金援助，政岡憲三

與山本早苗在東京新宿區成立了「日本動画」，日本動画隨後在 1952 年吸收了東

宝的相關企業並改名為「日動映画」，最終在 1956 年 7 月以東映的委託案件為契

機被納入成為東映教育映画的子公司，更名為「東映動画」。1958 年東映完成了

                                                      
254 同註 6，頁 28-31。 
255 同註 6，頁 34-38。 
256 岡本健，〈アニメ聖地巡礼とコンテンツツーリズム〉，遠藤英樹、寺岡伸悟、掘野正人，

《観光メディア論》，（京都：ナカニシヤ，2014），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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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彩色長篇動畫電影《白蛇傳》，隔年推出第二部作品《少年猿飛佐助》，1960

年以手塚治蟲的漫畫原作改編，推出第三部長篇動畫《西遊記》257。 

以《西遊記》為契機，手塚治蟲在合作中學習動畫製作的相關技術，並於 1961

年在東京都練馬區成立「手塚動畫製作公司」，隔年更名為「蟲製作公司」。1963

年蟲製作推出首部電視動畫《原子小金剛》，雖然當時已經有自外國引進的電視

動畫，大致為每話 5 到 10 分鐘，並且每天放映 1 回；而《原子小金剛》卻嘗試

了過往未有的「每週 1 回，1 話 30 分鐘，連續放映」之播放型態。但是每週長達

30 分鐘的動畫長度，對於才剛創立的蟲製作而言在製作時間和成本上皆面臨了

極大考驗，以當時迪士尼的製作標準而言，30 分鐘的動畫長度大約要 15000 張

左右的動畫張數。但是手塚治蟲同樣長度的動畫作品僅僅使用十分之一的數量，

也就是 1500 張而已。這種「省力化」的策略，不同於迪士尼重視作畫品質，強

調動畫的動感與豐富的視覺體驗，而在題材上以結構單純的音樂劇和童話故事為

主；手塚為首的日本動畫家採取了在動態表現上省略，但是更加注重故事性與世

界觀的製作方向258。 

日本動畫史的研究者津監信之認為手塚治蟲的嘗試為日本動畫產業帶來了

4 項重要影響。首先是他所開設的蟲動畫製作，培養出了往後的日本動畫製作人

才，如執導成為日本機器人動畫基盤的《機動戰士鋼彈》的冨野由悠紀，《小拳

王》的出岐統等人都曾經在蟲製作中工作；第二是確立了日本電視動畫「每週 1

回，1 話 30 分鐘，連續放映」的播放模式，這樣的模式為往後的日本電視動畫所

遵循。第三是為了維持每週緊迫的製作量，在質上面做出犧牲，採行大量削減製

作張數的「省力化」策略，並在商業上取得巨大成功驗證了在日本動畫市場的可

行性。最終則是跨媒體的製作模式，《原子小金剛》本來已是相當知名的漫畫作

品，也因此在動畫播映之前便能確保有相當數量的漫畫讀者做為潛在觀眾，降低

了電視播映的風險。而往後手塚治蟲也持續的繪製了許多長篇漫畫，為蟲製作提

供了穩定的改編材料，從《原子小金剛》開始，將「廣受歡迎的漫畫改編成電視

動畫」之慣例依然為現今日本動畫產業所遵循。但是電視動畫必須面臨的重要課

題是其資金來源，不僅在動畫本身上必須採取徹底的省力手法，在動畫之外也不

得不積極地開發動畫角色的商品價值以尋求贊助者，如《原子小金剛》便與明治

製菓合作，因當時電視台僅提供每集 55 萬日幣的製作費，但是蟲製作方面卻推

測每集的成本需要 150 萬日幣左右，單純依賴電視台的資金來源根本無法維持動

畫公司的營運，從最初開始赤字壓力便是不得不面對的課題，因此除了透過電視

台的資金來源之外，也必須積極開發週邊商品的合作以擴大收益來源。 

從手塚治蟲的成功開始，日本電視台與其他動畫製作公司開始意識到電視動

畫的潛在價值，即便是過往專門製作在電影院放映的長篇動畫的東映動畫都開始

跨足電視領域，隨著各個電視台與動畫公司積極開發電視動畫市場，電視動畫逐

                                                      
257 山口康男編，《日本のアニメ全史：世界を制した日本アニメの奇跡》，（東京：テン・ブッ

クス，2004），頁 64-70。 
258 同註 17，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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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成為日本動畫產業最主要的製作模式。以 AJA 的產業調報告來看，2002 年至

2014 年的日本動畫市場的收益大約是每年 1 兆 4 千億日圓左右；以 2005 年為

例，市場總值約在 1 兆 3 千億日圓，電視動畫就佔了 5200 億日圓，而電影院放

映的長篇動畫僅 178 億日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全體動畫的相關權利商品收益高

達 5000 億日圓，可以說電視動畫與其週邊商品的販賣構成了日本動畫產業最主

要的收益來源。 

二、日本動畫產業的聚集現象 

隨著電視動畫成為日本動畫產業的主要製作對象後，每週 30 分鐘長度的製

作壓力對動畫產業帶來外包分工的改變。半澤誠司在 2001 年所進行的研究調查

指出，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成立的日本動畫製作公司在設立地點上高度集中於

東京都內，約佔日本全國總數的百分之 80。為何如此？這與日本動畫製作的分

工流程和電視動畫做為產業大宗這兩者有高度關連。日本的動畫製作從企畫階段

到最後的成品出貨，甚少由單一公司來完成，而是慣於在不同階段外包給下游的

動畫製作公司，形成了垂直的分工體系。這是因為電視動畫基本上仰賴電視台的

資金和版權供給，使的每一年度的作品數量相當不穩定，而且主題上有各種各樣

的變化，因此對於動畫製作公司而言，所需要的人力和技術在每一次的合作上都

各有不同，如果全部都由單一公司內部製作的話，必需雇用大量的人力和購置相

關器材，還必須面臨淡季時的閒置問題。相對而言將動畫各階段工作外包給專門

的製作公司和契約制的自由工作者，則可以避免過度的投資造成營運成本過高的

風險。例如即便是日本國內規模最大的東映動畫，在跨足電視動畫的初期也面臨

了內製化的策略造成人力成本過高，最終也選擇了外包的分工體系，僅保留 2 成

的工作在東映動畫內部完成。 

此外雖然採取內製化的策略對於提高作畫品質上有所幫助，但是對於以承攬

電視動畫案件為主的日本動畫產業而言，製作速度的提高遠比品質更重要，1 週

1 回的播放形式，對於製作方而言是極大的時間壓力，舉例而言，在 1963 年時 1

部在電影院播映的劇場版動畫所需要的原畫數大約是 75000 張，其製作時間為

18 個月左右，而電視動畫則是一週需要 3000 到 4000 張不等。也因此時間壓力

成為動畫公司之間在分工合作上時，必須要考量彼此的物理距離，形成了動畫公

司的開設地點在交通條件上都相當鄰近259。 

最終則是日本的動畫製作上也相當重視業界人士之間的情報流通之故。這是

因為動畫製作上關於導演、演出或是各領域的專業人才，其能力的差異對於一部

動畫的製作成功與否有極大影響，比如其畫風和擅長的故事類型等，也促使著動

畫製作產業的聚集現象。最後則是有關於電視台的影響，日本的電視台相對於中

小企業為主的動畫公司掌握了作品的版權收入和製作費用的提供，對於動畫公司

可以說是握有生殺大權，而日本的電視台除了一部分位於關西地區以外，其營運

                                                      
259 半澤誠司，〈東京におけるアニメーション産業集積の構造と変容〉，《経済地理学年報》，第

47 卷，第 4 期，2001 年 12 月 31 日，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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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皆設立於東京都內，在數位化尚未普及的階段，特別是在企畫階段上往往需

要與電視台方面進行密集聯繫與溝通，也促使了動畫產業必須集中在東京都內。

這點即使是現今立足於東京都以外的動畫公司如京都動畫和 P.A.Works等也必須

在東京地區開設辦公室以便溝通。 

 三、1990 年代開始的數位化進程 

但是本文所提及的案例，京都動畫與 P.A.Works 分別將製作部門設置於遠離

東京都的京都府和富山縣；之所以能不受到因距離而產生的成本壓力影響，這與

日本動畫產業在 1998 年以東映動畫為首的數位化發展有關。事實上早在 1970 年

代初期，東映動畫便已經有發展數位化製作的意圖，但是當時整體的開發成本過

高，數位化的進展並不順遂260。直到 1990 年代，電腦技術的普及才使得數位化

的成本大幅度下降。數位化製作的最大影響便是節省了龐大的實體成本。過去使

用賽璐璐片製作動畫，每一集達數千張的畫片對於保存和運輸上來說都有相當的

難度，而改採電腦製作數位版本的原畫後，不僅製作上的容錯率提高，在將相關

半成品外包給下游公司時也省去了實體運輸的時間成本，僅需透過網路傳輸數位

資料即可。此外數位化之前進入最後的攝影階段時還需送到專門的成像所，往往

需要一天以上的時間才能確認最終成品，但是數位化後當天便可以檢查261。製作

成本和時間大幅度下降的結果，也讓動畫製作公司有餘力提高製作的品質，能更

加精細的描繪背景乃至於在企劃構思階段更審慎地架構動畫的故事內容與世界

觀。 

數位化製作的發展讓動畫公司不再有非得將製作部門設立於東京都內的壓

力，而且隨著日本動畫的觀眾年齡層提高，對於作品的表現品質也有更高的要求，

這也讓原本以重視削減成本為最高考量的動畫製作公司，有了重新檢討內製化的

誘因。以京都動畫為例，不仰賴外包分工而是將演出、作畫、美術、攝影和數位

特效等等動畫製作的各個階段都由內部人員自行完成，在動畫的製作品質上得到

極大的成長，每年所推出的電視動畫作品在市場上都獲得良好的評價，而

P.A.Works 近年來也積極的發展內製化，透過內製化提高整體的製作品質，從而

強化作品在商業動畫市場上的競爭力。而且如增淵敏之所提及，數位化的發展讓

動畫製作不再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如近年來倍受矚目的動畫導演新海誠，其作

品儘管製作人數極少，甚至全由個人單獨製作，但依然能以極端細膩的背景描繪

而聞名。也有許多原來在東京工作的動畫人才，回到自己的家鄉發，將動畫作品

與地方特色相結合。如今的日本動畫產業從最初東京寡佔的狀態開始走向分散地

方的發展，這都與數位化帶來的製作成本與門檻的降低有關。 

伍、日本動畫產業對聖地巡禮的影響 

綜合前兩章的討論，在此筆者將嘗試論述日本動畫產業的結構對於下列 3 項

                                                      
260 同註 17，頁 131-134。 
261 同註 17，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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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聖地巡禮之特徵有何關連？又是如何影響？ 

（1） 「聖地」的地理位置分布 

（2） 引發聖地巡禮的動畫類型 

（3） 巡禮者的組成 

其中有關（1）和（2）兩者，筆者以為這其實有高度關連，在此將一併論述之。

從第二章的介紹可以了解到，日本動畫產業的收益來源上，有極大比重來自於電

視動畫的播放，而現今日本的主要電視放送組織，皆以東京都為主要立足點。而

在動畫的製作改以數位化流程與網際網路普及的 1990 年代之前，任何動畫公司

的開設都必須考量到實體運送的時間成本，以及與握有版權的電視台之間的協調

方面來看，地理條件來說與電視台聯絡窗口越遠則成本越高，此外電視動畫製作

具有高度的分工性，甚少有公司能夠從企劃到最終成品流程都能單獨製作，極便

條件上允許，在降低製作成本和電視動畫的高時間壓力的考量下，專業分工的走

向成為必然。而日本動畫產業不同於如美國通常採取明文契約形式，對於相關合

作的公司，往往採取不成文的口頭協定與透過私人網路之間獲得幫助，而這樣重

視人際關係網絡的分工模式，也強化了各個動畫公司高度集中於東京的取向。在

此背景下，每週播放 1 回的電視動畫，對於製作上的時間壓力實則非常急迫，按

岡本健針對相關產業人士的訪談，為了便於製作，比起憑空想像的背景，按照實

物照片來描繪事實上更為容易，而多數的動畫公司都立足於東京都的背景下，也

形成了動畫聖地巡禮的景點有大量來自於東京都地區。 

而回顧京都動畫和 P.A.Works 兩家公司，可以發現其推出的動畫作品描繪的

背景都與其製作部門所在的地區週邊有關，如京都府、滋賀縣與金澤縣等地。對

於京都動畫而言，《幸運星》的成功顯然對於其往後的製作有高度影響，在此之

前的《涼宮春日的憂鬱》雖然已經有些許成效，但僅止於動畫迷前往拍照觀光的

程度，缺乏廣告和實質的經濟效益。而對面臨人口結構失衡問題的地方自治體而

言，積極的與動畫公司合作不僅能帶來觀光收益，也透過地方動畫產業的發展帶

來財政上的挹注。而且從另一點來看，這或許也與大眾傳媒對於題材選擇上的關

注有關，從大河劇的資料來看，原來便是重要觀光景點的地區，所能提升的觀光

效益便顯得有限。而對於媒體而言，要能吸引讀者的目光，比起報導原來就已經

為人所熟知的都會地區，介紹一個原來沒沒無聞的地方突然出現大量的觀光人口

更有新聞價值。這些因素綜合來看，京都動畫選擇了許多過去並非非常有名的地

區作為描繪地點有其商業上的合理性。而 P.A.Works 在許多公開言論上則是從不

掩蓋其對於與地方產業和社區進行合作的興趣，其創辦者本身就是富山縣出身，

對於位家鄉盡一份心力的意識相當強烈，《幸運星》所展現的社區營造效應，在

《花開物語》之中也能發現類似特徵。 

 而另外一點則是帶有高度日本特色的「御宅族」文化問題。巡禮者的組成上

可以發現，以年輕男性居多的特色是相當顯注。而也非常容易讓人聯想到御宅族

的關連性，但是如同由谷所言，中間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問題262。曾自稱為「御宅

                                                      
262 同註 6，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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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之王」的岡田斗司夫曾以日本動畫作品的脈絡將日本的御宅族分為三個時期而

廣為人知，此外著名的評論者東浩紀也曾提出有關御宅族與後現代的關連性，甚

至野村研究所也針對御宅族的消費特性進行了相關討論。但綜合來看，都可以發

現有關日本的「御宅族」到底為何這一個問題有許多曖昧模糊的部分，或是從消

費習慣定義、或是從自我認同定義，但都無法完整的清楚含括整體，比如野村將

漫畫、動畫和遊戲三者的御宅族分開論述之，但東浩紀和岡田斗司夫又顯然認為

這三者的差異性相當微小，彼此之間的重疊性極高。不過本文對此曖昧性礙於篇

幅則不多加論述。但是回顧相關研究可以發現，基本上動畫產業的發展與御宅族

文化的發展有高度關連，或是更精確而言是電視動畫的發展。電視作為日本最廣

泛的傳播媒體，被岡田斗司視為三個重要分水嶺的作品，皆是在電視上播映的動

畫。電視作為有高度影響力的媒體，許多漫畫作品一但有相當的讀者數量後，為

了更進一步擴展收益，皆會改編成電視動畫。而值得關注的是，動畫迷乃至於御

宅族而言，二次創作的概念極為重要，從相關的案例中都可以發現，動畫迷對於

參與當地的改造相當熱衷，許多聖地巡禮的發展最初皆是因為動畫迷在當地或是

大量繪製有角色圖案的痛繪馬，或是在當地的可供觀光客留言的地區留下獨特的

符號印記，進而讓這些景色成為另一種的觀光素材，按研究者剛本健所言，其將

之稱為「n 次創作觀光」，原來作為消費者的觀光客同時也是創作觀光價值的提

供者。 

在此尚需提到日本動畫產業在題材來源上的跨媒體傳統，自手塚治蟲以來，

從漫畫來提取靈感是日本電視動畫的悠久傳統；首先在企劃階段便能節省構思成

本，而且漫畫原作多半已經有相當的讀者基礎，也能降低動畫製作的收益風險。

而日本動漫畫產業正如陳仲偉所言，以美國漫畫做比較基準的話，更加強調與讀

者日常生活的高度連結，舉凡青年漫畫的島耕作系列、或是武內直子的《美少女

戰士》等等，都可以發現日常生活在作品中佔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這也構築了

在 1990 年代日本動畫產業的製作技術逐漸成熟後，進而使用現實生活的風景的

契機。 

最終近年來聖地巡禮的發展中，數位化製作的因素舉足輕重。以本文的兩家

動畫公司來說，京都動畫近年來積極的開發相關週邊權利商品，也嘗試推出自己

的輕小說作品，這都是在試著擺脫受到電視台控制的嘗試。但整體來看還是必須

仰賴位於東京的各大電視播放局的委託才能維持營運，而要能在東京以外的地區

立足，實體成本的削減就成了必要關鍵，而在數位化的影響下，即便將動畫公司

設立在富山縣，也不影響和東京地區的下游公司進行合作。而且在進行動畫背景

的取材上，因為較容易進用地方出身的動畫製作人才，也相對有更高意願與地方

產業和政府合作，對於地方自治體而言，位於自身轄區內的動畫公司能帶來稅收

和工作機會，相對也更願意提供合作。 

總結而論，日本動畫產業在戰後漫長的發展中對於聖地巡禮現象的影響依歷

史脈絡來看，首先是戰後因手塚治蟲的成功，電視動畫成為日本動畫產業最主要

的獲利來源，而電視動畫在製作上要求快速和降低成本，並且因為製作費用多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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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電視台和漫畫的出版社，因此形成了複雜的外包分工制度，因應分工體系上

的時間壓力，也讓動畫製作公司高度集中於東京都內。隨著日本的動畫與漫畫產

業逐漸發展成長，出現許多更加複雜和貼近日常生活的作品題材，再因製作時間

上的壓力，許多動畫公司開始以現實生活的風景為動畫背景的描繪依據。以此為

背景，1990 年代開始有初步的聖地巡禮，但是直到 2000 年代中期以京都動畫為

核心，許多聖地巡禮受到日本動漫畫產業所培養出來的獨特迷文化，也就是「御

宅族」們的影響，這些動畫迷所擁有的二次創作行為與日本社區營造相結合，形

成了如鷲宮神社與湯湧溫泉這般改變當地文化樣貌的特殊案例。可以說，近年來

作為日本御宅族次文化重要文本的深夜動畫，相關的製作公司在成本考量下一方

面大量的使用了東京的風景，但是以京都動畫的成功案例為藍本，許多動畫公司

也更積極的與地方政府、工商會乃至於神社等組織合作，促成了聖地巡禮現象的

特殊模式與蓬勃發展。 

陸、結語 

近年來有關動畫聖地巡禮的研究都相當重視透過動畫與社區營相結合所產

生的效應。首先是相對的低成本，不同於過往如電影或電視連續劇所帶來的影視

觀光效應需要投資高額的成本來維護相關設備與規劃宣傳活動，從動畫聖地巡禮

的成功案例來看都僅需相對低額的成本，甚至是利用現地已有的設備。更甚者，

過去被視為毫無觀光價值的如廢棄校舍等，都能透過動畫作品的描寫產生過往未

有的觀光價值。而且不如於電視連續劇帶來的觀光效應往往僅能在播放期間維持，

鷲宮神社和湯湧溫泉的案例都顯示了可能人數不如電視連續劇般的龐大，但是卻

能在低成本的前提下維持數年之久，並且真正深入社區之中，進而改變地區的自

我認同與文化塑造。 

而能夠產生這樣特殊的社區營造效應，與日本動畫產業因數位化而帶來的向

地區擴散有極大關連。從本文所論及的聖地巡禮分布地點即可發現，動畫的背景

描繪與動畫公司的設置地點之間有相當大的關連，如今日本商業動畫的市場競爭

非常激烈，相對於設立在東京都地區的動畫公司，如本文案例的京都動畫和

P.A.Works，對動畫公司而言最重要的製作人才其流動率較低，也能建立更穩定的

企業內部教育體系。同時數位化的發展帶來的成本降低，也重新為動畫內製化帶

來可能性，內製化強調組織內部綿密的溝通帶來製作品質的提升，也讓動畫作品

的市場評價提高，進而影響其作品所能帶來的觀光效應。 

聖地巡禮現象的發展對於動畫公司和地方自治體而言皆能得利，動畫公司首

先能透過實景的描繪降低製作時的構思成本與時間壓力，而與過往不被視為有較

高觀光價值的地區展開合作，也能吸引大眾媒體的關注，連帶的讓動畫作品的曝

光度提高，形成綜效進一步提升動畫作品的週邊商品銷售。對地方自治體而言則

是能透過動畫來創作過往所未有的觀光價值，而且這樣的觀光效應所需要的成本

遠比吸引電視台在該地區拍攝較低，往往是利用現地已有的風景為基礎即可，而

且成功的聖地巡禮能夠維持數年之久，較不需擔心投注了大量成本後，隔年卻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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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再有觀光客湧入的窘境之中。 

總結而論可以說日本動畫產業在戰後的發展以來便強調成本上的削減與製

作時的時間壓力，因而產生集中於東京的分工體制，但是這樣的分工系統在 2000

年代以來因為數位化製作的發展而產生變化，許多獨立於各大電視放送網的動畫

製作公司開始在東京以外的地區立足，並且與企業所在的地方組織相連結，發展

出與地區特色相結合的動畫聖地巡禮效應。 

 參考文獻 

 陳仲偉，2009。《日本動漫畫的全球化與迷的文化》，台北：唐山出版社。 

 岡本亮輔，2015。《聖地巡礼》，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遠藤英樹、寺岡伸悟、掘野正人等編，2014。《観光メディア論》，京都：株

式会社ナカニシヤ出版。 

 コンテンツツーリズム学会，2014。《コンテンツツーリズム入門》，東京：

古今書院。 

 岡本健，2014。《n 次創作観光》，北海道：NPO 法人北海道冒險藝術出版。 

 岡本健，2014。《マンガ・アニメで人気の「聖地」をめぐる－神社巡礼》，

東京：株式会社エクスナレッジ。 

 由谷裕哉、佐藤喜久一郎，2014。《サブカルチャー聖地巡礼－アニメ聖地

と戦国史蹟－》，東京：岩田書院。 

 山口康男，2004。《日本のアニメ全史：世界を制した日本アニメの奇跡》，

東京：テン・ブックス。 

 津堅信之，2014。《日本のアニメは何がすごいのか》，東京：祥傳社。 

山村高淑，2008。〈アニメ聖地の成立とその展開に関する研究--アニメ作品

「らき☆すた」による埼玉県鷲宮町の旅客誘致に関する一考察〉，《国際広報メ

ディア・観光学ジャーナル》，第 7 卷，頁 145-164。 

 山村高淑，2009。〈観光革命と 21 世紀 : アニメ聖地巡礼型まちづくりに

見るツーリズムの現代的意義と可能性〉，《CATS 叢書 : 観光学高等研究センタ

ー叢書 = CATS Library》，第 1 卷，頁 3-28。 

 半澤誠司，2001。〈東京におけるアニメーション産業集積の構造と変容〉，

《経済地理学年報》，第 47 卷，第 4 期，頁 56-70。 

 筒井隆志，2013。〈コンテンツツーリズムの新たな方向性～地域活性化の

手法として～〉，《経済のプリズム》，第 110 卷，頁 10-24。 

 2014/9/10。〈～都道府県別～ アニメ聖地数ランキング〉，《聖地巡礼マッ

プ》，＜https://seichimap.jp/contents/2014/07/spot-ranking.html＞。 

  



130 

 

全球氣候變遷的農業課題與日本環境保護之 

國際參與實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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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淳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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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化與政治議題多元發展下，氣候變遷和地球暖化對國際社會帶來各

種層面的影響逐漸被廣泛討論，此類新興議題在國際政治和外交中也具有不容

忽視的作用。本文探討身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面臨環境保護的迫切性

和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性，兩者衡量間如何取捨？以及日本在國際環保公約及

碳排放減量實踐時，對中國和美國的規避態度表達不滿立場，此現象可從日本

參與京都議定書的態度轉變中觀察得知。 

 

關鍵字：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共同減量機制(JCM)、京都議定

書 

 

壹、前言 

目前全球生態環境受到不同來源的威脅，又加上全球化的效應，為國際社

會的議題帶來多元性，因此國際社會的成員對維護自然環境與永續發展具有共

同責任，理應分攤維護公共財的成本。環境保護涉及複雜的技術、科學與道德

問題，263然而要兼顧國內經濟與工業發展的同時，必然會產生國家發展與環境

保護熟重熟輕的討論。從 1970 年代開始，關於臭氧層結構破壞帶來不利影響的

討論出現，國際間也開始一連串相關的討論，如 1985 年 3 月 22 日，設置以保

護臭層為宗旨的國際合作基本框架「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Vienna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Ozone Layer，簡稱維也納公約）；1987 年 9

月 16 日，在維也納公約的框架下，對於可能破壞臭氧層的特定物質，透過生

產、消費及貿易限制，在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中嚴格管制規定，以保護人民健康和環境。264身為八大

                                                      
263 Joshua S. Goldstein & Jon C. Peve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Pearson, 2012, 10th ed.) 

p.378. 

264 外務省，〈オゾン層保護（ウィーン条約／モントリオール議定書）〉，2013 年 2 月，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kankyo/jyoyaku/ozo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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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國成員的日本在 1988 年 9 月 30 日也簽署加入維也納公約和蒙特婁議定

書，從此成為全球環保的先驅之一。 

在此之前，承如前述，身為工業化大國的日本在兼顧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

時也必然要做出取捨。日本歷經二次大戰和戰後復甦期後，在 1952 年~1968 年

間的經濟發展進入「猛迅發展時期」，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有「黃金六十年代」

之稱的盛況，265並正式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這段時間，日本雖然達到戰

後以來經濟成長的顛峰，卻也遭受工業污染指控的打擊。日本媒體揭露，許多

工業污染和疾病的徵兆早在 1955 年時就曾發現，但是政府始終沒有採取任何措

施來改善。266直到 1967 年，日本國會制定「公害對策基本法」，針對七大汙染

項目設定標準，並在通產省的建議下，國會修改原厚生省提出的草案第一條，

追加說明—反公害措施必須「與經濟的健全發展不互相牴觸」。267這個時期的日

本對國際事務參與缺乏積極度，但這個情況從 1974 年開始有了轉變。 

 1974 年，國際間爆發石油危機，油價上漲，導致許多日本企業為了降低生

產成本紛紛轉向海外投資設廠，因此國際環境變化對日本的影響性逐漸提高。

Thomas U. Berger、Mike M. Mochizuki，及 Jitsuo Tsuchiyama 在 Japa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07)一書中，依據日本的國內和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將日

本的外交政策分成三個時期，其中，從 1974 年~1990 年的第二期，為日本積極

參與國際事務的時期，268恰是國際間對環保問題的研究興趣迅速增加的時候，

也使日本成為環境議題和國際合作機制的積極參與者。除了國內、外經濟情勢

的變化造成日本開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外，內政也是使日本對國際事務參與態

度轉變的因素之一。從 1982 年 11 月到 1987 年 11 月中曾根康弘擔任首相期

間，將日本從戰後實施長達三十年之久的消極、以經濟發展為優先的吉田主義

轉變為邁向政治大國的大戰略，並在全球戰略事務上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

改變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以符合日本強大的經濟實力。269 

 故本文的研究範圍從 1970 年代至今，觀察日本參與國際事務態度變化，身

為工業大國的日本面對全球暖化帶來的種種不利影響，日本政府如何在國家經

濟產業發展和各項環境保護公約間抉擇，探討日本對環境保護政策的態度，又

如何反應在國內政策上。研究顯示，全球暖化除了導致海氣候異常、極地融冰

加速、海平面上升…等外，也會對農業發展造成衝擊，甚至消耗農地的價值。

                                                      
265 Chalmers Johnson 著，姜雪影、李定健合譯。《推動日本奇蹟的手-通產省》(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臺北市：經濟與生活出版：黎光總經銷，1985)，頁

248。 
266 Chalmers Johnson 著，姜雪影、李定健合譯。《推動日本奇蹟的手-通產省》(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頁 344。 
267 Chalmers Johnson 著，姜雪影、李定健合譯。《推動日本奇蹟的手-通產省》(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頁 345。 
268 Thomas U. Berger, Mike M. Mochizuki, Jitsuo Tsuchiyama, Japa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Lynne Rienner, 2007) pp.115-132. 
269 金榮勇，〈日本「橋本主義」下的東亞情勢與互動〉，《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9 期，1997

年 9 月，頁 4。 

http://dec.lib.nsysu.edu.tw/search~S1*cht?/q+%3A+%7bu7D93%7d%7bu6FDF%7d%7bu8207%7d%7bu751F%7d%7bu6D3B%7d%7bu51FA%7d%7bu7248%7d+%3A+%7bu9ECE%7d%7bu5149%7d%7bu7E3D%7d%7bu7D93%7d%7bu92B7%7d/q%7b21513c%7d%7b214926%7d%7b215432%7d%7b214b79%7d%7b214744%7d%7b21334b%7d%7b214a48%7d+%7b216264%7d%7b213272%7d%7b21516d%7d%7b21513c%7d%7b215d66%7d/-3,-1,0,B/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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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而日本的農業發展已臻成熟，技術先進，向來是日本經濟產業發展的重點，

但近年除了全球暖化影響農作生產量，也因為 TPP 的關稅制度設計，可能對日

本農業造成極大威脅，271引發農業發展問題的討論。因此，在這個日本農業發

展條件艱鉅的時期，日本政府究竟會選擇符合國際期待的環保政策，或是照顧

國內民生經濟的發展政策，以何種態度面對環境保護的國際合作機制，將是本

文探討的重點。 

 

貳、氣候變遷 

一、氣候變化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07 年的統計數據，在 1906

至 2005 年間，全球平均接近地面的大氣層溫度上升攝氏 0.74 度；272而 2014 年

的統計數據全球綜合陸地和海洋的平均溫度在 1880 年至 2012 年之間升高攝氏

0.85 度。273北極的溫度在過去一百年以相較於世界平均兩倍快的速度增高，

1978 年以來衛星數據顯示北極海冰的面積平均每年縮減 2.7%。2741901 年至

2010 年海平面平均上升的速率是 1.7 毫米，此期間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 0.19

米。科學家估計，三分之一的海平面上升是因為溫室效應，另外有三分之一是

因為冰川融化而導致。275。 

 

圖一：全球平均地表溫度變化圖 

                                                      
270 Robert Mendelsohn, William D. Nordhaus, Daigee Shaw, “The impact of global warming on 

agriculture: a Ricardian Analy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 4, Sep., 1994, p763. 
271 根據農林水產的評估，加入 TPP 將使日本農業淨生產值減少 4.1 兆日圓。(李秉璋，〈國益？

國損？TPP 引爆日本農業存亡爭議〉，《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34 卷第 3 期，100 年 3 月，頁

97。) 
272 IPCC,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2007, pp.5. 
273 IPCC, Climate Change 2014 Synthesis Report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2014, pp.2. 
274 IPCC,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2007, pp.7. 
275 “NASA: Rising Sea Levels More Dangerous Than Thought,” Jewish Business News, August 27, 

2015, <http://jewishbusinessnews.com/2015/08/27/nasa-rising-sea-levels-more-dangerous-than-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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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全球海平面上升圖 

 

資料來源：IPCC, Climate Change 2014 Synthesis Report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2014. 

 

這些氣候和溫度的轉變直接影響到農作物的生長和農業的發展。持續的高

溫對於小麥、水稻和玉米等在熱帶和溫帶的農作物將有無法適應氣溫而減少產

量的狀況產生。再加上全球糧食需求的增加，可再生地表水和地下水資源的減

少，大幅增加飢荒等糧食危機發生的機率。276 

 

二、全球受影響的狀況 

全球暖化帶來的影響是全面性的，因為風速增強和雨量增多，導致颶風形

成的機率增加 2-11%，雨量也增加 3-31%；277熱浪也在今年(2015)兩周內奪走

                                                      
276 IPCC, Climate Change 2014: Synthesis Report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2014, pp.13. 
277 Amanda Staudt, Global Warming and Hurricanes, 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  

<https://www.nwf.org/Wildlife/Threats-to-Wildlife/Global-Warming/Global-Warming-is-Ca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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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 條人命；278而 1982－1983 年聖嬰(El Niño)現象帶來的災害，讓全球至少損

失 80 多億美元，並造成 2 千多人喪生。2791997-1998 年聖嬰現象則讓印尼出現

霾害、亞馬遜熱帶雨林出現大火280，而今年七月初，研究人員在美國國家海洋

和大氣管理局（NOAA）提出警告，認為聖嬰現象再次發生的機率為 85%，呼

籲各國政府不要忽視其帶來的災害和潛在的經濟影響。281 

以糧食作物來說，自 2006 年開始，全球大米的平均價格已經上漲了 217

％，小麥 136％，玉米 125％和大豆了 107％。糧食價格的漲幅太大，使得部分

海地的人民必須啃泥餅努力避免飢餓。糧食價格的提高有部分原因是因為暖化

帶來的乾旱使得農作物生長不易，各國糧食庫存減少的緣故。282 

 

圖三、聯合國糧農組織食物價格指數 1993-2013 

 
資料來源：Climate Change News 

 

圖四、1960-2000 年主要穀物成長率 

                                                      
Extreme-Weather/Hurricanes.aspx>. 
278 Adam Withnall, Pakistan heatwave death toll rises to 1250 as public urged to abstain from 

Ramadan fast, The Independent, July 2, 2015, <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sia/uk-

heatwave-pakistan-death-toll-rises-as-clerics-urge-followers-to-abstain-from-ramadan-fasting-

10360322.html>. 
279 STORMFAX, El Niño and La Niña, < http://www.el-nino.com/>. 
280 Global Change, Agriculture, < http://nca2014.globalchange.gov/highlights/report-

findings/agriculture#intro-section>. 
281 Nithin Coca, El Niño and Southeast Asia, The Diplomat, July 16, 2015, < 

http://thediplomat.com/2015/07/el-nino-and-southeast-asia/>. 
282 “Climate Change & Food Security,” Climate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2008), p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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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農業現況 

 日本可耕地面積只占全國土地面積的 12%，283這 12%的可耕地分散在日本

各地，和其他農業國家相比更顯零散，因此日本的農業經營模式採精緻農業，

其單位土地的生產量是世界第一。日本糧食自給率在 1960 年時曾高達 79%，284

但是隨著氣候變化、經濟型態改變，糧食自給率已不如以往。日本農林水産省

8 月 7 日發佈數據稱，日本 2014 年度糧食自給率（按熱量計算）已連續 5 年維

持在 39％。日本這個以米飯為主食的國家，糧食自給率卻如屢創新低，若按産

值計算，2014 年度比 2013 年度下降 1 個百分點，降至 64％，是日本有史以來

最低。285根據美國農業部(USDA)今年的統計數據指出，日本在 2011 年的小

麥、麵粉及其製品的交易量為 6354 噸，但到今年 8 月逐漸降至 5800 噸。286據

農林水產省「生產農業所得統計」的數據來看，從 1980 年至 2010 年日本的國

內農業總產出值已減少了 3 兆日圓。287 

 

圖五、日本糧食自給率變化圖 

                                                      
283 CIA, The World Factbook, <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

factbook/geos/ja.html >. 
284 賴宗裕，〈淺談日本維護糧食安全之農地新政〉，《地政學訊》，第 48 期，104 年 1 月，頁 6-

7。 
285 〈日本糧食自給率連續 5 年維持在 39％低水平〉，《日經中文網》，2015 年 8 月 7 日，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15612-20150807.html>。 
286 USDA, “World Wheat, Flour, and Products Trade,” September 11, 2015, 

<http://apps.fas.usda.gov/psdonline/psdReport.aspx?hidReportRetrievalName=World+Wheat%2c+Flo

ur%2c+and+Products+Trade&hidReportRetrievalID=386&hidReportRetrievalTemplateID=7>. 
287 張國益，〈安倍政權下的農業政策：日本農業今後的展望〉，2014，< 

http://www.rest.org.tw/upload/2014090310332088.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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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賴宗裕，〈淺談日本維護糧食安全之農地新政〉，104 年 1 月。 

 

圖六、1980-2010 日本生產農業所得統計圖 

 
 

不過，縱使有諸多的數據顯示日本農業產量和產值下降，但本研究卻沒有

發現足夠的證據去證明和氣候變遷有絕對的關係。反而，因日本人口高齡化、

勞動力不足等原因放棄可耕作農地的相關性較高。288統計至 2010 年，日本棄耕

的農地竟已達到 39 萬公頃，為東京都面積的兩倍。289不過，日本的農業發展並

沒有因此停滯，雖然 65 歲以上的農業從業者有半數以上年逾 75 歲，但是受僱

於個人農場和農業法人的員工逐年遞增，並有年輕化的趨勢。290 

 

圖七、平成 26 年新規就農者調査 

                                                      
288 賴宗裕，〈淺談日本維護糧食安全之農地新政〉，《地政學訊》，第 48 期，104 年 1 月，頁 6。 
289 道本裕，〈從國際競爭力角度探索日本農業的再生〉，《nippon.com 日本網》，2012 年 10 月 22

日，< http://www.nippon.com/hk/in-depth/a00902/>。 
290 農林水產省，〈平成 26 年新規就農者調査〉，2015 年 9 月 4 日， 

<http://www.maff.go.jp/j/tokei/kouhyou/sinki/pdf/sinki_syunou_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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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平成 26 年新規就農者調査〉，2015 年 9 月。 

 

參、日本的國際環境保護事務參與情況 

一、日本官方機構有關全球暖化與環境保護議題的民意調查 

2005 年 2 月，外務省調查國內民眾對國際議題的認知度調查，作為日後施

政之參考。其中，對參與全球議題的方式，日本可以何種方法做出貢獻的回

答，51.2%受訪者認為日本可以透過提供實際參與活動的人力資源，40.6%的受

訪者認為可以對國際議題提供相關專業知識，對國際社會作出貢獻(圖八)。 

 

圖八、日本對國際社會的全球問題應做的貢獻 

 

資料來源：外務省，2005 年 2 月。〈地球規模問題に関する意識調査〉， 

<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kankyo/i_chosa.html>。 

在促進國內環境保護方面，農林水產省自 1992 年宣布「新食品、農業和農

村政策方向」，並在 1994 年建立環境保護型農業振興司，推廣環境保護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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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少用化學肥料、農藥栽培作物，以減少環境負荷的環保型農業，291並推廣

各種相關的環境保護政策。 

今年二月，農林水產省針對農業、林業和漁業從業者做了一項民意調查，

欲了解農、林、漁業者對於有關全球暖化的對策了解程度和認知。調查中，多

數認為全球暖化的影響已經出現(圖九)。另一個民調問題結果顯示，52.2%的調

查民眾認為，應持續重視減全球暖化問題或溫室氣體減量的對策(圖十)。此二

民調問題顯示，全球暖化議題在日本農林漁業從事者間，對氣候變遷問題帶來

的影響已經具有一定認知，並且瞭解採取因應措施的需求性。 

圖九、全球氣候暖化影響是否已顯著出現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大臣官房統計部，2015 年 2 月 6 日。〈地球温暖化の農林水産分野への

影響及び地球温暖化適応策に関する意識・意向調査〉，《農林水產統計》，頁 1。 

 

圖十、農林漁業部門對因運全球暖化產生的運用對策印象調查 

                                                      
291農林水産省，〈環境保全型農業推進農家の経営分析調査の概要〉，

<http://www.maff.go.jp/j/tokei/kouhyou/kankyo_hozen/gaiyou/index.htm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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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大臣官房統計部，2015 年 2 月 6 日。〈地球温暖化の農林水産分野への

影響及び地球温暖化適応策に関する意識・意向調査〉，《農林水產統計》，頁 5。 

 

綜合上述各項調查結果判斷，日本國內不反對參與國際環保議題或在合理

能力範圍內提供協助，日本國內對全球暖化議題有一定認知，並具備一定環保

觀念，所以推測普遍來說，日本人並不排斥遵守國際公約、降低溫室氣體排

放…等與環保議題、地球永續發展有關之事務。 

二、日本環境保護政策與實踐 

(一)國內環保政策推動 

 目前日本在農業方面推廣的環境保護執行包括：推廣環境保護型農業、開

發適應氣候變遷的水稻科作物品種、開發適應氣候變遷的蔬果品種、開發農業

領域的暖化緩和技術…等等，日本的農業領域暖化緩和技術目前有構築農地(水

田、旱地、果樹園、茶園)、草地、家畜排泄物處理設施的溫室氣體精密測定與

農地與草地的炭、氮合併循環模式。此外分析全國規模的農地土壤及草地土壤

的溫室氣體排出量，提升吸收氣機能技術、處理家畜排泄物的溫室氣體排出量

減少技術、家畜飼養管理的排出量減少技術、自然能源利用技術。292 

 在產業溫室氣體減量工作的推行上，日本政府努力推動國內排放權交易制

度，規劃國內的「自願性排放交易計畫」(Japan’s Voluntary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JVETS)。此計畫目的在於提供日本國內企業累積排放交易經驗，並增

進企業了解排放流程、試驗在日本建立跨部門排放交易體系的可行性，並用以

建構國內排放權交易的基礎設施。293另外還提倡自願減量、課徵碳稅、鼓勵參

與清潔發展機制…等對策。 

                                                      
29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日本研發趨勢-農業環境與防災〉，《農業科技決策支援資訊平台》，

2015 年 1 月 6 日，頁 3，< http://agritech-foresight.atri.org.tw/archive/file/2015-09-.pdf>。 
293洪嘉苹，〈日本自願性碳排放交易的做法〉，《碳經濟月刊》，2006 年，第 2 期，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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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 1990 年制定的「地球暖化防止行動計畫」，由於缺

乏規則，導致責任規範不明，並且沒有在群眾間達到真正落實，故檢討計畫缺

失後，由環境廳(現為環境省)擬定「地球暖化對策推進法」，並於 1998 年 10 月

9 日正式生效，法案規範內容包含最佳模式運轉計畫、能源使用合理化法、改

善基礎建設、改進交通調空與發展新節能科技，以達到減量目標。而此法也是

全球第一個以專法對應溫室氣體減量行動的國家立法。294 

 日本在每年 9 月會推行「臭氧層保護措施推廣月」。此期間環境省會密集舉

行保護臭氧層推廣活動和媒體宣傳，在氟氯碳化物排放防止法的基礎上，鼓勵

落實家電和車輛回收等收集、處置各類會產生氟氯碳化物的廢棄產品。295 

 

(二)對國際環境保護的執行與貢獻 

 1987 年建立蒙特婁議定書後，1990 年 6 月，各締約國於倫敦舉辦第二回締

約國會議，為了實現議定書中訂定的監管措施和協助開發中國家達成目標，成

立「落實蒙特婁議定書多邊基金」(又稱臭氧層保護基金)，並於 1991 年開始實

施。此基金繳納方式以三年為一期，第一期日本的貢獻金額約 3300 萬美元，最

近一期(2012 年~2014 年)，日本的基金貢獻提高至 6394 萬美元左右。臭氧層保

護基金成立十多年來，日本投入基金在 2003 年~2005 年間高達 1 億 400 萬美

元，為日本歷來提供金額最高的一次，歷年累計則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捐贈

國。296 

 在執行方面，日本積極推動「多途徑減量架構」(Framework for Various 

Approach, FVA)與「共同減量機制」(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 JCM )。JCM 計

畫是日本政府為了促進其領先低碳技術普及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可在發展中國

家執行，而實施的 JCM 融資計畫，297提供日本的先進技術、產品、服務系統和

基礎設施，實現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的最終目標。JCM 計畫型態相當多元，包括節能計畫、碳匯

及低碳城市等計畫。目前日本已與 15 個國家簽署 JCM 協議，並有約 19 項執行

計畫，成為全球推動新市場機制(New Market Mechanism, NMM)成效最佳的國

家。298 

 

                                                      
294陳佩祺，《全球暖化與我國溫室氣體減量法制化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19991 年)，頁 68。 
295 環境省，〈地球環境・国際環境協力- オゾン層の状況や取組の概要〉，

<http://www.env.go.jp/earth/ozone/month/index.html>。 

296外務省，〈オゾン層保護（ウィーン条約／モントリオール議定書）〉，2013 年 2 月，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kankyo/jyoyaku/ozone.html>。 
297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Japan, “JCM Financing Programs”, New Mechanisms Information 

Platform, < http://www.mmechanisms.org/e/support/programme.html>. 

298經濟部能源局，2015 年 3 月。〈聯合國 2014 祕魯利馬氣候大會(COP20)觀察〉，《能源報導》，

頁 41。 

http://www.env.go.jp/earth/index.html
http://www.env.go.jp/earth/ozone/ozo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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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京都議定書 

 1992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設立後，也代表著國際社會

全體成員對地球暖化問題須採取行動已達成共識。在此框架下，從 1995 年開

始，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締約國會議(COP)開始舉行，在 1997 年於京都舉

行的第三回的締約國會議(COP3)時，日本及美國、歐盟等先進國家約定 2008

年~2012 年的五年間，分別要減少 1990 年碳排放量的 6%、7%和 8%，並將此

一系列相關規則訂為「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減

量計畫的一大進步。299 

 日本的溫室效應氣體減量作法以自願性減量方式為主，不作強硬性的規

定，鼓勵產業界、政府各部會以及人民共同推進節能措施與提高能源使用效

率，對於產業界節能對策採取兩種手段：一是要求排放者自我約束與調整，為

自願性減排對策：二是提供誘因鼓勵產業界改善能源使用效率及開發節能新技

術，各種作法包括以補助、租稅減免、融資或公部門帶頭示範等。依據日本環

境省的統計資料顯示，2009 年日本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比基準年(1990 年)碳排放

量減少 4.1%、相較 2008 年碳排放量減少了 5.6%，未達到京都議定書規定減少

6%之目標。300但日本承諾會努力在 2012 年的期限內達成目標。 

 然而，日本並未簽訂 2012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締約國會議(COP18)

所決議的「第二期減排承諾」。2010 年，日本於聯合國氣候高峰會—坎昆會議

中宣布不再續簽《京都議定書》的減排承諾，隨即受到國際社會的輿論批評。

因為這可能意味國際唯一對減排具約束力的氣候條約即將走向消亡的困境。301

日本則表示，應該重新建立一個具國際法約束力、且包括美國和中國等經濟大

國也必須參與的新框架，日本會繼續努力推動一個可以涵蓋 80%碳排放量國家

的框架，現行的京都議定書既不公平、也不有效，日本不能做這樣無法解決嚴

重問題的短期交易，這也無助於提升日本的國家利益或解決全球暖化的問題。
302 

 

肆、結論 

 觀察日本近年來國際環境保護事務參與情況發現，若以國際會議參與狀況

                                                      
299環境省，〈気候変動枠組条約・京都議定書〉，

<http://www.env.go.jp/earth/ondanka/cop.html>。 

300環境省，〈2009 年度（平成 21 年度）の温室効果ガス排出量（確定値）について（お知ら

せ）〉，2011 年 4 月 26 日，<http://www.env.go.jp/press/13722.html>。 
301Andrew Light, “Has Japan Killed the Kyoto Protocol-Even If It Has There’s Still Hope for a Climate 

Agreement”, Center of American Progress, December 8, 2010,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green/news/2010/12/08/8733/has-japan-killed-the-kyoto-

protocol/>. 
302外務省，〈Japan's position regarding the Kyoto Protocol〉，2010 年 9 月，

<http://www.mofa.go.jp/policy/environment/warm/cop/kp_pos_10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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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約簽署做為判斷標準，日本近期的態度變化可從不續簽《京都議定書》之

第二期減排計畫的決策中觀察。日本立場從推動國際環境保護的創始締約國變

成實質上已退出的非締約國。日本不續簽《京都議定書》的決定雖然受到國際

輿論批評，但日本外務省提出的聲明立場，實際上卻使長久以來已開發國家和

開發中國家間的矛盾問題浮上檯面。美國作為《京都議定書》的參與國之一，

曾經簽署此條約，但因為沒有獲得美國國會批准而無效，歐巴馬總統上任初

期，國際間對美國簽定義定書寄予厚望，但直至目前美國仍未加入《京都議定

書》。而中國雖然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議定書中的減排目標卻以開發中國

家的標準為規範。佔全球碳排放量 40%覆蓋率的中國和美國卻不在《京都議定

書》中扮演積極參與的角色，使日本對此國際條約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提出合理

懷疑。 

 日本在拒絕參與延長議定書的效期後，開始以其他方式如 JCM 計劃進行低

碳技術研發和推廣、持續參與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締約國會議…等進行

日本的環境保護實踐。目前，日本的目標是找到更有效緩和全球暖化效應的方

法，和建立一個包含美國、中國、印度等主要經濟國家的新框架，303實現技

術、人才活用和各先進國家皆納入的機制。 

 因此本文認為，雖然日本在京都議定書的締約狀況發生改變，又 2009 年的

碳排減量目標並未如期達成，但就目前蒐集到的文獻資料和研究發現，在國家

經濟產業發展和國際環保公約間的抉擇，目前僅能推測日本的選擇方向出現轉

折，但尚且無法斷定環境保護政策不如以往受日本政府重視，更不可推斷日本

是因為選擇國家經濟產業發展的原故，所以拒絕京都議定書的續約討論的簽

署。另外，自 311 日本關東大地震後關閉核電廠後，今年 8 月決定於九州鹿兒

島再度重啟核電，以彌補核電廠關閉以來的國內能源缺口，結束長達兩年的零

核電時期。本文的目前研究結果還無法提出直接證據，證明這是否表示日本在

國內產業經濟和環境保護選擇上，決定傾向有利經濟發展的方向，但可能可以

作為判斷的標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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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促進社會參與之日本社會福祉法制─以「日常
生活自立支援事業」為例 

 

A Study on Japanese Social Welfare System 
Promot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 Project for Self–reliance in Daily Life as an 
Example 

 撰稿人：王鼎棫 

摘要 

 

    隨著台灣步入高齡社會，家庭與社會照顧老人之負擔漸重，不免產生虐待或

遺棄等情事，除「老人保護」外，如何促其進行「社會參與」，即愈發重要。而

回顧我國相關文獻，在此狀況下，多係著重如何進行虐待防治、安置，而安置後

如何令其再度安心回歸自立生活，相對較少討論，遑論法制應然面之建構。如是，

本文將以「人口狀態、文化及法制構造」與我國相近之日本，為比較對象，希冀

透過相關文獻整理及歷史觀察，對該國全體社會福祉法制及個別領域進行檢視與

整理，供我國類似狀況於制度建立上之參照。申言之，將以日常生活自立支援事

業（下稱自立事業）為例說明；其係指為協助行為能力不足之失智老人、智能障

礙者、精神障礙者，能於自身所地域中，充分自立生活，而由「都道府縣」之社

會福祉協議會等，提供相關服務之事業總稱。綜上，為充分瞭解自立事業之法制

定位及發展脈絡，本文將先於「貳」部分鳥瞰日本社會福祉制度之概念、理念發

展、提供模型、規範體系等事項。承前，本文將續於「參」部分介紹自立事業之

具體運作，如實施主體、利用人、服務內容、契約方式、利用費、申訴機制、實

施現況及未來展望等，並輔以探討該制度於實務上所面臨之各式難題；藉此，闡

明老人並非「單純受保護」之行為客體，而係能夠「自我決定」之法律主體，是

自立事業之運作，自不得將老人置於被豢養之境地，而應積極從旁協助本人意思

於社會中開展。最後，在「肆」部分統整前開論述，嘗試於我國國情之上，借鏡

前述日本經驗，簡要提出反思，期許為臺灣長者參與社會之需求盡份棉薄之力。 

 

 

關鍵字：社會參與、社會福祉、社會福祉基礎構造改革、日常生活自立支援事

業。 

Keywords: social participation, social welfare, basic structural reform of social welfare 

system and social welfare, project for self–reliance in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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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按所謂高齡化社會之判斷，係依 65歲以上人口數相對總人口數之比例計算。

簡言之，若 65 歲以上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百分之 7 以上而未滿百分之 14 時，即屬

高齡化社會；且若 65 歲以上人口數比例超過百分之 14，而未至百分之 21，則稱

之「高齡社會」；甚者，若比例超過百分之 21 以上，即為「超高齡社會」304。觀

諸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之統計305，我國於 1993 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即超

過百分之 7，成為高齡化社會；推計將於 2018 年成為高齡社會，並於 2025 年超

過百分之 20，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 

    隨著台灣步入高齡社會，家庭與社會照顧老人之負擔漸重，不免產生虐待或

遺棄等情事；近期數據以觀，自 2006 年至 2008 年，老人虐待之個案數成長率甚

達 44%，個案實有逐年增加之趨勢306。是除「老人保護」外，如何促其進行「社

會參與」，即愈發重要。查學界就307老人虐待之定義如下：一、身體虐待：包括

各種身體攻擊或造成身體疼痛、受傷之行為，導致身體功能損傷或失能。二、心

理虐待：係指故意透過口頭攻擊、威脅、恐嚇、侮辱及孤立等行動。三、經濟虐

待：指剝奪老人處理財物之權利，或對老人財產作成不適當處置。四、 疏忽：

故意不滿足生活所需。相對學界，立法者就「老人虐待」之劃定，較為狹隘；觀

諸老人福利法第 41 條：「老人因直系血親卑親屬或依契約對其有扶養義務之人有

疏忽、虐待、遺棄等情事，致有『生命、身體、健康或自由』之危難，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依老人的申請或職權予以適當短期保護及安置。」其對老人

虐待之觀察僅含身體、心理虐待及疏忽，而忽略對經濟虐待之保護安置。而此經

濟虐待問題亦由來已久，由 1999 年內政部「老人虐待指標之研究」即可觀之，

當時各縣市老人面臨經濟虐待比例雖僅佔老人保護個案 2.05％，然受傳統「家醜

不可外揚」之觀念影響，可推測尚有許多受經濟虐待之老人並未列入統計，且老

                                                      
304 岩村正彥編，《高齢化社会と法》，（東京：有斐閣，2008 年），頁 1。 

305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中華民國 2012 年至 2060 年人口推計報告》，（臺北：2012 年），

頁 13，《教育部樂齡學習網》，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ezcatfiles/b001/img/img/28/108563462.pdf〉。 

306 吳玉琴，《台灣老人保護工作的挑戰與契機》，（臺北：2009 年），《老人保護資訊平台》

〈http://www.elderabuse.org.tw/ImgElderabuseOrg/20111121115814.pdf〉。 

307 孫靜芸、林怡秀、黃小萍、徐旭香、葉淑惠，〈老人虐待之概念分析〉，《高雄護理雜誌》，

第 29 卷第 3 期，2012 年 12 月，頁 75。 

http://www.elderabuse.org.tw/ImgElderabuseOrg/201111211158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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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經濟虐待缺乏實定法上一致標準，致各縣市在分類統計時各行其事308。是當代

如何建構相關支持體系，令其擺脫經濟壓迫，以維老人生活健康與心靈安頓，為

極重要之課題。次按社會參與，既包含經濟的、政治的、教育的、文化的、休閒

娛樂的、慈善的等不同層面，且透過社會參與可降低老人的寂寞感，建立自我認

同，減少社會隔離與增加生活充實感，使老人生活保持活躍，有助於晚年生活品

質之提升309。惟回顧我國相關文獻，係多著重如何進行虐待防治、安置，而安置

後如何令其再度安心回歸自立生活，相對較少討論，遑論法制應然面之建構。如

是，本文將以「人口狀態、文化及法制構造」與我國相近之日本，為觀察對象，

特別以該國之「日常生活自立支援事業（下稱自立事業）」為關注中心；申言之，

該概念係指為協助行為能力不足之失智老人、智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能於自

身所地域中，充分自立生活，而由「都道府縣」之社會福祉協議會等，提供相關

服務之事業總稱。透過自立事業職員之定期參訪，除得給案主事務上之援助外，

更得掌握其生活狀況，即時防範虐待事件之續行（生理、心理外，更含經濟虐待）；

申言之，透過自立事業與本人及家族之互動，得隨時臨機應變，與相關單位進行

聯繫而給予援助，並促其終局自立310。 

    綜上，為充分瞭解自立事業之法制定位及發展脈絡，本文將先於「貳」部分

鳥瞰日本社會福祉制度之概念、理念發展、提供模型、規範體系等事項。承前，

本文將續於「參」部分介紹自立事業之具體運作，如實施主體、利用人、服務內

容、契約方式、利用費、申訴機制、實施現況及未來展望等，並輔以探討該制度

於實務上所面臨之各式難題；藉此，闡明老人並非「單純受保護」之行為客體，

而係能夠「自我決定」之法律主體，是自立事業之運作，自不得將老人置於被豢

養之境地，而應積極從旁協助本人意思於社會中開展。最後，在「肆」部分統整

前開論述，嘗試於我國國情之上，借鏡前述日本經驗，簡要提出反思，期許為臺

灣長者參與社會之需求盡份棉薄之力。 

  

                                                      
308 洪國程，《高齡者經濟安全保障—嬰兒潮世代對財產信託態度實證研究》，（臺北：2009

年），《老人保護資訊平台》，

〈http://www.elderabuse.org.tw/ImgElderabuseOrg/20111121120044.pdf〉。  

309 謝茉莉、方文輝、吳柄緯，〈老人人際親密、社會參與及心理健康狀況之相關研究〉，《台灣

老人保健學刊》，第 9 卷第 2 期，2013 年 12 月，頁 111。 

310 阿部和光，〈社会福祉における権利擁護の課題〉，《社会保障法》，第 15 期，2000 年，頁

192。 

http://www.elderabuse.org.tw/ImgElderabuseOrg/2011112112004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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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社會福祉制度之鳥瞰 

一、總說 

（一）意義 

    談論後續課題前，須先對社會福祉係何概念，進行說明。亦即，此係指針

對身心障礙、老年、母子單親家庭等具有社會或身體上障礙之族群，給予給

付，使其除去或緩和生活不便之制度總稱；如是，即得協助當事人克服生活障

礙，進行社會參與，發展自我能力，而享有富有人性之生活311。體系上，有專

法處理相關組織及財政運作，而實體給付內容，大致則依照顧對象分以專法規

定， 

（二）歷史發展 

１、戰後草創期（戰後～1960 年代） 

    由於戰敗，日本境內出現許多歸國者、傷病軍人、戰爭孤兒、失業者，另加

上糧食問題及通貨膨脹，該等人士缺乏照料，生活面臨困頓；而前述混亂適逢佔

領日本之 GHQ（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採取「去軍事化，往民主化」的政

策，更如火中添薪，促長民間各方抗爭運動（著名口號如：米よこせ、職よこせ）

興起，一時之間騷然不止，對執政當局產生統治危機，如何解決即成急需處理之

燙手山芋312。然而，正因 GHQ 嚴禁戰前法西斯再起之態度，迫使日本政府放棄

強力鎮壓之手段，改以經濟措施之改善，促進社會統合313。1945 年 12 月 8 日，

GHQ 對日本政府發出「救濟及福祉計畫文件（救済並びに福祉計画の件）」，要

求其於同月 31 日前，針對前述困境提出詳細對應計畫及法令，是後者即趕於該

月 31 日，日本政府對 GHQ 提交「救濟福祉文件（救済福祉に関する件）」，經過

審核後，GHQ 回覆備忘錄（覚書）而要點有三：１、國家責任原則。２、無差別

平等原則。３、最低生活保障原則；循此，日本政府依序制定生活保護法（1946

年）、兒童福祉法（1947 年）及身障者福祉法（1949 年），前開三者併稱「福祉

三法」；綜上可知，本階段關心重點在於救濟「生活貧困者」 314。 

                                                      
311 西村健一郎，《社会保障法》，（東京：有斐閣，2007 年），頁 443-444；井上英夫、高野範成

編，《実務社会保障法講義》，（東京，民事法研究会，2007 年），頁 137。田多英範，《現代

日本社会保障論》，（東京：光生館，2007 年），頁 25-26。 

312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東京：有斐閣，2014 年），頁 393；坂田周一，《社会福祉政

策》，（東京：有斐閣，2012 年），頁 120。 

313 田多英範，《現代日本社会保障論》，頁 26 

314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頁 393；西村健一郎，《社会保障法》，頁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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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國家責任之大旗下，政府初期即嚴格執行前述憲法第 89 條有關「公的

責任315」之意旨，由國家單方作成行政處分，主導社會福祉之給付，稱為「措置

制度」，並拒絕對民間社會事業提供任何財政援助，導致後者營運狀況開始惡化，

惟因前開社會事業戰前即於社會福祉方面，補充國家許多施政不足之處，扮演相

當吃重之角色，故漸有從寬解釋前開規定之聲音；亦即，雖仍由政府主導社會事

業，卻允許前者基於對等契約，出以必要經費，向民間業者購買服務；如是，則

認不該當「公的責任轉移」，並稱為「措置委託」316。同時，為順利制度化前開

統合公私部門力量之論述，即於 1951 年制定社會福祉事業法，作為執行全部社

會福祉事業之共通準則，並創立「社會福祉法人」之法概念─相較民法公益法人

給予更嚴格之國家監督，藉此證成國家具有「支配性」地位，賦予對民間經費補

助之正當性基礎317。 

 

２、發展飛躍期（1960 年代～1990 年代中） 

  時至本階段，日本開始引進美式化學重工業，帶動經濟蒸蒸日上，又亟需

勞動力之故，亦牽動薪資上漲，如此繁榮則使該國福祉建制走向分殊化；換言

之，伴隨法人及個人所得上昇，該等稅收令國庫充實，而有能力開始關注該時

期所生之種種社會問題─如因核心家庭化及婦女就業，令過往家庭對於內部成

員之扶養能力弱化，而有針對過往依生活保護法受領給付之高齡者及智能障礙

者，另行制定老人福祉法（1963 年）、精神薄弱者福祉法（1960 年；後改318稱

智能障礙者福祉法）予以安置之必要，而若算入同時期之母子福祉法（1964

年），則前開法令得併稱「福祉六法」319。由前可知，受分殊化擴大之影響，社

會福祉於前時期所具「低收入戶對策」之色彩轉弱，漸漸具備不計算收入多

寡，並針對利用人障礙加以照護之性格。 

                                                      
315 該條規定意旨略以：不得對非屬政府支配之慈善、教育或博愛事業，提供金錢等援助。 

316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頁 393；西村健一郎，《社会保障法》，頁 446。 

317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頁 393-394；西村健一郎，《社会保障法》，頁 446；橋本宏子主筆

部分，〈福祉をめぐる状況と展望〉，日本社會保障法学会編，《社会保障法講座第 3 卷社会福

祉ザービス法》，（京都：法律文化社，2001 年），頁 5。 

318 此番改正係為因應國際潮流─聯合國 1971 年大會決議通過之智能障礙者權權利宣言，所使

用之名稱使然，並避免精神薄弱一詞所帶來助長負面歧視之效應。前述參見坂田周一，《社会

福祉政策》，頁 121。 

319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頁 395；田多英範，《現代日本社会保障論》，頁 43、51-5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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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時序進入 70 年代後，面臨第一次石油危機等事件衝擊，日本經濟高度成

長之時期頓時宣告終結，嚴重影響政府稅收，造成相當赤字，外加國際間「新

自由主義」之治理思潮抬頭，推動社會福祉背後之財政重整問題，即慢慢浮上

檯面，逐漸成為選舉議題或國政焦點320。其中，於 1979 年由內閣針對日本型福

祉社會所作成之改革決議，甚具里程碑意義，其謂：「為與歐美諸國齊頭並進，

我國將來努力之方向…將以個人自助努力、家庭鄰近地域社會之連帶為基礎，

以效率更佳之政府，重點性地保障合適之公共福祉，令執此精神之自由經濟社

會所帶來之創造活力，作為原動力，創造我國獨有之道。」學者指出，從強調

個人責任及由家族、地域等相互扶持等語可知，當時政府欲有效率地進行財政

控管，往「小而美政府」邁進321。具體而言，首重補助比例調整，諸如過往老

人醫療保險費由國家負擔之政策，即於修正老人保健法，導入費用分擔後，加

以終結。其次，因應進入 1980 年代後，國家財政赤字已進入非由地方自治團體

協力分擔不可之境界，是推動「地方分權化」，透過事務及財政二方面逐漸加重

地方自治團體之任務。 

 

３、發展轉型期（1990 年代中～迄今） 

  隨著社會種種現象轉變，為確保服務質量之穩定，法制即有對應調整之必要。

詳言之，有二大現象322：（１）就業結構之轉變：受到經濟大環境之影響─諸如長

期不景氣之裁員壓力；製造業技術升級及代工體制之確立；餐飲業及服務業營業

時間之擴張─使得該國企業開始打破終身雇用之固有制度，大量晉用「非正規雇

用者」，像是派遣社員、簽約社員、工讀生等職位；傳統勞動人力被迫轉換跑道

之餘，仍有搶食其他新興職位之壓力。據 1997 年之統計，非正規雇用者總數當

時已達 1260 萬人之譜；由於人數眾多，該等族群即被命名為「飛特族（和制英

語：Freeter、フリーター）」。而因職位競爭轉為激烈，令飛特族縱突破重圍，有

工作傍身，亦僅得維持生活最低水準，形成「工作貧窮（ワーキング・プア）」

（２）家庭結構之轉變：除受前述工作貧窮所生「將來無望」之影響，當代男女

亦不願續受傳統價值觀─男主外、女主內─之束縛，故整體人口之不婚比率逐漸

                                                      
320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頁 395；西村健一郎，《社会保障法》，頁 447；田多英範，《現代

日本社会保障論》，頁 89、176-177。 

321 田多英範，《現代日本社会保障論》，頁 91。 

322 整理自品田充儀，〈社会福祉法制の構造と变容〉，日本社會保障法学会編，《新講座社会保

障法第 2 卷─地域生活を支える社会福祉》，（京都：法律文化社，2012 年），頁 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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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國民生活型態可謂走向「個人化」。又隨個人化現象之開展，個人與「親

族及地區」間之互動，亦呈「稀薄化」。針對「個人與社區親近度」之高低，1997

年調查指出，在大都會地區尚有 3 成，鄉下地區則達 6 成；可進入 2002 年之後，

大都會地區即掉至 1 成，鄉下地區亦僅勉力維持 3 成。近年來，相對「個人化」

之整體生活趨勢，由於工作難尋、維生不易，年輕世代畢業後，多不得已選擇續

與父母親同住，接受父母撫養；此等族群，即被稱作「尼特族（ニード）」。而在

就業及家庭結構轉變之雙重夾擊下，日本高齡或障礙者則陷入照護難尋之局面，

照顧人力不足、拒絕照顧甚或虐待等事，即層出不窮。 

    惟回顧法制，面對前述困難，尚有心有餘力不足之處，諸如323：（１）社會

福祉之提供方式：如前述，長久以來皆行「措置制度」；其特色在於行政機關擁

有裁量判斷權，得以行政處分單方決定，是否提供服務甚或服務內容之多寡，

不免令利用者有無法參與決定，且受行政監護之憾。（２）社會福祉各領域與其

他社會保障法制之連結：當時社會福祉各領域（如針對障礙者、兒童、老人、

母子所為者），僅分別縱向發展，缺乏橫向連結，遑論其他社會保障法制之交流

聯繫（如針對心智障礙者之醫療、保健、福祉等給付）；此一現象，更衍生僅著

重個別細節，缺乏整體衡平與因地制宜之批評。而正因法制與社會發展間之落

差愈發巨大，愈令日本政府認識有加以改變之必要，即欲發動所謂「社會福祉

基礎構造改革」，說明如後。 

    厚生省（厚生勞動省之前身）自平成 9 年 8 月起，即設置「社會福祉事業

等進行方式檢討會」，於同年 11 月針對「社會福祉基礎構造改革」加以討論；

又以上述討論為基礎，續在同月之「中央社會福祉審議会之社會福祉構造改革

分科會」，深入就「社會福祉基礎構造改革之理念與內容」進行檢討，並於隔年

10 月再以「社會福祉基礎構造改革」為題，發表中間結論；而此結論背後之理

念，則對後續日常生活自立支援事業之制定，發揮莫大影響力324。申言之，厚

生省係循此結論，制定「社會福祉事業法一部修定要綱」，且回頭向中央社會福

祉審議會等處諮詢併為答辯；平成 12 年 3 月，終由政府向國會提出法律案，再

於同年 6 月經參議院通過，對外公布之（不同章節，分別有不同生效日期；日

常生活自立支援事業部分則係於公布時生效）325。 

                                                      
323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頁 397。 

324 青木重仁，〈社会福祉基礎構造改革と地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判例タイムズ》，第 1030

期，2000 年 7 月，頁 162。 

325 青木重仁，〈社会福祉基礎構造改革と地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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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者，前開中間結論認為：社會福祉之目的在於，維持個人尊嚴，

並出於「社會連帶」之考量，在家庭與地域間，不分障礙之有無及年齡限制，

致力使其享有人應有之自立生活，給予支援。基此，衍生出下列七點關懷：

（１）服務利用者與提供者間應具對等關係。（２）綜合性支援地域間之個人多

樣需求。（３）促進各種需求之不同主體參與。（４）促進服務品質信賴可靠，

使其服務品質及效率向上。（５）透過資訊公開，確保事業營運之透明性。

（６）公平並公正地分擔成長費用。（７）透過住民之積極參與，型塑福祉文

化。 

    透過前開討論，相關立法亦隨之修正326，諸如兒童福祉法開始針對保育所

入所方式加以修定（1997 年）。同年，介護保險法亦併同制定（2000 年開始施

行），將過往由機關「單方措置」所提供之給付，像是介護保險之介護服務、障

礙者之自立支援給付或保育服務等，多改成需用者與提供者間，以契約訂定之

運作型態；申言之，得作為消費者檢視契約內容，再行決定是否購買，循著前

開緩和管制之腳步，並增加民間業者參與服務提供之機會，希冀透過業界知彼

此競爭，提升服務品質。此外，社會福祉事業法也修訂為社會福祉法（2000

年），將對利用者之資訊提供、福祉服務之利用援助、爭議申訴等保護機制予以

明文，並設計由社會福祉事業經營者、地方自治團體及國家，提供內外部評價

與相關資訊之制度，確保社会福祉事業能彼此適切營運及競爭。而為推進地域

福祉之發展，亦將市町村地域福祉計畫及都道府縣地域福祉支援計畫同為法定

化。 

 

二、當代特色（一）自立理念化 

所謂自立，係指「個人依其人格，自律地存在，並以主體性之地位追求生存

之道327」。其並非指涉一種特定狀態，而係一種思維向度─隨個人意思及環境條件

而有異，若考量社會法係為擔保人們生活當中所遭遇到之各式風險，而可從人們

對「精神、身體及經濟」三面向綜合觀察；申言之，人類自嬰孩時期起成長，雖

可逐漸脫去對身體照顧的依存，而邁向精神獨立，並開始進入社會，取得工作資

格，嘗試在經濟面上站穩腳步，惟年齡增長、疾病或失業等風險仍可能隨時無情

                                                      
326 整理自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頁 397-399；西村健一郎，《社会保障法》，頁 450；品田充

儀，〈社会福祉法制の構造と变容〉，頁 43-45。 

327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における人間像〉，《法律時報》，第 80 卷第 11 期，2008 年 1 月，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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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往人們侵襲，造成自立狀態之改變328。 

  承上，當人們自立狀態有所改變，即有自主依循他人支援，重新回歸其主體

性地位之必要；換言之，社會福利法制之擬定應以此等「有自主意識之個人(亦

即，非被保護之客體)」為預設對象，為欠缺此等能力之人，提供向將來開展人格

之支援而加以整備，不宜過度介入，且非由提供相關保護之ㄧ方，藉由恣意之標

準及強制力，強迫賦予受給付之人相關內容329。為實踐如上要求，可自下列角度

確保。第一、受給付主體性之確保：社會福利既係滿足個人生活需求，是若不能

依個人之選擇完成，則無法令其滿足；基此，應尊重當事人對受給付內容之選擇

權330。第二、協助認識自我：若問本人是否已順利自立，可取決於「主觀基準」

及「客觀基準」，二標準之差別─如精神疾病患者，雖自我認定己能獨立處理事務，

惟自專家學者眼裡卻呈相反狀態。是在本人難以完整觀察自身狀態之前提下，如

何從旁引導其認識自我，進而順利達成自立，即屬必要331。第三、促其持續挑戰

自立：面對年齡增長、疾病或失業等風險所帶來之影響，若要想重返自立，則需

時時刻刻保持努力，長久以往不免容易懈怠，在社會福利制度設計上則須意識此

點為宜332。 

  又為何日本法在此強調自立之重要性？法律學者即謂與該國憲法第 13 條

「追求幸福權」規定之實踐有關333，可從二方面進行說明。第一、作為個人價值

之自立：回顧當代憲法之沿革，從自由主義及資本主義之發展以觀，係強調自「傳

統封建身分關係」種種人格拘束解放，並因生產方式之改變，而主張透過勞雇雙

方自由契約簽訂，來交換勞動力與價金，是每一位「個人」皆開始背負應「積極

進取」之責任，以求其生存334，是率以「精神、身體及經濟」各面向皆為健全之

人作為預設規範對象，如何協助自我決定能力不充分之人亦能同創人生，即屬重

                                                      
328 品田充儀主筆部分，〈社会保障法における「自立」の意義〉，菊池馨実編，《自立支援と社会

保障─主体性を尊重する、福祉、医療、所得保障を求めて》，（東京：日本加除，2008 年），

頁 32-33。 

329 西原博史，〈生存権論の理論的課題--自己決定・社会的包摂・潜在能力〉，《法律時報》，第 80

卷第 12 期，2008 年 11 月，頁 84；笹沼弘志，〈社会権保障における自立と保護〉，《法律時

報》，第 75 卷第 8 期，2003 年 7 月，頁 59。 

330 品田充儀主筆部分，〈社会保障法における「自立」の意義〉，頁 39-40。 

331 品田充儀主筆部分，〈社会保障法における「自立」の意義〉，頁 40。 

332 品田充儀主筆部分，〈社会保障法における「自立」の意義〉，頁 41。 

333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の法理念》，（東京：有斐閣，2004 年），頁 140。 

334 工藤恒夫，《資本制社会保障の一般理論》，（東京：新日本，2009 年），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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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335。是若長久依存他人，難免損及自尊心，導致精神無法安定；反之，自我決

斷即代表「自我選擇」之擴大，而隨著選擇權同時在「精神、身體及經濟」各面

向之擴大，人們更得透過成長而擁有成就感，並感到深層的喜悅，也一併拾起追

求生存之意欲336。第二、基於社會價值之自立：若人們對其所屬共同體社會過度

依存，則建立於其上之社會福利制度恐怕將難健全存續；申言之，社會福利制度

本係為處理個人之力所無法對應之危險而存在，是其手段之界限即以個人能處理

之責任範圍為準，而透過社會團體之共同連帶支持，今若發生有限資源濫用之情

形，則會導致福利價值之下降，並提高他人之未來負擔，將加速共同體對制度存

續之信心崩解337。前述狀況若對照日本社會福利改革之脈絡，亦若合符節，蓋伴

隨著少子高齡化，所需資源如年金及醫療等持續看漲，經濟成長卻難以攀升，政

府負擔實日趨惡化，而有調整社會福利內容之必要338。衡諸前述「自立」二概念，

此實得作為填充前開「追求幸福權」之基礎。 

三、當代特色（二）地方分權化 

    除了迫切之財政因素外，為給予住民貼近、適切且快速對應之福祉服務，即

如前述，逐漸推動「地方分權」。詳言之，中央集權下，福祉設施及服務內容全

國均一，固得確保公平而屬優點，惟考量地理環境、人口規模、年齡組成、產業

結構、所得水準等因素，均一標準不見得能合乎地方實情339。回顧立法歷程340，

1986 年，該國制定機關委任事務整理合理化法，將兒童福祉法、老人福祉法、母

子保健法、身障者福祉法及精神薄弱者福祉法中有關「機關委任」之事務，改為

「團體委任」（所謂機關委任，係指地方自治團體之首長非以住民代表之身分，

而以國家機關地位，受中央監督，執行委任事務之態樣；相對地，團體委任之事

務執行，則須經地方議會審議，等同自治事項341）。行至 1990 年，隨老人福祉法

等八法修改，重新檢視市町村之樞紐地位，將老人及身障者福祉之機構照護措置

事宜，交由後者辦理。1997 年，另依兒童福祉法之修正，將兒童保育所入所與否

之事宜，改為團體委任事務，地方自治團體並得考量地方實情，另以條例定之。

                                                      
335 竹中勳，〈高齢者と人権保障・憲法学〉，《法律時報》，第 77 卷第 5 期，2005 年 5 月，頁 22。 

336 品田充儀主筆部分，〈社会保障法における「自立」の意義〉，頁 37-38。 

337 品田充儀主筆部分，〈社会保障法における「自立」の意義〉，頁 36-37、40。 

338 中村直樹，〈自立支援と社会福祉：社会福祉の政策と援助に求められていること〉，《北海道

教育大学紀要》，第 64 卷第 2 期，2014 年 2 月，頁 47-48。 

339 坂田周一，《社会福祉政策》，頁 148。 

340 以下時序發展，未另註記者，整理自西村健一郎，《社会保障法》，頁 447-448。 

341 坂田周一，《社会福祉政策》，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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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則因地方分權統整（一括）法之制定，廢止機關委任，對應事務性質，

改設立「自治事務」及「地方受託事務」。綜上，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間互動，

可謂是自「上下、主從關係」走向「對等、協力關係」342。 

四、當代特色（三）單方措置到契約合意化 

 

     

 

 

 

 

       

       費用收取                   措置委託        

                     措置決定                       受託 

                                        

                              服務提供 

 

 

圖 1：措置制度運作模式 

由前圖343可知，措置制度具單方性，給付內容係依行政機關以「行政處

分」定之，惟受財政預算制約，供給量尚屬有限，利用者對其將來享有之服

務，除無置喙餘地，更被實務認定無相對應之請求權，僅係依法行政下之「反

射利益」；至受政府委託提供服務之民間業者，因給付內容劃一且無市場競爭壓

力，則難期待照護品質有所提升344。基此，前述社會福祉基礎構造改革，即引

入契約模式，令當事人得依契約合意，設定服務內容。如此模式轉變，即以

「措置到契約（措置から契約へ）」為口號號召。以下即以「障礙者自立支援」

實施為例，圖示345如後。 

                                                      
342 坂田周一，《社会福祉政策》，頁 150。 

343 參考自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頁 400。 

344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頁 400；坂田周一，《社会福祉政策》，頁 153；西村健一郎，《社

会保障法》，頁 447-448。 

345 參考自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2014 年，頁 400；矢嶋里絵主筆部分，〈福祉サービスの紛

爭解決〉，日本社會保障法学会編，《社会保障法講座第 3 卷社会福祉ザービス法》，（京都：

法律文化社，2001 年），頁 132。 

市町村（措置權者） 

利用者 民間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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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護給付費        介護給付費 

 介護給付費                        之給付        之請求   

 等給付申請        障礙支援                                  

                   區分及給付認定        

             

                              契約訂定 

 

                         支付利用者負擔額 

                             提供服務 

                    

圖 2：「障礙者自立支援」之運作模式 

詳言之，隨著 2005 年障礙者自立支援法之實施，並整併類似法制後，利用

者得依法向市町村申請，經考量障礙程度、介護者狀況及將來障礙福祉服務之

利用狀態等情事，即行作成給付決定；再經與業者或設施締結服務契約，並由

市町村支付介護服務費；當事人原則尚須負擔一成負擔費，乃向業者給付346。     

 雖說日本近年社會福祉改革，放手讓受給付者得以自我意志選擇服務，基

於自己責任制履行契約，抑或依照所選服務之質量繳納費用；如此，看似充分

尊重個人主體性，給予選擇之自我空間，惟卻忽略受領相關給付之高領者或障

礙者，無法進行合理選擇者，係不在少數。此外，相關給付之設定，若交由家

族代決，考量前述當今「個人化」之生活型態，恐難完全信任其將尊重當事人

之選擇意志347。回顧所謂自立，乃異於醫療及保健領域，不應僅考量身心機能

之回復，尚應注意給付受領意味著社會參與，當事人得以藉此感受自身存在。

是當事人之自主意思即應屬法制度之核心構造，故於社會福祉之提供過程中，

應導入扮演第三者而能傳遞當事人真意且中立之專業人士，避免當事人之真意

受到遮掩，而任由這波市場化之浪潮無情撥弄348，而有下列日常生活自立支援

                                                      
346 菊池馨実，社会保障法，2014 年，頁 402。 

347 品田充儀，〈社会福祉法制の構造と变容〉，頁 46。 

348 品田充儀，〈社会福祉法制の構造と变容〉，頁 47。 

市町村 

利用者 指定業者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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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之興起。 

參、日常生活自立支援事業之具體運作 

一、概說 

    若謂「自立」指「依其主體性之地位追求生存之道」而言，則「自立支

援」係從旁支援無法表達自由意志之人，為其引導想法之謂；而「日常生活自

立支援事業（平成 19 年前稱之「地域福祉權利擁護事業349」）」正是為完成如此

任務而生之制度─轉換老人置於被豢養之境地，並積極從旁協助本人意思於社

會中開展；換言之，自立事業係為協助行為能力不足之失智老人、智能障礙

者、精神障礙者，能於自身所處地域中自立生活，而由「都道府縣」之社會福

祉協議會（下稱社協，並依行文，在用語前標明所在地區）等，提供相關支援

服務之事業總稱350。說明有二：其一，日常生活自立支援事業於法律體系下之

定位，依社會福祉351法352第 2 條第 3 項第 12 款，係「福祉服務利用援助事業

353」；而前開法律，更特別於第 8 章第 2 節「福祉服務之利用援助」，設有具體

運作規範。其二，前開社協究係何指？申言之，其係依社會福祉法（依地區規

模，依據分別為該法第 109 條到第 111 條）所設立，為地區社會福祉之推進，

針對地區住民、社會福祉關係人提供支援，作為非營利性質之民間組織；此一

                                                      
349 改名係因舊有名稱過於寬泛，難讓利用人望文生義。參見厚生勞動省社会・援護局，《福祉

サービス利用援助事業について》，＜http://www.mhlw.go.jp/shingi/2007/11/dl/s1119-7e.pdf

＞。 

350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菊池馨実編，《自立支援と社会保障─主体性

を尊重する福祉、医療、所得保障を求めて》，（東京：日本加除，2008 年），頁 327、335。 

351「社會福祉」制度之緣起，係因二次戰後，日本當局考量貧困、身心障礙、戰爭孤兒等族群

急速增加之困境，並考量重建下之資源不足，為能緊急保護及救濟，由行政機關主導，將相

關民間資源予以制度化，按照「社會福祉事業法」，代替國家從事社會福祉(由國家提供補

助)；如此以往，則無意間強化福利提供者之優越感，忽略利用人之自我意識。前述參見青

木重仁，〈社会福祉基礎構造改革と地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頁 162；古都賢一，〈福祉サ

ービスと苦情解決〉，《判例タイムズ》，第 1030 期，2000 年 7 月，頁 169-170。 

352 社會福祉法原名為「社會福祉事業法」。從過往名稱可知，昔多自業者角度出發，較未注意

利用人之需求，故後有意識地改為現行名稱。 

353 就概念定義，該款規定指出：此係針對因精神方面於日常生活經營上具障礙者，提供免費或

需定額費用之福祉服務利用會談及建議，且為其能享有福祉服務，給予必要手續費或服務提

供費之折扣等多方有助福祉服務適切利用之援助事業。 

http://www.mhlw.go.jp/shingi/2007/11/dl/s1119-7e.pdf
http://www.mhlw.go.jp/shingi/2007/11/dl/s1119-7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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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依治理範圍，在全國有一所、各都道府縣及各市町村各設一所354。 

二、發展背景 

（一）微觀─財產安全之維護 

  依日本學者355所述，於九零年代，有關高齡者財產安全常見事例如下。事

例一，79 歲之獨居老翁，於住院時，不時向醫護人員詢問家中是否遭竊，其印

鑑及存摺是否安好，常令醫院社工不知如何是好。事例二，某長者為求謹慎，

將其存摺、印章皆置於兒子所在；不料，其子為償還公司借款，即私底下將其

存款請領一空。兒子逢親戚便表示：「母親是個癡呆」。對此，令福祉事務所職

員煩惱是否要將其存摺、印鑑交由值得信賴之第三人保管。前述事例，無非皆

指向財產安全之維護。申言之，財產正是維繫日常生活之基礎；透過良善之財

產管理，方得安心經營生活，而與他人盡情互動。是財產不僅具經濟意義，更

係生活方式與水平之基礎，與個人自主決定權及人格發展具有密切關聯。 

  惟面對前述困境，早期係由民生委員或家庭協助員，善意協助為其繳納費

用或存款等金錢管理；然因事前多無具體白紙黑字之授權，面臨援助不當之爭

議時，多有金錢糾紛356，是漸有引進自立事業之考量。 

（二）巨觀─社會福祉基礎構造改革理念使然  

針對前述改革理念之關懷，學者指出：較諸過去，此次改革毋寧更著重由「利

用者」角度，仔細構築社會福祉制度─於利用人與服務提供者間，係屬對等關係，

並藉此選擇所需服務；而為徹底實踐此目標，即有創設保護利用人制度之必要，

如福祉服務利用支援及相關申訴機制357。按福祉服務利用契約具有「資訊非對稱

性」，亦即，此類契約之給付內容多涉專業判斷，消費者方實難輕鬆掌握，且此

類消費者多屬「判斷能力不足」，有透過支援從旁強化消費者主體性之必要；基

此，為緩和弱肉強食之市場競爭，滿足消費者能夠自主決定之理念，國家即有整

                                                      
354 山下興一郎，〈社會福祉協議会の地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福祉サービス利用者本人の意思

決定と生活を支える制度〉，《判例タイムズ》，第 1030 期，2000 年 7 月，頁 203。 

355 大曾根寬，《成年後見と社會福祉法制─高齡者‧障害者の権利擁護と社会的後見》，（京

都，法律文化社，2003 年），頁 10-11、21。 

356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35。 

357 青木重仁，〈社会福祉基礎構造改革と地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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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契約締結環境之責任358，而對自立事業漸生興趣。 

三、實施主體 

  依社會福祉法第 81 條之意旨，係由都道府縣社及指定都市社協辦理；然

而，前開社協得將事業內容之一部，委託359由市町村或地區社協辦理。而為辦

理此項事務，都道府縣社協則設有「事業負責人」、「負責事業相關企劃及營運

之職員」、「專門員」及「生活支援員」，又因後兩者與個案息息相關，故以之為

論述重心；申言之，專門員係為確認利用申請人之契約締結能力，而出訪現

場，並協助締結「利用援助契約」之人，至生活支援員則係按前開締結之契約

內容，給予案主具體援助之人360。 

四、利用人 

    詳言之，係指任何從事福利服務利用、或相關費用繳納等日常生活經營

時，有作成適切判斷困難之人；惟其仍須具備締結「福利服務利用援助契約」

之「意思能力」，是無行為能力人即不得利用此一援助361。 

五、實施流程362 

    首先，社協專門員會多方進行訪談─除本人外，亦會向其家族、轄區內民

生委員、保健人員、行政機關為之，以充分掌握利用人之生活狀況，並依「契

約締結判定準則（契約締結判定ガイドライン）」確認其契約締結能力，調查其

生活狀態或經濟狀況；細部言之，前開判定流程如下：（一）專門員將先進行自

                                                      
358 菊池馨実，〈介護保險制度と利用者の權利擁護〉，《季刊社会保障研究》，第 36 卷第 2 期，

2000 年 9 月，頁 235-236；平田厚，〈「知的障害の子をもつ親」制度の利用〉，《判例タイム

ズ》，第 1030 期，2000 年 7 月，頁 183；阿部和光，〈社会福祉における権利擁護の課題〉，

《社会保障法》，第 15 期，2000 年，頁 187。 

359 因地利之便，實務上，都道府縣社協多會將業務委託於市町村社協，由前者監督後者從事第

一線工作，略含：面談、受理申請與否之判斷、支援計畫之擬定、福祉服務利用援助契約之

締結等。前述參見阿部和光，〈社会福祉における権利擁護の課題〉，頁 190。 

360 青木重仁，〈社会福祉基礎構造改革と地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頁 166。 

361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36。 

362 此部分綜合整理自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37；青木重仁，〈社会

福祉基礎構造改革と地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頁 166；山下興一郎，〈社會福祉協議会の地

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福祉サービス利用者本人の意思決定と生活を支える制度〉，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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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介紹，表達社協之立場及任務，並確認利用申請人之溝通能力。（二）透過簡

明手冊之方式，介紹服務內容。（三）聽取預先設定之調查事項，含意思表示能

力、理解能力，契約要約確認、契約意思確認、利用人基本資訊、生活概況、

將來生活計畫、援助之必要性等項目（四）專門員談話尚須謹慎小心，不得催

促或打斷利用人回答，接話或等待過程亦須留意。過程中，若對本人有無契約

締結能力一事有所爭議，得在取得本人了解後，向都道府縣社協所設之「契約

締結審查會」進行諮詢。而本人締約能力若已確認，且其意向亦經充分表達

後，專門員可與其一同作成具體載明「何者、何時、如何為援助」之支援計

畫。完成後，專門員將再次向本人針對前開計畫進行說明，以締結契約；另待

契約締結後之隔周，專門員尚會再度拜訪申請人，二度確認其具備欲締約之意

思。此時，方交棒於生活支援員，由其開始對利用人提供相關福利援助服務。 

 

圖 3：實施流程示意 

圖片參見厚生勞動省社会・援護局，《福祉サービス利用援助事業について》 

六、服務內容 

  如前述，社會福祉基礎構造改革既欲從尊重個人自主決定之觀點出發，打造

令其得充分自我選擇之福祉服務利用制度，是可分下列四點說明363：（一）關於

福利服務之資訊提供及建議、（二）關於福利服務紛爭申訴機制之利用援助、（三）

住宅改造、居家房屋租借、日常生活消費契約及住民票等申請行政程序之援助，

或其他福利服務適切利用之必要援助、（四）為利用人日常生活所進行之存款處

理、解約等程序：申言之，得為日常生活費設立特別帳戶（最高存入金額為 50 萬

                                                      
363 此部分綜合整理自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37；青木重仁，〈社会

福祉基礎構造改革と地域福祉権利擁護事業〉，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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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圓），生活支援員得在一定限度內為案主取用；若另有領款需求，則無庸屢次

事先填寫委任狀，得改由社協向金融機關申請「代理人狀（代理人届）」，將本人

欲設定「社協」為代理人之意旨，向金融機關登記，是生活支援員嗣後僅需提示

請款書，即可請款，無疑相當便利迅速。 

    總的來說，援助內容若涉契約締結等「法律行為」之作成，而有事先授予

代理權之必要時，則須對本人充分說明代理意旨，使其完全了解後，方得於契

約書中載明代理權之授與及範圍。又為確認各式援助之具體內容及實施頻率，

社協尚須於契約外，與利用人另簽訂前述所謂「支援計畫」。 

七、利用費用 

    大體上，係採「利用者負擔」原則；各地區社協所收費用，則因地制宜

364。雖政府對自立事業之進行有提供相當補助，而得降低業者所開出之服務價

格，惟結果仍可能令低所得者感到負擔沉重；如何對資力不足之族群積極提供

價格減免，係未來重要課題365。其次，由於生活支援員之薪資係從前開利用費

收入所供給，亦造成該等支援員僱用之不安定，致僅得從民生委員或福利相關

部門退休人員中尋找志工，使生活支援員之專業性大打折扣366。 

八、申訴機制─「苦情解決」 

    此係依社會福祉法第 82 條所設，讓福利服務利用人及其家族或代理人等進

行申訴，並提供意見，以改善服務為目的之機制。按利用人與業者間若對服務

提供有所爭執，並循法律途徑，往往耗費許多金錢與時間，易使本居弱勢之利

用人提早放棄；是本制度即為此所生367。 

    而依社會福祉法第 83 條規定，都道府縣之社協即負設立「營運適正化委員

會」之義務，以為利用人之申訴機關；其委員選任尚應注重「人格高潔，對於

社會福祉有其見地，且對社會福利、法律或醫療有學識經驗者」。又為確實達成

前述選任目標，依社會福祉法施行令及同法施行規則，社協應另設立「選考委

                                                      
364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39。 

365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39。 

366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40。另依厚生勞動省 2007 年之資料顯

示，申請人平均一個月會利用兩次，每次費用平均為 1200 日圓，參見厚生勞動省社会・援

護局，《福祉サービス利用援助事業について》。 

367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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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依社會福祉法施行令第 6 條第 4 項規定，係由代表「利用人、經營方及

公益」者所組成）」，負責處理相關事務。至其業務，依社會福祉法第 85 條規

定，係因應聲請人之會面談話，進行相關調查，並給予適當建議；若委員會認

申訴人及對造間適於調解時，則可告知其得進行相關程序─此際，該等委員將

同時轉為「調解委員」368。又申訴過程中，選考委員會若於受理申訴並進行調

查後，就「對利用人所為建議、業者之申請必要或內容」，發現有不當處遇之情

形時，依社會福祉法第 86 條，即負立即通知都道府縣知事之義務。前述處理情

形，含處理件數、內容及結果，將在考量隱私權之前提下，一年至少一次，由

營運適正化委員會予以公佈369。 

  實踐上，因申訴人易歸於消極不安，而有「委員是否能充分了解我？」、

「表達內容是否會被認定有異？」等感受，申訴機關須立於「充權」觀點給予

充分支援。具體來說，應讓利用人完整了解並信賴，其將得以自在表達自身感

受；而對表達困難者或具表達障礙者，更應提供足夠技術，使其能暢所欲言；

甚者，進行申訴之當事人皆希冀能發現真實，如何以誠心誠意之姿態，妥善說

明，圓滿解決，即屬重要370。另因社協同時作為服務提供者及申訴機關，如何

確保「營運適正化委員會」之公平及中立性，難免有所疑問；且該等委員非屬

常設性質，是不得不由事務局事先處理大部分之申訴業務，而多少減損特別設

置此等委員會之初衷371。 

 

 

 

 

 

 

 

                                                      
368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42-343。 

369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43。 

370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47。 

371 大原立夫主筆部分，〈自立支援と権利擁護〉頁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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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自立事業運作總示意圖 

圖片截自厚生勞動省社会・援護局，〈福祉サービス利用援助事業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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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代結論─日本經驗之簡要反思 

    綜上所述，自立事業係立基財產安全維護之需求及社會福祉基礎之改革浪潮，

對於失智老人、智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經社協專門員會多方訪談，方給予福

利服務之資訊提供、援助及利用人日常生活所需進行之存款處理、解約，並提供

申訴機制；如此，難謂未建構一定支持體系，使其得擺脫經濟虐待之壓迫，為智

能障礙者與精神障礙者之高齡者生活自立，提供相當充分幫助，開拓老人保護之

可能性。申言之，此制度進入案主之社會系統，如家庭、同儕團體、組織與社區，

關心個人與社會環境之聯結或互動結果，以探求其真實需求，而令其「解放」─

亦即人們雖曾因年齡、族群、階級、身心障礙、文化差異、性別與性取向等不同，

受有歧視與壓迫，卻能相關團體之支援下，在動態之生命週期中，逐漸「充權」

372。尤其學者373研究指出，老人於使用社會服務之協助時，常會擔心自己被標籤

為「依賴者」；按臺灣老人福利向來多以孤苦無依之老人為對象，使接受政府福

利服務之人，易將給付聯想為一種恥辱，並形成自我烙印之效果，令人裹足不前，

無法勇敢申請或使用服務。基此，若要改變人民對於社會服務之態度，除須加強

宣導「社會福利作為人民權利」之觀念外，服務提供者更應尊重老人之自我決定

權，營造一個能讓老人感受成就之環境，讓使用者卸下作為「依賴者」之心防374。

自立事業之設計，即係因此而生。 

    然而，如同日本學者375所指出，自立事業之服務提供乃至整體制度修正，

係以「福利多元主義」為基底，孕育相關規範；若將自立事業移植至我國，回

顧臺灣社經環境是否妥適，此即本部分首欲關心之處。細部言之，福利多元主

義認為社會服務之提供，政府部門非唯一媒介，尚可由志願部門、商業部門及

非正式部門為之；蓋福利國家資源過度集中，運作組織過度科層且權威，無法

及時反應人民之需求，是嘗試導入競爭因子，令服務方案能更貼進使用者之心

意376。實施過程中，應健全市場結構，令消費者具備足夠資訊，且服務提供者

                                                      
372 黃松林，〈反壓迫實務與老人照顧〉，《社區發展季刊》，第 106 期，2004 年 6 月，頁 123、

126。 

373 呂寶靜，〈老人使用日間照護服務的決定過程：誰的需求？誰的決定？〉，《臺大社會工作學

刊》，第 1 期，1999 年 5 月，頁 222。 
374 黃松林〈反壓迫實務與老人照顧〉，頁 123。 

375 本多滝夫，〈社会福祉基礎構造改革と社会福祉行政組織の変容〉，《社会保障法》，第 15

期，2000 年，頁 56。 

376 黃源協，〈臺灣社區照顧的實施與衝擊─福利多元主義的觀點〉，《臺大社會工作學刊》，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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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動機進行普遍服務；政府若是如此將任務移轉至私人部門，始得認僅為減輕

負擔，改變物質或服務之傳遞方式，尚非迴避責任377。 

    正面來看，透過相關立法引進民間力量，設計如自立事業之福利服務支援

系統，除可望得節省政府有關組織人力之支出外，更得將非營利組織與人民間

之互動，予以制度化，令雙方一舉一動皆須在國家所圈選之遊戲規則下為之，

使專業社工人員得以提供效率且多元之服務，保障人民能享有公平合理之照顧

378。且老人福利法第 8 條，針對「引進民間力量，以服務或照顧老人」一事，

實早有明文如後：「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各本其職掌，對老人提供

服務及照顧（第 1 項）…前項對老人提供之服務及照顧，得結合民間資源，以

補助、委託或其他方式為之；其補助、委託對象、項目、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第 3 項）。」故若欲仿效前

述日本制度，在組織合法性上並無問題。 

    相對前述，不外乎「效率、競爭、願景、普遍、財政」等考量，反之取其要

者379，其一，大多數文獻在探討民營化功能時，多認定民營化可380減少政府人力

配置，由委託民間單位辦理社會福利則可提供成本較低之方案及較高效率之服務；

然而，實作之際，是否確實存有「自由競爭市場」？即屬有疑，按臺灣之現實問

題係：部分縣市非營利團體少而弱，在合格供應者有限之前提下，若強行推動民

營化，即助成「高度資源集中化」而享有獨占性，並形成「勉力拜託進場」之尷

尬局面。此外，所謂的效率和效能仍無客觀且具體之衡量指標，如何能進一步落

                                                      

期，2001 年 5 月，頁 58-61；鄭清霞、呂朝賢、王篤強，〈「福利私有化」及其對臺灣福利政

策的意涵〉，《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7 卷第 2 期，1995 年 9 月，頁 152-153；河村倫哉，

〈福祉多元主義の意義と問題〉，《大阪外国語大学論集》，第 24 期，2001 年 3 月，頁 74。 

377 姚蘊彗，〈社會福利民營化的省思〉，《通識研究集刊》，第 5 期，2004 年 6 月，頁 42。 

378 江亮演、應福國，〈社會福利與公設民營化制度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第 108 期，2005

年 1 月，頁 58-59。 

379 綜合整理自：江亮演、應福國，〈社會福利與公設民營化制度之探討〉，頁 60；姚蘊彗，〈社

會福利民營化的省思〉，頁 48-49；劉淑瓊，〈社會服務「民營化」再探：迷思與現實〉，《社

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第 5 卷第 2 期，2001 年 12 月，頁 17-19、24；黃源協，〈臺灣社

區照顧的實施與衝擊─福利多元主義的觀點〉，頁 58-61、92-95；鄭清霞、呂朝賢、王篤強，，

〈「福利私有化」及其對臺灣福利政策的意涵〉，頁 159-160；西村健一郎、岩村正彥、菊池

馨実編，《社会保障法 Case and Materials》，（東京：有斐閣，2009 年），頁 362。 

380 至對於任務如何移轉至私部門（如法令規範、財源、生產、配置等要素），詳細描述可參鄭

清霞、呂朝賢、王篤強，〈「福利私有化」及其對臺灣福利政策的意涵〉，頁 15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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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成本效益分析？縱得計算，難保不會因成本降低導致服務品質下降。且私立社

會福利與醫療機構亦有可能未因競爭而降價，委託服務反使行政工作複雜化，政

府需花費更多時間與人力，從事監督與評鑑工作。其二，隨著民營化之發展，民

間社會福利團體仰賴政府補助或購買服務契約之經費比例愈來愈高，有的占機構

總預算一半，有的甚達百分之七十、八十以上之譜；然而，政府經費具有不確定

性與低額度性，前述深度之財務依賴狀況將會造成民間社會福利團體之未來不可

預測性和營運風險。民間單位為獲取經費來源，必須配合政府之方案要求，使組

織犧牲傳統之自主色彩。除非民間社會福利團體能積極採取「廣闢各種財務管

道」 、「責信的建立」、「與政府建立夥伴關係」、「與其他機構合作或策略聯盟」、

「人力精簡措施」、「尋求組織管理之道」，並透過「政治辯護」來提高政府補助

金額，否則財務依賴將不利組織生存與發展。其三，民間團體與學者經常批評的

是，政府於移轉照顧責任時，往往將「何者得以何種方式享受服務」之決定標準，

併同交予非營利組織，是有需要之人能否得到資源、資訊接近性低之人可否得到

服務、機構是否會選擇案主？易生爭議。其四，福利多元主義無非希望透過民間

力量，降低政府施政成本，惟隨著民營化項目、範圍之蔓延，相關委託或補助總

費用不免水漲船高，對於財政持續困難之中央及地方政府而言，如何編列足夠預

算因應，將會是一巨大考驗。 

    然而，儘管社會福利民營化有以上的限制，惟民營化仍係社會福利服務輸

送之未來選項，按政府無法獨占福利市場，亦無法滿足每位福利消費者之個別

需求，私部門之營利部門亦難期待在無利可圖下，填補政府空缺，非營利部門

同因資源問題亦難為之，尚須各方發揮相互特色，共同協力補充彼此不足。申

言之，政府之目標在於贏取多數選民之支持，爭取執政，內部則以「權威層級

式」為凝聚；企業所追求者，則在於利潤及市占率之極大化，以「競爭」作為

前進之動力；而非營利組織381則在於不特定多數人之公共利益，以「信任」為

合作基礎382。前述如是，則應於充分針對福利服務及公私部門之特色進行比對

考量後，方透過民間力量（尤其係非營利組織），提倡大眾參與，發揮政府財

                                                      
381 針對非營利組織中有關志願服務及就業情況之深入描述，請參呂朝賢、鄭清霞主筆部分，〈非

營利組織與志願服務〉，官有垣、鄭清霞主筆部分，〈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就業〉，均於蕭新煌、

官有垣、陸宛蘋編，《非營利部門：組織與運作》，（臺北：巨流 2009 年），頁 151-175、197-

221。 

382 孫煒、蕭全政，〈全球化潮流下台灣公私部門組合型態的制度性安排〉，《政治科學論叢》，第

58 期，2013 年 12 月，頁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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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物力資源，結合民間有能力、有意願之團體，運用專業人員提昇服務品

質，並代替弱勢向政治團體倡議，方可圓滿案主之迫切需要383。 

行政的弱點 NPO 的強項 

偏好中間思想，無法對應特殊需求 得以對應少數需求。 

較無彈性 迅速、彈性 

圖 5：從需求滿足觀察「福利行政獨佔」之可行 

本圖參照廣川嘉裕，〈行政と NPO の協働に関する理論〉，頁 89。 

    不過，因歸納我國憲法體系可知，相關社會福利之維護本屬政府義務，司

法院釋字第 485 號亦揭其旨：「憲法係以促進民生福祉為一項基本原則，此觀憲

法前言、第一條、基本國策章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之規定自明。本此原則國

家應提供各種給付，以保障人民得維持合乎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需求，扶助並

照顧經濟上弱勢之人民，推行社會安全等民生福利措施。」是國家角色縱自往

昔「給付國家」轉為「保障國家」，對人民生存照顧所負之責任亦從給付責任成

為保障責任，國家仍應透過引導、管制及監督等各式措施，確保人民生存所需

之相關物質與服務，得以如同國家自身所提供一般，由私人為「普及與無差

別」待遇384。具體來說，保障責任有如下述385：（一）給付不中斷之擔保義務。

（二）維持與促進競爭之擔保義務，（三）合理價格與服務品質之擔保義務（含

人員資格認定、評價及進修制度）。（四）既有員工安置之擔保義務。（五）人權

保障及國家賠償責任之承擔。 

    簡言之，監督標準與管制是否確能落實，進而維繫照顧品質，將是福利多

元主義及自立事業能否充分引進之關鍵，亦將嚴重關係至服務利用人之選擇及

充權；否則終將成為學者口中「政府推推卸照顧責任之糖衣」386。 

                                                      
383 江亮演、應福國，〈社會福利與公設民營化制度之探討〉，頁 61；劉華美，〈論老人服務民營化

─公私協力之行政〉，《社區發展季刊》，第 108 期，2005 年 1 月，頁 87；鄭清霞、呂朝賢、

王篤強，〈「福利私有化」及其對臺灣福利政策的意涵〉，頁 157-158；廣川嘉裕，〈行政と NPO

の協働に関する理論〉，《ノモス》，第 19 期，2006 年 12 月，頁 92；河村倫哉，〈福祉多元主

義の意義と問題〉，頁 78。 

384 詹鎮榮，〈生存照顧〉，《民營化法與管制革新》，（臺北：元照，2005 年），頁 279。 

385 詳情請見許宗力，論行政任務的民營化，法與國家權力（二），（臺北：元照，2007 年），頁

454-458。 

386 黃源協，〈臺灣社區照顧的實施與衝擊─福利多元主義的觀點〉，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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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 

─日本國防外交突破與未來可能發展 

 

魏丞宣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生） 

 

  摘  要 

    隨著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則，安倍政府除了透過地球儀

外交，積極輸出日本影響力，武器外交更是有深度化影響力，在一系列的新安

保法案中，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是安倍政府邁向「正常化國家」的第一階段。

本文從武器出口解禁前後，探討日本在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目前的作為，分析

軍事外交與轉變，並提出此原則下產生的優勢與隱憂，最後盤點日本應有所

為，輔以報導文獻回顧。另一方面，武器出口傅帶諸多條件，日本能否順利輸

出，政府的態度與作為將是關鍵。 

 

關鍵詞：防衛裝備、武器出口、軍工業、安倍首相、軍事 

 

壹、前言 

    政府的首要任務是維護國家安全，方法除了提高國家軍力，387經濟實力的

提升，也可以採取外交手段，積極向外爭取軍事合作，結盟他國或是弱化他國

的聯盟。身處地緣政治因素複雜的日本，外交長期陷入與他國領土之糾紛，與

南韓之獨島之爭；與俄羅斯的北方四島之爭；與中國大陸、台灣釣魚島之爭；

北韓發展核武和無預警試射飛彈，甚至飛越日本領土，尤其中國大陸方面軍事

提升的壓力，加深日本強化軍事國力的決心。 

    二戰結束後，美國佔領日本，美國為首盟軍制定日本憲法，美日安保條約
388就順勢產生，使日本接受美國的保護之下，美國也藉由佔領日本確保周邊區

域穩定，戰後美日安保成為國家安全的主軸，直到近幾年，日本政府在國防改

革上，漸漸脫離美日安保下「專守防衛」389政策，化被動為主動，修改一系列

                                                      
387 較非量化因素除軍備包含、軍隊士氣、後備軍人、更重要的是國民的支持。 
388 1951 年 9 月 8 日簽訂。 
389 日本遭受攻擊時才能行使個別自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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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保法案，母法是「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390、「國際和平支援法案」，前

者是一系列國家安全法案，後者是自衛隊派遣海外支援他國的特別法案，2012

年底安倍晉三重返執政，2013 年 12 月 17 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新的《防衛計畫大

綱》、《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畫》和《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三項攸關外交、安保政策之

文件。391這是涵蓋防衛與安全領域綱要性政策。 

    2014 年 4 月 1 日通過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實現安倍首相的第一階段，日

本社會上會對武器出口解禁有疑慮以及反對的聲音，認為違背和平憲法，但是

隨著日本國內經濟低迷與國際大環境結構影響，加上自民黨為主的「國防族」
392不斷施加壓力，安倍、自民黨與公民黨利用國會優勢通過。本文探討日本從

武器出口三原則到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檢視日本的軍售變化，在國際上作為的

改變，評估武器出口解禁未來軍售可能帶來的影響，最後結論並提出筆者一些

看法。 

貳、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前後 

    2014 年 4 月 1 日，日本安倍內閣會議通過「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取代

1967 年制定的「武器出口三原則」，393新三原則為有條件鬆綁禁止原則，其

一、不出口武器給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之紛爭國家；其二、有助於國際合作

與和平原則及有助於日本國家安全，並嚴格審查；其三、將防衛裝備用於目的

之外及移轉第三國時，需事先經過日本同意並妥善保管。394防衛移轉三原則為

日本武器出口多了法制化的窗口，仍有諸多附加前提，並且需經過國家安全保

障會議（NSC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395層層審查，以及定期報告與資訊

公開等義務，比起歐美或其他國家武器出口，限制仍是較多。396 

    早在 2013 年 12 月，安倍政府在制定「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明確表示

將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鑒於武器一詞太過於敏感，安倍政府以防衛裝備來

代替，減少日本民眾對此敏感性。內閣新聞稿聲稱，隨著安全環境的變化，有

必要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防衛裝備向海外的妥善轉讓，將有助於積極推進

國際和平與維持穩定，以及日本防衛生產技術基礎的維持和強化。促成這次修

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日兩國共同研發海基式飛彈防禦系統的計畫，許多重

要零組件都在日本製造，如果要供應給美軍使用，武器輸出原則勢必要做修

                                                      
390 包含武力攻擊暨存立危機事態法、重要影響事態法案、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等 10 項

法案。 
391〈日美與美國競合互動最新情勢〉，《中央日報》，2014 年 3 月 18 日。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10&docid=102680572&page=1>. 
392 指一群長期關注日本國防議題的政治人物、議員、與國防企業關係緊密政府代理人等…。 
393 禁止武器輸出至共產主義國家、聯合國決議武器禁運國家、國際衝突爭議國家 

394 防衛省‧自衛隊，〈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の内容〉，《平成 27 年版防衛白書》。    

  <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5/html/n2242000.html>. 
395 根據《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由首相、官房長官、防衛相、外相組成會議。 
396易予聖，〈日本海外「作戰行動」時機近了嗎~探討「軍備輸出和集體自衛權」未來〉，《亞太   

防務》，第 84 期，2015 年 4 月，頁 35。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10&docid=102680572&page=1
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5/html/n2242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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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397但日本內閣新聞稿聲稱：「透過妥善管理與轉移，積極推動國際和平與維

持穩定，日本將繼續堅持和平國家的基本理念。」398但是，問題也產生。 

    歷史道歉問題、慰安婦議題、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始終圍繞著日本政府糾

纏，不管是國內國外，爭議一直存在，但在武器出口解禁似乎沒有受到太大阻

力，安倍政府也一直強調武器出口前都需要經過嚴格審查程序，尤其是中國大

陸以「疑慮」的態度並提醒日本政府審慎評估武器出口對區域安全的影響。根

據 BBC 報導，無論是自民黨政權還是民主黨政權都發表過官房長官談話，推進

放寬出口武器原則，主要理由就是日本如不加入國際合作開發武器和生產的形

勢，日本將在軍工領域落伍。399美國在背後支持是主要推力之一，況且日本軍

工業極需資金的投入，因為日本軍購內需市場不大，成本考量，跟美國採購比

例較高，長期國防預算低落。自安倍政府上台，國防改革中將增加預算，畢

竟，資金是維持技術研發的關鍵。當初在嚴苛的環境400下生存日本的傳統軍工

企業，現在出現新的發展契機。 

1967 年 佐藤榮作 對武器出口三原則作出解釋「共產國家、聯合國

武器禁運、對可能捲入或已經捲入國際紛爭或衝

突國家，三條件之一都禁止出口武器。」 

1976 年 三木武夫 擴大原則「慎重向三原則以外條件國家出口武

器，並列武器有關設備為準武器。」 

1983 年 中曾根康弘 基於美日安保條約，允許提供美國武器技術。 

2005 年 小泉純一郎 把與美國合作開發案、彈道飛彈武器系統列為例

外。 

2011 年 野田佳彥 允許輸出武器和技術與日本安保關係的國家，並

須向和平貢獻並遵守國際武器出口規定的國家，

不得向第三國轉移情況下出口。  

2014 年 安倍晉三 通過「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取代「武器出口三

原則」 

作者自行整理：防衛移轉三原則相關進程 

   

參、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下軍事外交與轉變 

    雖然日本已解禁武器輸出三原則，根據國家安全保障局次長高見澤指出日

                                                      
397 徐家仁，〈日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 中韓有疑慮〉，《公視新聞網》，2014 年 4 月 2 日 

   <http://news.pts.org.tw/detail.php?NEENO=265816>. 

398 外務省，〈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報道発表》，2014 年 4 月 1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0805.html>. 
399 童倩，〈安倍政權顯出解禁武器出框架〉，《BBC 中文網》，2014 年 2 月 24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4/02/140224_japan_cabinet_weapon> 
400 日本軍備無法輸出，國防預算低落時期。 

http://news.pts.org.tw/detail.php?NEENO=265816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0805.html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4/02/140224_japan_cabinet_wea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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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未來將出口救難、運輸、監視、掃雷等技術與設備，暫不考慮出口坦克及戰

機，在新三原則規範下，日本決定出口救難機到印度，出口地雷探測機到開發

中國家，出口反海盜巡邏艦到印尼、菲律賓及其他東南亞國家。401  

    日本以政府開發援助為主，武器輸出為輔，搭配安倍的地球儀外交，積極

向外拓展實力，日本贈送菲律賓多艘有武裝的巡邏艇；日本還將出售海上自衛

隊所使用的 US-2 型水上飛機給印度，執行救難任務。日本與法國在 2+2 會議
402上，簽署《共同開發防衛裝備協定》，將共同研發水下無人機、用於處理輻射

汙染作業與爆裂物處置的機器人，還共同鄭重聲明打擊恐怖主義，拒絕對恐怖

分子金援、交易武器行為，並加強雙邊關係403這是繼美國、英國、澳洲第四個

國家與日本所簽訂的防衛裝備協議。 

日本軍工業配合政府政策，與美、英、法等國共同研發武器，孕育出研發

及生產力良好的民營軍工業404，在防衛白皮書指出：405 

（一）深化與歐美國家防備裝備與技術合作， 

愛國者二型海外技術轉移、F-35 共同研發、建立共同平台使陸上自衛隊

引進魚鷹機。 

（二）與太平洋友好國家技術合作， 

      澳大利亞潛艇技術聯合開發與技術轉移、印度 US-2 技術轉讓。 

（三）應用於民間產業 

   授權部分國防技術給民間產業使用，例如：Ｃ-2 飛機技術資料。 

（四）技術管理 

   促進嚴格審查，強化技術管理，保護日本技術。 

 

    綜觀武器外交，日本更與菲律賓舉行首次雙方軍事演習，普遍認為這是對

中國在南海作為上的抗議，美國與日例行兩年一次規模更大的「利劍」演習，

訓練項目因情勢不同而有所變化，像是當釣魚台主權紛爭時，奪島訓練項目就

被列為是重點。聯合軍事演習代表著三種訊息：參與演習國家之間的作戰協調

性、保持軍隊高昂的鬥志，展現自衛隊的雄心、震懾他國。 

日本向澳洲輸出蒼龍級潛艦技術，強化美、日、澳軍事同盟，日本自我武

裝的加強符合美國重返亞洲的利益，美日安保的轉型，美國需要日本承擔更多

亞洲和平與安全責任，更樂見武器適當解禁出口。 

張景全教授認為：「短期而言，武器出口禁令放寬會增加日美雙方整體實力

                                                      
401〈日本放寬武器出口 針對中國布局〉，《泰國世界日報》，2014 年 4 月 7 日。     

   <http://www.udnbkk.com/article/2014/0407/article_116111.html> 
402 由兩國國防部長、外交部長出席的會議，探討日法國家安全、外交相關議題。 
403 Masaaki Kameda, “Japan, France ink defense gear transfer pact at-plus-two meeting ” The Japan 

Times NEWS, May 13, 2015.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5/03/13/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japan-france-ink-

defense-gear-transfer-pact-at-two-plus-two-meeting/#.VgNhVPmSz4y>. 
404 包含三菱重工、豐田、川崎重工、富士重工等…。 
405〈防衛裝備‧技術協力〉，《平成 27 年防衛白書》， 

   <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5/html/n3241000.html> 

http://www.udnbkk.com/article/2014/0407/article_116111.html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5/03/13/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japan-france-ink-defense-gear-transfer-pact-at-two-plus-two-meeting/#.VgNhVPmSz4y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5/03/13/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japan-france-ink-defense-gear-transfer-pact-at-two-plus-two-meeting/#.VgNhVPmSz4y
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5/html/n3241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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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戰略動機，從而暫時增強美日同盟的威攝力。然而，長期看來，武器出口放

框以及隨後解禁集體自衛權正催生出一個具有強大防衛產業、廣泛防衛合作對

象和更大防衛空間的日本，維持美日同盟穩定的傳統結構與觀念將悉數瓦

解。」406 筆者認為美日同盟將有更全面化的變質，長期而言不至於瓦解，而是

會因國際情勢，日本未來遭遇的任何困境在面對抉擇時足以動搖美日同盟，但

那也說明美日同盟又到另一個轉型階段。2015 年 4 月，美國國防部長卡特

(Ashton Carter) 訪日，會後卡特表示，即將完成的美日共同防衛指針會改變

美日雙邊同盟的形態，並有助於應對來自亞太和全球的挑戰，日本防衛大臣中

谷原則表示，這是更加牢固美日同盟的措舉。407在 2+2 美日安全磋商會議後，

美日軍事交流也更為頻繁，一個名為日本觀察員交流計畫(JOEP)408，美國海軍

陸戰隊員藉由交流計畫，進行交流訓練，並與日本陸上自衛隊員分享兩棲作戰

經驗，美軍指揮官說：「與盟友一起訓練是很重要，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在這地區

未來無論是救災或偶發事故的挑戰。」409在面對日本周邊區域衝突可能性提

高，甚至影響到日本海上航行安全，周邊航空交通，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或許

有特別例外的產生，日本國會在 911 事件後，緊急通過的《反恐對策特別措施

法》即為一例，為提供美軍船隻補給開出特例。 

2014 年 7 月歐洲國際防衛展在巴黎舉行，在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下，這次

日本首次有防衛裝備在外國展出，儘管這次「日本館」展出的多半是民用產

品，但隨著日本長期奉行「武器出口三原則」今年 4 月鬆綁，安倍晉三政府積

極鼓勵日本輸出武器裝備，此次參展堪稱賣出一大步。410要輸出軍品到國際市

場，除了邀請客戶來國內探訪，藉由會展的展售，加上外國客戶現場體驗產品

的可用性，增加客戶興趣。2015 年 5 月 13 至 15 日，日本港都橫濱地區舉辦

「海洋系統與科技展」，日本國內外共 125 家廠商參展，展出海軍最新裝備與技

術，日本兩大國防工業廠商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也都參展，這是日本國內頭一

次舉辦以海洋安全為主題的防衛裝備展。411這是自武器出口解禁後，日本自己

主辦的防衛裝備展，顯示日本軍工企業已躍躍欲試，向國際市場試水溫，技術

面問題將是考驗。 

                                                      
406 張景全，〈日本放寬武器出口禁令及其對日美同盟的影響〉，《日本學刊》，第 6 期，2014 年

11 月 14 日。 

   <http://qk.cass.cn/rbxk/zdtj/201411/t20141114_50804.htm> 
407 趙國材，〈中、美、日在亞太較勁〉，《觀察》，第 21 期，2015 年 5 月，頁 40。 

   <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687>. 
408 Japanese Observer Exchange Program. 日本陸上自衛隊與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交流計畫。 
409 Ryan, “JGSDF COMES TOGETHER WITH U.S. MARINES,”MARINES, MAY 7, 2015,     

<http://www.marines.mil/News/NewsDisplay/tabid/3258/Article/587911/jgsdf-comes-together-with-

us-marines.aspx>. 
410 編譯中心，〈日鬆綁售武，首參加巴黎武器展〉，《世界新聞網》，2014 年 6 月 18 日       

<http://www.worldjournal.com/291396/article-

%E6%97%A5%E9%AC%86%E7%B6%81%E5%94%AE%E6%AD%A6-

%E9%A6%96%E5%8F%83%E5%8A%A0%E5%B7%B4%E9%BB%8E%E6%AD%A6%E5%99

%A8%E5%B1%95/>. 
411 黃菁菁，〈日內閣通過集體自衛權法案〉，《中時電子報》，2015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15000505-260108>. 

http://qk.cass.cn/rbxk/zdtj/201411/t20141114_50804.htm
http://www.observer-taipei.com/article.php?id=687
http://www.marines.mil/News/NewsDisplay/tabid/3258/Article/587911/jgsdf-comes-together-with-us-marines.aspx
http://www.marines.mil/News/NewsDisplay/tabid/3258/Article/587911/jgsdf-comes-together-with-us-marines.aspx
http://www.worldjournal.com/291396/article-%E6%97%A5%E9%AC%86%E7%B6%81%E5%94%AE%E6%AD%A6-%E9%A6%96%E5%8F%83%E5%8A%A0%E5%B7%B4%E9%BB%8E%E6%AD%A6%E5%99%A8%E5%B1%95/
http://www.worldjournal.com/291396/article-%E6%97%A5%E9%AC%86%E7%B6%81%E5%94%AE%E6%AD%A6-%E9%A6%96%E5%8F%83%E5%8A%A0%E5%B7%B4%E9%BB%8E%E6%AD%A6%E5%99%A8%E5%B1%95/
http://www.worldjournal.com/291396/article-%E6%97%A5%E9%AC%86%E7%B6%81%E5%94%AE%E6%AD%A6-%E9%A6%96%E5%8F%83%E5%8A%A0%E5%B7%B4%E9%BB%8E%E6%AD%A6%E5%99%A8%E5%B1%95/
http://www.worldjournal.com/291396/article-%E6%97%A5%E9%AC%86%E7%B6%81%E5%94%AE%E6%AD%A6-%E9%A6%96%E5%8F%83%E5%8A%A0%E5%B7%B4%E9%BB%8E%E6%AD%A6%E5%99%A8%E5%B1%95/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15000505-26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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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報導，日本拓殖大學教授佐藤丙仵表示：「武器出口解禁有助於日本

國防企業參加武器研發與製造，進而取得尖端技術。一個像日本這樣的封閉市

場，你能清楚地體會技術發展的落後。」412但是，日本軍工企業對於武器出口

初期還是相當謹慎，配合政府政策，會先出口部分非爭議的防衛裝備。日本防

衛相關企業多數都不是專門的防衛專業製造商，而是在力圖妥善調節民用產業

與經營資源的同時維持發展防衛產業。413相較於尖端武器技術，日本部分技術

像是圖像感測器技術、碳纖維航空零組件技術可授權民間運用，因為這些無法

製成一個產品，小規模生產昂貴，又屬於非敏感性技術，日本政府可授權於民

間企業使用。414安倍內閣對於武器出口仍有日本企業觀望態度、美國國防工業

合作障礙、政治決定與內鬥。415所以日本內部整合 

肆、日本優勢與隱憂 

一、優勢 

（一）軍工企業再進化 

    武器出口的解禁對於日本軍工產業意義重大，透過不斷研發與投資，並且

掌握關鍵技術，在軍備技術面的交流上掌握軍事發展話語權，讓軍工企業保有

競爭力，相對地，日本對如戰機引擎、雷達系統等關鍵技術的缺乏…，仍須向

外國軍事工業引進關鍵技術，借重國際技術交流與分享，便於參與國際間合作

開發及生產國防裝備。 

 

（二）出售武器 

    日本經濟不振，長期而言，逐步的放寬武器出口限制，適時提振日本出

口，帶動整個相關生產鏈；日本也積極推動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出售武器

給部分無爭議的非洲國家，除了可以增加聯合國的票源，中國本身更是非洲最

大援助暨貿易國，更可以削弱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幫助亞洲不管是美日盟友

或是日本欲牽制中國的盟友發展自衛力量，達到遏止中國戰略目的。 

 

（三）軍事交流擴大 

                                                      
412 Kiyoshi Takenakak and Nobuhibo kubo, “Japan relaxes arms export regime to fortify  

defense,“ REUTERS, April 1, 2014.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4/01/us-japan-defence-idUSBREA2U1VF20140401>. 
413 白石隆，〈為參加 TPP 談判與維持完善防衛能力，制定中長期戰略〉，《nippon.com》，2012     

月 7 月 30 日。 

   <http://www.nippon.com/hk/editor/f00009/>. 
414 Jonathan Soble, “With Ban on Exports, Japan Arm Makers Cautiously Market Wars Abroad,”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2,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7/13/business/international/with-ban-on-exports-lifted-japan-arms-

makers-cautiously-market-wares-abroad.html>. 
415 郭育仁，〈日本新武器出口政策淺析〉，《台北論壇》，2014 年 4 月 24 日。 

   <http://140.119.184.164/view_pdf/136.pdf>.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4/01/us-japan-defence-idUSBREA2U1VF20140401
http://www.nippon.com/hk/editor/f00009/
http://www.nytimes.com/2015/07/13/business/international/with-ban-on-exports-lifted-japan-arms-makers-cautiously-market-wares-abroad.html
http://www.nytimes.com/2015/07/13/business/international/with-ban-on-exports-lifted-japan-arms-makers-cautiously-market-wares-abroad.html
http://140.119.184.164/view_pdf/13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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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集體自衛權解禁，加上新的美日共同防衛指針修訂後，日本自衛隊能

更有效與美軍聯合軍事行動，並提高兩軍默契，強化作戰能力。今年「護身軍

刀」演習（Talisman Sabre）41631 名陸上自衛隊登上美國海軍兩棲運輸船綠灣

號，前往澳洲參加日澳演習417，報導稱，此次演習將能讓日本自衛隊了解美澳

海陸部隊如何處理國際的危機，並觀摩美澳部隊在後勤、通訊、兩棲作戰上的

作為。418 美日等 7 國也在 2015 年 9 月持續進行 「黎明閃電」 （Dawn 

Blitz）聯合軍事演習419，從 2010 年開始，日本在 2013 年首次參加，奪島演練

為此演習的主要項目，透過美日聯合軍演，建立有效溝通軍事管道、協調美軍

與自衛隊作戰能力，以應付任何危機發生的情況。經過聯合軍事演習更是強化

美日與參與國家的軍事關係，也可展示武器技術最新發展情形，視同實戰測

試，對於武器輸出也是相當重要的推銷場合。 

 

（四）邁向正常化國家的一大步 

   偏向右翼的安倍首相秉持著祖父岸信介的精神，積極擺脫和平憲法，武器出

口解禁後，加上擁有集體自衛權，甚至不惜替換內閣法制局長，420解釋憲法，

顯示讓日本再次崛起的政治意圖。 

（五）日本地位的提升 

   在邁向正常化國家後，軍事實力一直是衡量國家間重要的國力指標，筆者相

信日本雖不至於主動發生戰爭，但日本漸漸有投射遠洋的作戰能力，此軍事戰

力的需求，可應付未來的動盪並對日本構成安全威脅的有效戰略嚇阻，例如：

新成軍的直升機護衛艦出雲號以及剛下水的加賀號；藉由軍事裝備輸出與出擴

大售國的軍事交流，增加實質影響力。 

二、隱憂 

（一）未來出兵海外的可能： 

  雖然安倍政府不斷強調「積極的和平主義」，隨著武器出口三原則更動，集

體自衛權逐漸的解禁，美日共同防衛指針的最新修正，日本一改美日安保的專

守防衛政策，但日本人民對於未來日本參與戰爭可能性仍有很大的疑慮。日本

                                                      
416 每兩年舉行一次，旨在加強雙邊聯合作戰、自然災害、人道救援合作能力強化。 
417〈史無前例 日本自衛隊登陸澳洲參加演習〉，《大紀元電子報》，2015 年 6 月 23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tw/n131233/%E5%8F%B2%E7%84%A1%E5%89%8D%E4%BE%8

B-

%E6%97%A5%E6%9C%AC%E8%87%AA%E8%A1%9B%E9%9A%8A%E7%99%BB%E9%99

%B8%E6%BE%B3%E6%B4%B2%E5%8F%83%E5%8A%A0%E6%BC%94%E7%BF%92-.html

>. 
418 Derek Harkins, “Images: Talisman Sabre 2015” DVIDS, July 11, 2015, 

   <https://www.dvidshub.net/image/2060815/talisman-sabre-2015#.Vf5Z5_mSz4w>.  
419 Gretel C. Kovach, “international force storms beach at Pendlton：Dawn Blitz amphibious military 

exercise expands with U.S-Japan alliance,” 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 Sept 4, 2015.  

   <http://www.sandiegouniontribune.com/news/2015/sep/04/dawn-blitz-2015-pendleton/>. 
420〈安倍將更換法制局長官 或為憲法討論鋪路〉，《日經中文網》，2013 年 8 月 2 日。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6178-20130802.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tw/n131233/%E5%8F%B2%E7%84%A1%E5%89%8D%E4%BE%8B-%E6%97%A5%E6%9C%AC%E8%87%AA%E8%A1%9B%E9%9A%8A%E7%99%BB%E9%99%B8%E6%BE%B3%E6%B4%B2%E5%8F%83%E5%8A%A0%E6%BC%94%E7%BF%92-.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tw/n131233/%E5%8F%B2%E7%84%A1%E5%89%8D%E4%BE%8B-%E6%97%A5%E6%9C%AC%E8%87%AA%E8%A1%9B%E9%9A%8A%E7%99%BB%E9%99%B8%E6%BE%B3%E6%B4%B2%E5%8F%83%E5%8A%A0%E6%BC%94%E7%BF%92-.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tw/n131233/%E5%8F%B2%E7%84%A1%E5%89%8D%E4%BE%8B-%E6%97%A5%E6%9C%AC%E8%87%AA%E8%A1%9B%E9%9A%8A%E7%99%BB%E9%99%B8%E6%BE%B3%E6%B4%B2%E5%8F%83%E5%8A%A0%E6%BC%94%E7%BF%92-.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tw/n131233/%E5%8F%B2%E7%84%A1%E5%89%8D%E4%BE%8B-%E6%97%A5%E6%9C%AC%E8%87%AA%E8%A1%9B%E9%9A%8A%E7%99%BB%E9%99%B8%E6%BE%B3%E6%B4%B2%E5%8F%83%E5%8A%A0%E6%BC%94%E7%BF%92-.html
https://www.dvidshub.net/image/2060815/talisman-sabre-2015#.Vf5Z5_mSz4w
http://www.sandiegouniontribune.com/news/2015/sep/04/dawn-blitz-2015-pendleton/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6178-201308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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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擔心未來日本將有出兵海外作戰的可能，現在的政府造成自己的孩子要出

兵作戰，根據蓋洛普國際調查聯盟 （The WIN/Gallup International）以 Willing 

to fight for your country? 為命題，針對 64 國比較中，在回答「會」的答題選

項，日本以 11%排名第 63 名，在不知道或拒絕回答的選項日本以 46.6%排名第

一，421換句話說，安倍政府在修改美日安保條約時，需要顧及到日本民眾對於

保家衛國的意識，這調查也說明日本國民對戰爭的厭倦。 

 

（二）對於日本軍事科技的信賴度 

  雖然美日有共同研發軍事武器與裝備的基礎，相較於美國以戰養戰的方

式，藉由實際戰爭行為除了讓武器不斷使用並改造不良之處，更是推銷本身軍

事裝備的好手法，也提升武器研發的經驗。日本自二戰後受限於和平憲法就沒

有出兵過，也少了武器使用的經驗，這些經驗也是出售武器的障礙。 

 

（三）中日關係的變化： 

  盡管日本對外聲稱，這次鬆綁不是針對中國大陸而來，但在軍備競賽上，

亞洲除了俄羅斯外，就屬中國軍力逐漸威脅日本，在加上東海釣魚台隨時發生

的摩擦、日本積極出售防衛裝備給南海沿海國家，任何的軍事行為很難不讓人

聯想是在與中國大陸抗衡。加上美國也需要日本牽制中國。 

 

伍、結論 

    每年的國防市場都被幾個主要國家占有，要突破重圍，技術的掌握是關

鍵，其實日本軍事蘊底自二戰後已有良好基礎，只是苦無和平憲法等一系列限

制法案，隨著一系列美日安保相關法案通過，加上安倍採用兩面手法，一方

面，今年 8 月安倍對戰後 70 年發表《安倍談話》，承認侵略和殖民統治，表示

反省和道歉的基本立場獲得大部分傳媒和輿論支持，422；一方面，透過安倍地

球儀外交，拓展日本影響力，實現安倍首相日本再次崛起的願望。 

    以下歸納可能作為： 

     

一、安倍政府或許可以透過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集體自衛權解禁、新安

保法的外交政策盤點，轉移日本國民對經濟不振的焦點。 

     

二、建立如北約組織的東亞或亞太軍事聯盟組織，聯合與中國有南海領土

                                                      
421“Japan is less optimistic, than last year, on the economic outlooks for 2015,”「エンド・オブ・ 

イヤーサーベイ2014-65ヵ国グローバル調査」January 13, 2015. 

   <http://www.wingia.com/web/files/news/231/file/231.pdf>. 
422 童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自動當選連任總裁〉，《BBC 中文網》，2015 年 9 月 8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9/150908_japan_shinzo_abe>. 

http://www.wingia.com/web/files/news/231/file/231.pdf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5/09/150908_japan_shinzo_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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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糾紛的國家或美國盟友，如：南韓、新加坡、菲律賓、越南

等…。宗旨宜為維護東亞區域安全，營造永久和平環境，處理亞洲有

關安全事務甚至可以與東協共同打擊恐怖攻擊。 

     

三、對於新安保法的解釋，面對自衛隊出兵海外作戰，除了增加實戰經

驗，更是讓日本軍事科技在國際市場上能見度曝光更多；防衛裝備移

轉三原則下，藉著安倍俯瞰地球儀外交，推銷防衛裝備到有興趣的國

家，有意與日本簽訂防衛裝備產品協定，再進一步擴大交流。 

     

四、美日安保的強化有利於日本軍事工業的發展，合作代替競爭，倚重美

國軍火公司的能力當墊腳石，拓展日本軍事影響力， 

     

五、日本政府已有防衛大綱計畫，並設定整體核心國防目標，建立與維持

國防架構的環境，與他國戰略對話深層化、落實化、面對突發狀況時

的應變能力訓練，提升緊急反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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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與南韓在加入美國彈道飛彈防禦體系 

決策上差異之比較：以威脅可信度視角分析 

 

徐圓媛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摘要 

    本文探討身為美國在東亞區域重要盟友的日本與南韓，在 1990 年代面對美

國要求加入彈道飛彈防禦體系時造成日本、南韓決策差異之因素。面對北韓威

脅，美國在 1990 年代開始根據全球性的防衛系統構想飛彈防禦體系，對此美國

在東亞區域最重要的兩個盟友日本和南韓對於美國所領導的彈道飛彈防禦體系

採取了不同的政策選項：日本同意並開始加入美國的彈道飛彈防禦體系計畫且

與美國共同研發技術；南韓則是持續地拒絕美國所提議的計畫，且自主發展南

韓彈道飛彈防禦體系。美日、美韓此兩案例有極其類似之處，日、韓兩國同樣

面臨北韓飛彈的外在威脅，且與美國皆為同盟關係且在軍事合作上關係密切、

互動頻繁；兩國國內也都存在可能對政策造成影響的反美主義，此兩案例在相

同的自變項基礎上，但面對安全環境變化，卻出現了日本、南韓分別採取不同

政策的依變項。又，日本、南韓國內即使皆經歷保守、進步派政黨輪替，也未

改變原有的政策方向。是以，本文提出「威脅可信度」來解釋造成兩案例差異

的關鍵因素。 

 

關鍵字：美日同盟、美韓同盟、彈道飛彈防禦體系 

 

 

 

 

 

 

 

 

 

 

 



188 

 

 

壹、 前言 

 

    1990 年美蘇僵持對立的冷戰結束後，過去被美國及其盟友視為是最大安全

威脅的蘇聯瓦解，改變了原先兩極對立、意識形態對抗的國際體系，但國際安

全環境並沒有因此有所改善。北韓在 1990 年代初期不顧周邊國家和聯合國抗議

頻繁試射飛彈，擁有可以以美國為攻擊目標的洲際彈道飛彈能力(inter-

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ICBM)，安全威脅也從過去在冷戰時期美蘇核子戰爭

的恐怖平衡威脅轉變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和彈道飛彈。 

    然而面對北韓威脅，美國在 1990 年代開始根據全球性的防衛系統構想飛彈

防禦體系，對此美國在東亞區域最重要的兩個盟友日本和南韓對於美國所領導

的彈道飛彈防禦體系(Missile Defense, MD)採取了不同的政策選項：日本同意並

開始加入美國的彈道飛彈防禦體系計畫且與美國共同研發技術；南韓則是持續

地拒絕美國所提議的計畫，且自主發展南韓彈道飛彈防禦體系( Korean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KAMD)。美日、美韓此兩案例有極其類似之處，日、韓兩國同

樣面臨北韓飛彈的外在威脅，且與美國皆為同盟關係且在軍事合作上關係密

切、互動頻繁；兩國國內也都存在可能對政策造成影響的反美主義，此兩案例

在相同的自變項基礎上，但面對安全環境變化，卻出現了日本、南韓分別採取

不同政策的依變項。又，日、韓兩國國內即使經歷保守、進步派政黨輪替，皆

未改變原有的政策方向。是以，本文目的為討論日本、南韓在面對參與美國彈

道飛彈防禦體系的決策上，造成差異的關鍵因素為何。探究日本、南韓兩國對

於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及威脅認知為何、國內菁英如何分析外部威脅且會採取何

種政策來因應威脅。 

    既有國際關係理論中，系統層次分析顯示出日本和南韓不同的威脅認知造

成了分歧的彈道飛彈防禦體系政策選擇：對南韓來說，北韓的傳統武力是主要

的威脅；對日本來說，除了北韓之外，1995、1996 年台海飛彈危機讓日本質疑

也擔憂中國的飛彈威脅，但卻沒有解釋日本、南韓兩國為何對外在環境存在解

釋上的差異。再者，新現實主義認為外交政策是由政策領袖所決定而非抽象的

國家，政策菁英、軍事領袖、政治家基於自身對外在環境的認知及國家相對權

力的分析進行決策。因此新現實主義關注決策者如何同意或不同意某種特定對

外在威脅認知的解釋，且認為政治領導的認知決定了國家外交政策。當外在威

脅出現時，經濟、政治和法律限制都會成為阻礙國內動員的重要因素。而若日

本、南韓所採取的彈道飛彈防禦體系政策反映了國內政治的變化而非外在環境

威脅認知，則為何彈道飛彈防禦體系一開始會成為排除其他安全策略的選項？

為何彈道飛彈防禦體系成為重要議題？本文研究問題本質為日本和南韓決定加

入美國所領導的彈道飛彈防禦體系與否，而非解釋兩國自己決定是否發展彈道

飛彈防禦體系，亦非各自分別對中國、北韓的態度，而是日本、南韓身為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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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盟友，在美國都希望日韓兩盟友加入的情況下，日本與南韓各自採取何種選

項，在此同時也要考慮美國對北韓和中國的態度及立場。 

    又，關於彈道飛彈防禦體系議題以美日、美韓兩案例進行類比討論的既有

文獻較少。既有的討論多是在，第一，分別討論日本和南韓兩國決策的歷史過

程及彈道飛彈防禦體系分別對兩國造成的影響進行論述；423第二，日本和南韓

各自所面臨國內限制和障礙與彈道飛彈防禦體系發展上的成本和效益。這樣的

討論難以解釋政策結果的差異，亦缺乏自變項和依變項間的因果關係連結。 

    綜上所述，本文發現從相關國際關係理論對日本、南韓在面對參與美國彈

道飛彈防禦體系的決策上的論述，和日本、南韓的政策選擇相關文獻或將兩者

進行類比研究皆無法確切回答日本和南韓兩國國內面臨政權交替，這段期間內

影響兩國各自採取不同政策選項的因素為何。本文研究目的為提出具有解釋力

的「威脅可信度」邏輯，且從案例比較中回答造成兩案例差異的關鍵因素。 

 

貳、 以威脅可信度來解釋日本與南韓參與彈道飛彈防禦體系政策差

異之解釋 

 

一、威脅可信度相關理論 

    一國是否具有意圖、威脅可信度該如何衡量，可以從國際衝突研究中討論的

核心「國際危機衝突中，國家政治領袖要如何發出訊號以避免戰爭爆發」來觀察，

考量到爆發戰爭是必須付出成本的，因此衝突雙方會傾向妥協而非爆發戰爭。在

握有完整資訊的情況下，要靠協商解決衝突並不困難。但是國家往往無法確知他

國決心、意圖或是軍事能力，因此難以仰賴協商解決問題。國家可能會為了在談

判協商過程中獲得較多的議價籌碼或是力量，而誇大自己「真實的決心」(true 

resolve)或是軍事能力。由於扭曲的資訊可以獲得議價力量，因此缺乏成本的訊號

通常被認為無法有效地、具可信地傳達自身的決心。 

許多文獻針對「在國際衝突中，國家可以有多大的可信度來傳達其決心的訊

號，以求達成妥協、協商，進而避免耗費成本的戰爭爆發」進行研究。「可信度

的信號機制」(credible signaling mechanism)可以透過「聽眾成本」(audience cost)、

「軍事動員」(militarty mobilization)、「反對黨同意政府的行為」(opposition party 

endorsement of government’s threat)來檢驗。 

在國際危機中，主要是處理兩個國際政治上的困境：國家領袖握有國家有多

大意願動用武力而非妥協來解決衝突的資訊；其有誘因去扭曲此資訊，以取得較

大議價力量。因此沈默的外交交換可能不足以讓國家知道敵國會做出多大的讓步，

                                                      
423 Weitz, Richard. 2013A.” US Missile Defense Program and Its Asian Implication”.ISSUE 

BERIF,7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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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這樣的困境，國家會讓事件「公眾化」(going public)，像是透過採取軍

隊動員活動、公開的威脅，「國家領袖將衝突升高或是正面衝突的行為，再選擇

退讓」會比「不升高緊張衝突」遭受更嚴厲的國內聽眾批評或是懲罰。424「國內

聽眾成本」主要是在國際衝突中，政治領袖所面臨的國內效果，及他國對該國領

袖意圖的認知。國家政治領袖會運用具有成本的信號，以此具有可信度地傳達其

外交政策上的利益。透過採取需要耗費金錢的軍隊動員，動員的同時產生了沈澱

成本，以沈澱成本來顯示出國家的決心，425國家政治領袖也會運用適當的軍事力

量或是進行武力展示來證明自己對於解決衝突、維護國家利益的決心。在國際衝

突中，國內政治也會對升高國際衝突產生影響，國內反對黨可以透過創造第二個

資訊來有效地確認政府的決心，進而提升政府能夠做出可信威脅的能力；同時，

反對黨也可以透過公開反對來削弱政府的威脅可信度。一旦此策略威脅敵國做出

更多的抵抗，國家就被迫做出選擇性的威脅；若是政府面臨國內競爭者擁有誘因

去揭露其較不期待戰爭爆發，則政府就擁有較少空間進行策略性的扭曲。 

    又，從何憶南(2007)以日中關係為例，日中兩國對於戰爭記憶的衝突顯示出

菁英可透過操作歷史議題讓過去敵對的兩國再度陷入這樣的問題中，歷史議題與

菁英造神和大眾反應會讓國際衝突變得政治化。菁英可以操弄、運用國家歷史和

濫用國際歷史衝突，此外即使菁英發現持續推動「歷史議題」不再有符合成本效

益時，但大眾情緒一旦被喚醒了，也不太可能視而不見此因素，儘管日本和中國

經濟貿易等「物質」上互賴程度高，卻也因此改變日中互動關係，證明理念認同

的影響力和重要性，而這樣的理念、物質因素的作用也體現在日本、南韓加入 MD

與否的決策案例上，由此本文將影響「意圖」的因素細分為「理念」和「物質」

兩個層面，來分析討論「意圖」此變項分別如何造成日本和南韓決策上關鍵差異。 

 

                                                      
424Fearon, James D. 1994.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03), pp.586. 
425 Fearon, James D. 1997.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1(1), p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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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衡量威脅可信度指標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大量現有文獻多是從「國內聽眾成本」、「反對黨同意政府行為」來衡量威脅

可信度（見圖 1），而本文所討論的發出威脅信號國家為北韓和中國非民主國家，

因此難以適用上述指標來衡量評估其所發出的威脅。由此，本文對於威脅可信度

的判斷提出「預防性威脅」(preventive threat)概念做為指標來衡量，內涵是源自

「預防性威脅」(preventive threat strike)。概念上「先制性攻擊」(preemptive strike)

與「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的區別，主要在於是否確知敵方正準備採取攻

擊行動，「預防性攻擊」所應對的不是立即、明確的威脅，而是敵方長期可能發

生的進攻威脅，有可能在數個月後或是數年後發生的進攻威脅，因無法確知國家

安全受到威脅而率先採取的軍事行動。「預防性攻擊」之所以會爆發是設想到將

來可能發生的威脅，長期可能成為軍事攻擊的目標，但在此威脅尚未明確形成時，

提前開戰清除威脅，率先採取攻擊行動，因此預防性的攻擊是起因於對長期可能

遭受攻擊的擔憂，當一國認知到未來越有可能爆發戰爭，則越可能採取預防性的

行動。426 

    由此「預防性威脅」的概念是擔心未來可能發生的攻擊，為攻擊者帶有防禦

                                                      
426 Reiter, Dan. 1995. “Exploding the powder keg myth: Preemptive wars almost never Happe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 pp.6; Levy, Jack S. 1987. “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 40(01),p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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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的應對行動。要判斷此威脅可信度與否是一策略互動的概念（見圖 2），以下

說明以甲方代稱可能被威脅的國家，即為本文中的日本和南韓，以乙方代稱施加

威脅的國家，即為本文中的北韓與中國，當乙方發出施加威脅攻擊的信號時，要

判斷乙方實現威脅的動機意圖可能性，是甲方以自身行為來判斷乙方的意圖，甲

方審視自身行為是否侵害乙方國家安全利益，而造成重大潛在威脅或是危機，是

甲方被威脅者從客觀行為去觀察、判斷乙方的威脅是否真的可能實踐。若是甲方

認為自身行為讓乙方發動預防性攻擊實現的動機、可能性上升，則威脅的可信度

上升；反之，若是甲方判斷自身行為並沒有讓乙方發動預防性攻擊實現的動機、

可能性上升，則即便乙方表示要對甲方施加威脅，這樣的威脅也不具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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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衡量預防性威脅可信度指標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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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國家正常化對日中關係與日朝關係的影響 

(一) 日中關係 

1. 釣魚島主權爭議 

中日雙方對於釣魚島所有權歸屬說法分歧：427日本主張，「明治 18 年（1885）

後，日本透過沖繩縣當局等途徑多次前往釣魚島進行實地考察，確認這些島嶼不

僅是無人島，且沒有受到清政府或是其他國家統治過的跡象，因此日本將其編入

沖繩縣」，這是根據國際法上的先佔原則正當取得所有權；中國則是主張，中國

最早發現了釣魚島，並將其編入中國版圖中，從 16 世紀起，中國歷史文獻就有

關於釣魚島的記載。如果基於「發現」可以成為獲得領土的依據，那麼釣魚島在

16 世紀即為中國的領土。1895 年後，中日雙方對於釣魚島編入問題也存有不同

的看法，日本認為釣魚島並不在 1895 年 5 月馬關條約中割讓給日本的台灣、澎

湖列嶼內，日本早 1895 年 1 月在就將釣魚島正式編入日本沖繩縣領土；而中國

主張釣魚島是台灣的一部份，在馬關條約時被迫割讓給日本，而二戰結束後，日

本必須將釣魚島和台灣、澎湖列嶼一同歸還改中國。428 

而在 1972 年中日外交關係正常化時，雙方就已經注意到釣魚島的問題，當

時中日為了促進中日邦交正常化，雙方領導人同意暫時擱置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

在 1990 年代中日雙方多次地確認擱置的原則。但是 1992 年 2 月 25 日，中國第

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24 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

毗連區法》，其中明文規定釣魚島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進一步表達釣魚

台屬於中國固有領土的立場。429 

雖然中日在 2010 年中日船隻撞船事件前沒有發生大規模衝突，但是在此之

前中國不斷以登島行為、入侵日本領海。2004 年中國保釣人士不法登上釣魚島；

2004 年中國原子能潛艦進入日本領海航行；2005 年派遣軍艦航行東海春曉油氣

田周邊海域；在 2006 年時派遣潛艦接近沖繩海域附近的美國航母小鷹號的事件；

2008 年 12 月 8 日中國官方的海洋監調查船，進入 12 海浬以內的日本領海，且

無視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要求其離開，持續航行 9 個半小時；2009 年派遣 5 艘

驅逐艦通過沖繩本島和宮古島間航行前往沖之鳥島北方海域；2010 年 3 月再度

派遣 6 艘驅逐艦通過沖繩本島和宮古島間航行前往太平洋海域，諸如此類事件不

斷發生，使得中日雙方對於釣魚島爭議未曾停歇。此外，從 2002 年起中國施行

《新軍事訓練大綱》透過軍事演習給予釣魚島周邊海域壓力。430 

                                                      
427 日本稱尖閣諸島，本文中若非直接引述，則一律以釣魚島稱之。 
428孫崎享，2011，《日本の国境問題 : 尖閣.竹島.北方領土》，東京都：筑摩書房，頁 67。 
429孫崎享，2011，《日本の国境問題 : 尖閣.竹島.北方領土》，東京都：筑摩書房，頁 84；保阪

正   

  康, 東鄉和彥著，2012，《日本の領土問題 : 北方四島、竹島、尖閣諸島》，東京都：角川書

店，   

  頁 134。 
430浦野起央，2005，《尖閣諸島・硫球・中囯 : 日中囯際関係史 : 分析・資料・文献》，東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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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9 月日本逮捕和兩艘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隻相撞的中國漁船船長，

地點就是在日本所控制的釣魚島附近的東海海域。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刻道

歉和賠償，也同時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限制出口日本的稀土資源（rare-earth 

elements）。最後日本將中國漁船船長釋放，日本國內民意對於中國強硬的態度和

菅直人政府明顯屈服的行為感到不滿。2010 年中日釣魚台事件發生後，日本雖

然沒有動員區域國家批評中國的作為，但是日本強化了島嶼周邊的海軍巡邏。為

了貢獻海上安全，日本已經開始推動「海上保安外交」(coast guard diplomacy)，

已經有超過 4000 名的東亞區域和印度的海上保安人員是來自廣島海上保安大學

(Japanese Coast Guard Academy)的訓練。日本也考慮派遣自衛隊作為和平監督，

特別是在東南亞地區，這是日本朝向承擔和平和安全責任的正常國家之重要階段。

而到了 2010 年日本海上保安廳與中國漁船衝突事件後，中日關係急速惡化，中

國對此採取一連串措施，包含中國停止中日天然氣田談判、終止內閣官員級交流、

禁止對日出口稀土。面對中國強硬的回應，日本也對此採取一連串的行動，2012

年 9 月野田政府宣布國有化釣魚島，中國也以將釣魚島做為領海基點劃定領海基

線，也派遣海洋監視船表明監視活動常態化的立場。4312011 年後中國的海洋活動

不斷擴大，中國海軍艦艇部隊進出太平洋逐漸常態化。2011 年 6 月是史上最大

規模，派遣 11 艘艦艇部隊通過沖繩本島和宮古島間前往太平洋；2011 年 8 月派

遣「漁政 201」、「漁政 31001」入侵釣魚島附近日本領海；在日本決定收購釣魚

島後，中國在 2012 年 3 月派出「海監 50」、「海監 66」艦艇前往釣魚島附近海

域。4322012 年 7 月 26 日，首相野田佳彥在眾議院會議上表示「尖閣諸島附屬島

嶼和領海上，若有周邊鄰國不法行為發生，有必要派遣自衛隊回應」。2012 年 9

月 24 日，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和前政調會會長在 TBS 節目放表示，為了防衛所

屬沖繩縣的釣魚島和離島，自衛隊應該要海軍一樣擁有緊急回應能力的新部隊。

民主黨和自民黨雙方黨魁都提及活用自衛隊以積極回應。433日本政府在 2012 年

9 月 11 日決定購入釣魚島後，中國海洋監視船進入領海的次數持續增加，到 2013

年 2 月初共計 25 次（東郷和彦，2013：26）。2012 年 12 月 13 日中國國家海洋

局所屬的飛機也侵入釣魚島領空，於是日本派出海上自衛隊所屬自衛艦，激化雙

方緊張衝突。434 

                                                      
   三和書籍，頁 164。 
431東郷和彦，2013，《歴史認識を問い直す : 靖国、慰安婦、領土問題》，東京都：角川書店， 

  頁 26；久保孝雄，2013，《変わる世界 変われるか日本 : 対米自立と日中共生へ》，東京

都：  

  東洋書店，頁 213；春名幹男，2013，《米中冷戦と日本 : 激化する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戦争の 

   内幕》，東京：PHP 研究所，頁 26。 
432孫崎享、木村郎，2013，《終わらない〈占領〉：対米自立と日米安保見直しを提言する!》，

京  

  都市 : 法律文化社，頁 199；防衛省，防衛白書（平成 24 年版），東京：株式会社ぎょうせ

い，   

  2012 年。 
433孫崎享，2012，《検証尖閣問題》，東京：岩波書店，頁 42。 
434東郷和彦，2013，《歴史認識を問い直す : 靖国、慰安婦、領土問題》，東京都：角川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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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歷史問題與靖國神社參拜 

    日本強硬的外交政策伴隨著日本國內政治保守主義的崛起，特別是在教育

領域方面。首相小泉每年參拜靖國神社，促進了一般民眾參拜靖國人神社的次

數，尤其是年輕一輩。2001 年小泉訪問中國，前往中日戰爭爆發地點盧溝橋，

並向戰爭犧牲者表示哀悼之意。在非公開的領袖高峰會上，國家主席江澤民表

示首相小泉參訪戰爭紀念館內含重要意義，且表示靖國神社是祭拜日本軍國主

義戰犯的地點，日本領導人如果前往參拜的話會有爭議存在。但是首相小泉仍

在 2002 年 4 月 21 日、2003 年 1 月 14 日連續三年參拜靖國神社。在小泉第二

次參拜靖國神社時，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與公明黨代表神崎武法的會談上表示，

絕對不容許首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小泉持續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也使

得日中關係持續惡化。435中國也多次在公開場合上批評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例

如 2004 年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高峰會和東協加三

(ASEAN+3)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公開批評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

認為現在日中政治關係的最大困難即為靖國神社參拜問題。436 

    雖然安倍在上任前期表示出在歷史問題上的愛國意識、鷹派的態度，安倍

政府上任後，深刻瞭解到小泉政府在內政和外交政策上的弱點：靖國神社參

拜、遭受在野民主黨和政黨盟友公明黨(New Komeito)的批評，以及商界人士對

於中日關係惡化的影響感到不滿，因此安倍上任後於 2006 年 10 月 8、9 日出訪

中國與南韓，展現出合作的意願，希望可以改善因為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而

惡化的關係。而後中國國家主席溫家寶也在 2007 年 4 月訪問日本，重啟與環

境、能源合作、食品安全相關會談時，中日關係顯現出改善的趨勢。雖然安倍

理解到修補、改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但是安倍的歷史觀點是修正主義的態

度。安倍對「日本放送協會」(NHK)施壓，在歷史相關節目上刪除在太平洋戰

爭時期，日本軍隊強迫中、韓婦女為慰安婦的部分，又公開表示目前並無直接

證據可證明日軍於二戰期間強徵慰安婦，甚至強調即使美國國會通過要求日本

對慰安婦問題正式道歉的決議案，日方也不會對此再度道歉，這樣的觀點意味

著安倍會跟隨小泉的步伐，不會擔心在歷史議題上激怒中國，惡化日中政治關

                                                      
  頁 28；中内康夫，2010，〈尖閣諸島をめぐる問題--日本の領土編入から今日までの経緯〉，

《立 

  法と調査》(311), pp.69；藤井嚴喜，2013，《米中新冷戦、どうする日本》，東京都：PHP 研

究 

  所，頁 266。 
435家近亮子、段瑞聡、松田康博，2007，《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との対話・未来への模

索》，   

  東京都：晃洋書房，頁 50。 
436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2012，《日中関係史 1972-2012》，東京都：東京大学出版会，頁

430； 

坂元一哉，2006，〈靖国問題について〉，《東亜》，No. 468，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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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437 

 

3. 中國軍事現代化 

長期來看，中國的軍事發展對日本造成很大的威脅。從 1990 年代初期，日

本就擔心中國的傳統武器和核武軍事現代化、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能力，包含新

的潛艦可以發射 2000 公里射程的巡弋飛彈，且具備像美國戰斧巡弋飛彈

(Tomahwaks)相似的能力、透過佈署 Su-27 和 Su-30MK 攻擊戰機(strike aircraft)來

提升整體的空中防衛和攻擊能力、發展本土 J-10 和 FB-7A 戰鬥機、新的 J-X 隱

形戰鬥機(stealth fighter)、空中早期預警系統(AWACS)。特別是中國在防衛支出缺

乏透明性。日本也擔心 2007 年中國的反衛星系統，可能會讓美國衛星能力、日

本的軍事衛星計畫受到影響破壞。 

日本將中國引進 Type 052C Luyang II DDG 驅逐艦、Type 052C 旅洋驅逐艦、

Type 054A江凱驅逐艦的行為視為是要回應美日MD，且中國秘密進行科技研究、

也逐漸增加對航空母艦科技的興趣，主要是 2012 年中國重新翻修在大連的烏克

蘭的瓦良格(Varyag)航空母艦，且推測中國要從俄羅斯購買 12 架 Su-33 戰鬥機，

並加以修改以便航空母艦使用。日本也逐漸注意到中國船隻入侵日本領海，在

2004 年 11 月 10 日偵測到中國核能潛艦進入日本領海，不過隨即得到中國誤闖

日本領海的道歉，2008 年 9 月又有潛艦誤闖日本領海。但 2008 年 12 月中國決

定派遣兩搜驅逐艦前往索馬利亞外海亞丁灣執行反海盜任務，做為中國海軍力量

投射的信號。所有的跡象都顯示中國的行為不只是現代化軍事能力，而是在領土

外投射中國力量有助自身國家利益因此可能會威脅到日本在釣魚島上的利益、打

斷日本重要的海上溝通(SLOC)，甚至可能在台灣海峽緊急態勢發生時，攻擊美國

在沖繩的基地。438日本《防衛白書》每年度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軍事情勢」章

節中，皆有對於中國的專門介紹，而可以從討論的主題和方向看出日本對中國擔

憂日益增加。 

在《防衛白書》中，除了日本持續對於中國國防支出項目不透明和連年增加

支出（圖 5.3）表示關注外，到了 2007 年防衛白書在對中國國防政策的討論中，

從 1998 年「概述」、「國防政策」、「軍事態勢」、「軍事能力」、「台灣的軍事能力」

等五的子項目討論，變成「概述」、「軍事相關透明性」、「國防支出」、「軍事態勢」、

「教育、訓練現況」、「國防產業部門現況」、「海洋活動現況」等七個項目；到了

2010 年又將原本的「海洋活動現況」拆成「我國近海鄰近活動」、「中國軍隊的國

際活動」，從討論方向的變化可以看出日中在釣魚島上的爭議日漸成為日本防衛

安全關注的焦點。439 

                                                      
437 Hughes, Christopher W. and Ellis. S. Krauss. 2007. “U.S.-Japan Alliance Futures: Koizumi's 

Legacy Abe's Security Policies U.S. Challenge” Survival: The IISS Quarterly, 49 (2), pp160. 
438Hughes, Christopher W. 2009B. Japan's Military Modernisation: a Quiet Japan–China Arms Race 

and Global Power Projection. Asia Pacific Review, 16(1), pp.87. 
439防衛省，防衛白書（平成 19 年版），東京：株式会社ぎょうせい，2007 年；防衛省，防衛白

書（平成 22 年版），東京：株式会社ぎょうせい，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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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也密切關注中國在國防科技發展上的動向，特別是中國有東風 31 型長

程洲際彈道飛彈，射程含括日本在內的 全亞洲範圍。還有東風 21 型中程彈道

飛彈(IRBM/MRBM: Intermediate Range Ballistic Missile/Medium Range Ballistic 

Missile)；短程導彈(SRBM: Short-Range Ballistic Missile)則是東風 11、15 型飛彈，

射程可達臺灣，對於亞洲區域安全造成極大的影響。2007 年 1 月 11 日中國發射

導彈射擊距離地球 800 公里太空中的老舊氣象衛星、到了 2010 年，中國更發展

出「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可以成功摧毀大氣層外導彈，成為世界第三個擁

有陸基中程反彈道飛彈技術國家。再從海軍建設來看，中國也有長足的進展。從

2005 年起中國將原蘇聯所有的瓦良格號改造為新型航空母艦440，並於 2011 年 

8 月下水試航，象徵中國即將具備遠洋作戰能力。2013 年 11 月，此作戰能力

被進一步的充實，中國自行研發的 J 15 艦載機正式搭載於遼寧號上，並前往南海

海域航行。中國這一連串的發展，都讓日本擔憂中國威脅可能實現的能力和可信

度提升，此外日本也認為中國國防工業發展不夠透明。441 

 

 

圖 5.3：中國國防軍事費用支出 

    資料來源：（日本防衛白書，2014） 

 

(二) 日朝關係 

1. 1998 年北韓發射大浦洞飛彈試射 

1998 年北韓發射大浦洞一號後改變了日本對 MD 謹慎小心的態度，因為日

本無法再像 1990 年代一樣持觀望的態度。和 1993 年北韓發射飛越本州掉入日

本海的蘆洞飛彈相比，1998 年大浦洞飛彈危機劇烈地改變了日本民眾對北韓的

                                                      
440 2012 年正式命名為 「遼寧號」。 
441防衛省，防衛白書（平成 25 年版），東京：株式会社ぎょうせい，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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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認知，主要是因為飛越日本本土。在 1998 年 8 月 31 日後，過去對 MD 態

度冷淡或是謹慎的政治人物表示日本沒有足夠的軍事能力來抵禦北韓飛彈，且

和保守派政治人物一起公開表示支持允許日本政府加入 TMD 的共同研究。日

本和北韓關係日漸惡化，特別是在 2002 年平壤宣言(Pyongyang Declaration)後更

加鞏固對 BMD 的支持。北韓和日本都認為在 2002 年高峰會後可以推動雙方外

交關係正常化，不過北韓政府官方承認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北韓的情報單位綁

架日本人質加速了日本民眾對北韓的仇恨情緒。442隨著北韓持續拒絕 IAEA 國

際檢查被懷疑藏有核武的金倉里地下設施，又在 1998 年 8 月 31 日北韓發射直

接飛越日本上空的彈道飛彈，北韓此舉引起日本官員憤怒，決定暫停原訂對北

韓建設輕水核反應爐 10 億美元的支援、拒絕北韓糧食支援的要求且中止雙邊關

係正常化會談。接下來幾週證明了原先北韓發射大浦洞飛彈是為了將非軍事用

衛星放上軌道，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收回原先的回應。1998 年 10 月在美國的

壓力下，日本同意恢復對北韓輕水反應爐的援助。443在面臨北韓直接飛彈威脅

後，立刻引起日本對於自身飛彈偵測、反飛彈安全能力的質疑。促使首相小淵

惠三要求其政府在 9 月 1 日重新檢視對北政策，日本決定暫緩簽署共同分擔輕

水反應爐的計畫，日本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抗議北韓的行為，且同意和美國共同

研究 TMD 計畫，日本空中自衛隊也決定引進空中加油機(airborn refueling)計

畫，透過擴大 F-2 和 F-16 戰機、空中加油機(the refueling tanker)計畫，可以提

供日本直接攻擊北韓基地的能力。日本政府強烈的反應提供政府未來朝向戰爭

準備和防衛支出的潛在動力，而南韓一開始也對北韓行為感到憤怒，但不安感

很快地穩定下來，主要是南韓不希望此次事件使得金大中推動的陽光政策受到

影響。444 

    1999 年日本主要的外交政策議題即為解決北韓威脅問題，隨著一連串北韓

的挑釁行為，也讓日本重新思考其對北韓的態度及防衛政策。1998 年 8 月北韓

因為大浦洞飛彈試射深遠地影響了日本的外交政策，於是同年 11 月日本第一次

決定要取得偵察衛星(spy satellites)的技術。1999 年 3 月日本防衛廳長官野呂田

芳成向國會防衛小組(defense panel)表示日本面臨立即的飛彈攻擊威脅時，有進

行先制軍事攻擊的權利。雖然日本當時尚未有能力以此方式這樣回應威脅，但

此發言很明顯地是向北韓提出警告。1999 年 3 月當北韓再次因為兩艘間諜船隻

偽裝為漁船進入日本海域引起日本不滿，首相小淵惠三授權日本上海自衛隊對

闖入者進行攔截和發射警告砲。同年在 8 月情報指出北韓正在準備長程飛彈大

浦洞 2 號的試射，射程距離可以遠達阿拉斯加。北韓的行為也推動了一連串日

                                                      
442 Urayama, Kaori. 2008. Missile Defense, US-Japan Alliance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1983-

2007. ProQuest, pp.147. 
443 Uriu, Robert.1999. “Japan in 1998: Nowhere to Go but Up?”. Asian Survey, 39(1),pp.123；倉田秀

也，1999，〈北朝鮮の弾道ミサイル脅威と日米韓関係--新たな地域安保の文脈 (焦点 国際

情勢と日本・1998)〉，《国際問題》，頁 63。 
444 Kim, Tae-woo. 1999. “South Korea's Missile Dilemmas”. Asian Survey, 39(3), pp.488; Fouse, 

David. 2004. “Japan's Post-Cold War North Korea Policy: Hedging toward Autonomy?”.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31(2), pp.110. 



200 

 

本政府正在考慮的措施。在北韓飛彈試射後，日本政府也強調對和美國共同發

展 TMD 的意願，這是美國推動許久的政策。1999 年 8 月美日簽署 MOU 表明

共同發展的科技包含 MD 的特定零件，且會由日本負責主導。日本也同意在接

下來五到六年提供 1.74 到 2.6 億美元作為共同研究使用，日本官員也強調此協

定並不表示日本承諾購買或是部署 MD 系統，日本政府也決定改善其獨立的情

報蒐集能力，在北韓飛彈試射後，日本宣布發展考慮許久的本土偵察衛星。日

本變化的安全環境也提供了日本思考擺脫憲法限制的動力，在 1999 年 7 月國會

在參眾兩院建立特殊小組，重新檢視憲法第九條關於日本宣布戰爭和使用武力

的規範，憲法研究會議也會在 2000 年初期舉行公眾討論，顯示出修改憲法已經

成為重要的討論議題。445 

    雖然北韓在 1994 年「架構協議」(Agreed Framework)、1999 年「柏林協

定」 

(Berlin Agreement)下，已經凍結飛彈和核武計畫，但北韓還是持續給日本帶來

極大的威脅。北韓被懷疑擁有 1 到 2 枚可運載(deliverable)核武且保有大量的生

化武器，也佈署了約 100 多個射程可達日本人口最密集地方的蘆洞一號飛彈

(1300km)。1999 年 12 月前首相村山被派往平壤和北韓重啟日朝關係正常化會

談，雙方所面臨的情況有很大的改變，北韓得到美國、南韓的支持，也得到中

國領導江澤民對其外交政策的祝福；相反地，日本民眾對北韓發射飛彈的憤怒

深化、日本出現積極軍國主義活動者。1999 年 8 月 10 日當北韓政府提到日朝

關係時，也表示擔憂日本這一連串行為，之前北韓對日政策主要集中在要求日

本提供金融補償，而新的政策則是強調「維持對金正日政權的保障」、「緩和來

自日本的軍事威脅」。除了民眾逐漸對北韓綁架人質問題提升關注外，北韓持續

發展可飛越日本本土的飛彈和核武能力，讓移除北韓直接的軍事威脅成為主要

的外交政策目標(Fouse, 2004:112)。北韓一連串違反國際協定、約束的行為，使

日本更追求更強硬的安全政策，更加朝向正常化國家發展。 

 

2. 日朝關係正常化談判與 2002 年核武危機 

    小泉和金正日在 2002 年 9 月簽訂《平壤宣言》(Pyongyang Declaration) ，雙

方為過去的行為道歉，且表示未來要進行合作，但樂觀的展望很快被核武危機所

掩蓋。而後隨即爆發第二次核武危機，446又加深了日本的反北韓情緒。自民黨年

輕的政治份子決定要讓日本有能力對抗北韓威脅，因此支持日本採取強硬的手段，

包括採取經濟制裁、發展 MD 也是其中一個有效的方式。北韓綁架日本人質事件

被證實後，北韓威脅被認為是真實存在的，因此對許多人來說 MD 是一個有效回

                                                      
445 Uriu, Robert. 2000. “Japan in 1999: Ending the Century on an Uncertain Note”. Asian  

Survey, 40(1), pp.147; Fouse, David. 2004. “Japan's Post-Cold War North Korea Policy: Hedging 

toward Autonomy?”.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31(2), pp.111. 
446 2002 年 10 月，美國透過偵察機構掌握了北韓仍在秘密研製核武器的證據，從而對北韓核項

目再次提出異議。北韓當局當即承認了美國的指控，北韓坦承在巴基斯坦協助下秘密發展核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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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北韓的方法。447 

日本在2005年凍結對北韓的食物援助後，日本對北韓外交政策逐漸轉為專注

人質議題，此議題重要性變得和核武議題一樣重要。北韓表示重啟六方會談不只

要看美國的立場，還要看日本對人質議題的態度。小泉因此在關係正常化的議題

上急踩剎車，表示除非北韓遵守平壤宣言，否則日本不會和北韓的關係正常化，

也不會對恢復外交關係設定底線。隨著解決北韓問題的壓力逐漸地增加，日本在

2005年3月1日透過實施與油汙損害民事責任 (Civil Liability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相關的修改法，限制外國船艦在缺乏適當的保障下不得接近日本港口，

採取朝向制裁的第一步。在2005年中期以前，日本曾經考慮過要正常化及改善與

北韓的關係，但是三年內對北韓轉為採取強硬的手段。當日本專注於人質事件時，

區域國家對於解決北韓核武問題沒有顯著的進展，在2003年8月到2005年7月間重

啟六方會談失敗了四次。六方會談參與國之間政策協調基於兩項因素而難以進行：

一是國家對於朝鮮半島及如何解決北韓問題有不同的偏好；二是國家可行的政策

選項因為北韓的嚇阻能力受到限制。448 

    日本政府在 2002 年 10 月第一周得知北韓鈾濃縮計畫，不到一個月後，防衛

廳長官石破茂要求將 BMD 從目前的合作狀態推進到發展階段。2002 年 12 月 12

日北韓表示要重啟所有核設施，聲明發表 5 天後，石破茂向美國官員表示日本會

研究 MD 的發展和佈署階段。2003 年 1 月北韓退出《核不擴散條約》，下一個月

日本政府要求美國所設計的 MD 系統詳盡資訊。2003 年 2 月和 3 月北韓重啟延

邊反應爐且開始提煉燃料棒(fuel rod)，在 2003 年 4 月，新聞開始報導日本政府

已經著手研究採購 MD 系統。2003 年 7 月北韓表示已經提煉 8000 燃料棒，且可

以製造出六枚核武，同年 8 月防衛廳向國會提出 2004 年度投資 12 億美元購買

MD 系統。2003 年 10 月北韓威脅要進行核試驗，兩個月內日本政府正式決定引

進 BMD，很明顯地，北韓逐漸提升的核武能力加速了日本政府購買 MD 系統。
449  

 

3. 2006 年飛彈危機與核武危機 

    2006 年 7 月 5 日北韓進行飛彈演習，從軍事觀點來看，北韓連續發射 7 發

朝向日本海的飛彈是用以誇示其突破防衛網的能力。現在美日正在進行 MD 的

發展和配備，武器系統能否有效發揮效用還存在許多疑點。在美日配置 MD 系

統後，北韓朝向具備多種類飛彈攻擊能力的實戰配備發展，為了誇示對美國戰

略戰力的軍事平衡，才進行多種類飛彈連續試射。450日本意外地決定是為了實

                                                      
447 Ishikawa, Taku. 2005.” Japan: Harmony by Accident?”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6( 3), 639-662 . 
448坂元一哉，2006，〈北朝鮮のミサイル発射と日本外交〉，《東亜》，No. 471，頁 2-3。 
449 Kliman, Daniel M. 2006.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Post-9/11 World: Embracing a New 

Realpolitik.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pp.98. 
450矢野義昭，2008，《日本はすでに北朝鮮核ミサイル 200 基の射程下にある : 金正日の核と

ミ  

  サイル問題の深層》，東京都 : 光人社，頁 139；能勢伸之，2013，《弾道ミサイルが日本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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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 MD 佈署做準備，看起來是受到北韓行為的影響，尤其是 2006 年 7 月北

韓飛彈試射、10 月核武試驗都加速了日本 MD 發展。451 

 

4. 民主黨時期 

民主黨政府上台後，比起自民黨展現出較願意和北韓改善關係的意志，

2009 年首相鳩山由紀夫上台後，以解決人質、核武、飛彈問題為條件，根據

「平壤宣言」雙方推動日本和北韓的關係正常化，民主黨的對北政策沒有出現

顯著的變化，首相野田佳彥上任後，也展現出解決人質問題、核武和飛彈問題

的決心，為了解決問題也有訪問北韓的計畫。且如果日朝關係正常化，日本會

對北韓進行大規模經濟援助和數十億貸款提供，於是 2012 年日朝重啟雙邊對

話，但此時北韓又宣布發射飛彈，使得雙邊對話被迫延期。452 

 

5. 北韓官方批評日本軍國主義 

北韓勞動黨黨報〈勞動新聞〉多次對於日本加入 MD 展開批判，認為日本藉

此落實其軍國主義的野心。 

 

飛彈防禦體系是冷戰後日本著重提升軍事能力的其中一環。2004 年 12 月日

本在新的《防衛計畫大綱》上表示要放寬《武器出口三原則》的適用，以利和美

國進行共同研究和生產 MD，此作法是犯罪的行為。這意味著日本要放棄專守防

衛，朝向武裝攻擊的體制…MD 並不是符合專守防衛的行為，是為了具備先制攻

擊的武器系統，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在確保飛彈防禦體系的同時也讓周邊亞洲國家

可能面臨被攻擊的不利益。453 

 

    北韓對於日本正常化國家的行為，包含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擴大

自衛隊活動和修改憲法，透過官方媒體批評日本的作為： 

 

日本沒有資格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加入攻擊作戰會讓提升正規武力，這是日本

增強軍國化的實例之一。454 

                                                      
襲 

  う : 北朝鮮の核弾頭、中国の脅威にどう立ち向かうか》，東京都 : 幻冬舎ルネッサンス，

頁 64。 
451 Toki, Masako.2009.” Missile defense in Japan.” in  

http://thebulletin.org/missile-defense-japan. Latest update 16 January. 
452미찌시타 나루시게(道下德成). 2012.”북한의 핵 미사일 위협에 대한 일본의 군사 외교적 

대응”신아시아, 재 19권 4호, pp.23. 
453  

〈선제공격을노린무모한미싸일방위체계수립책동〉，2007 年 12 月 10 日，勞動新聞，

http://www.kcna.co.jp/calendar/2007/12/12-10/2007-1210-004.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5 月 30

日） 
454 〈로동신문 일본반동들이 떠드는 《평화》의 본질 

폭로〉，2012 年 5 月 29 日，勞動新聞，http://www.kcna.co.jp/calendar/2012/05/05-29/2012-0529-

http://www.kcna.co.jp/calendar/2007/12/12-10/2007-1210-004.html
http://www.kcna.co.jp/calendar/2012/05/05-29/2012-0529-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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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韓除了持續批評日本軍國主義再起外，也明確表示飛彈攻擊的目標為「首

爾、華盛頓、東京」455。此外，北韓也批評針對日本過去的殖民歷史，認為身為

罪犯日本並沒有為此行為道歉，且在獨島主權爭議上，北韓也主張獨島是屬於北

韓的固有領土。北韓除了實際行動外，多次公開表示將威脅日本安全，也加深日

本對北韓威脅的擔憂。 

在日本正常化國家過程中，進行修改憲法議題討論、擴大安全角色、提升防

衛軍事能力，一連串的行動對於日中關係與日朝關係的影響（圖 3）。日本和中國

原先即存在釣魚島主權爭議，從 1990 年代起也屢次發生中國入侵日本領海或是

登島事件，到了 2010 年更發生撞船事件使得雙方關係緊張愈加升高。此外，日

中兩國還存有歷史問題，小泉首相多次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也引發中國抗議。隨

著中國軍事能力現代化，日本持續關注中國的軍事能力發展，也感受到中國軍事

發展對其造成的威脅，而中國對於日本正常化國家行為也公開表示抗議。在日朝

關係方面，從 1998 年大浦洞飛彈危機以來，北韓不斷以飛彈試射和核武試驗讓

周邊國家感到不安。除了軍事上的威脅外，北韓綁架日本人質事件也讓日本人民

對於北韓更加恐慌。雖然日本嘗試和北韓進行關係正常化，但是雙方接觸、談判

後，北韓還是持續進行軍事挑釁行為，如此更強化了日本對北韓的不信任與日本

正常化國家的進程。北韓也公開批判日本正常化國家行為，認為是過去軍國主義

再起的徵兆，使得雙方關係愈加惡化

                                                      
010.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5 月 30 日） 
455  

〈北"타격목표는서울,워싱톤,도꾜"〉，2003 年 7 月 13 日，獨立新聞，http://www.independent.c

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45，（檢索日期：2015 年 5 月 30 日） 

http://www.kcna.co.jp/calendar/2012/05/05-29/2012-0529-010.html
http://www.independent.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45
http://www.independent.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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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日本正常化國家與日中、日朝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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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鮮半島統一意識與南北韓關係發展 

    南韓在金大中政府上台後，持續推動參與北韓的「陽光政策」，到了盧武鉉

時期也承接金大中政策，提出「和平繁榮」政策，希望改善與北韓的關係。南韓

不僅在統一部所發行的官方文書中提及未來和平統一的政策，南北韓在實質經貿、

人員間的交流活動也持續發展，雖然過程中北韓仍然持續發動海戰，北韓常態性

進行飛彈試射和核武試驗等軍事行動，但雙方交流活動也未因此中斷，南韓希望

持續推動參與北韓政策，因此對於北韓軍事挑釁行為也未直接採取制裁行動。到

了李明博政府時期，也是持續主張朝鮮半島要和平統一，只是李明博政府認為必

須先解決北韓非核化問題，才能達成統一目標。對此，北韓認為南韓是干涉內政

行為，「解決核武問題與發展南北韓關係並行」的想法是和過去金大中、盧武鉉

時期政策最大的差異。在回應北韓軍事挑釁行為上，李明博政府態度也較強硬，

雙方的交流活動也從 2008 年金剛山觀光客遭槍擊事件開始停擺，使得雙方關係

愈加惡化（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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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南北韓軍事衝突事件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四、威脅可信度分析 

「預防性威脅」的概念是擔心未來可能發生的不確定攻擊，影響威脅可信度

的因素可以分為物質和理念上兩個層面進行討論。從日本首相小泉開始系統性地

進行正常化國家行為，正常化過程中不僅擴大全球安全角色，也增強防衛軍事能

力，預期此舉會損及他國的國家安全利益進而和他國關係惡化，因此推論敵方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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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威脅的可能性增加，威脅可信度也就隨之增加。從物質層面來看威脅可信度（見

圖5），中日兩國存在島嶼主權爭議，在軍事準備上，隨著中國經濟逐漸成長，中

國國防費用逐年上升，且軍事武器發展能力不斷突破，因此顯示出中國有意圖對

日本施加威脅，但是南韓與中國並不存在島嶼領土爭議，而日本即使由一直在野

的民主黨上任後，還是持續進行正常化國家行為，這也給了其他國家「日本進行

正常化國家行為」明確信號，日本從自己行為也可以預期和他國關係會因此惡化；

又從理念層面來看，中日存有歷史問題和教科書等爭議，而在理念層面來看，中

國和南韓也不存在這樣爭議。而對日本來說，從物質上來看（見圖6），北韓不僅

多次威脅以飛彈和核武攻擊日本，且不顧國際社會反對，持續進行飛彈、核武開

發計畫，也公開批評日本正常化國家行為意味著軍國主義再起和也有獨島主權爭

議；從理念上來看，日朝間有二戰以來的殖民歷史、慰安婦問題，由此，在日本

正常化的過程中，伴隨著與中國和北韓的衝突，不論從物質和理念層面來看中國

和北韓的威脅都具有可信度，所以日本透過認真地加入飛彈防禦體系，就是讓可

能用飛彈攻擊的威脅、有可信度的威脅不至於產生，一旦加入MD，他國的反應

就會更加強化本國必須要朝向此路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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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中國對日本威脅可信度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中日釣魚台衝

突中強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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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及中國國家利益 

威脅可信度高 

加入美國 MD 回應此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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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北韓對日本威脅可信度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從理念層面來看影響威脅可信度的因素，南韓國內無論是進步派或是保守派

政治領導都強調南北韓統一，儘管因為軍事衝突或是雙邊交流使得南北韓關係起

伏，但和共同血統的民族統一朝鮮半島的想法是南韓對北韓外交政策的基礎，所

以南韓不會去質疑南北韓統一上民族的問題，南韓非常渴望能和北韓統一，南韓

人民認為現狀只是暫時的，雖然南北韓對於統一的形式和策略的想法不同，但是

雙方都認為朝鮮半島應該基於統一民族性統一，統一對南韓來說是必須實行的終

極目標。從物質層面來看威脅可信度，在金大中、盧武鉉進步派政府時期（見圖

強硬回應北韓

挑釁行為 

獨島、歷史爭

正常化國家 
北韓持續發展飛彈、

核武 

日本自身行為 

損及北韓國家利益 

威脅可信度高 

加入美國 MD 回應此威脅 

北韓官方批評日本軍

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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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雖然南北韓間爆發衝突但是並沒有因此影響或是中斷雙方的交流活動，到了

李明博保守派政府上台後（見圖 8），仍然和北韓持續進行交流。但是在面對南北

韓衝突時，李明博展現出較強硬的態度，金剛山觀光事業、南北韓間鐵路 運行

中斷，縮小開城工業區，對開城工業區陸路運輸管制強化，一連串的行為危害了

北韓的國家利益，從物質上來看，李明博政府時期的北韓威脅是較進步派政府具

有可信度。由此，南韓因為不需要透過加入 MD 的作為去抵銷此有可信度的威脅

帶來的結果，持續拒絕加入 MD，但是到了李明博時期參與雖然在理念上仍然是

維持統一想法讓北韓實現威脅仍然較不具可信度，但從物質層面上來看雙方交流

中斷，使得北韓實現威脅的意圖增加時，便開始放鬆政府的態度，雖然仍然持續

拒絕加入美國發展的 MD，但表現出合作的可能性，這是理念和物質層面對威脅

可信度造成影響的結果。 

    從「威脅可信度」來看，日本長期進行正常化國家行為，可以解釋在發展MD

的過程中日本預期己方行為會傷害中、朝國家重要利益，因此當中、朝兩國對日

本造成威脅的動機上升，威脅可信度提高，因此需要透過加入MD來應對可信的

威脅。南韓則是不論進步派或是保守派政府皆懷抱「統一朝鮮半島」的終極目標，

而這也是北韓所認同的，雙方交流活動也持續進行，且南韓持續推動的參與北韓

政策也是符合北韓國家利益，因此即使北韓仍有軍事挑釁行為，但南韓瞭解此為

北韓為了鞏固其政權的路徑依賴作為，北韓實現威脅的意圖、動機並不會上升，

並非具有可信度的威脅，因此南韓不需要加入MD來應對威脅。但是到了李明博

時期，雖然「統一朝鮮半島」的長期目標不變，但是李明博政府改變實現統一的

方法，強調「北韓非核化」必須優先處理，也因為北韓軍事挑釁行為而中斷雙邊

交流活動，此舉傷害了北韓的重要國家利益，由此李明博政府預期北韓實現威脅

意圖的可能性上升，威脅的可信度也隨之上升，因此為了回應可信的威脅，李明

博政府開始討論加入美國MD的可能性，同時在統一的意識的影響下而讓南韓維

持原先既有拒絕加入美國MD的路徑卻展現合作可能性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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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進步對派政府時期北韓對南韓威脅可信度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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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保守派政府時期北韓對南韓威脅可信度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參、 結論 

 

    對「威脅可信度」的影響可以分為物質和理念上兩個層面進行討論。從首相

小泉開始正常化國家行為，正常化過程中預期會威脅他國重要國家安全利益，進

而導致和他國關係惡化，因此知道對方實現威脅的意圖可能性增加，威脅可信度

強硬回應北韓

挑釁行為 

雙方實質交流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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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隨之增加。從物質層面來看威脅可信度，中日兩國存在島嶼主權爭議，在軍

事準備上，隨著中國經濟逐漸成長，中國國防費用逐年上升，且軍事武器發展能

力不斷突破，因此顯示出中國有意圖對日本施加威脅，但是南韓與中國並不存在

島嶼領土爭議，而日本即使由一直在野的民主黨上任後，還是持續進行正常化國

家行為，這也給了其他國家「日本進行正常化國家行為」明確信號，日本從自己

行為也可以預期和他國關係會因此惡化；又從理念層面來看，中日存有歷史問題

和教科書等爭議，而在理念層面來看，中國和南韓也不存在這樣爭議。而對日本

來說，從物質上來看，北韓不僅多次威脅以飛彈和核武攻擊日本，且不顧國際社

會反對，持續進行飛彈、核武開發計畫，也公開批評日本正常化國家行為意味著

軍國主義再起，和日本也存在獨島主權爭議；從理念上來看，日朝間有二戰以來

的殖民歷史、慰安婦問題，由此，在日本正常化的過程中，伴隨著與中國和北韓

的衝突，不論從物質和理念層面來看中國和北韓的威脅都具有可信度，所以日本

透過認真地加入飛彈防禦體系，不至於面臨飛彈攻擊等具有可信度的威脅發生時

無法回應。 

    MD系統的發展和部署會挑戰許多日本反軍國主義規範，其中包括武器出口

限制、和平使用太空、集體防衛活動限制，隨著日本要求美國在出售任何共同研

發技術前要取得日本的同意，未來出口共同研發技術至第三國已經出現歧異。雖

然日本官方為了雙邊研發計畫已經提供了日本禁止武器出口的例外，出口武器至

第三國會需要面臨一連串取得日本內閣准許的過程。雖然可能不會惡化未來的共

同研發計畫，此象徵了日本會如何限制雙邊合作的限制程度和讓美國防衛計畫單

位感到失望，即使在技術層面上成功。許多法律上的因素限制日本和美國更進一

步穩固地合作，其中最重要也最根本的為日本憲法第九條限制戰爭作為日本的集

體自衛權，且禁止日本的戰爭權。其中規定了陸、海和空軍以及其他戰爭傾向的

意志都不能維持。然而日本將此法條解釋為日本可以維持自衛目的的武力，在日

本正常化國家的過程中，MD可視為改變日本防衛政策和與美國同盟關係安排的

動力，和美國共同聯合製造MD系統挑戰了日本安全和認同和長期以來的制度限

制（武器出口限制），在2004年12月10日宣布放寬武器出口限制，但是日本在發

展MD的過程中，持續對於法律上的限制進行檢討，故日本加入MD不僅是實現其

國家正常化的一環，他國的反應也讓日本選擇繼續強化MD能力以回應區域威脅。 

    對南韓來說統一一直是朝鮮半島的終程目標，儘管進步派和保守派政治菁英

間存在對北韓認識的差異或是對統一方式的認知差異，但是統一朝鮮半島是不論

政治傾向為何皆共享的。從理念層面來看威脅可信度，南韓國內無論是進步派或

是保守派政治領導都強調南北韓統一，儘管因為軍事衝突或是雙邊交流使得南北

韓關係起伏，和共同血統的民族統一朝鮮半島的想法是南韓對北韓外交政策的基

礎，即為南韓不會去質疑南北韓統一上民族的問題，南韓非常渴望能和北韓統一，

南韓人民認為現狀只是暫時的，雖然南北韓對於統一的形式和策略的想法不同，

但是雙方都認為朝鮮半島應該基於統一民族性統一，統一對南韓來說是必須實行

的終極目標。從物質層面來看威脅可信度，在金大中、盧武鉉進步派政府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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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南北韓間爆發衝突但是並沒有因此影響或是中斷雙方的交流活動，到了李明

博保守派政府上台後，初期仍然和北韓持續進行交流，但是在面對北韓發動軍事

挑釁行動時，展現出較強硬的態度，金剛山觀光事業、南北韓間鐵路 運行中斷，

縮小開城工業區，對開城工業區陸路運輸管制強化，從物質上來看，李明博政府

時期的北韓實現威脅動機是較進步派政府高。但是到了李明博時期雖然在理念上

仍然是維持統一朝鮮半島想法讓北韓實現威脅動機不那麼高，但從物質層面上來

看威脅開始具有可信度時，便開始放鬆政府的態度，由此可見南北韓理念因素和

物質因素雙重性的影響下，雖然仍然南韓仍持續拒絕加入美國發展的 MD，但表

現出未來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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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多元啟發理論分析日本在 

伊斯蘭國－日本人質危機中的外交決策 

李明勳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二 ） 

 

摘要 

    2015 年 1 月 20 日，伊斯蘭國（ISIS）在網路上公布一段影片顯示兩名日本

人質落入其手，要求在 72 小時內支付兩億美元贖金，否則將殺害兩名人質。自

此伊斯蘭國－日本人質危機全面爆發。該兩億美元贖金明顯是針對 17 日安倍晉

三於開羅的演說中承諾「將提供兩億美元的援助給相關受伊斯蘭國影響的國

家。」此舉無疑激化 ISIS 的敵意，成為此次危機的導火線。隨著一名人質被撕

票後，ISIS 轉而要求「換俘」，但在一番折衝樽俎後，最終所有人質仍以撕票告

終。該危機看似以悲劇落幕，但真的是如此嗎？ 

    本文試圖以「多元啟發理論」（Poliheurisitc Theory）來重新詮釋日本在此

次危機中的外交決策之始末及其影響。日本政府如何在「不與恐怖組織談判之

原則」和「人質安全」之間做平衡？「國內政治」面向在此次人質危機中扮演

什麼作用？以及它「為何」及「如何」影響到最終的決策結果？最終結局是否

意味著日本外交上的挫敗？ 

    筆者認為日本政府最終採取「維持現狀」的政策選項其實是四種「國內政

治」面向之因素相互連動的結果，即選後政治蜜月期效應、民眾對和憲法的堅

守、人質的個人背景和自我責任論。透過這些因素的相互影響，不僅能理解為

什麼該危機之後安倍支持率反而上升之難題，也能揭露「國內政治」面向對於

外交決策的影響，以彌補既有外交決策理論時常忽視國內政治面向的不足。 

關鍵字：元啟發理論、伊斯蘭國、人質危機、和平憲法、自我責任論 

 

壹、前言 

    2015 年新春，剛眾院大選完並在國會獲得壓倒性優勢的安倍晉出訪中東，

試圖告訴國際社會日本有其能力在國際政治上扮演更負責任的角色。但事與願

違，正當安倍訪問途中，伊斯蘭國（ISIS）於網路上釋放出一段影片，顯示日

本有兩名人質落入 ISIS 手中，並要求以兩億美元的贖金作為釋放條件，於是乎

ISIS－日本人質危機全面爆發。被和平憲法限制的日本不能在海外行使武力，

如此日本該如何化解此次危機呢？隨著時間推移，兩名人質最終仍以雙雙遇害

而告終。第一名人質湯川遙菜確認遇害後，ISIS 變更釋放條件為以約旦釋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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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里沙維為代價，來交換日本第二位人質後藤健二。該條件讓原本作壁上觀的

約旦被迫捲入其中，日本該如何與約旦斡旋，達到雙贏的局面呢？然而，事實

證明，無論是 ISIS、日本還是約旦，其人質依序遇害，仍以悲劇告終。 

 

貳、問題意識 

    在此次人質危機中，表面上，日本看似輸家，因為它沒有在不與恐怖份子

妥協的前提下，成功營救人質，但筆者試圖反駁這種論點，倘若從國內政治面

向來看此次人質危機的經緯，會發現其實安倍會有如此決策，並不令人奇怪。

因此，本文試圖證明，安倍在兩次人質危機中最終都選擇以「維持現狀」來應

對，其實只是反映日本「國內政治」的概況。 

    然而，既有的外交決策理論往往疏忽對於「國內政治」的關切，而更多地

關注在決策者、決策團體、官僚議價或組織結構的本身，我們有必要提升「國

內政治」在外交決策的重要性來重新理解此次人質危機的始末，是故筆者使用

「多元啟發理論」（Poliheuristic Theory）來幫助我們理解外交決策並非總是依

賴國際層次的策略互動，而是同時要考慮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主流的理性選

擇途徑的假設過於完美，而容易失真，尤其是危機決策，因為此時資訊不可能

充足，也因為壓力不可能完全理性；相對的，多元啟發理論往往能在危機決策

中有其可操作性和可預測性，因而更能夠看出決策者如何在情況未明、資訊有

限的緊急事態中試圖簡化決策的複雜性，以做出可能的決策。 

    因此，本文試圖以「多元啟發理論」來重新詮釋日本在 2015 年初的伊斯蘭

國－日本人質危機中的外交決策之始末及其影響。日本政府如何在其中排序可

能的政策選項？以及如何在「不與恐怖組織談判之原則」和「人質安全」之間

做平衡？「國內政治」面向在此次人質危機中扮演什麼作用？以及它「為何」

及「如何」影響到最終的決策結果？最後，兩名日本人質最終以悲劇收場，這

是否意味者日本的外交挫敗？ 

    以下，筆者將大致回顧日本的外交決策模式之歷史變遷，並大致簡介本文

所要運用的理論觀點－多元啟發理論。這些理論觀點將有助於筆者對於此次外

交決策過程中國內政治面向的理解，是故透過實際操作多元啟發理論於此次

ISIS－日本人質危機，來論證日本在此次危機中的外交決策過程。最後，筆者

試圖整合是國內政治面向的那些因素在影響最終的決策結果。 

 

參、文獻回顧 

關於日本的外交決策模式，楊鈞池（2012）認為有以下三種特徵：第一，

日本官僚體制幾乎是決策重心，相較於英國「西敏寺」（Westminister）議會內

閣制以議會與內閣做為決策核心，日本經驗則是相當特殊的現象456。第二，日

                                                      
456 楊鈞池（2012）認為這是日本官僚制特有的「稟議制」，也就是政策決定是從官僚基層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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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決策體制常常出現「本位主義」。第三，「政官關係」不斷出現各種緊張關係

（2012：45-47）。須注意的是，由於日本的外交決策模式受美國因素影響，外

務省保持相對的獨立性，首相官邸則因人員編制和派閥牽制而功能有限。2001

年，橋本行政改革使官邸主導外交成為可能，但體制的運用與首相本身在黨內

的權力基礎、國內民意支持度、政治家與官僚如何相互協調有很大的關連（沈

家銘，2014：273-274）。 

    一般而言，日本外交決策在「日常時期」時，由外務省扮演決定性角色。

但隨著外交決策的複雜化、擴散化、政治化和受矚目程度提升，外務省的影響

力逐漸下降（松村岐夫等，2005：91）。相對的，在「非常時期」的特徵是，決

策過程中的參與者相當少，首相扮演核心角色，擔任建言者的是少數政治家，

或少數高級官僚。舊金山和約與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簽訂、安全保障條約的改

訂、日蘇國交恢復、琉球施政權的歸還、日中（共）國交正常化等都是此模型

的例子（松村岐夫等，2005：91-92；福井，1974）。 

    日本「時事通信社」著名的政治觀察家田崎史郎在其新著《安倍官邸的真

面目》（講談社，2014）中指出，安倍晉三的團隊核心實際上是「正副官房長官

會議」，總共 6 人，包括首相安倍晉三、內閣官房長菅義偉、副內閣官房長加藤

忠信、首相首席祕書官今井尚哉、世耕弘成、杉田和博。會議成員每週都會在

首相官邸五樓的首相辦公室集合，就重大問題相互討論。日本目前所有的重大

決策，幾乎都是通過這一團隊完成，非安倍一人獨斷獨行。在外交安保方面，

日本版的國家安全會議（NSC）模仿美國體制，只有 4 人控制，即首相、官房

長官、外務大臣和防衛大臣，權力高度集中457，為典型的「小團體」外交決

策。 

    綜上所述，日本的外交決策核心逐漸由「外務省」向「首相官邸」前進，

雖然常務性外交事務仍由外務省所掌控，但發生危機時，往往是「官邸決策」

發揮主導作用。本研究中的伊斯蘭國－日本人質危機亦不例外。 

    至於該如何應對人質危機呢？針對「以綁架人質作為要脅」的恐怖主義行

為，一般是採取「不與恐怖份子談判（交易）」作為基本原則，例如 2004 年的

伊拉克－日本人質事件458。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過往經驗並非完全遵循此基本

原則459。若關注人質安全，則常常危及反恐戰略；但若堅持反恐戰略，則也會

被批評不重視人命；兩者常常是「非此即彼」的零和關係。因此，如何在「人

                                                      
草人逐漸向上呈報、審議、蓋章用印後，又逐漸向下回覆的制度。然而，這種重視科層秩序的

決策體系也很容易形成「最終的」政治制定者與「實質的政策制定者」之間的分離（2012：

46）。 
457 明報，2015.2.23，《張望：人質危機下的安倍官邸決策》，

http://www.e123.hk/ElderlyPro/details/379110/73/sc 
458 2004 年，一位 25 歲青年香田証生在伊拉克被聖戰組織擄走，組織要求當時在伊拉克南部從

事人道主義援助的日本自衛隊撤出，但當時首相小泉純一郎堅決拒絕。最後，人質香田証生被

處決。蓋達組織之後指責日本以自衛隊侵略伊斯蘭世界，並以「十字軍」來形容日本。 
459 1977 年日本航空 472 號曾遭恐怖份子劫持，當時首相福田赳夫最後交付 600 萬美元的贖金

後，人質始獲釋，但也因為向恐怖份子妥協而飽受國際輿論譴責。2012 年，安倍晉三在《走向

新國家》中評論此事件，寫道「如果我是首相，對劫持人質事件，可能會採取不同的做法。」 

http://www.e123.hk/ElderlyPro/details/379110/73/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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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安全」與「反恐戰略」之間達成平衡是決策者必須細心揣摩的課題。 

    人質危機自二戰以來已發生多起，翟唯佳（2004）則對世界上幾個重大人

質危機事件提出五點教訓：（1）建立高度集中統一的決策指揮機構、（2）建立

處置與化解人質危機的正確指導方針、（3）準確掌握人質行動所需要的各項情

報、（4）正確而巧妙的運用談判手段、（5）靈活機動的營救戰術。 

 

肆、理論觀點－多元啟發理論 

    爬梳外交決策理論的歷史可知，二戰後至 1979 年代大致是理性選擇途徑為

主流，1970 年代以後，認知心理學途徑逐漸顯見影響力，兩者開始爭論不休。

因此，多元啟發理論（Poliheuristic Theory，簡稱 PH 理論）試圖在兩個途徑間

架起理論之橋，以兼顧兩者的優點和不足。以下將簡單回顧兩個途徑的內容。 

理性選擇途徑（rational choice theory），認為決策者會依照理性原則，根據

所獲得的資訊，自覺的在決策過程中將利益或價值極大化。然而，有鑑於「理

性」的界定不易，Simon 於 1957 年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試

圖改良理性選擇模式的分析效力（Allison, 1991；黃奎博，2009）。 

    認知心理學途徑（cognitive psychology）注重微觀層面，透過決策者的觀感

或印象，來研究決策者本身的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460。此途徑假設決策

者在事件發生前的信念與期望是影響認知的主要因素，是故決策過程常常不是

理性選擇途徑所認為的那麼完美。然而，該途徑由於不存在一致的研究方式，

使其內部邏輯可能不一致，且預測能力降低（Danilovic, 2002；黃奎博，

2009）。 

    整體而言，兩種途徑的主要差異如表 2 所示： 

表 2 理性選擇途徑與認知心理學途徑的差異 

理性選擇途徑 認知心理學途徑 

專注在結果 專注在過程 

預測性 描述性 

較能處理相對結構化的情境 較能處理複雜性和不確定性 

資料來源：參考 Mintz（2002）和筆者整理 

    綜合上述兩種途徑，多元啟發理論試圖在其中搭起理論之橋，以整合決策

的結果和過程，並透過「決策兩階段論」，將決策過程分為兩階段，如下所述： 

    第一階段－認知心理學途徑：運用非補償性原則和面向導向，以最為關鍵

的面向（dimension）作為篩選標準，一旦某個選項無法到達該標準，會馬上被

剔除。換言之，一個政策選項若在關鍵面向（通常是政治面向）上造成重大負

面影響，即使他在其他面向有極大利益，也不會被採納。此外，它具有非窮盡

                                                      
460 認知地圖又稱心理圖（mental map），意味著一個人心中對於特定事物，諸如圖像般且交錯

影響的印象或觀感。認知地圖往往是主觀且經過個人偏好與觀感所篩選過的（黃奎博，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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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non-exhaustive），即它不試圖窮盡所有選項和可能的情況，而是只要篩選

出「可接受的」（acceptable）、「滿意的」（satisfying）選項即可。 

    第二階段－理性選擇途徑：決策者傾向運用補償性原則和選項導向來對第

一階段篩選後的剩餘選項作通盤性考量，透過評估各個選項的成本效益、最高

成功率、可行性等，以達到「最佳的」（the best）、「效益最大化」的結果。 

    由此可知，決策兩階段論的優點在於，它兼採理性選擇途徑與認知心理學

途徑的優點，並互相彌補彼此的不足。將認知的角色納入資訊蒐集、選項評估

的過程中，不僅能兼顧經驗正確性和簡約性，也能做出堅實和可否證的預測。 

    大體上，Mintz 認為多元啟發理論有以下五點特色（1997：84-87）： 

第一，非整體性（non-holistic）：即非窮盡性（non-exhaustive），在過濾可行選

項時，決策者傾向以極少數的標準來判定，而非通盤性的考量，但相對

也使得可行的選項被限縮在有限的範圍內。 

第二，面向導向（dimension-based）：以特定面向為篩選標準，不符合特定面

向的選項會直接被剔除。至於何種面向會被納入考量，視決策者面臨的

事件和情境而定。對政治人物而言，國內政治面向是最重要的面向，不

論是何種政體類型。 

第三，非補償性原則（non-compensatory）461：某個選項如果在重要面向上的

分數上無法達到門檻，縱使在其他面向上的得分很高，也無法彌補它在

該重要面向上的失分，此時該選項就會被剔除。因此，它強調「可接

受」的選項，而非「效益最大化」的選項；是在單一面向內做選擇，而

非橫跨不同面向的選項裡做選擇。總之，非補償性原則能迅速刪除不必

要的選項，以利簡化資訊搜尋和評估的決策過程。 

第四，滿意性原則（satisfying）：在篩選過程中，並不是利用效益極大化的方式

來選出最佳選項，決策者只能找出「令人滿意的」選項。只透過少數非

補償性的面相快速採用或刪去選項，簡化資訊審查和評估的決策過程。 

第五，排序敏感性（order-sensitive）：選項和面向被納入考慮的順序，會影響

決策結果。因此，決策結果常常是因為面向的考量順序而決定 

    因此，筆者試圖以「多元啟發理論」來重新詮釋 2015 年初的伊斯蘭國－日

本人質危機。多元啟發理論試圖簡化外交決策的複雜性，認為決策者通常是在

有限的資訊和簡單的認知下做決策，且通常以「國內政治」面向為主要判准。

在本研究案例中尤其如此，因為日本被視為是成熟的民主國家，政府施政須對

人民負責，否則會在下次選舉中被選民制裁。此外，ISIS 並非傳統定義的國

家，而是跨國界的恐怖組織，這樣的現實讓各國很難正確取得 ISIS 的資訊，從

                                                      
461 與非補償性原則相對的是「補償性原則」，意即他會清楚檢視每個選項在每個面向上的分

數，且各面向上的分數可互相補償，即選項在某個面向上的失分會在另外一個面向上得到補

償。而將所有面向的得分加總後，總得分最高者即為最佳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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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符合多元啟發理論所強調的決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或資訊充足，而往往是在

有限的情況下，就必須做出決策。 

伍、研究發現 

    人質危機為典型的危機決策，本文運用多元啟發理論重新詮釋 2015 年初的

ISIS－日本人質危機的始末及影響。本研究的分析起訖時間為 1 月 20 日至 2 月

3 日。由於兩名人質先後遇害，且兩次人質事件面臨的 ISIS 要求、相關行為者

均不同，是故以兩名人質先後遇害的時間分成兩回合：第一輪為「湯川回合」

（1 月 20 日至 1 月 24 日）；第二輪為「後藤回合」（1 月 24 日至 2 月 3 日）。 

 

一、第一輪：「湯川回合」－交付贖金（1 月 20 日至 1 月 24 日） 

（一）事件背景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了加強與中東國家間的關係，預計於 1 月 16 日至 1 月

21 日走訪中東四國（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462。17 日安倍於開羅的

演說中承諾「將提供兩億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給相關國家」，此舉激化 ISIS 對

日本的敵意，成為 ISIS－日本人質危機的導火線。 

    20 日，ISIS 在網站上發布視頻，稱自己掌握了兩名日本人質－湯川遙菜

（Yukawa Haruna）和後藤健二（Goto Kenji），倘若日本不能在 72 小時內（即

1 月 23 日前）支付兩億美元贖金，將殺死這兩名人質。該兩億美元贖金明顯針

對 17 日安倍晉三於開羅的演說中承諾將提供「兩億美元」援助給相關國家，以

「對抗伊斯蘭國」。自此人質危機正式爆發。最後，24 日，ISIS 再度發布的視

頻中，後藤健二手拿照片用英語說「湯川已經死亡」，因為日本沒有如期支付贖

金。第一輪「湯川回合」正式結束。 

 

（二）PH 理論分析 

    一般在人質危機中，有幾種可能的政策選項：答應嫌犯要求、外交壓力、

經濟制裁、談判、尋求第三國協助、轟炸、圍堵（封鎖）和不作為。而在此次

人質危機中，由於「和平憲法」和自衛隊行使權的限制，使日本無法派遣部隊

去營救海外僑民或人質，遑論是轟炸和圍堵，是故這些選項均不是日本政府考

慮的選項。此外，由於 ISIS 資金的主要來源來自於其掌控區域內的油田，還包

括捐款、徵稅和勒索和綁架463。但 ISIS 與日本在石油貿易上並無實質經濟關

                                                      
462 安倍晉三於 2015 年第一次出訪即選擇中東，也是日本首相自小泉純一郎 2006 年訪問以來相

隔 9 年的第一次。本次出訪是期望掌握中東穩定鑰匙的埃及建構新的關係，並在以色列和巴勒

斯坦之間擔任和平遊說者。而約旦正遭受因伊斯蘭國而來的難民問題而面臨不穩定的情勢，安

倍政府藉此訪問來對約旦政府表示願意支援流入約旦的伊斯蘭難民的經濟援助方案。 

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2015.1.13，〈安倍將訪中東 4 國發表中東政策〉，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113003417-260408 
463 ISIS 與其他恐怖組織不同，它的資金大多倚賴自籌而非富有資助者。ISIS 接受捐款，但捐

款並非資金的主要來源；反之，它大部分的資金來自其掌控區域內的油田。美國官員預估，在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113003417-26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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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使經濟制裁也無法成為可運用的選項。因此，剔除以上三個完全不可能的

選項後，其餘可行選項之分析如下。 

 

1. 可行的政策選項（alternatives） 

（1）答應嫌犯要求－交付贖金 

    在第一輪「湯川回合」的嫌犯要求為「交付贖金」，此選項意味著受害者在

人質賽局中採取合作策略。一般而言，答應嫌犯的要求並交付贖金不被視為是

好的解決方式，因為它違反了「不與恐怖份子談判」的基本原則，讓嫌犯以為

只要綁架人質就能達成他們的目標，則後續綁架人質事件將會層出不窮。 

（2）外交壓力 

    此處的外交壓力特指日本尋求第三國（非武力）支援，尤其是關鍵性大國

和與 ISIS 毗鄰的中東國家，以製造大量的國際反恐輿論，來樹立自己的道德正

當性，期盼 ISIS 能迫於這種外交壓力而逐漸改變其態度，最終釋放人質。 

（3）談判 

    此處的談判是指除了（1）交付贖金以外的談判、妥協與讓步。雖然大多數

國家奉行著「原則上絕不向恐怖份子妥協」的政策，但透過談判仍可爭取在一

定範圍內做有限妥協的前提下，和平解決人質危機。即使不能達成妥協，談判

也能夠為當局拖延一些時間，便於政府以其他形式來解決人質危機。 

（4）尋求第三國武力協助 

    由於和平憲法和自衛隊行使職權的限制，使日本無法派遣部隊去營救海外

僑民或人質，是故日本政府只能請求第三國（盟國或相關國家）的武力協助，

來達成營救海外僑民或人質的目的。這些第三國的武力協助包括轟炸、圍堵和

派遣地面部隊等。 

（5）維持現狀 

    除了上述積極的作為之外，還有一種選項是維持現狀（status quo），本文所

指的是消極的不作為。政府可能認為即便付諸積極行動也無法改變結果，或政

府刻意形塑某種被動的態勢來達到一些政治目的。此外，也可能是表面上維持

現狀，但實際上仍暗地裡進行救援行動。 

                                                      
空襲行動之前，ISIS 每日的石油收入達 200 萬美元（當地人認為更多）；但一名官員於 2014 年

12 月表示，空襲行動（部分行動的目標即為敘利亞的石油設施）已讓該組織的收入「大幅」減

少。掌有如此大片區域，也讓 ISIS 得以靠勒索和徵稅賺取收入。此外，ISIS 和其他恐怖組織一

樣，靠綁架賺取收入；ISIS 去年獲得的人質贖金至少達 2000 萬美元。聯合國反恐怖主義委員會

2014 年 11 月發佈的報告顯示，ISIS 在過去一年裡，透過挾持人質獲得的贖金達到 3500 萬至

4500 萬美元，美國雜誌《新聞週刊》認為贖金帶來的收入，佔整體預算的 20％。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全球最會賺錢的恐怖組織 伊斯蘭國的資金從哪來？〉，《天下雜誌》，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3584#sthash.xD4OsVsu.dpuf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3584#sthash.xD4OsVsu.dp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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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能的考慮面向（dimensions） 

    Brule（2005）運用 PH 理論來分析伊朗人質危機時，採用三個可能面向：

國內政治、軍事和全球戰略面向；然而，由於日本對於武力使用的限制，使得

軍事面向在本案中並非可能的面向，是故筆者試圖採用另兩個面向來分析之。 

 

（1）國內政治面向 

    對政治人物而言，國內政治面向常常是最重要的面向，政治人物往往優先

考慮國內政黨政治和政黨內部的競爭對手、政治聯盟的結構、政治生命的存續

等（Mintz, 2002）。因此，民意調查與輿論走向常常是判斷國內民眾對於某事件

的態度傾向之測量工具，從而決定政治人物對某事件所可能採取的選項為何，

尤其是民主國家，政策制定必須徵得多數人民的同意，否則若強行推動某些民

眾不欲推動的法案，往往會在下次選舉得到選民的懲罰，而失去連任機會。 

（2）全球戰略面向 

    全球戰略面向意指政治領袖對於國家在國際政治和社會上具有某種特定地

位的想像、信念與價值。例如冷戰期間為美蘇冷戰，所以美國的全球戰略即是

在自由民主陣營的代表，防止代表共產主義陣營的蘇聯的稱霸。 

 

3. 決策矩陣 

    綜合上述決策選項和面向，則第一輪「湯川回合」的決策矩陣如下表 4 所

示（1 為最低分，5 為最高分）。從國內政治面向來看，由於大部分日本民眾對

於是否營救湯川遙菜抱持著否定態度（後續詳述），是故相關營救人質和與嫌犯

談判妥協的選項均不被選民所喜。因此，對決策者而言，最差選項為「交付贖

金」，再來是「談判」。相對的，最佳選項則是「維持現狀」，因為如此既符合國

內民眾的消極態度，也符合「不與恐怖份子談判」的基本原則。次佳選項則是

透過形塑「外交壓力」，來迫使 ISIS 知難而退。至於「第三國武力協助」，則因

為「和平國家」的想像仍是多數日本民眾的期待，因而凡是與武力相關的選項

皆很難受到民眾的青睞，安倍雖然急欲將日本改造成「正常國家」，但在危機決

策上仍須先以國內民意為依歸，是故使該選項的得分介於中間。 

至於全球戰略面向，則是維持與七國集團訂立的「不與恐怖份子談判」和

「打擊恐怖主義」基本原則，否則會有負面的示範效應（signaling），讓該國民

眾在海外成為恐怖份子的錨定對象。此外，日本政府負擔不起比贖金更沉重的

代價，因為該兩億美元贖金明顯有其針對性，如果支付贖金，等於宣布日本政

府沒有在中東地區發揮其所宣稱要發揮的影響力，以至於不得不向 ISIS 低頭。

因此，最佳選項無非是能夠實質打擊 ISIS 的「第三國武力協助」；相對的，最

差選項則是「交付贖金」，因為此等於是向 ISIS 投降，還不一定會釋放人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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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則是「談判」和「外交壓力」。至於「維持現狀」，由於消極的不作為不代

表向 ISIS 投降或妥協，但也沒有積極打擊 ISIS，因此是次佳選項。 

表 4 第一輪「湯川回合」的決策矩陣 

政策選項 國內政治 全球戰略 總分 

交付贖金 1 1 2 

外交壓力 4 3 7 

談判 2 2 4 

第三國武力協助 3 5 8 

維持現狀 5 4 9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4. 兩階段決策 

（1）第一階段：認知心理學途徑 

    PH 理論第一階段運用非補償性原則和面向導向，以最為關鍵的面向作為篩

選標準，一旦某個選項無法到達該標準，會馬上被剔除。換言之，某個選項若

在關鍵面向上造成重大失分，即使它在其他面向有重大得分，也不會被採納。 

    本次人質危機中，對安倍晉三而言，最重要的面向是「國內政治」面向。

連任後的安倍內閣於今年最重要的議程設定無非是「安保法制化」，是故他必須

留意國內民意與輿論走向，形塑修憲的有利條件；相對的，全球戰略面向則不

一定需要由國內選民來檢驗，它反映的只是日本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和地位。 

    由於各國國內政治所反映的現象不盡相同，是故我們必需先考察日本國內

政治的特殊脈絡。首先，對安倍晉三而言，最在意的無非是政治生命的存續。

2014 年 12 月 14 日第 47 屆日本眾議員大選中，執政聯盟（自民黨和公明黨）

在總席次 475 席中獲得 320 席，掌控三分之二以上多數，安倍的政治生命因而

得以存續。雖然此次大選可能只是選民冷漠信任的結果，但不可諱言的，執政

黨的壓倒性優勢使他能大膽推動一些重大且爭議的法案，此即為「選後政治蜜

月期效應」（honeymoon effect）。換言之，這種政治蜜月期等於讓安倍獲得一張

免死金牌，使其即便推動一些選民不樂見的法案，也不至於遭受太大的批評。 

    此外，大多數日本人仍堅守「憲法第九條」（和平憲法）所揭櫫的和平主義

精神，從 NHK 於「平和観についての世論調査 2014」464的民調結果顯示，當

問到「安倍內閣決定變更『憲法上不允許集體自衛權』的憲法解釋，並放寬集

體自衛權的行使」時，贊同者有 37.6%，而不贊同者則高達 54%。當問到「所

謂憲法第九條，即是放棄戰爭、不維持武力。你認為憲法第九條自從戰後所扮

演的角色之評價為何？」時，給予高評價者高達 76.5%。當問到「為了守護日

本的和平，你認為最應該重視的是什麼？」時，認為是「不仰賴武力的外交」

                                                      
464 NHK 社会や政治に関する世論調査，2015.5.8，〈平和観についての世論調査 2014〉，

https://www.nhk.or.jp/bunken/summary/yoron/social/pdf/140901.pdf 

https://www.nhk.or.jp/bunken/summary/yoron/social/pdf/1409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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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高達 53.4%，「以武力為基礎的外交」者只有 9.4%。由此可知，日本民眾

「對和平憲法的堅守」是多數民意，從而解釋了為什麼安倍推動修憲、解禁集

體自衛權時，常常遭受強大的民意反彈。 

    再者，人質的「個人背景」也會影響民意和輿論走向。日本國內民眾對於

湯川遙菜和後藤健二的態度並不相同，導致兩次人質危機對於政府的壓力也有

其差異。大體上，日本民眾較同情後藤健二；相對的，湯川遙菜一直是爭議性

人物，他與極右派交往甚密465，讓大部分日本民眾認為湯川遙菜前往敘利亞的

動機並不單純，再加上日本文化蘊涵著根深蒂固的「自我責任論」，使得民眾認

為國家沒有營救他的必要，他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種民意與輿論走向影

響了政府思考第一輪人質危機時的政策選項。 

    綜合上述日本「國內政治」面向的特殊脈絡可知，只有「維持現狀」和

「外交壓力」這兩個較為「滿意」的選項進入第二階段。由於第一階段運用非

補償性原則和面向導向，所以即便「第三國武力」在「全球戰略」面向上得到

5 分，也無法補償它在「國內政治」面向上的失分。更因為它在「國內政治」

這個關鍵面向未達標準，所以在第一階段即被剔除，不予考慮。 

 

（2）第二階段：理性選擇途徑 

    第二階段是決策者運用補償性原則和選項導向來對第一階段篩選後的剩餘

選項作通盤性考量，以達到「最佳的」、「效益最大化」的結果。目前，第一階

段篩選後的選項只剩「維持現狀」和「外交壓力」，為了達到效益最大化的結

果，須依補償性原則來分析這兩個選項在各個面向的得分，如表 5 所示。 

表 5 「湯川回合」：剩餘選項在各面向的積分 

政策選項 國內政治 全球戰略 總分 

外交壓力 4 3 7 

維持現狀 5 4 9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從「國內政治」面向來看，由於日本國內政治（選後政治蜜月期、和平主

義）和湯川遙菜的個人背景（動機不純、自我責任論），讓民意與輿論走向傾向

認為「政府不必去營救人質（湯川）」，「維持現狀」因而在國內政治面向上得到

最高分；而「外交壓力」則是透過形塑國際反恐輿論，讓 ISIS 知難而退，期盼

ISIS 能夠基於「國際顏面」而釋放人質；但也因為仍利基於 ISIS 的善意，意味

著 ISIS 不一定會釋放人質。若能在不交付贖金的前提下，透過外交壓力而使之

釋放，當然很好，但如此可能與國內民意與輿論走向相悖離；相對的，若 ISIS

仍不釋放，也不會在國內遭致太大反彈，因為國內政治並未對政府造成「非救

                                                      
465 根據其臉書和部落格，他從 2013 年底開始與日本極右派來往，是東京某間民間軍事公司的

負責人；網站指出，他在敘利亞、土耳其、伊拉克和非洲均有事務所，服務內容為「海外護

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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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的壓力。因此，「外交壓力」成為僅次於「維持現狀」的選項。 

    從「全球戰略」面向來看，「維持現狀」和「外交壓力」都秉持著「不與恐

怖份子談判」的基本原則，但前者仍比後者高分，因為前者展現一種態度，即

「以人質作為要脅」對我沒有用，我被動的什麼都不做，讓你認知到「從我這

兒獲得好處是無利可圖的」；後者則展現另一種態度，即我主動向各國討救兵，

企圖證明大家都是站在我這一邊，但這種主動行為背後隱含一種心理，即「該

危機讓我緊張、害怕，從而正中嫌犯下懷」，雖然嫌犯的表面要求無法被滿足，

但至少能「讓你知道我的可怕」。由此可見，即便兩者都符合反恐戰略，但仍有

其微妙差別，「維持現狀」仍略勝一籌。 

    綜合評比可知，「維持現狀」在兩個面向上都比「外交壓力」來的高分，使

其總積分也最高，讓「維持現狀」成為第一輪人質危機的「最佳」選項，符合

第二階段理性選擇途徑的「利益最大化」原則。以下以經驗證據來佐證之。 

 

5. 經驗分析 

    ISIS－日本人質危機第一輪「湯川回合」爆發後，如同翟唯佳（2004）所

述，日本立刻建立高度集中統一的決策指揮機構和處理人質危機的正確指導方

針；此外，日本還多方面的請求各國協助。此時（1 月 20 日），安倍仍在以色

列首都耶路撒冷進行訪問466，是故他即刻在當地召開記者會發表聲明： 

「以人質作為要脅是難以容許的恐怖主義行為，對此我感到非常憤慨，強

烈要求不得傷害並立即釋放他們。外務省副大臣中山泰秀緊急派遣至約

旦，與約旦政府聯手蒐集相關情報。…現在由松富大使負責來自以色列政

府的情報收集工作。我本人則會馬上與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進行對話。這

些都通過電話向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做了指示。…日本會盡最大可能向伊

拉克、敘利亞難民等提供非軍事領域援助。先前宣佈的我國將提供的 2 億

美元援助將用於救助這一地區失去家園的難民，為他們提供糧食和醫療服

務的人道主義援助。」467 

    同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也於東京召開記者會，表明：「我國立場就

是投入打擊恐怖主義、不投降。468」而安倍在與巴勒斯坦總統穆罕默德˙阿巴斯

（Mahmoud Abbas）會晤後，再次表示：「援助是用來安置難民和其他人道主義

目的，與穆斯林群體和極端組織無關。」21 日，菅義偉表示：「日本正努力透

                                                      
466 有一種說法是，當安倍晉三訪問以色列時，與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

共同會見記者時，由於媒體拍攝角度的問題，使安倍在電視畫面上似乎站在以色列國旗前方，

從而能讓阿拉伯國家產生日本偏袒以色列的聯想，並進一步激怒伊斯蘭國。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15.3.3，〈人質危機將成為日本社會的分水嶺〉，

http://news.inewsweek.cn/detail-1446.html 
467 日本國首相官邸網站，2012.1.20，〈安倍内阁总理大臣记者招待会〉，

http://www.kantei.go.jp/cn/97_abe/statement/201501/0120naigai.html 
468 日本國首相官邸網站，2012.1.20，〈シリアにおける邦人拘束事案について〉，

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1501/20_p.html 

http://news.inewsweek.cn/detail-1446.html
http://www.kantei.go.jp/cn/97_abe/statement/201501/0120naigai.html
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1501/20_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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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第三國、宗教團體等管道來傳達這項訊息給 ISIS。469」22 日，菅義偉再次表

示：「日本的支援中東政策是為了支援難民、疏散民眾，完全不是 ISIS 所說的

那樣是要殺傷伊斯蘭社會的人們。」另外，安倍所屬的自民黨本身也發表聲

明。21 日上午，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於自民黨總部召開記者會，認為「日本

不會支付贖金…日本對人道援助一貫的主張不是只針對 ISIS，而是向中東和全

世界各地宣傳。470」 

    以上聲明反映幾個重點。首先，確立以首相安倍晉三為中心、內閣官房長

官菅義偉為輔的「官邸決策」模式，反映在危機發生之初，安倍晉三與菅義偉

在官方聲明上的連成一氣。此外，也立即確立指導方針，即「堅決不向恐怖主

義屈服（反恐決心）」。值得一提的是，安倍試圖澄清該兩億元是為了「（經濟）

援助難民」，一改之前「對抗伊斯蘭國」之立場，期望化解 ISIS 對日本的敵意

與錯誤認知（misperception）。但對 ISIS 而言，經濟援助仍舊是間接資助其它國

家來對付穆斯林，因而使得澄清的成效有限。 

    除了高度集中的決策指揮機構和處理人質危機的指導方針之外，日本還多

方面的請求各國的協助，如下表 6 所列。 

表 6 日本致電各國請求協助之一覽表 

時間 請求協助者 被請求者 

1 月 20 日 首相 安倍晉三 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 Mahmoud Abbas 

約旦國王阿布杜拉二世 Abdullah II 

土耳其總統 Erdoğan 

埃及總統 Abdel Fattah Al Sisi 

外務大臣 岸田文雄 美國國務卿 John Forbes Kerry 

法國外交部長 Laurent Fabius 

德國外交部長 Frank-Walter Steinmeier 

防衛大臣 中谷元 英國國防部長 Michael Fallon 

1 月 21 日 外務大臣 岸田文雄 義大利外交部長 Paolo Gentiloni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布魯塞爾） 

1 月 22 日 首相 安倍晉三 澳洲首相 Tony Abbott 

英國首相 David Cameron 

防衛大臣 中谷元 美國國防部長 Chuck Hagel 

1 月 23 日 防衛大臣 中谷元 美國駐日大使 Caroline Kennedy（會晤）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安倍內閣的決策團體起初就不斷強調「反恐決心」，而自民黨本

                                                      
469 日本國首相官邸網站，2015.1.21，〈シリアにおける邦人拘束事案について〉，

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1501/21_a.html 
470 資料來源：產經新聞，2015.1.21，〈「身代金は払えない」自民・高村副総裁〉，

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50121/plt1501210014-n1.html 

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1501/21_a.html
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50121/plt1501210014-n1.html


248 

 

身的立場更進一步強調「不會交付贖金」。由於國內政治面向是最重要的面向，

若安倍不能肯認所屬的自民黨本身對此事件的底線，可能會招致黨內競爭者的

挑戰，是故「交付贖金」這個選項幾乎完全不在安倍的考慮之列。此外，雖然

日本在危機初期，不斷多方面的請求各國協助（如表 6 所示），看似積極地形塑

國際反恐輿論，試圖讓 ISIS 知難而退，但對 ISIS 而言，可能成效有限。其原因

在於，這種形塑策略的前提是，ISIS 必須存在一個自身所認同或歸屬的參考團

體（reference group），透過這種社群內部的同儕壓力，來迫使 ISIS 的行為產生

改變。然而，ISIS 不僅公開地站在西方國家的對立面，甚至是連周圍的伊斯蘭

教國家也不認同 ISIS 的理念，因為對這些周遭國家而言，ISIS 是個想要侵占他

們領土的團體。由此可知，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周遭的伊斯蘭國家，均非 ISIS

所認同的參考團體。「外交壓力」將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漸不被安倍青睞。 

    因此，目前問題是，安倍從「外交壓力」轉向「維持現狀」的關鍵為何？

而這也是本研究所欲闡述的重點。筆者認為「國內政治面向」的考慮是安倍態

度轉變的關鍵，即選後政治蜜月期、對和平憲法的堅守、人質的個人背景和自

我責任論這四個因素相互參雜，讓「維持現狀」這個選項浮上檯面。 

    由於湯川遙菜極右派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前往敘利亞的動機不純，使國內民

意和輿論走向對於「是否營救湯川遙菜」抱持著否定的態度。日本國內的新聞

媒體無論是偏左派的《朝日新聞》、中間偏右的《讀賣新聞》到偏右派的《產經

新聞》，無不鼓吹「自我責任論」，認為這些人質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政府

沒有營救的義務。剛大選完的安倍適時捕捉到民眾這樣的心理，再加上憑藉著

「選後政治蜜月期效應」和「和平憲法」對於日本武力行使的限制，讓安倍即

便選擇不去營救、談判與交付贖金，也不至於遭致國內太大的反彈。因此，我

們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在第一輪「湯川回合」後期除了持續形塑外交壓力之外，

並沒有其他積極作為，在各種國內政治面向的考量下，「維持現狀」成為第一輪

「湯川回合」的最佳選項。 

    最後，1 月 23 日，ISIS 提出的 72 小時的期限已過，日本政府並未透露是

否已交付贖金。24 日，後藤健二的妻子收到 ISIS 的郵件，並通知日本政府；同

時，安倍仍與約旦政府通話，持續討論如何解決人質危機。此時，網路上出現

一段新的視頻，其中播放一張照片，顯示後藤健二手舉一張據信是湯川遙菜被

斬首後的屍體照片。25 日，安倍表示這段視頻的展示有極高的可能就是湯川遙

菜的屍體，自此第一輪「湯川回合」以人質湯川遙菜遇害而正式告終。 

 

二、第二輪：「後藤回合」－囚犯換俘（1 月 24 日至 2 月 3 日） 

（一）事件背景 

    第一輪「湯川回合」在湯川遙菜被撕票後，隨即進入第二論「後藤回合」。

當 24 日，ISIS 發布視頻表示「湯川已經死亡」的同時，ISIS 更改要求，希望以

後藤健二交換作為約旦死囚的伊拉克婦女薩吉達˙里沙維（Sajida al-Rishawi），

27 日，ISIS 訂出「自即日起 24 小時」的限期，此後又延長至 29 日的日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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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因而與約旦密切協商，但約旦認為釋放死刑犯的換俘方式不應該開先例或

正常化，加上如此將失去營救約旦皇家飛行員米那˙卡薩斯貝中尉（Muath al-

Kasasbech）的機會，而躊躇不前。 

 

    31 日，素與 ISIS 關係密切的 Al-Fulqan 網站突然發布視頻，宣布「後藤健

二業已遇害」。自此美國、歐盟等開始強烈譴責 ISIS 的劣行。2 月 3 日，ISIS 又

公佈了活活燒死卡薩斯貝的視頻，約旦隨即以處死里沙維作為報復，並密集轟

炸 ISIS，震驚世界的 ISIS－日本人質危機最終以悲劇落幕。 

 

（二）PH 理論分析 

1. 可行的政策選項（alternatives） 

（1）答應嫌犯要求－囚犯換俘 

    第二輪「湯川回合」的嫌犯要求為「囚犯換俘」，即以作為約旦死囚的伊拉

克婦女里沙維來交換日本人質後藤健二。這種囚犯換俘的方式目前在國際上並

沒有先例，因而讓該回合充滿變數。原本一直是旁觀者的約旦突然被迫躍升成

主要的談判行為者；但也因為行為者的增加，在三方各懷鬼胎下，可能更難形

成共識。ISIS 此舉被外界視為是試圖動搖以美國為首的反 ISIS 聯盟，使其不攻

自破。 

（2）外交壓力 

（3）談判 

（4）第三國武力協助 

（5）維持現狀 

    至於選項（2）至（5）的內容與第一輪「湯川回合」大致相同，惟須注意

的是，選項（4）的第三國在此回合中特別意指「約旦」，由於日本武力行使的

限制，使其若要成功打擊 ISIS，勢必要拉攏此危機的利益相關人－約旦，使其

成為與日本命運掛勾在一起的命運共同體，從而借約旦的武力攻擊（轟炸、派

遣地面部隊營救等）來打擊 ISIS，使 ISIS 知難而退。 

 

2. 可能的考慮面向（同第一輪「湯川回合」，在此不再贅述） 

（1）國內政治面向 

（2）全球戰略面向 

 

3. 決策矩陣 

    綜合上述決策選項和面向，第二輪「後藤回合」的決策矩陣如下表 7 所示

（1 為最低分，5 為最高分）。從國內政治面向來看，雖然後藤健二的「個人背

景」使其被描述成富有人道精神的自由記者，但國內民意和輿論走向仍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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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責任論」為主流（後續詳述），只是強度不似第一輪「湯川回合」那般一面倒

的否定。因此，最佳選項與第一輪相同為「維持現狀」。惟一不同的是，後藤健

二較為正面的「個人背景」因素使「自我責任論」的影響力大打折扣，讓「囚

犯換俘」的得分超越「談判」，因為民眾施壓政府營救後藤健二的強度變大。 

    至於全球戰略面向，與第一輪「湯川回合」的排序大致相同，雖然 ISIS 的

要求從「交付贖金」轉變成「囚犯換俘」，但並未改變全球戰略的基本思考方

式，即是「不與恐怖份子談判（交易）」和「打擊恐怖主義（反恐）」的基本原

則。因此，其得分排序的論證，在此不再贅述。 

表 7 第二輪「後藤回合」的決策矩陣 

政策選項 國內政治 全球戰略 總分 

囚犯換俘 2 1 3 

外交壓力 4 3 7 

談判 1 2 3 

第三國武力協助 3 5 8 

維持現狀 5 4 9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4. 兩階段決策 

（1）第一階段：認知心理學途徑 

    如同第一輪所述，本此人質危機中，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而言，最重要的

面向仍是「國內政治面向」，勝過不太需要由國內選民來檢驗的全球戰略面向。

而國內政治面向之內容與第一輪大致相同，惟一不同的是，後藤健二的「個人

背景」因素與湯川遙菜顯然不同。後藤健二是一名自由記者，1966 年創設影像

通訊公司，提供中東和其他紛爭地區的紀錄片或撰寫相關書籍，因而成為包括

日本放送協會（NHK）等新聞媒體在內的重要訊息提供管道。此外，據信後藤

健二前往敘利亞有可能是為了營救被 ISIS 擄走的湯川遙菜，因為湯川遙菜曾經

是後藤健二在中東地區採訪時的副手。上述這些因素無不緩解「自我責任論」

的強度，一些民眾甚至在 Facebook 上成立「我是健二」（I AM KENJI）的粉絲

專業來聲援他，呼籲日本政府要有相應的營救之作為471。 

                                                      
471 「我是健二」（I AM KENJI）的 Facebook 專業要求人們上傳附上「我是健二」

（#IAmKenji）標語的自拍照或其他照片，該網頁迄今為止已獲得 5 萬多人「按讚」。此次人質

危機爆發之後，10 天內，標註「#我不是安倍」（#IAmNotAbe）標籤的文章，暴增到將近 50 萬

則。日本民眾甚至手拿「我是健二」、「我不是安倍」等標語前往首相官邸前靜坐，呼籲日本政

府拿出作為拯救人質。「我是健二」的 Facebook 專頁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IAmKenjiGoto/likes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2015.1.27，〈盼人質平安歸來 我是健二傳臉書〉，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501270375-1.aspx 

天下雜誌，2015.2.2，〈死了一個日本記者之後，伊斯蘭國挑戰全球外交神經〉，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4275# 

https://www.facebook.com/IAmKenjiGoto/likes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501270375-1.aspx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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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日本「國內政治」面向的特殊脈絡可知，只有「維持現狀」和

「外交壓力」這兩個較為「滿意」的選項進入第二階段，即便「第三國武力協

助」在「全球戰略」面向上得到 5 分，但也無法補償它在「國內政治」面向上

的失分，因而在第一階段即被剔除，不予考慮。 

 

（2）第二階段：理性選擇途徑 

    第一階段篩選後的選項只剩「維持現狀」和「外交壓力」，為了達到效益最

大化的結果，須依補償性原則來分析這兩個選項在各面向的得分，如表 8 所示 

表 8 「後藤回合」：剩餘選項在各面向的積分表 

政策選項 國內政治 全球戰略 總分 

外交壓力 4 3 7 

維持現狀 5 4 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國內政治」面向來看，延續第一輪「湯川回合」的「維持現狀」為主

要的「滿意」選項。換言之，第一輪與第二輪人質危機並非兩個完全相互獨立

的事件，第一輪的決定會連帶影響第二輪。大體上，自我責任論仍是第二輪的

主流論述，使「維持現狀」仍是第二輪的「最佳」選項，而支撐該選項的國內

政治背景為選後政治蜜月期和和平憲法。另外，第二輪中 ISIS 的要求從「交付

贖金」轉變成「囚犯換俘」，但因為「囚犯換俘」在第一階段最重要的「國內政

治面向」未達標準而被剔除，是故也不會成為第二階段的考慮選項。 

    從「全球戰略」面向來看，即便人質的「個人背景」因素使施加在政府的

壓力不盡相同，但仍難以動搖政府在全球戰略上的決策。基本上，「維持現狀」

和「外交壓力」都秉持「不與恐怖份子談判」的基本原則，但前者略勝後者。 

    綜合評比可知，「維持現狀」在兩個面向上都比「外交壓力」來的高分，使

其總積分也最高，讓「維持現狀」成為第一輪人質危機的「最佳」選項，符合

第二階段理性選擇途徑的「利益最大化」原則。以下以經驗證據來佐證之。 

 

5. 經驗分析 

    第一輪「湯川回合」的結束即代表著第二輪「後藤回合」的開始，兩者具

有連動關係。1 月 24 日晚上 11 點，一段視頻公布在網路上，其中後藤拿著一

名人質湯川被殺害的照片，並以英語責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湯川就是你殺

的。」他指控：「你沒有認真地回應我們領袖的要求，沒有在 72 小時（即 1 月

23 日以前）內有所行動。」並表示：「要救我的命很簡單，只要釋放被囚禁在

約旦的里沙維，我就可以獲得自由。」 

    25 日，湯川遙菜確定被殺後（美國政府認為該影片的可信度極高），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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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發表三點聲明472： 

第一， 日本政府本著確保人質生命安全為首的原則，…這種恐怖行徑是

令人髮指、不可饒恕的暴行，我感到極其憤慨。 

第二， 我再次強烈要求不得傷害並立即釋放另一名人質後藤健二。日本

政府正傾盡全力營救後藤。 

第三， 日本政府絕不會向恐怖主義屈服，並將一如既往地與國際社會攜

手為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做出積極貢獻。 

    此回合仍延續「官邸決策」模式。25 日，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同樣召開記

者會表示：「這是難以容許的暴行，我們予以強烈譴責，並要求釋放最後一名日

本人質。我們將立即和內閣危機管理監、國家安全保障局長和相關省廳合作蒐

集情報，並立即舉辦相關部長級會議。」473 

    此外，針對 ISIS 殺害人質的恐怖主義行為，國際社會也紛紛予以強烈譴責
474，如下表 9 所示： 

表 9 國際社會紛紛譴責暴行 

時間 聲援國 內容 

1 月 25 日 

 

英國首相卡麥隆 

 

我極度譴責後藤健二似乎遭到謀殺這

種可惡與卑劣的行為。這更提醒了我

們，伊斯蘭國是邪惡的化身。 

美國總統歐巴馬 恐怖組織殺害日本記者後藤健二令人

髮指，美國予以譴責。 

美國國防部長 

Chuck Hagel 

日本最近幾個月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

人道主義援助，顯示了日本的寬大，

完全對照於伊斯蘭國的殘酷。 

法國總統歐蘭德 我毫不遲疑地，譴責日本公民後藤健

二遭殘忍殺害一事。 

德國總理梅克爾 我感到非常震驚，我們將與日本攜手

並進，持續進行反恐戰爭。 

澳洲首相 Tony Abbott 沒有什麼比根除對死亡的崇拜來的更

重要。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無端被捲入 ISIS－日本人質危機的約旦於 26 日發表聲明，約旦國王阿卜杜

                                                      
472 日本國首相官邸，2015.1.25，〈内閣総理大臣声明〉，

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discource/20150125seimei.html 
473 資料來源：日本國首相官邸，2015.1.25 午前，〈シリアにおける邦人拘束事案について〉，

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1501/25_a.html 
474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新聞，2015.1.26，〈米欧「イスラム国」を強く非難 独首相「ともに

戦う」〉，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GM25H0S_V20C15A1FF8000/ 

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discource/20150125seimei.html
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1501/25_a.html
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GM25H0S_V20C15A1FF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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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二世表示將竭盡全力營救 ISIS 手中的的約旦皇家飛行員卡薩斯貝中尉，但卻

未回應記者關於日本人質的提問475。27 日，ISIS 公布影片，警告約旦當局必須

在「自即日起 24 小時內（即 1 月 28 日以前）」釋放里沙維，否則將殺害卡薩斯

貝和後藤健二。此外，ISIS 也要求約旦政府必須同意後藤健二和里沙維的「一

對一交換」，否則卡薩斯貝會比後藤健二先被殺害。 

    日本和約旦隨即展開秘密談判，並表示不排除考慮「囚犯換俘」；對此，美

國表示強烈反對476。28 日，約旦政府表示願意談判而釋放死囚里沙維，但條件

是 ISIS 必須同時釋放約旦飛行員卡薩斯貝。即便約旦政府已釋出善意，但 ISIS

卻未對此提出回應。29 日，後藤健二用錄音檔來替 ISIS 傳話，警告約旦政府若

不在 29 日日落以前釋放里沙維，就會處決卡薩斯貝。但日落後並無後續消息。 

    最後，31 日，又有一段影片公布在網路上，影片顯示已被砍頭的後藤跪在

地上，一名黑衣男子站在旁邊，並說：「由於你魯莽決定參與一場贏不了的戰

爭，這把刀子不僅要殺害後藤健二，且會繼續殺害不論在哪裡被逮到的日本國

民。因此，日本的惡夢才剛開始。」但未提及卡薩斯貝的命運。2 月 1 日，日

本防衛大臣中谷元表示，影帶「高度可信」。安倍晉三隨即發表聲明提到： 

「這是極其殘暴、卑劣至極的恐怖主義行徑。絕對不能饒恕恐怖主義者的

暴行。日本不會向恐怖主義屈服。往後會更加擴大對中東地區的食糧和醫

療等人道主義援助。與國際社會一同反恐，是日本責無旁貸的責任」477 

    同時，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者會上強調：「不能寬恕慘無人道、卑劣的

恐怖主義暴行，堅決予以譴責。為了讓（恐怖分子）付出代價，將繼續與國際

社會繼續合作追究到底。」478此外，英國首相卡麥隆、美國總統歐巴馬、法國

總統歐蘭德等世界領袖也同聲譴責。 

    除了後藤健二之外，此回合的另一位囚犯相關人－卡薩斯貝也於 2 月 3 日

遇害，他被大火熊熊燒死的影片被公布在網路上，引起國際輿論的撻伐。既然

卡薩斯貝已遇害，約旦政府也不甘示弱，隨即於 2 月 4 日處死里沙維，以報復

                                                      
475 對約旦政府而言，此次人質危機是個莫名的燙手山芋，因為約旦國內同情 ISIS 的勢力不

小，許多約旦人覺得「反 ISIS 和約旦不相干」，質疑政府讓「自己人」為不相干的事務冒險。

然而，卡薩斯貝對約旦政府而言有其重要性，不全力營救將會引發許多政治後果。因此，約旦

一方面表示「願意與 ISIS 談判」，另一方面卻只談卡薩斯貝，而不談後藤健二。 

資料來源：南華早報，2015.2.26，〈ISIS：誰是最後的人質？〉，

http://www.nanzao.com/tc/international/14c317169955979/isis-shui-shi-zui-hou-di-ren-zhi- 
476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Jen Psaki 表示，美國一貫立場是絕不向恐怖份子讓步，也反對盟友向恐

怖份子屈服。因此，美國明確表示反對日本和約旦以尋求換俘的方式來解決人質危機。但此舉

被質疑「雙重標準」，因為美國陸軍中士 Bowe Bergdahl 是美國用五名關達那摩囚犯向塔利班交

換而來的。為什麼美國可以換俘，而日本和約旦不行？ 

資料來源：中央廣播電台，2015.1.30，〈人質危機 凸顯日本外交失衡〉 

http://news.rti.org.tw/news/newsSubject/?recordId=636 
477 資料來源：日本國首相官邸，2015.2.1，〈内閣総理大臣声明〉，

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discource/20150201seimei.html 
478 資料來源：日本國首相官邸，2015.2.1.午前，〈シリアにおける邦人殺害予告事案につい

て〉，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1502/1_a.html 

http://www.nanzao.com/tc/international/14c317169955979/isis-shui-shi-zui-hou-di-ren-zhi-
http://news.rti.org.tw/news/newsSubject/?recordId=636
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discource/20150201seimei.html
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201502/1_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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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S。最終，第二輪「後藤回合」以三方人質依序遇害而悲劇性的告終。 

    綜上所述，日本政府在第二輪「後藤回合」幾乎沒有什麼實質作為，符合

此回合 PH 理論的預測結果－「維持現狀」。延續第一輪「湯川回合」的政策選

項，此無疑與日本國內政治面向緊密相關，即選後政治蜜月期、對和平憲法的

堅守、人質的個人背景和自我責任論相互牽動後的產物。至於「外交壓力」早

在第一輪就已用盡，如今也只是黔驢技窮。此外，第一輪湯川遙菜遇害後，國

際社會紛紛對此提出譴責（如表 9 所示），但這些言論如今看來，cheap talk 的

成分居多，可能沒有實際的嚇阻效用。 

    深究之，會發現本回合的主動權並不在日本，而是約旦和 ISIS，因為釋放

後藤健二的前提是，約旦政府必須先釋放里沙維。於是乎整個人質談判的難題

移轉至約旦，對安倍而言，無疑是一件好事，因為倘若約旦政府願意釋放里沙

維，則後藤健二有很高的機率會被釋放。然而，倘若約旦政府不願意釋放里沙

維，後藤健二也可能因此而遇害，則日本政府也能說「是約旦政府不願意釋放

里沙維，而非我沒有努力！」使責任不至於全部歸諸在自己身上。 

    原本 28 日，約旦政府表示願意談判而釋放里沙維，如果 ISIS 當時願意與

約旦妥協，則或許可以獲致雙贏或三贏的結局，但為何最終仍是以後藤健二、

卡薩斯貝和里沙維紛紛遇害而告終呢？對此，大致有三種說法：第一，ISIS 內

部的派系內鬨和權力鬥爭使交易流產479。第二，ISIS 根本沒準備要談判，以至

於他們對於應該拿什麼來換什麼舉棋不定。第三，ISIS 其實自始沒有要談判，

其目的只是要分化美國、約旦、日本等反 ISIS 聯盟之間的關係480。 

    無論原因為何，ISIS 的脫序出牌讓各方如釋重負；相對的，ISIS 則成為眾

矢之的481。日本政府自人質危機以來便一直處在兩難困局，一方面安倍不希望

此事動搖「安保法制化」進程，否則會產生「日本政府無法保護海外利益卻又

                                                      
479 黎巴嫩《中東日報》就有文章援引消息人士指稱 ISIS 本來就是「萬國聯軍」，骨幹來自五湖

四海，內部派系林立，大體可分為「伊拉克派」、「敘利亞派」和「國際派」三大派，此次人質

事件中，最初掌握人質命運的是「伊拉克派」，想完成交易的也是他們，但「敘利亞派」卻設法

奪取了人質控制權並最終讓交易流產。至於後者何以要這樣做，是單純出於政治、宗教考量，

還是「只要對手想完成的我一定搗亂」情結作祟，就不得而知了。 

資料來源：同註 20。 
480 約旦是美國盟邦，因而參與美國轟炸 ISIS 的軍事行動。對 ISIS 來說，他們正想往約旦擴

張，如果這樣能夠造成美國與約旦間的摩擦，甚至約旦百姓跟政府間的摩擦，將有助於 ISIS 的

勢力擴張。但後來發現分化策略並未奏效，所以 ISIS 決定不玩了，而把後藤健二斬首。 

資料來源：公視新聞議題中心，2015.2.4，〈日本人質遭殺害 集體安全解禁成議題〉，

http://bit.ly/1LrqSBo 
481 約旦飛行員被殘忍燒死，緩解約旦王室和政府的壓力，因為如今他們可理直氣壯地指出，不

是約旦不和 ISIS 談，而是對方不可理喻。事發後 24 小時內，約旦就處死里沙維，從網絡和輿

情來看，民意已發生逆轉，原本主張妥協的約旦人，如今卻明確支持政府第一時間處死里沙維

的行為。國王更親自指揮對 ISIS 目標的報復性轟炸，同樣得到舉國響應。此外，一直沉默的美

國頁也鬆一口氣：既不用因堅持「不談判不妥協」而背負「罔顧人質安全」的惡名，也不用擔

心反恐聯盟因對是否和 ISIS 做交易的分歧而產生致命的裂痕，相反，不僅中東，全球幾乎所有

國家都明確表示「ISIS 是人類公敵」，安理會隨後針對 ISIS 的製裁決議獲得一致通過，奧巴馬

更趁勢在國會提交「授權動議」—這些在人質事件發酵前，都是難以想像、至少很不容易的。 

資料來源：同註 20。 

http://bit.ly/1LrqS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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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加強海外存在」的印象。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釋放「日本政府會和恐怖份

子討價還價」的印象，否則會讓更多恐怖組織得寸進尺。如今兩名人質先後遇

害，雖然令其政治聲譽受到一定損害，但卻不會因此背上「和恐怖分子妥協」

的黑鍋。此外，人質事件彰顯「正常國家化」的風險，但也能反向解釋成「日

本須加強海外軍事存在，否則就無法保護海外日本人的安全」之依據。後藤死

訊傳出後，國際社會紛紛予以譴責，這顯然是安倍此時最想聽到的聲音。 

三、綜合比較與分析  

    綜合上述兩回合可知，國內政治面向對於外交決策的重要性。從本案中，

相關國內政治面向之因素為「選後政治蜜月期效應」、「對和平憲法的堅守」、

「人質的個人背景」和「自我責任論」。這四種因素的相互牽動，形成最終決

策。據此，筆者將此以結構圖來表示，如下圖 2 所示。 

圖 2 伊斯蘭國－日本人質危機中，國內政治面向與外交決策關係之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交叉分析「湯川回合」和「後藤回合」會發現，其關鍵變項是「人質的個

人背景」和「自我責任論」。雖然自我責任論大致是日本根深蒂固的文化，是既

定的背景脈絡，但不意味著它是全然不變的常數，其強度會隨著個人背景因素

的差異而變動。而這也是本研究試圖闡述的部分，即何謂「自我責任論？」。由

於筆者在上述文中不斷提到民意、輿論、信念等詞語，為了更嚴謹的看待這些

論述，以下將以實際的量化資料來與以佐證「為什麼安倍在此次人質危機決策

上得到『自我責任論』的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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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責任論 VS.首相責任論 

    首先，何謂「自我責任論」（或稱「自己責任論」）呢？一般而言，與自我

責任論相對的概念是「首相責任論」（或稱「政府責任論」）。前者認為是當事人

自己不顧危險前往危險地區，其所招惹的事情國家沒有義務協助，屬於自作自

受；後者則認為首相也就是國家政府，有義務幫助這些深陷恐怖事件的國民。 

    日本自 2004 年伊拉克－日本人質事件482後，面對這類危機時，「自我責任

論」一直是主流民意。冀浩然（2015）認為「自我責任論」背後所反映的是一

種日本人的特殊性格，大部份日本人至今依然認為「給他人、社會帶來麻煩」

是一種恥辱，再加上日本人傳統的「集體主義」氛圍影響，很容易就會產生這

種論調483。這類思維反映在 ISIS－日本人質危機上，即是「自己明明知道有危

險，還要去這種地方（ISIS 控制地區），結果被恐怖份子綁架，這完全是自作自

受。政府為了這種人改變安全政策、交付贖金實在是太沒有意義了」。 

    再者，這種自我責任論者也認為「『道歉認錯』比什麼都來的更重要」，是

故 2004 年伊拉克－日本人質危機的人質回國後，以低姿態召開記者會，為自己

「輕率魯莽不計代價」的行為向社會大眾「謝罪認錯」484。在此次 ISIS－日本

人質危機亦如是。危機爆發之初，後藤健二的母親石堂順子於 22 日向全日本國

民道歉，對自己的兒子被抓給政府帶來麻煩、驚動其他日本民眾，她覺得非常

抱歉。甚至湯川遇害後，她是道完歉才說：「拜託日本政府救救健二。」 

    相對的，「首相責任論」則強調是安倍在埃及發表「共同應對恐怖主義威

脅」、「應對 ISIS」等言論招惹了 ISIS，才導致人質危機，是故政府應為自己的

「過激」言論負責。然而，首相責任論把責任歸結到國家的外交行為，和自我

責任論般都忽視「恐怖份子才是恐怖主義事件的第一責任人」這個基本觀點。 

    然而，誠如先前所述，即便它是基本背景，也不代表是固定不變的常數，

依照不同的「個人背景」，會連帶的影響自我責任論的強度。亞洲研究的金斯頓

（Kingston）教授表示：「大眾對後藤還有湯川的態度是有區別的。因為後藤的

經驗還有他曾做過的事，使大眾對記者是相當尊敬的；湯川則被認為是一個把

自己置於危險的天真冒險者，所以很多人都在問為什麼政府和納稅人要對他負

起責任。」因此，日本人為後藤健二設立 Facebook 專業來聲援他，甚至有約

                                                      
482 自己責任論的近期例子，是 2004 年時的伊拉克日本人質事件。在政府反覆斡旋之後，三名

被綁架的日本人郡山總一郎、今井紀明、高遠菜穂子終獲釋放，但回國後似乎才是惡夢的開

始。即使郡山是自由攝影師、今井紀明當時只是 18 歲的少年，高遠致力於義工活動，但任何

「人道」光芒並未阻絕掉日本的輿論撻伐，媒體稱呼三人是「傲慢的累贅」、質疑「沒有正式地

向政府道謝也太奇怪了」、要求「機票費應該要本人支付」。 

資料來源：陳怡秀，2015.1.31，〈IS 人質事件：瞥見日本冷漠的「自己責任論」〉，《日本想

想》，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676 
483 冀浩然，2015.1.30，〈人質事件下日本社會“自我責任論”〉，《中國評論》，

http://hkmag.crntt.com/crn-webapp/mag/docDetail.jsp?coluid=35&docid=103595316&page=4 
484金斯頓表示，在日本的社會背景下，石堂順子的道歉是可以理解的。金斯頓說：「在日本，如

果你造成別人的不便，向他們道歉並請求原諒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資料來源：地球編輯團隊，2015.1.26，〈從伊斯蘭國綁架事件看日本道歉文化〉，

http://world.yam.com/post.php?id=3259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676
http://hkmag.crntt.com/crn-webapp/mag/docDetail.jsp?coluid=35&docid=103595316&page=4
http://world.yam.com/post.php?id=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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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位民眾於首相官邸前靜坐，呼籲日本政府營救後藤健二485。但卻不見相同

作為來聲援湯川遙菜，由此可見，日本民眾對於兩位人質的差異態度削弱「後

藤回合」的自我責任論之強度。但即便如此，「自我責任論」仍是日本社會的主

流民意，以下將以民意調查的資料來佐證。 

（二）自我責任論的經驗證據 

    日本國內民眾對於「自我責任論」的肯認，以及自我責任論對於安倍的決

策之影響，可以從一些民調的數據上顯現。以下將以相關民意調查來佐證之。

從「時事通信社」於 2015 年 3 月的「時事世論調查」486可知，當問到「派遣自

衛隊去救援海外僑民或人質」時，贊成者約 34.6%，而反對者則高達 51.1%，

可見超過半數的日本民眾認為政府沒有義務去營救僑民或人質。另外，若從

「安倍內閣的支持率」來看，ISIS－日本人質危機爆發時的 1 月和爆發後的 2

月487和 3488月「時事世論調查」（如圖 3 所示）可知，其支持率分別是 47.2%、

47.4%和 47.7%，呈現逐漸上揚的趨勢。若從「各政黨支持率」489（如圖 10 所

示）來看，自民黨於 2015 年 1 月、2 月和 3 月的支持率分別是 26.2%、26.5%

和 27%，也呈現逐漸上揚的趨勢。由此可見，安倍內閣和執政的自民黨並未因

此次人質危機而重挫政府的聲譽，反而還逆勢成長。正因為有自我責任論作為

安倍內閣的後盾，使其即便採取「維持現狀」，也不至於遭致太大的苛責，因為

國內多數民眾可能也不認為有營救人質的必要。 

圖 3 安倍內閣和各個政黨的支持率 

                                                      
485 朝日新聞，2015.1.25，〈「後藤さんの命を救え」 官邸前で２００人がアピール〉，

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H1T5SYFH1TUTIL01Z.html 
486 時事通信社，2015.3，〈邦人救出に自衛隊「反対」５１％＝内閣支持、横ばい４７％－時

事世論調査〉，http://www.jiji.com/jc/zc?k=201503/2015031300612&g=pol 
487 時事通信社，2015.2，〈内閣支持、横ばい４７％＝６割が「格差拡大」－時事世論調査〉，

http://www.jiji.com/jc/zc?k=201502/2015021300560&g=pol 
488 時事通信社，2015.2，〈内閣支持、４７％に持ち直し＝景気回復「実感せず」が８５％－

時事世論調査〉，http://www.jiji.com/jc/zc?k=201501/2015011600614&g=pol 
489 同註 32。 

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H1T5SYFH1TUTIL01Z.html
http://www.jiji.com/jc/zc?k=201503/2015031300612&g=pol
http://www.jiji.com/jc/zc?k=201502/2015021300560&g=pol
http://www.jiji.com/jc/zc?k=201501/2015011600614&g=pol


258 

 

      

註：左圖上的綠色框框即是此次人質危機爆發及其後續影響的時期 

資料來源：時事通信社 

    此外，從「共同通信社」於 1 月 25 日實施全國的緊急性電話民意調查490中

可知，針對安倍內閣此次人質事件的處理方式，60.6%的民眾給予「較高的評

價」，31.2%的民眾則給予「較差的評價」。至於安倍內閣的支持率則是 52.8%，

不支持率則是 31.9%。上述數據顯示，由於 1 月 25 日大致是第一輪「湯川回

合」結束，而「後藤回合」正開始之際，因此大致可以檢測民眾對於安倍在第

一輪的表現，結果發現有六成的民眾給予肯定。必須注意的是，第一輪是以湯

川遙菜遇害而告終，即便人質遇害，仍有六成的民眾予以肯定，可見自我責任

論在其中發揮作用。誠如先前所述，由於比起後藤健二，湯川遙菜被視為極右

派分子，且前往敘利亞的動機不純，從而讓多數民眾對湯川並無好感，會有這

樣的結果，或許並不為過。 

    再者，根據「產經新聞」和「富士新聞」於 1 月 24 至 25 日聯合執行的民

意調查491中可知，針對安倍內閣此次人質事件的處置方式，原本站在安倍對立

面的民主黨也給予不錯評價。有 52.7%的民主黨支持者認為政府的處置「非常

妥當」，31.3%的人認為「非常不妥當」。從執政黨來看，回答「非常妥當」者，

自民黨有 66.5%、公明黨有 56.8%。從在野黨來看，除了民主黨之外，其餘維

新黨、共產黨、次世代黨和新黨改革四黨的支持者也多數給予「較高的評價」。

尤其是維新黨更是有 72.4%認為安倍的處置方式非常妥當，比自民黨還要高。

                                                      
490 內閣支持率為 52.8%，比去年 12 月的調查減少 0.7%，不支持率則是減少 3.0%至 31.9%。 

資料來源：產經新聞，2015.1.25，〈安倍政権の対応「評価」６割 共同通信世論調査、支持率

は横ばい〉，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50125/plt1501250038-n1.html 
491 產經新聞，2015.1.26，〈政府イスラム対応、政権に否定的な野党支持層も評価 民主党支

持層の５２％ 維新は７２％〉，http://www.sankei.com/affairs/news/150126/afr1501260046-

n1.html 

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50125/plt1501250038-n1.html
http://www.sankei.com/affairs/news/150126/afr1501260046-n1.html
http://www.sankei.com/affairs/news/150126/afr1501260046-n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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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黨派也有 52.4%回答「非常妥當」。相對的，給予較多負面評價的政黨只有

社民黨和生活黨，這些即使不是安倍內閣支持層也有 49.1%認為「非常妥當」。 

    上述數據顯示，各政黨大致都有五成至六成的民意支持安倍內閣的處置方

式，維新黨甚至有七成民意支持。此外，即便對安倍給予較多負面評價的社民

黨也有近五成的民意支持。由此可見，安倍內閣在此次人質危機中的外交決策

幾乎獲得各個政黨的共鳴與一致支持，反映了「自我責任論」的根深蒂固，讓

平日相互算計的政黨能在此議題上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識。 

 

陸、結論 

    本文試圖以「多元啟發理論」來重新詮釋日本在 2015 年初伊斯蘭國－日本

人質危機中的外交決策過程及其影響。由於既有外交決策理論忽視國內政治對

外交決策的影響，而多元啟發理論恰巧彌補這些不足，它強調許多時候決策者

常常考慮「國內政治」面向來做決策，而非國際層次的策略互動或遵循國家利

益。筆者認為多元啟發理論尤其適用於本次人質危機，不僅解釋決策者時常在

理性和資訊有限的情勢下做決策，更能理解一些外界無法解釋的難題。 

    在本次人質危機中，由於和平憲法對於日本行使武力的限制，使得日本並

沒有太多籌碼可以與 ISIS 抗衡，但這不意味著日本注定成為此次人質危機的輸

家；相對的，如果從國內政治面向來看，就會發現安倍晉三最終選擇「維持現

狀」是有其道理可循。因此，如果沒有適時揭露「國內政治」面向對外交決策

的影響，很容易就會有偏誤的結論。 

    藉由將 PH 理論實際操作於此次人質危機中，筆者認為「維持現狀」選項

的脫穎而出其實是四種日本國內政治面向之因素相互連動的結果，即選後政治

蜜月期效應、對於和憲法的堅守、人質的個人背景和自我責任論。首先，多數

日本民眾高度肯認「和平憲法」所揭示的和平主義精神，使無論是強硬（第三

國武力協助）還是軟弱（答應 ISIS 要求、談判）的行動，都不被安倍所考慮。

雖然他最終期望能將日本改造成「正常國家」，但由於危機決策的緊迫性，使他

仍必須先以國內民意與輿論走向為圭臬，否則失了此局，也將危及他「安保法

制化」的盤算。此外，剛大選完的安倍有其選後政治蜜月期這張金牌，再加上

「自我責任論」的發酵使安倍適時捕捉到民眾這樣的心理，使之即便不積極營

救人質，也不會遭致國內太大的反彈。惟須注意的是，人質的「個人背景」也

會影響自我責任論的強度。大體上，日本民眾比較同情後藤健二，甚過於湯川

遙菜，從而使施加在政府的壓力也不盡相同。但即便如此，「自我責任論」仍是

主流多數，反映在各種民調與人質危機後安倍內閣的支持率反而上升。如果是

既有外交決策理論則很難完全解釋這種「看似的」反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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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與日本之間即不再有武裝衝突，但兩國之

間仍因若干議題，而處於緊張的狀態。首先，中日兩國對釣魚台列嶼存有領土紛

爭。釣魚台列嶼由釣魚台島、黃尾嶼、赤尾嶼、北小島、南小島、沖北岩、沖南

岩與飛瀨島八小島組成，總面積約 6.5 平方公里，最大島亦稱釣魚台島，面積約

4.5 平方公里。二次大戰後，琉球與釣魚台列嶼交由美國託管。爭議的起源始於

1968 年的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UNESCAP）預測釣魚臺列嶼附近東海的大陸

礁層，可能蘊藏大量石油，自此台灣與中國開始主張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權利。

1972 年美國歸還沖繩，並將琉球歸還日本的同時一併將釣魚臺之行政權轉送給

日本。492 自行政權轉讓之後，日本聲稱擁有釣魚臺列嶼的行政權、航道權，開

始驅離台灣、中國漁業至今。2012 年日本將釣魚臺列嶼「國有化」後，中國大陸

20 個城市發生激烈反日抗爭，中國大陸海警船開始並持續駛入釣魚臺海域。493 

其次，釣魚台牽動的不只是中國與日本的主權主張，也涉及區域內的大國關

係。2014 年 5 月 20-26 日，中國及俄羅斯在釣魚臺列嶼西北海域舉行「海上聯合

－2014」軍事演習，雙方參演部隊組成混合編隊，演練聯合護航、聯合解救被劫

持船舶、聯合查證識別、聯合防空和聯合對海突擊等多個項目。此一事件被部分

觀察家用以證明兩國軍事關係的密切，494 甚至有軍事聯盟的可能。495 

                                                      
492 Michael J. Green & Patrick M. Cronin 等編，楊紫函等譯，美日聯盟：過去、現在與未來（台
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 年）。 
493 “Dangerous Waters Why China's dispute with Japan is more dangerous than you think” 

http://foreignpolicy.com/2012/09/17/dangerous-waters/，Foreign Policy ，2012/9/17，檢閱日期：
2015/5/29 
494 黃鏡豪，「共軍與國際夥伴交流」，收錄於甘浩森（Roy Kamphausen）、雷霆（David Lai）、
譚俊輝（Travis Tanner）等編，黃文啟譯，從實踐中學習：共軍的境內外訓練（臺北：國防部政
務辦公室，2013 年），頁 203-217。 
495 林經緯，「邁向軍事聯盟？探索中俄軍事合作的虛實」，中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2 期
（2007 年 6 月），頁 12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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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俄軍演，美國與日本也於 2014 年 11 月以軍事演習做為回應。496 美國

空軍派出 F-22 和 F-35 隱形戰機進行空戰訓練，這兩種戰機針對中蘇的蘇-30 戰

鬥機，並進行了模擬兩軍交火的空中交互進攻、空中對戰防禦以及空中遮掩斷路

的戰略演習。在戰區指定空域內產生準確打擊能力，對近距離展開空中支援。此

次演習包括美國海軍的華盛頓號航空母艦和日本海上自衛隊的伊勢號直升機航

空母艦向中國與俄羅斯展現武力。一共有包括三萬名日本自衛隊員、三十艘船艦、

兩百六十架戰機及一萬名美軍士兵參加演習。 

第三，在主權與軍事的因素之外，歷史問題也是中日之間緊張關係的來源，

展現在慰安婦與靖國神社等爭議上。以慰安婦而言，慰安婦制度是日本政府在二

次大戰期間對亞洲國家所建立的大規模的性奴隸體系，在中國估計有兩百萬人是

被強迫為性奴隸與集體強姦，1993 年的河野洋平就慰安婦問題發表講話，承認

日軍在朝鮮半島和中國等地強徵當地婦女充當為日軍提供性服務的慰安婦，並就

此表示道歉及反省。「河野談話」被此後的歷屆日本政府所接受，是日本政府關

於慰安婦問題的正式立場。497 然而，慰安婦的爭議並未就此平息。關於慰安婦

的事件，在 2013 年時橋下徹的發言，日本慰安婦必要論498和 2014 年時內閣官房

長官菅義偉在國會參議院發言，針對前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 1993 年對慰安婦

問題的發言說：「在沒有資料顯示強徵慰安婦時，承認是重大問題」。499 

中國國務院說了非常重的話：「我們對日方有關言論表示嚴重關切。 強徵“慰

安婦”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期間對亞洲等受害國人民犯下的嚴重反人道罪行，

鐵證如山，不容否認。 任何企圖否認這一歷史罪行和事實的做法只能適得其反，

使人們對日方企圖為歷史翻案的動向更加警惕。 我們嚴肅敦促日方不折不扣地

                                                      
496虞群、成漢平，「中國週邊：軍演逐鹿場」，世界知識，第 7 期（2013 年 8 月），頁 14-22。 
497大師堂経慰，慰安婦強制連行はなかった : 河野談話の放置は許されない（東京都 : 展転社，
1999 年）。  
498「橋下徹拒絕收回慰安婦必要論」，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05/130527_hashimoto_comfort_women, bbc, 

2013/05/27，檢閱日期：2015/5/29 
499 「日本官員欲否認強徵慰安婦獲日媒支持」，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4/10/141022_japan_comfort-women_history，bbc, 檢
閱日期：201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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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守正視和深刻反省侵略歷史的有關表態和承諾。」500這兩件爭議事件說明引發

中國外交部的抗議，把慰安婦和日本軍國主義相連結。凸顯中日之間為此而有緊

張，顯示出兩者的衝突。 

  韓國外長趙太庸（Cho Tae-yong）在 2014 年 1 月聲明：慰安婦爭議對日本而

言，破壞越多河野談話，日本的國際信譽越會受影響501。 

  中國亦譴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因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之舉，

導致日本與其近鄰韓國與中國因為領土爭議已經緊張的關係進一步惡化。502靖國

神社的參拜行為代表了民族象徵意義，英烈在死後進入神社，與活著的日本人，

共同構成民族國家的主體，參拜十四名二戰時的侵略者，對亞洲國家，尤其是中

國而言，是不可原諒的。503 

 以上事例顯示，中國與日本之間因為種種主權、安全、與歷史因素，而不時

在外交上有緊張態勢。對這些事件的評論，往往著重在個別的政府或領導人的因

素，本文則嘗試從國際關係的理論切入，提供一個簡潔的架構，解釋這些個別事

件為何不斷出現。換句話說，主權爭議固然需要國際法或國際協商解決，但並不

是所有的主權爭議都一定會帶來國家間的衝突；中國與周邊許多國家都有領土糾

紛，但不是每一個主權爭端都帶來中國與鄰國的衝突。同樣的，慰安婦與靖國神

社往往隨著個別行為者的言論和行為而造成中日與中韓之間的緊張，但這些事件

常和日本的軍國主義聯結，顯示出它們不只是單純的歷史問題，也和當前的東亞

軍事與安全局勢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有助於我們理解驅動這些事件的基本

因素。 

                                                      
500「外交部發言人：日本軍國主義強徵“慰安婦”的嚴重反人道罪行不容否認」， 

http://edinburgh.china-consulate.org/chn/wjbfyrth/t1202974.htm, 2014/10/22，檢閱日期：2015/5/29 
501“South Korea, China protest Japan's 'comfort women apology review", Reuters，

2014/06/23,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6/23/us-southkorea-japan-

idUSKBN0EY0PR20140623，檢閱日期：2015/5/29 
502 「中國譴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3/12/131226_china_japan_yasukuni,bbc,2013/12/26

，檢閱日期：2015/5/29 
503「日本首相安倍參拜靖國神社 中韓譴責美失望」 

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japan-war-shrine20131226/1817880.html,voa,2013/12/26,檢閱
日期：2015/5/29 



266 

 

 

二、研究目的 

本文嘗試就中日緊張關係提出較根本的解釋，而地理環境可說是影響區域衝

突的重要因素之一。以中國來說，除了中國管轄或聲稱擁有的領土－台灣、西藏、

東海（如釣魚台）、以及南海－之外，它周邊與 20 個國家接壤，如東面的日本、

南面的越南、西南面的印度、到北面的俄國等。在這些鄰國之中，包含了世界上

15 個最大國家中的 7 個（印度、巴基斯坦、俄國、日本、菲律賓、印尼和越南）；

中國並曾與 5 國（俄國、南韓、日本、越南和印度）打過戰爭；也有 9 國的政權

是不穩定的（北韓、菲律賓、緬甸、不丹、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

和吉爾吉斯）；中國並與這些國家有過或仍有邊界的爭端。台灣雖不被中國視為

一個國家，但作為一個試圖擺脫中國控制的政治實體，它構成中國外交的一大難

題。504 

除此之外，中國還面臨一個最大的安全挑戰－美國。美國在距中國僅 2000

英里的關島上有軍事基地；在東海與南中國海有中國無可匹敵的海軍勢力；它和

中國周邊的南韓、日本、台灣、菲律賓、越南、泰國、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

以及吉爾吉斯有各式防衛關係；其政經影響力遍及亞洲。因此如果說美國因為和

中國距離遙遠，可以防止後者對它直接造成軍事壓力，但美國卻可透過和亞洲國

家的安全關係威脅到中國。就此而言，中國可說處於世上最富挑戰性的地緣政治

環境。505 

中日之間、或更廣大的東亞安全局勢，因此可說是陸權與海權的爭奪。中國

想突破第一島鏈，便會產生中日區域衝突，影響美日安保條約下固有的秩序。中

國始終堅持擁有台灣、釣魚台、南海主權，不容許日本釣魚台國有化的政策等舉

                                                      
504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施道安（Andrew Scobell）著，何大明譯，尋求安全感的中
國：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中國的對外關係（新北市：左岸文化，2013 年），頁 40-42。 
505 黎安友、施道安，尋求安全感的中國，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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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不只是主權的爭議，也涉及諸如天然資源的爭奪、經濟資源、航道安全等戰

略考量。 

此一基本局勢隨著中國經貿的發展以及「中國崛起」的呼聲，而加深了中國

與日本（及美國）的對立。日本 2014 年第四季 GDP 年增僅 0.7%，遠低於中國

的 7.7%。儘管中國的 GDP 成長速度近年來已從逾 10%放緩，但英國經濟學人智

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預估506，最快在 2019 年，中國就會取代美國，

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它對區域主義也採取更積極的態度，

例如 2013 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507以及亞投行508的構想。 

 處於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國對於其國力的發展一向強調和平與不爭霸的

立場。舉例而言，2004 年 3 月 14 日，溫家寶總理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會上，

重申了「中國和平崛起的要義」，並有如下特點：第一，中國的崛起就是要充分

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時機，努力發展和壯大自己。同時又以自己的發展，維護世

界和平。第二，中國的崛起應把基點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獨立自主、自力更

生，依靠廣闊的國內市場、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雄厚的資金積累，以及改革帶來

的機制創新。第三，中國的崛起離不開世界。中國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的政策，在

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國家發展經貿關系。第四，中國的崛起需要

很長的時間，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奮鬥。第五，中國的崛起不會妨礙任何人，

也不會威脅任何人。中國現在不稱霸，將來即使強大了也永遠不會稱霸。509 

儘管如此，美國與其他東亞國家對於中國崛起的事實，仍持高度警戒的態度。

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即被普遍認知為針對中國而來。510歐巴馬政府上任後，

                                                      
506“China Hand: Private financing makes headway", Economist Intelligence,2014/4/29, 檢閱日期：

2015/5/29 
507“One Belt and One Road”，http://www.chinausfocus.com/finance-economy/one-belt-and-one-road-

far-reaching-initiative/，china us focus，2015/3/26，檢閱日期：2015/5/29 
508 “Fifty Countries Sign the Articles of Agreement for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ank , http://www.aiibank.org/html/2015/NEWS_0629/11.html，2015/6/29，檢閱日期：2015/8/2 
509 「中國和平崛起論的由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MATERIAL/540646.htm，
china.com.cn, 2004/4/7,檢閱日期：2015/5/29；溫家寶，「中國和平崛起的要義」，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BIG5/guandian/8213/8309/28296/2456452.html，people.com.cn2004/4/19,

檢閱日期：2015/5/29 
510 “We’re back America in the Asia-Pacific”, Econo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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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宣示「重返亞洲」企圖，繼而啟動多項亞太政策，並著墨於區域多邊途徑，

近兩年來所推動政策逐步落實，美國對亞太區域主義發展之影響。歐巴馬政府所

闡釋的「重返亞洲」具體政策內涵，對區域多邊途徑多所著墨：在經濟議題上，

企圖主導「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合作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之談判，當中國崛起時，面對美國巧實力的外交政策，將會影響東亞區域原有勢

力版塊及秩序，而美國盡力維持原有勢力版塊以確保原有在東亞地緣之霸權，中

國在東海以釣魚台主權爭端尋求切入點，日本爭取美國的美日同盟，以美國的亞

洲在平衡來制衡中國的崛起。由於美國一向借助日本支撐其在東亞的霸權，美國

重返東亞的政策，也伴隨著美日關係而強化。日本自二戰戰敗後，被定位為「和

平國家」，日本戰後的《和平憲法》第 9 條規定，日本必須「專守防衛」，永久

放棄以武力做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這就是日本的部隊，只能叫自衛隊，而不

能稱為軍隊的原因。和平憲法中，雖保留了日本的「集體自衛權」，不過在憲法

第 9 條中規定，日本只能行使「個別自衛權」，而不能行使「集體自衛權」。511

換言之，在原先的憲法解釋下，只要日本本土未遭受攻擊，不管其他國家打成怎

麼樣，日本只能旁觀，不能出兵。但隨著戰後日本經濟的復甦，美國逐步要求日

本在其自身與國際安全方面承擔更大的責任。 

美日安全關係的變遷，可從雙方於 1951年簽署之安保條約的重大修正觀察。

舉例來說，1992 年的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PKO)海外派兵法案，為日本自衛隊之

海外行動提供法律基礎；1996 年 4 月美國柯林頓總統與日本橋本龍太郎首相共

同簽署「美日安保共同宣言」，其中要點之一是「確定對於日本本身的防衛應是

日本自衛隊與美日安保體系的相加而達成、肯定美軍在亞太地區的存在是維繫與

穩定區域安全的關鍵因素」；512 1997 年底修訂的「美日安保防衛新指南」，則

就美日「平常時候」的合作（normal circumstances）、日本遭受軍事攻擊而「有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8803 ,2011/11/9 檢閱日期：2015/5/29 
511 久田榮正，「憲法九條 歷史的意義」，法律時報 5 月臨時增刊－憲法九條課題，1979/5/1，
pp1-12  
512 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第 9 期（1998 年 6 月），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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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時的合作（an armed attack against Japan）以及「日本周邊」事態的因應（situations 

in areas surrounding Japan）三個面向提出規定與做法。儘管日本自衛隊仍然僅可

對於日本領域的軍事攻擊進行武力自衛行動，新指南卻確認了美國軍事持續存在

日本與亞太地區。513 日本在 2007 年 1 月 9 日修憲，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

省」的發展，雖是藉反恐之勢，但也藉此突破和平憲法以分擔美國的責任。2014

年 7 月 1 日，日本政府在臨時內閣會議上，正式決定以「修改憲法解釋」之方式

以解禁集體自衛權。514這些也都是美日關係下，日本逐步扮演更積極的安全角色

之例證。 

日本安全角色的變遷雖然不完全以中國為對象，但中國無疑是日本與美國的

東亞安全政策中的主要考量。東北亞的地緣政治因此可說是以陸權為主的中國，

和以海權為主的日本與美國，兩者相競爭或抗衡的態勢。在此基礎上，本文欲進

一步探討地緣政治的概念與理論發展，以及其對中國與日本的軍事與經濟戰略的

影響。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地緣政治如何影響中國與日本的戰略？ 

二、從地緣政治的邏輯，探討中國與日本在近年來的軍事安全關係之發展。 

三、從地緣政治的邏輯，探討中國與日本在近年來的經濟戰略之走向。 

第 三 節  文獻回顧 

  對於中日關係的衝突與競爭，有許多不同的途徑解釋，先扼要簡述過去相關

文獻如何闡述中日關係的衝突，並提出具體分類，作為文獻檢閱的架構。且說

明每種類別或研究途徑之優缺點來探討中日關係文獻的選擇。本文回顧三種，

第一種是法律相關的文獻、第二種是民族主義相關文獻、第三種是地緣政治與

攻勢現實主義，也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國際關係理論。先扼要簡述根據文獻檢閱

結果，以及想用來解決所提出之研究問題的分析觀點、架構或理論。攻勢現實

                                                      
513 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頁 282-283。 
514「日本決定以憲法新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4/07/140701_japan_collective_self-defense，2014 年 7

月 1 日，檢閱日期：201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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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以權力性人物為主，以約翰.米爾斯海默為代表，並以兩個不同領域的學者

補充他的觀點，以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和法律的學者對其觀點作為補足。 

（壹）與法律研究相關文獻 

  自從 1969 年艾默利報告(K. O. Emery Report) 發現釣魚臺列嶼附近可能是世

界藏油氣最豐富的地區之一，中日間圍繞該島嶼爭議，主權爭議成為東亞地區

衝突的引爆點。法律上爭端國包括臺灣、中國大陸、日本都宣稱擁有釣魚臺列

嶼主權。2012 年 9 月 11 日，日本把釣魚臺列嶼「國有化」後，將長期實質控

管該島嶼之行政權做本質上的改變，引起爭端國的抗議與轉變。尤其是中國大

陸立場的轉變，從以往韜光養晦轉向為和平崛起，積極爭取主權與海權，甚至

表示為捍衛主權，2014 年和俄國的聯合軍事演習，引起美國與周邊國家高度關

注，也造成中日雙方發生軍機的對峙情勢，使得國際衝突危機逐漸升溫，大陸

學者鄭海麟的從歷史與國際法看釣魚台問題 515，熊玠的釣魚台問題由法律研究

途徑切入516，這些主張都認為釣魚台是中國固有領土。 

  台灣法律的學者丘宏達教授所著的關於中國領土的國際法論集517、俞寬賜所

著的南海諸島領土爭端之經緯與法理518、張啟雄的釣魚台列嶼的主權歸屬問題-

----日本領有主張的國際法論證519等等論述日本根據國際法領土取得理論，日本

主張釣魚台為無主地，日本為持續使用支配，自 1970 年代至今實質控制使用該

區域應取得釣魚台所有權，直到近日釣魚台國有化政策、修憲主張引起中國的

重視。本途徑僅限於單一議題，有國際法糾紛時可以討論，國家戰略不在討論

範圍。 

                                                      
515鄭海麟，「從歷史與國際法看釣魚台問題」，海峽評論，第 143 期（2002 年），頁 26-27。 
516熊玠，「由國際法看釣魚台的主權與保釣運動功能」，海峽評論，第 143 期（2002 年），頁 17-

19。 
517丘宏達，「關於中國領土的國際法問題論集 肆、釣魚臺問題研究」，台灣商務印書，民國六十
四年四月初版，頁 69-71；丘宏達，「現代國際法」，三民書局，八十四年十一月，頁 524。 

 
518俞寬賜，「南海諸島領土爭端之經緯與法理-兼論東海釣魚台列嶼主權問題」，台北國立編譯
館，2000 年 
519 張啟雄，「釣魚台列嶼的主權歸屬問題-----日本領有主張的國際法驗證」，近代史研究集刊，
頁 10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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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與民族主義相關文獻 

  民族主義如果是衝突的引爆點，對於國家間的和解並不可能。「情感結構」的

概念主要來自英國左派學者雷蒙．威廉斯。他對情感結構的界定是「一種溶解

的社會經驗，與其他已經沉澱且更為顯明的社會意義形構有別」。試著融入情感

來凝聚共識，情感已經沒有框架來駕馭，試著為團結找一種共同對外的氛圍， 

當前社會科學在講民族主義時，已沒有人贊同原生論，民族主義研究者 He 

Yinan 的文章 Ripe for Cooperation or Rivalry? Commerce, Realpolitik, and War 

Memory in Contemporary Sino-Japanese Relations520中提及戰爭的集體記憶是造成

中日衝突的因素，自安倍政權上台後重新重視美日安保條約，重視美日雙邊關

係，中日間不止存在戰略競爭，他們互相威脅，並視對方為對手，這種長期的

危險過度關係和敵意，頻繁動火的歷史、雙邊爭議加劇、彼此相互威脅。 

與 Christopher Hughes 的文章 Reclassifying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opolitik 

Turn 521 強調民族主義的全球化，並從歷史來說明中國民族主義從毛澤東時代

到現代，研究民族主義學者如中國的群眾(憤青)與日本的右派，相信民族是原

生的，情感結構這個詞凸顯了「衝動、抑制與調性的特有成分，尤其是意識與

關係中的情感成分」；它所強調的不是「與思考對立的情感」，而是「被感受的

思考與被思考的感受」。這些情感成分被稱為「結構」，因為它們彼此之間存在

著連鎖互動與張力。克拉克、霍格特與湯普森認為情感結構包括「持久的感情

組態，這種感情組態表現了一個年代和時代，超越了特定政權、國族或階級的

偶成性，但仍可從政權、國族與階級中找到範例」。可以解釋為中國是根深柢固

ˋ為日本是有威脅，不管是哪一任日本政府，都不能改變中日情感上的認同。 

  民族主義的途徑有助於理解一國對外政策受到的國內政治的推力或限制，但

它不能完全解釋政策的做成與否。具體來說，就中日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則

                                                      
520Yinan He, “Ripe for Cooperation or Rivalry? Commerce, Realpolitik, and War Memory in 

Contemporar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sian Security, Vol. 4, No. 2 (2008), pp. 162-97. 
521Christopher R. Hughes, “Reclassifying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Geopolitik Tur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0, No. 71 (September 2011), pp. 6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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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間的衝突勢不可免。但迄今為止，兩國在釣魚台乃至其他議題的爭議如

慰安婦、南京大屠殺、歷史教科書與靖國神社等，並未導致武裝衝突的出現，

可見國家政府相對於國內社會的民族主義情緒，仍有其自主性與控制力。本文

因此將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中國與日本對釣魚台的政策，以及背後的戰略

觀，僅在必要時，才援引民族主義與其他國內政治的因素做為補充。 

（參） 地緣政治、攻勢主義相關的文獻 

  地緣政治為研究理論基礎，使用他來修飾攻勢現實主義，依據 Robert Ross 所

著的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透過地理來解釋區域衝突522，透過地理來解釋

權力平衡，從區域秩序暗示美國影響力的式微。從現實主義來看，中國權力影響

力透過擴展經貿關係而提升，中國成為美國在亞洲地區的戰略對手，挑戰美國在

國際體系霸主地位。 

  東亞地緣政治影響之解釋來分析釣魚台問題。在東亞地緣政治限制下，日本

認為中國崛起在軍事上對其造成威脅，拉攏美國的勢力作為抗衡。釣魚台主權

爭議和中國崛起、日本釣魚台國有化、美國重返亞太佈局是對東亞地緣政治產

生不穩定的因素。John Mearsheimer 以兩專書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闡述他的攻勢現

實主義觀點，依據攻勢現實主義，約翰認為權力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由於陸權

和海權存在權力結構的問題，陸權會不斷擴張和侵略，成為區域霸權，而海權

做為離岸平衡手，制止陸權成為霸權，當一個國家成為區域霸權他會持續維持

現狀，並阻止其他區域內霸權的出現，因為國家彼此間相互猜疑，從中國和日

本彼此追求權力，潛在的權力（經濟）和軍事活動、軍力部屬、強硬的談判立

場。中日間，國際結構為唯一影響要素523，體制合作的可能性很小，競爭是常

態。大國政治的悲劇講的是國家間不變的衝突和侵略524，並從中解釋，中共運

                                                      
522 Ross, Robert,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p. 81-118. 
523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524 John Mearsheimer,“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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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攻勢現實主義作為理論依據，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雖然作為國際間的

主要行為者，卻必須接受國際政治上各國權力分配形成的結構所制約當然會成

為修正主義者。 

  第 四 節  研究理論 

  本文理論有兩種：第一種是地緣政治、第二種是結構現實主義，本文的立場是

使用地緣政治修正結構現實主義，在假設國家彼此間是互相猜疑，彼此有可能遭

受對方的攻擊，現實主義互不信任的因素是地緣政治造成的必然結果。在冷戰時，

在討論極的變化，從中美的二極體中，具體呈現出地緣政治的戰略。在冷戰時期，

會將焦點放在區域性的地緣政治來討論強權的衝突。美國的四大戰略中：均勢戰

略、霸權戰略、圍堵戰略、孤立戰略，就國家安全對其戰略、國防、軍事安全來

討論圍堵蘇聯。而中日間延續抗衡和競爭態勢，本文從理論分析、文獻檢閱來分

析中日軍事、外交、經濟影響力，透過現實主義、地緣政治來分析現實主義中兩

國對彼此安全的建構，討論權力平衡中透過競爭來發展自己的競爭力，中國想改

變現狀、日本想維持現狀。 

  東北亞是世界上兩大權，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所在地。地緣政治是強權角逐之

地。區域性危機造成的競爭問題，中國想突破第一島鏈，而地緣政治中中國崛起，

造成霸權轉移，產生區域衝突，影響固有的秩序。從地緣政治中，因中國崛起後，

日本權力的遞增造成權力轉移理論。地理是影響區域衝突的重要因素。日本的防

衛白皮書近年連續強調中國大國崛起，明言大陸不斷擴大海洋支配力，海軍艦艇

常態性進入東海、南海，成為日本航空自衛隊主要緊急升空驅離的對象，敵國化

態勢明顯，且日本和中國在軍備上支出持續增加，東北亞成為海權、空權的爭奪

場，雙極體系的穩定，因為區域次霸權，日本缺乏地理上的條件來發展霸權，與

追求大國利益的中國崛起相互矛盾，中日關係造成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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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崛起容易產生不穩定的因素，破壞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美國重返亞太佈

局是對東亞地緣政治產生不穩定的因素。 

  從中日關係互動中找出負面影響，依據現實主義講求國家安全和霸權的展現，

透過軍備競賽建構其國家安全。日本維持東亞地域區域權力平衡的角色，日本成

為首要遏制中國崛起的因素。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前因是中國追求霸權、經濟軍

事力量的展現。後果是強調富國強兵的狀況下，中國和日本開始互拉盟友，分別

訂下了海上絲路的中國夢和修憲路線的日本夢，日本在安倍經濟學下為其地緣政

治下的戰略、國防、軍事安全提出財政上的支持。地緣政治下安全：戰略、國防、

軍事安全由季辛吉的現實主義，保障安全現狀的地緣政治轉變為歐巴馬的亞洲再

平衡，當美國改變了其外交和政治決策，中國亦修正自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的大

戰略發展新型大國關係、一代一路，發展雙邊主義來鞏固其戰略地位；日本在國

有化釣魚台、在修改憲法第九條、自衛隊改成國防軍、安倍經濟學多重戰略建築

下，基於理性原則，透過制度解決現實主義中無政府的問題，認為東亞是無政府

狀態，可以透過合作、透過公約的談判的多邊建制、經濟懲罰來處罰違法的國家。

日本與中國透過外交手段表達政治意圖、溝通訊息，都希望減少區域內的行為體

欺騙、搭便車的依賴產生。國家和其他行為者若能相信所有國家均遵守規範、合

作，為了絕對利益，中國與日本互相提供利益、承諾和戰略同盟發展長期穩定互

動關係。中日這兩個強權國家透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尋找特定國際政治行為者，

追求地緣政治下的國家：東協、台灣、印度、中亞之盟友，各自彙集而成的一套

明示或默示的原則、規範、決策程序，產生區域內盟友間合作互惠互賴，創立一

套制度。透過創立制度，基於攻勢現實主義，理性假設國家來追求國家利益保障

自己安全，拉攏集體安全的東協軍事體成員，日本和中國均注重權力利益和延續

兩極體系的對抗性，日本國防軍和中國海上絲路的競合下，中國的大戰略，在地

緣政治下的發展現實主義抗衡日本的戰略，是開發南海海底的石油、漁業資源，

不接受日本在二戰侵略國的道歉、認為日本向中國道歉不具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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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義來說，大部分檢驗日本與中國所改變權力結構的論據是，美國重返亞洲。

中日關係衝突的引爆點是因釣魚台國有化爭議，中國崛起後對於日本外交政策如

釣魚台國有化作出了強硬表態。但日本不會因為中國崛起而改變其國有化政策。

在美國重返亞太後，日本增強了美日安保條約，中國從釣魚台國有化後發展中日

關係是越來越強硬，兩者的競爭態勢已白熱化。 

第 五 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理論作為研究方法，從國家間規範內容評估當前困境，從意涵、發展、

協定解釋發展狀況，加深戰略佈局中討論歷史背景和蒐集相關文獻。中國崛起的

是必然因素，但對於日本和美國，實力不同會造成對中國崛起的因應能力不同，。

以 2010 年後 5 年文獻來解釋日本在地緣政治下預測其採取因應之道。確認日本

的戰略布局和中國崛起的戰略互動關係，選擇採取歷史分析法、個案研究法兩種

研究方法，與既有文獻之關係：日本修改憲法第九條是為了因應中國崛起的破壞

東亞地緣格局的效應，2010 年後 5 年，以習近平—安倍時期的外交政策為主。

一代一路、亞投行是中國的戰略，安倍的圍堵，結合菲律賓、印度的圍堵戰略，

日本將自衛隊改成國防軍的因果關係，結合非傳統議題和傳統議題的綜合安全來

探討：中國崛起效應對東亞區域安全打破極的均衡，地緣政治及美國重返亞太對

中日關係產生的影響。 

 

（一） 文獻分析法 

運用相關的文獻，界定日本和中國的戰略對東亞地緣政治的影響， 

  蒐集的文獻加以參考系統客觀地了解過去、洞察現在、預測未來，以國內外學

者學術著作、專書，有公信力的新聞媒體，深入了解分析日本和中國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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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研究基礎。使用社會科學收集相關文獻的方法525，發現現實主義中，認為安

全的考量會重於經濟，地緣政治中對於領土說法、地理空間的區別有海權和陸權

之分。蒐集與閱讀相關學者的文獻，將其應用在本議題上，戰略的發展導致中日

關係的轉變，使用地緣政治的視角，是因為中日這兩個國家都有特定的國家戰略。 

  中國是傳統的大陸國家，陸軍象徵大陸的國力，陸權的角度分析大陸的國家戰

略，陸軍現代化到填海造陸，對釣魚台的強硬立場，一代一路的國家戰略佈署，

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描述中國崛起後東亞局勢的改變。 

  日本的外交政策從釣魚台國有化、美國的干涉，改變地緣政治格局，進入了政

治、經濟、軍事、科技關係的階段，地緣政治從馬漢海權論認為以海上立國的國

家，必須控制海洋，國家強盛和繁榮主要因素，集中、中央位置、交通線是海軍

作戰原則。針對東亞地緣政治影響之解釋，來分析中日兩國戰略問題。以東亞地

緣政治看中日戰略，來說日本對中共戰略考量?  

  從軍事、經濟來討論中日關係戰略佈局，為何會做出該項限制？是因為現實主

義只討論軍事、經濟傳統安全，而地緣政治的地理假設修正了現實主義的範圍，

結合非傳統議題和傳統議題的綜合安全來探討，從軍事衝突爆發、釣魚台爭議，

到一代一路和修改憲法，該事實來解釋中國崛起後對於中國、日本外交政策的改

變。日本因為中國崛起而改變其國家戰略政策？抑或立場更加堅定？「中國崛起」

對東亞地緣政治影響之研究：以中日戰略為探討，中日是否維持一貫的外交政策，

進一步閱讀文獻，並從國家戰略的觀點梳理出回顧和可能的發展。 

（二） 歷史分析法 

 從歷史分析來評估當前安全困境，從戰略意涵、戰略發展、戰略發展狀況，如

何加深戰略佈局。對於中國和日本，增加國家實力由於戰略的訂制不同造成，

                                                      
525 W. Lawrence Neuman 著，郭思餘譯，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方法之應用（台北：雙葉，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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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取時間序列研究。以 2010 年後 5 年文獻來解釋不同國家在地緣政治526

下預測其採取因應之道。日本戰略佈局和中國崛起的戰略比較，該路徑解釋中

國崛起，兩國產生的互動。與之關係：假定日本的地球儀圍堵戰略是為了因應

中國崛起的戰略呼應，以習近平—安倍時期的外交政策為主。美國重返亞太對

日本國有化的因果關係，中國崛起負面效應，東亞區域安全，地緣政治受美國

重返亞太的影響， 

 

第 六 節  研究限制 

廣義來說，大部分檢驗日本與中國所改變權力結構的論據是，美國重返亞

洲。中日關係衝突的引爆點是因釣魚台國有化爭議，解釋中國崛起前後對於日

本外交政策國有化的改變。日本不會因為中國崛起而改變其國有化政策。在美

國重返亞太後，中國從日本釣魚台國有化後應穩健發展中日關係。 

 

（一） 以中國崛起後527的時間軸為主 

  Francis Fukuyama528在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提到偶然性的歷史

原因出現，科學方法一旦創立，就成爲人類共同的財富，時間軸的設定為改變

了東亞的緣政治的現狀作為論文的時間點界定。九零年代蘇聯解體後，作者認

為已不會爆發戰爭，而冷戰後的中國在 2003 年以前都不曾明確提及中國崛起來

改變東亞現狀的官方文件或公開聲明，中國崛起具體的戰略，日本安倍政權具

體作為在近五年有顯著的改變，一帶一路529（英文：One Belt And One Road，

                                                      
526 Ross, Robert,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p. 81-118.  
527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在 2003 年博鰲亞洲論壇的講演, 2003/12/2,檢閱
日期：2015/5/29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中國互聯網 2003 年 11 月 24 日，參見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OP-c/448115.htm 
528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International Interest,1989 
529“China's Road Rules”，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15-04-19/chinas-road-

rules，2015/04/19，檢閱日期：201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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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OBAOR；或稱 One Belt One Road530，縮寫：OBOR；或稱 Belt And 

Road，縮寫：BAR）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一路）的簡稱，是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於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分別提

出的經濟合作概念，屬於跨國經濟帶。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31在亞洲和歐洲

訪問時進一步推廣，並寫進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成為中國對外的主要經濟戰

略。一帶一路一度被稱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 

  安倍的修改憲法是 2014 年，因為日本憲法的爭議將限制同盟的合作效果。日

本應可在特定情況下，進行海外軍事部署。在日本持續成長的區域和全球責

任，增加防衛省與自衛隊所需資源有其必要性。日本軍事科技：心神戰機532、

出雲號、伊勢號直升機航空母艦，中國軍事科技：遼寧號、殲 11 戰鬥機、蘇

27 戰鬥機、蘇 30 戰鬥機，中國軍方的鷹派強硬的聲明、戰略這些皆是 2010 以

後陸續出台，在此之前中國因為韜光養晦的限制，並沒有公布其戰略資訊，「一

帶一路」建設習近平的外交重點拓及中亞、西亞及南亞，透過各項區域會議，

行銷「亞洲新安全觀」與簡稱「一帶一路」的經濟整合倡議。這兩大對外政

策，一個以中國大陸國界以東的美國為對象，另一個則以國界以西的中亞、西

亞及南亞為目標。「一東一西」的對外政策，顯示習近平的對外關係版圖呈現兼

顧東向與西望的布局。「一帶一路」的願景與行動文件已經制訂；「亞投行」籌

建邁出實質性步伐；「絲路基金」已順利啟動；一批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已在

推進。 

 

                                                      
530“One Belt and One Road”, Far-reaching Initiative，http://www.chinausfocus.com/finance-

economy/one-belt-and-one-road-far-reaching-initiative/，china us focus，2015/3/26，檢閱日期：
2015/5/29 
531“Messages from the NPC on China’s Diplomacy in 2015”, 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

policy/messages-from-the-npc-on-chinas-diplomacy-in-2015/，china us focus，2015/3/23，檢閱日
期：2015/5/29 
532“Japan's ATD-X first flight delayed by software glitch”http://www.janes.com/article/47768/japan-

s-atd-x-first-flight-delayed-by-software-glitch china us focus，IHS Jane's 360，2015/1/8，檢閱日
期：201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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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據地緣政治，中日間競爭面向為討論重點，忽略合作面向 

中日競爭已趨近白熱化，中日間緊張的關係並尋求解釋，溫家寶說的中國和

平崛起前，在 2005 年中國崛起的說法出來後，定位日本東北亞戰略意義，因是

地緣政治，果是外交上的競爭，佐證日美安保條約的強化，和平憲法的修正，

集體自衛權的解禁，「新型大國關係」的核心思想是「太平洋夠大，足以容下

『中』美兩國」，這樣看似大國可以和平共存的思維背後，隱含的意義是一方面

中國大陸對自己國力崛貣深具信心，認為美陸地位平等；另一方面亦認知美國

實力仍強，且美國及其盟邦長期經營並主導亞太地區秩序與事務，加上近年中

共與東亞國家的海上領域主權爭議方興未艾，使得日本與中國大陸維持經濟上

合作、安全上競爭的競合關係。 

（三）日本在二戰後採吉田茂主義，美國因素重要，因此美國的戰

略和日本戰略是有一體性 

  日本戰略地位，地緣政治下日本海島的表現重要性，美國公認為區域第一大

國，大國能得到最好的結果是成為區域霸主，日本是「離岸平衡」中的「離

岸」，美國會將其主要軍力移離地區的中心地帶，但這並不代表美國會撤離該地

區，只是不會貿然發動戰爭及派駐部隊到當地。「平衡」，顧名思義就指美國會

盡量靠地區勢力之間的權力平衡，以維持地區的秩序與穩定，同時美國會保持

其外交的主動性，必要時更會支援地區衝突中較弱的一方。但離岸平衡手理想

局面成為區域霸主，維持現狀國家，潛在霸主試圖阻止其他大國複製霸權，繼

美國高調宣布「重返亞洲」，日本已成為美國重新在全球實行「離岸平衡」大戰

略的第一個試點，最主要原因固然是應付中國崛起。地緣政治強調控制某些貿

易通道，是國家為了達到國家安全而發展的戰略目標，藉由軍事、經濟力量控

制戰略交通線要地為主，力量要投射於何處、使用何種力量，中國大陸的學者

也經常使用「地緣戰略」：中國的戰略指的就是軍事戰略，戰略管理與規劃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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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定地緣政治理論為指導533，具體的陸權作為，在中國的崛起後是一代一

路、上海合作組織、在南海填海造陸。中國尋找在美日安保條約圍堵下，牽制

以美國、日本、菲律賓的海上圍堵。 

 有不同學者著墨地緣政治，Cohen 認為是對地理環境與政治過程互動關係的研

究。中日間的關係可由政治互動觀察;Jakub J Grygiel 認為地緣政治不是固定不

變，而是經濟與資源路線分布。中國的地緣戰略，國際鐵公路、中南半島的次

區域經濟整合、西部大開發整合新陸上交通網，可由一代一路的與經濟合作做

觀察。Robert E Harkavy 戰略地理是國家安全經濟繁榮的控制與介入。1990 年

代 Hans J Morgenthau 在 Politics among nation 534提到的地理是一國力量所依賴

最穩定因素，美國學者布里辛斯基在 1997 年出版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r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 一書，使用 geostrategic 一詞，

後冷戰時期的武裝衝突多是國家內部，然而東北亞地區尚未有國家間或國內武

裝衝突的事件。 

  「中國崛起」是個修正主義者，試圖改變現狀；達成西部大開發後和興建亞

洲大陸的路上交通網，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大陸集團牽制以美國、日本為中心

的海洋集團，地緣政治主要涉及依據從馬漢、麥欽德以至史派克曼以來的地理

與國際政治運作相關的論述，以大國相對位置的影響下所做的研究，並以攻勢

現實主義闡述其概念。季辛吉認為地緣政治就是權力政治，地理的變數認為地

理對於陸權向海權提出挑戰，陸權的戰略擴張與海權的海洋戰略的發展，John 

Mearsheimer 的攻勢現實主義認為海洋能有效阻止國家向外投射能力，國際體系

出現對抗海權是國際權力分配重要因素。由於從東亞地緣格局看來，日本提供

了美國重要的戰略地位，中國因迅速發展與位居歐亞大陸和中南半島之間中間

位子，逐漸成為歐亞大陸戰略交通線建設中心。 

                                                      
533蒲寧，地緣戰略與中國安全環境的塑造（北京：時事出版社，2009 年），頁 6-7。 
534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the peace ,5th edn（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8）pp16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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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國家資源有限，所以必須集中投射軍事力量和指導外交活動。這也是所

有討論戰略有關論述的基本假定。大國基於權力、利益或安全的理由，在資源

有限並預防戰爭的情況下，必須集中投射軍事力量和指導外交活動在特定的地

區之中。這成為一種結構性因素而影響大國行為，不涉及動機、意識型態或決

策過程。因此，關鍵在軍事力量投射的限制因素考慮下如何解讀地圖。中國大

陸立場的轉變，從以往韜光養晦轉向為爭取主權與海權，劃設東海防空識別

區，以及一連串軍事演習，引起美國與日本高度關注，也造成中日雙方發生軍

機的對峙情勢，使得國際衝突危機逐漸升溫。近年來，中國機艦在周邊海域的

活動紀錄已有明顯增加，有敵國化的趨勢，中國和日本衝突加劇，中國積極擴

展海軍的打擊與投射能力，引發美、日等傳統海洋國家的關注。根據美國國防

部的分析，中國海軍正積極展現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存在」(military presence)，

並爭取在台灣及中國周邊水域建立某種程度的「海洋控制」(sea control)。日本

也高度重視中國海軍現代化的發展進程，擔心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陸會對日本

的海上供給線造成威脅。日本是通過海洋尋求權力，中國是通過陸路進行擴

張，哪一個會勝出呢? 

  馬漢認為透過海洋尋求權力較通過陸路更為明智的理由是經濟，而關鍵則是

運輸，因為陸權所依靠的陸上運輸體系，無論從商業或戰略的觀點都不足以與

海上運動相競爭，他在論述構成海權的第一個因素：「地理位置」時，特別強調

海洋運輸的優勢，這也是馬漢的海權論最重要的推論依據。麥欽德注意到當時

工業與鐵路的發展，鐵路同樣能提供大量運輸的能量；工業化及鐵路網的發

展，將可迂迴海權，而對海權提出挑戰。1904 年他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寫

道：「不要到這世紀終了，整個亞洲就都會遍佈鐵路網，在俄羅斯帝國與蒙古之

內的空間是如此巨大，其在人口、小麥、棉花、燃料、及金屬方面所具有的潛

力，都是大到無法計算的程度。這必然會變成一個巨大的經濟世界，而是海洋

商業所不能達到的」。中國重視鐵路網的發展、高鐵建設的輸出，被視為具有高

度戰略意義的原因。 



282 

 

  日本的資源透過美國的海空能力即可獲得保障，其他海島國家的安全問題也

無須透過和日本的合作。美國一開始不認為與蘇聯及中國接壤的陸地國家是可

防守的，它因此偏好和離岸的海島國家合作。而戰後的日本則大致僅關注和美

國的關係。 

 繼美國高調宣布「重返亞洲」，亞洲已成為美國重新在全球實行「離岸平衡」

大戰略的核心區域，應付中國崛起。不過，亞洲地區具備不少有利因素，有助

美國實行該戰略。其一就是中國的軍力擴張，亞洲各國借助美國在平衡戰略保

護自己國家利益。對美國而言重新建立一個有效的同盟體系、重整地區安全架

構的多邊建制架構，是霸主應負的責任。亞洲的地緣環境，南海，美國運用其

絕對的海上優勢——面對着美國海軍，中國海軍是無法抗衡的。假如美國能夠

扶植越南、菲律賓這些較弱的國家成功抗衡中國，背後的象徵意義暗示中國無

法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美國主持下的地區秩序還是不可能被挑戰的，美國在

亞太實行「離岸平衡」戰略，加強美日聯盟，延續其全球霸權，日本是美國在

亞洲實行「離岸平衡」戰略最忠堅的盟友。 

  日本和中國的競爭，戰略如何受美國的影響，轉往東南亞，中國一代一路的

簡介及內容，是否因應地理鄰近性而使周邊國家強化集體安全措施？ 

  鄧小平大戰略的目的使戰鬥行為減少到最低程度，避免正面衝突的作戰方

式。積極的尋找資源，四大要點：避免衝突、建設綜合國力、逐步推進、維護

穩定。武力攻打台灣需要時間建構綜合國力，中國崛起對於世界秩序的助益，

提供不安穩、不平衡中提供改革的可能性，如果中國選擇武力，在傳統安全上

著墨大於非傳統安全，挑戰以美國為霸主的舊有的秩序，必須達到和平崛起的

條件否則無法和美國在綜合實力抗衡。國家外交的權衡取捨安全和權力。美國

的外交政策不會因中國崛起而改變。中國有中、長程目標，使用手段達成目

標，集合軍事、經濟、外交手段取代美國成為世界強權。中國的大戰略，保障

其資源安全，才能贏得戰爭，塑造隨後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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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澳戰略夥伴關係下的蒼龍級潛艦合作計畫 

陳鼎尹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Abstract 

日本與澳洲於 2007 年發佈〈安保聯合宣言〉後，陸續建立了外長與防長的

部長級會議(two-plus-two)、簽署〈日澳情報協定〉(ISA)與〈日澳物品役務相互提

供協定〉(ACSA)。在近十年所累積的信任與交往基礎上，2014 年 7 月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訪問澳洲時，日澳簽署了〈日澳經濟合作協定〉(EPA)與〈防衛裝備和

技術轉移協定〉，啟動了在政治與技術上具高度敏感性的蒼龍級潛艦(Soryu Class 

Submarine)合作計劃。日澳能發展成為當前亞太地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不

僅是各自利益考量與背景的相似性，美國更扮演關鍵的角色。近二十年，基於亞

太地區快速變遷的戰略環境，美國也調整了在東亞的安全架構，並以再平衡政策

為軸心。除了調整既有的同盟架構，也透過三邊關係的發展因應潛在的事態，並

透過同盟國間的橫向連結，使其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同樣作為美國盟友的日

本與澳洲，一方面與美國簽訂新的安全條約，一方面也在美國的推動下形成美日

澳三邊安全合作框架。因此，本文擬以美國再平衡政策下的日澳戰略夥伴關係，

探討日澳蒼龍級潛艦合作的發展與意義。 

關鍵字：美國再平衡政策、日澳戰略夥伴關係、蒼龍級潛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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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2014 年 7 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澳洲，與澳洲總理艾伯特(Anthony John 

Abbott)簽署了〈日澳經濟合作協定〉 (Japan-Australia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與〈防衛裝備和技術轉移協定〉(Transfer of Defenc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535在澳洲國會的演說中，安倍晉三強調兩國以建立特殊關係為目標，

合作的領域則涵蓋了安全、軍事戰略與經濟。536而日澳元首高峰會後發佈的〈面

向 21 世紀的特殊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中，澳洲明確表示支持和歡迎日本最近在安全政策的努力，支持日

本提出的基於國際合作的積極和平主義，以及按照聯合國憲章相關原則行使集體

自衛權。537其中的〈防衛裝備和技術轉移協定〉，不僅標示著雙方十年以來的安

全與軍事合作的深化，主要的目的在於啟動日本與澳洲之間的蒼龍級潛艦(Soryu 

Class Submarine)輸出與合作計劃。 

日本與澳洲於 2007 年發表〈安保聯合宣言〉後，陸續建立了外長與防長的

部長級會議(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簽署〈日澳情報協定〉

(Information Security Agreement， ISA)與〈日澳物品役務相互提供協定〉

(Acquisition and Cross Servicing Agreement，ACSA)。538也是在近十年所累積的信

任與交往基礎上，雙方也才得以啟動在政治與技術上具高度敏感性的蒼龍級潛艦

合作計劃。然而，日澳之所以能發展成為當前亞太地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

不僅是各自利益考量與背景的相似性，美國更扮演關鍵的角色。近二十年，基於

亞太地區快速變遷的戰略環境，美國也調整了在東亞的安全架構，除了既有同盟

架構的調整，也透過三邊關係的發展因應潛在的事態。同樣作為美國盟友的日本

與澳洲，一方面與美國簽訂新的安全條約，一方面也在美國的推動下形成美日澳

三邊安全合作框架。因此，本文擬以美日澳框架下的日澳戰略夥伴關係，探討日

澳潛艦合作的發展與意義。 

貳、背景－日本新外交策略與美國再平衡政策 

從 1992 年日本首次海外派兵並與澳洲國防軍合作以來，經過近二十年的發

展，日澳雙方已發展成為亞太地區繼美日之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而潛艦合作既

是雙方安全關係的里程碑，也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安全架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日

澳戰略夥伴關係與潛艦合作能夠實現的，有兩個背景：後冷戰日本國家安全改革

                                                      
535 外務省，〈オーストラリア連邦アーカイブ〉，<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bn_topic.html >。 
536 Cabinet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Remarks by Prime Minister Abe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July 8, 2014, <http://japan.kantei.go.jp/96_abe/statement/201407/0708article1.html>. 
537 MOFA, “Joint Statement with Prime Minister Abe-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July 8, 2014, <http://www.mofa.go.jp/files/000044640.pdf> 
538外務省，〈オーストラリア連邦アーカイブ〉，<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bn_topic.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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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新外交路線，以及以因應中國為主的美國再平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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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新外交策略 

在和平憲法、二戰戰敗、民主化以及美日同盟等因素下，戰後日本外交政策

有幾個的特點：強調經濟的手段與面向，並將安全的目的以經濟手段包裝。安全

議題上高度依賴美國，不主張意見、不出風頭的低姿態等。539派爾(Kenneth B. Pyle)

認為作為戰後外交主軸的吉田主義儘管強調和平，仍然是在操縱現實主義，惟依

賴的工具由軍事轉換成產業、技術、跨國企業，目標是透過取得在不同層次、不

同國家的市場的比較利益獲得國際權力。540伯格(Thomas Berger)指出大平正芳修

正了吉田主義並提出廣博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的概念，亦即透過各種

攸關國家安全的非軍事政策來達到目標，包括物資儲備、推動成立太平洋經濟合

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PECC)、以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促進經濟發展。541然而，隨著日本國家安全改革

的推進，將軍售作為外交策略的一部分，得以實現並逐漸嶄露頭角。從政治的角

度，軍售將可以因應美日同盟架構的擴大，提升日本在外交與安全上的主動性、

與配合美日同盟轉型後的新分工。武器出口的解禁，對於原本就是具武器製造能

力的日本，可以得到新的商業機會。休斯(Christopher W. Hughes)認為在國防改革

的背景下，日本國防工業往國際合作、出口、太空領域方向轉型的同時，日本也

逐漸產生一個涵蓋官僚、軍方、產業的軍工複合體，542這會是日本推動軍售外交

的國內因素。薩繆爾則指出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吉田主義務實派和反戰和平主義

被邊緣化，使得日本在修正主義者的帶領下逐漸形成一個涵蓋安全、經濟與外交

的新大戰略。543對這些修正主義而言，無論是基於產業技術發展、商業利益或自

主生產而獲得安全，國防工業都是討論的焦點。544 

日本長期以來都是美國武器出口的接受者，美國也藉著涵蓋軍事基地使用權、

武器維修與製造、產業科技等內容的武器外交途徑，維繫美日同盟對於日本的權

力。545格林(Michael J. Green)與陳渥斯(Michael Chinworth)都認為，在美日同盟的

                                                      
539 豬口孝著，賴郁君譯，《經濟大國政治運作》（台北：月旦出版社），頁 168。 
540 派爾稱之為經濟現實主義(Economic Realism)，他認為亦是吉田信條的展現。Kenneth B. 

Pyle,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U.S.: Perseus Books Group, 2007), pp. 256-

262. 
541 Michael J. Green &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c1999), pp. 275-281. 
542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Remilitarisation (Routledge, 2009), pp. 14-19. 
543 薩繆爾定義的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s)，介於新軍事主義者(Neo-milotarists)與重商現實主義

(Mercantile Realists)之間，並在後冷戰時期逐漸以正常國家(Normal Nation)為訴求，追求在外

交、軍事與安全保障等面向的政策與體制改革。Richard J.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2007), pp. 13-37, 63-

108. 
544 例如重新檢討武器裝備國產化政策、推動國際合作、武器出口甚至打破國內賣家獨佔的外包

等議題。Richard J. Samuels, Securing Japan–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58-184. 
545 美日同盟對於戰後日本的武器製造發展有兩個影響：日本國防工業的製造能量與技術的主要

來源；在美日同盟的戰略分工下，日本的武器需求。美日雙方於 1954 年簽署了〈共同防衛軍援

協定〉(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ct, MDAA)。透過共同防禦與軍援，美國因此得以協助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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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下，日本武器生產與美日產業科技相對實力、美日關係是完全脫離不了關係。
546格林認為，由於美國是日本戰後武器製造與技術的單一來源，因此日本戰後國

防工業的發展，是一個在美日同盟政治架構下追求自主性的冗長過程。547陳渥斯

指出，日本過去透過美日安全關係獲得許多經濟與科技上的好處，但隨著相對產

業能力的改變，美國在 80 年代之後越來越強調相對應的經濟與科技利益。在新

的環境下找到新的武器合作模式，並確保雙方能因為安保條約彼此的獲利可以符

合兩國利益成為主要的重點。548無論是科技換科技或者共同研發，每一個武器合

作方案都需要仔細檢視對美日同盟關係的可能影響。549因此，武器外交可能背離

過去吉田原則下的和平主義外交路線－在修正主義者的帶領下，日本「和平主義

外衣」已經被漸進戰術(Salami tactics)所攻破，在國際安全與軍事上的主動性也越

來越大。550隨著安全改革而得以實現的武器外交，使得日本能夠推動積極和平主

義與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但同時也將擴大日本之於東亞區域的戰略意義、並成為

影響變動中區域權力平衡的自變數。 

二、美國再平衡政策 

第二個背景，是美國以因應中國軍力崛起為主要目標的再平衡政策。中國海

空軍實力與規模快速成長的趨勢，551逐漸改變亞太地區的戰略環境，並挑戰美國

西太平洋海權。因此歐巴馬政府就任後，陸續提出相關的亞洲政策。2009 年 7 月，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在記者會上宣布「美國重返亞洲」552；2010 年 10 月，

希拉蕊又宣布將美國對亞洲的外交定位爲「外交前進部署」(forward -deployed 

                                                      
發展國防裝備的生產計畫，方式則有授權製造、軍售、科技移轉等。到了 1980 年代，實際上日

本已是所有美國盟友中透過授權製造獲利最大的國家。授權製造在 1980 年代末期達到高峰，當

時最大的項目是包含所有軟硬體授權與移轉的愛國者地對空飛彈生產計畫。然而，美日武器合

作同時牽涉到防衛與經濟兩個政策領域，並延伸至科技與貿易因素。隨著日本經濟的在 1960 年

後之後的快速成長，武器合作的敏感性與重要性也越來越高。Michael J. Green &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c1999), pp. 388-393. 
546 Michael J. Green. Arming Japan: Defense Production, Alliance Politics, and the Postwar Search 

for Autonom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47-259. Michael J. Green &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c1999), pp. 387-407. 
547 Michael J. Green. Arming Japan: Defense Production, Alliance Politics, and the Postwar Search 

for Autonom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47-259. 
548 Michael J. Green &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c1999), pp. 406-407. 
549 Michael J. Green &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c1999), pp. 406-407. 
550 Richard J.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2007), pp. 86-94. 
551 中國大陸的國民生產毛額(GNP)在 2070 年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而國防支出

自然也將相應增長。二十年後，中、美、日三國國防經費的估計值分別為 1.06 兆、0.85 兆與

0.08 兆美元。The Tokyo Foundation,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Toward China: Integration, 

Balancing, and Deterrence in the Era of Power Shift”, The Tokyo Foundation, Oct.2011. 
552 “U.S. 'is back' is Asia,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declares”, Daily News, July 21, 2009, <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world/u-s-back-asia-secretary-state-hillary-clinton-declares-article-

1.429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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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lomacy)－「把全方位的外交資源－包括我們最高級別官員、發展專家處理各

種緊迫問題的團隊－都派遣至亞太區域每個角落和首都。5532011 年 11 月，美國

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在夏威夷召開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非正式首

腦會議上正式提出了亞太的重要性，國務卿希拉蕊則在會前會提出「亞洲軸心」

(pivot to Asia)的概念554。此外，儘管關注的程度與面向不一，但中國已成為美日

澳三國戰略與國防政策的重心之一。美國方面，2010 年 2 月公布的美國四年期

國防總檢(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QDR)中指出，雖然美國樂於見到中國崛

起的正面影響，但由於軍費與決策過程的不透明，卻也使得中國在亞洲及全球的

行為與動向有著合法性的問題。5552012 年 6 月 3 日閉幕的年度香格里拉對話會

(The Shangri-La Dialogue)上，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Leon Panetta)提出了美國「亞

太再平衡戰略」 (US Rebalance to Asia)，指出美國將在 2020 年前向亞太地區轉

移一批海軍戰艦，屆時將 60%的美國戰艦部署在太平洋。5562014 年 QDR 亦提

出，中國除了持續利用反介入與區域阻隔 (anti-access and area denial，A2/AD) 的

方式刺探美國的實力，也使用新的網路戰與網絡控制科技。557美國的盟友日本與

澳洲，對於至中國的崛起與威脅也都反映在各自的官方文件中。 

日本在 2010 年 12 月公佈的〈防衛計畫大綱〉中指出 2004 年以來中國就是

日本周邊安全環境的最大潛在威脅，理由是軍費快速成長、頻繁的海洋活動以及

遠海作戰能力的提升。2013 年版的〈防衛計畫大綱〉首先就指出中國大幅增加的

國防經費以及快速成長的軍事實力，加上在東海、南海持續以軍事活動試圖改變

現狀，並入侵日本領海與領空，是日本國家安全與世界和平的強烈隱憂。5582009

年澳洲國防部公佈的國防白皮書亦指出中國過去十年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崛起

以及軍事現代化，將對亞太地區的戰略造成顯著的影響。559美國的再平衡等亞洲

政策除了是因應中國的崛起、快速變動的亞太安全環境，另一因素則是國防預算

的縮減。由於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安全架構主要透過軍事合作、兵力部署來維繫，

若要在兵力調整乃至縮減的情況下維持既有的嚇阻效果，就需要盟國承擔更積極

的角色，這就是美國近年致力於推動以多邊關係補足雙邊關係、鼓勵三邊關係下

                                                      
553 “Hillary Clinton on U.S. in Asia: "Forward-Deployed"”, WBUR, October 29, 2010, 

<http://onpoint.wbur.org/2010/10/29/clinton-asia-diplomacy> 
554 Wu Jiao, “'Pivot to Asia' sidelined by US domestic woes”, China Daily, October 7, 2013, 

<http://usa.chinadaily.com.cn/epaper/2013-10/07/content_17012099.htm>. 
55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2010, pp. 1-

105. 
556 “The US Rebalance Towards the Asia-Pacific: Leon Panetta”, The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June 

2, 2012, <http://www.iiss.org/en/events/shangri%20la%20dialogue/archive/sld12-43d9/first-plenary-

session-2749/leon-panetta-d67b>. 
557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2014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March 7, 2014, pp.4-

41, <http://www.defense.gov/pubs/2014_Quadrennial_Defense_Review.pdf> 
558郭育仁，〈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可能走向〉，《台北論壇》，2014 年 11 月 5 日，

<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168.php>。防衛省，《平成２６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

の大綱について》，2013 年 12 月 17 日，< 

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20131217.pdf >。 
559 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2009, < http://www.defence.gov.au/CDG/Documents/defence_white_paper_20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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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國橫向聯繫與軍事合作的主因。560  

參、日澳戰略夥伴關係 

日本與澳洲都是美國在西太平洋重要的戰略夥伴，各自也面對中國崛起為主

的安全環境變遷，因此無論是從美國或者日澳兩國本身的立場，美日澳與日澳關

係都有強化的理由，而前者（美日澳）又是後者（日澳）的前提條件。美國與澳

洲的同盟關係（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ANZUS），以及美國與日本的同盟關係皆

始於 1951 年。在冷戰時期，日澳兩國皆是美國單邊主義輪軸式(hub and spokes)

系統安全架構的成員，惟彼此沒有橫向連結。但是後冷戰時期安全環境的改變，

美國對同盟關係架構的調整以及日本本身的改革，使得極富戰略意義的日澳潛艦

合作有實現的條件。以下以美日澳三邊安全框架為先，繼而討論日澳戰略夥伴關

係。 

一、美國為首的三邊安全框架 

美日關係是美國在東亞推動多邊安全關係的基礎與前提，例如 Matake 

Kamiya 認為東京與華盛頓都不斷在摸索如何使同盟的功能可以更符合東亞安全

環境的新需求與挑戰。561第一是美日必須在多邊與雙邊下重新定義關係，以因應

快速發展的區域安全合作；第二，需要重新協商各自的負擔與分工。562薩繆爾認

為，美國在 2001 年 11 月宣布軍力轉型(force transformation)計畫後，表示美國將

採取更靈活的全球姿態，而原來的正式盟友框架會被更多的、非正式的自願聯盟

(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所補充，就像伊拉克戰爭表現的那樣。美國正使用市場化

(marketizing)的方式對待自己的盟友，亦即盟國可以通過共同安全做出貢獻來換

取應有的地位。563克利史汀森(Christensen)則認為而美國及美日聯盟扮演了穩定

閥的角色，可以避免在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風險下東亞國際情勢的緊張與

升高。564然而這個「裁決者（機制）」(arbiter)是有矛盾的，華盛頓一方面希望日

本能承擔更多責任，但又希望在日本的美軍是確保(reassurance)該區局勢的主要

力量。565在這兩個矛盾的目標之下，美國鼓勵日本發展或扮演一個非攻擊性的角

色(non-offensive roles)，以備能在發揮安全上的作用時不至於對鄰國產生威脅性，

                                                      
560 郭育仁，〈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可能走向〉，《台北論壇》，2014 年 11 月 5 日，

<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168.php>。 
561 G. John Ikenberry & Takashi Inoguchi, Reinventing the Alliance: US - 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an Era of Chang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p. 91 
562 G. John Ikenberry & Takashi Inoguchi, Reinventing the Alliance: US - 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an Era of Chang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p. 91 
563 經過同盟漂流期的互相摸索，雙方在 1996 年 4 月達成共識，即加強同盟關係讓盟友感到安

心。但這些互動在 911 後產生變化。Richard J.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2007), p. 82 
564 G. John Ikenberry & Michael Mastandun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5-26. 
565 G. John Ikenberry & Michael Mastandun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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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升高安全困境的情勢。566Yuki Tatsumi 認為，面對亞太地區的新威脅、挑戰，

美國調整冷戰時期的單邊安全關係，通過三個或四個參與國形成少邊(minilaterals)

戰略合作框架，補充與擴大既有作的雙邊聯盟。567例如為因應朝鮮問題，美國所

推動美日韓情報合作，三國已於 2014 年達成情報分享協議的共識。568然而由於

日韓之間存在著歷史與領土問題，美日韓三邊安全關係的發展與制度化過程遠不

及美日澳與日澳三國來得完整與迅速569。 

Yuki Tatsumi 並指出，從 2006 年建立三邊安全對話 (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TSD)以來，美日澳已經發展成為華府在亞太地區最具廣泛性與穩定性

的合作關係，遠勝於該區域任何其他三邊關係。早在 2002 年時，美日澳三國就

舉行過外交次長級戰略對話，570當時主要的時空背景 911 後的全球反恐戰爭。

2006 年，美國國務卿賴斯、澳洲外商事務部長約翰唐納與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於

澳洲雪梨舉行了首屆部長級三邊安全對話，是三邊安全關係真正制度化的開端。
5712007 年是日澳關係同盟化的起點，時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與澳洲總理霍華

德(John Howard)簽署了〈日澳安保聯合宣言〉(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JADSC)，並建立了日澳 2+2 機制。572日澳之間安全關係的

推進不能僅從雙邊的角度來看，而是使得美日、美澳兩組同盟關係的缺口－日澳

安全關係可以補起來，形成完整美日澳三邊安全關係。從美國的角度，其主導下

橫向連結可以發揮更多元、廣泛的安全功能，從日本的角度，則是發展成以美日

同盟為首、多邊多層安全框架(Strategic domain-oriented multilateral and -layer)的

起始點。5732007 年，美日澳三國亦開始進行軍事聯合訓練與演習（2012 年起稱

為 Pacific Bond），演訓科目有反潛、防水面、戰術與通訊。5742011 年，美日澳

設立了年度的安全與防衛合作論壇(Security and Defense Cooperation Forum，

SDCF)，內容有人道援助(humanitarian assistance)、救災(disaster relief)、維和行動

                                                      
566 G. John Ikenberry & Michael Mastandun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5-26. 
567 Yuki Tatsumi eds. US-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Stimson 

Center, 2015), pp. 15-20. 
568 Yuki Tatsumi eds. US-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Stimson 

Center, 2015), pp. 15-20. 
569 Yusuke Ishihara, "Japan-Australia Defense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U-NIDS 

Joint Research: Beyond Hub and Spokes, Tokyo: NIDS, No.32, March 2014, pp. 93-122. 
570 Yuki Tatsumi eds. US-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Stimson 

Center, 2015), pp. 15-20. 
571 外務省，〈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る日豪共同宣言を実施するための行動計画の主要な要素

（仮訳）〉,，《外務省》，2007 年 9 月，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0709_kk.html>。 
572 外務省，〈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る日豪共同宣言を実施するための行動計画の主要な要素

（仮訳）〉,，《外務省》，2007 年 9 月，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australia/0709_kk.html>。 
573 美日同盟的多邊多層的概念由郭育仁教授所提出。郭育仁，〈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可能走

向〉，《台北論壇》，2014 年 11 月 5 日，<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168.php>. 
574 Maritime Staff Office, “Participation in Japan-US-Australia Joint Exercise” Notice, June, 2013 

<http://www.mod.go.jp/msdf/formal/info/news/201306/062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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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peacekeeping support)與建立海上能力(and maritime capacity building)575。此

外，美日澳三國也利用國際會議時舉行小型對話(Side-talk)，例如香格里拉會議、

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 

二、日澳安全關係的制度化 

2012 年安倍晉三執政前 

日澳兩國的安全合作是從 1990 年代初期開始，透過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框架

來進行。1992 年 6 月，日本通過了《國際和平合作法》(International Peace 

Cooperation Law，IPCL，通稱聯合國維和行動法)，旋即於該年 10 月派遣自衛隊

赴海外參與非戰鬥維和行動，576此為日澳間第一次軍事合作。577之後兩國皆有參

與的維和行動有 2000 年的東帝汶維和行動，2004 年 12 月印度洋大海嘯後的人

道主義援助和災難救援(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HA/DR)，2005

至 2006 年在伊拉克的重建工作的合作。5782011 年發生東日本大地震後，澳洲派

遣了三架 C-17 運輸機到日本，協助運送搜救隊、援助物資、遠端控制水泵以及

陸上自衛隊第十五旅團人員(JGSDF 15th Brigade)。579澳洲投入救災的部隊規模是

僅次於美國的第二位。580這些實際合作促進了兩國安全合作的關係，也為正式的

雙邊協定提供了良好的基礎。2003 年，日澳簽署〈日澳在國際反恐鬥爭中合作的

聯合聲明〉(Australia-Japan Joint Statement on Cooperation to Combat International 

Terrorism)，581是兩國安全合作制度化的第一步。2006 年美日澳部長級安全對話

之後，日澳於 2007 年 3 月簽訂了 JADSC，是雙方同盟化的起點。JADSC 提出的

合作領域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WMD proliferation)、國際維和、防衛交流、

搜救與和參與〈防擴散安全倡議〉(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PSI)，是軍事

合作的深化。582同年 6 月，日本和澳洲仿效日美的 SCC 建立了外長與防長會議，

並簽訂〈綜合性戰略，安全性和經濟夥伴關係〉(Comprehensive Strategic, Security 

and Economic Partnership)。此外，日本與澳洲已有在印度洋與南海情報分享、PSI

以及預防海盜等活動的合作共識。日本和澳洲將整合進美國戰略導彈防禦的全球

和區域戰略，澳洲並透過北領地的地面站將偵測到的飛彈發射資訊（原始數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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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4), p. 196 
577 Yusuke Ishihara, "Japan-Australia Defense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U-NIDS 

Joint Research: Beyond Hub and Spokes, Tokyo: NIDS, No.32, March 2014, pp. 9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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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衛星所提供）給日本。5832010 年，日本和澳洲簽訂〈物品勞務相互提供協

議〉，以擴大兩國的安保合作關系。584澳大利亞是繼美國之後，與日本簽訂這項

合作協議的第二個國家。2012 年，日本與澳洲簽署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5852012 年的 2+2 會議概要指出，由於日本已於 2011 年放寬了防衛裝備品海外轉

移的相關規定，586將有助於日澳兩國在國防工業與科技方面的合作，同時也確立

了防衛省技術研究本部(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TRDI)與澳

洲防衛科學技術組織(The Defe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sation，DSTO)關

係的深化。587在 2012 年安倍執政前，日本與澳洲已經以 JADSC 為基礎，建立了

2+2 對話機制、物品勞務相互提供協議與情報分享，並透過政府的機構開啟在國

防工業的交流與合作。 

2012 年安倍晉三執政後 

安倍晉三於 2012 年 12 月就任首相後，在外交與安全兩方面都有積極的行

動，而這兩個領域的政策使日本與澳洲之間更大範圍的安全合作成為可能。在外

交方面，安倍政府以「地球儀外交」與重新強調美日關係作為主軸。588前者是積

極出訪各國並依據不同的戰略目標建立明確的合作領域，例如日俄之間的領土、

能源、戰略，日本與東南亞之間的戰略與經濟，與歐盟之間的預防外交，與印度

的戰略、經濟，與中東的能源等等。589外交的第二項，是重新強調美日同盟關係

的重要性。安倍就任後的第二個出訪地即是美國，並獻上美國期待的大禮－日本

即將加入 TPP 談判。5902013 年 10 月 3 日，美日在東京召開 2+2 會議，討論於

2014 年修改〈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的事宜。591在拓展地球儀外交的同時，安倍也

推動了一系列國家安全相關的政策。2013 年 11 月 27 日，日本通過設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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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郭育仁，〈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策略走向〉，《全球政治評論》，第 46 期，2014 年 4 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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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160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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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障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的相關法案，592接著在 12 月制

定了《特定秘密保護法》、593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594和〈防衛計劃大綱〉。595其他完成有〈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2014 年 4

月）、行使集體自衛權（2014 年 7 月），持續推動中的有增設安保大臣、將現有武

器開發單位整合的防衛裝備廳以及修改自衛隊法。外交上的積極作為與國家安全

改革，將賦予日本政府在外交、安全與軍事事務上有更大的空間與更多的政策手

段，成為美日澳三邊與雙邊596安全關係的推進的基礎。 

2013 年 10 月，美日澳藉由 APEC 高峰會的機會進行第五次三邊戰略對話部

長級會議，安倍晉三執政後日澳元首初次會面。10 月 4 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

美國國務卿凱瑞(Kerry)和澳洲外長畢曉普(Julie Bishop)發表聯合聲明，指出反對

任何有可能改變東海現狀的強制性、單方面的行動，同時要求中國與東協部分成

員國儘管在南海有主權之爭，仍必須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與相關的

國際法。5972014 年 4 月，澳洲總理艾伯特訪問日本。雙方在高峰會後發表的聯

合聲明指出，兩國在新的地緣政治環境下，享有維護共同價值觀598的利益，並尋

求在維護地區和國際社會和平穩定與繁榮的目標，維護貿易自由和海上、空中航

線暢通無阻。5992014 年 6 月，由日澳雙方外長與防長參加的日澳第五次 2+2 會

議就雙方在防衛裝備和技術領域的合作達成實質性共識。為因應將來的潛艦合作，

兩國將啟動在船舶流體力學(marine hydrodynamics)方面共同研究，並將此作為日

澳防衛裝備聯合開發的初始領域(initial are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6002014 年 7 月，安倍訪問澳洲，並成為二戰後第一個在澳國會發表演講的日本

                                                      
592 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隨即於同年 12 月 4 日成立。内閣官房国家安全保障会議設置準備室，

〈「国家安全保障会議」について（説明資料）〉，《首相官邸》，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anzenhosyoukaigi/konkyo.html>。 
593 内閣官房特定秘密保護法施行準備室，〈特定秘密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説明資料〉，《首相官

邸》，2013 年 12 月 10 日，<http://www.kantei.go.jp/jp/pages/tokuteihimitu.html>。 
594 內閣官房，〈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內閣官房》，2013 年 12 月 17 日，

<http://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html>。 
595 在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提出了一個基本理念－從過去一貫的消極和平主義(Passive Peace)向

以國際協調主義為基礎之積極和平主義的轉型。內閣官房，〈国家安全保障戦略（概要）〉，2013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html>。 
596 美日關係、日澳關係。 
597 外務省，〈第 5 回 日米豪閣僚級戦略対話(TSD)概要〉，《会談・訪問》，2013 年 10 月 4

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3_000462.html。〈共同ステートメント(英文)〉，《第

5 回 日米豪閣僚級戦略対話(TSD)概要》，2013 年 10 月 4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16195.pdf>。郭育仁，〈二次安倍內閣之外交策略走向〉，

《全球政治評論》，第 46 期，2014 年 4 月，頁 43-64。 
598 共同價值觀指的是民主、人權、法律規則、開放的市場和自由貿易秩序。外務省，〈日豪首

脳会談に関する共同プレス発表〉，《外務省》，2014 年 4 月 7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34802.pdf>。 
599外務省，〈日豪首脳会談に関する共同プレス発表〉，《外務省》，2014 年 4 月 7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34802.pdf>。 
600 外務省，〈第５回日豪外務・防衛閣僚協議共同プレス発表（仮訳）〉，《外務省》，2014 年 6

月 11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416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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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人。兩國簽署的日澳〈面向 21 世紀的特殊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中，

明確表示要將兩國關係提升為「新型特殊戰略夥伴關係」。澳洲在聲明中表示支

持和歡迎日本最近在安全政策和法律解釋方面作出的努力，支援日本提出的基於

國際合作的積極和平主義(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及按照聯合國憲章相關

原則行使集體自衛權。601聲明中也提到日澳兩國在兩用科技方面的合作，第一是

太空領域與資通訊技術(ICT)的合作，並建立 ICT 事務的政策對話，第二是透過

準天頂衛星系統 (Quasi-Zenith Satellite System，QZSS)推動空間資訊計畫

(Geospatial Information Project)。隨後，日澳簽署了〈防衛裝備和技術轉移協定〉

(Concerning The Transfer of Defense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進一步明確雙方

軍事合作關係的具體事項。協議規定：一方沒有獲得另一方的事先同意，不得將

兩國間聯合研究、開發和生產的軍事裝備和技術向任何協力廠商再次轉移；成立

日澳防衛裝備和技術轉移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負責商討決定屬於防衛

裝備和技術轉移的相關項目。602該協議確立了日澳兩國今後進一步擴大、深化聯

合研究、開發和生產軍事裝備和技術的法律框架和依據，安倍稱此防衛裝備協定

為日澳「邁出載入我們兩國史冊之特殊關係的第一步」 (That will make the first 

cut engraving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in our future history)。603 

肆、日澳蒼龍級潛艦合作計畫 

在以上美日澳三邊安全合作框架、日澳戰略夥伴關係與日本外交新策略的背

景之下，澳洲購買日本蒼龍級潛艦的交易成為可能，其意義也超過澳洲基於個別

自衛權的戰略考量，而擴及美日為中心的區域安全架構、針對中國的避險策略、

日本武器出口、日本與澳洲的國防工業、潛艦技術、地緣政治等面向。換言之，

日澳的蒼龍級潛艦合作計畫牽涉面向是綜合性的，以美國的安全框架為上層結構，

將南海、西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海權與美國、日本、澳洲、中國的區域權力競逐聯

繫在一起。以下分從澳洲的戰略考量、美日為中心區域安全合作的強化、日本外

交新策略、日澳國防工業合作基礎與分歧四點說明之： 

一、因應現勢的澳洲戰略考量 

澳洲皇家海軍(Royal Australian Navy)現役為六艘柯林斯級(Collins class)柴電

潛艦，惟基於以下理由，於 2007 年開始推動研擬新一代柴電潛艦的計畫。柯林

斯級為主要技術來自瑞典、澳洲國產自製的柴電潛艦，自 1990 以來建造了六艘，

但問題層出不窮：從建造過程、應用、引擎、燃料、戰鬥系統到船體設計，以及

                                                      
601 外務省，〈安倍総理とアボット首相共同声明“２１世紀のための特別な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

ップ”〉，2014 年 7 月 8 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41605.pdf>。 
602外務省，〈防衛装備品及び技術の移転に関する日本国政府とオーストラリア政府との間の協

定〉，《外務省》，2014 年 7 月 8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44421.pdf>。 
603安倍晋三，〈豪州国会両院総会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演説〉，《首相官邸》，<http: 

//www.kantei.go.jp/jp/96_abe /statement /2014 /0708australia _enzets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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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率低、噪音大的致命缺點。因此新計畫中希望建造新的潛艦來取而代之。604第

二，中國急速擴張的海空能力已對澳洲形成威脅，根據澳洲潛艦中心(Submarine 

Institute of Australia)的報告，印度、中國與印尼都在擴張潛艇艦隊的規模，到了

2025 年亞太地區將會部署超過 130 艘現代潛艦（美國與澳洲的潛艦未計算在內），
605因此澳洲也需要因應此形勢提高潛艦規模與反潛能力。第三，澳洲海岸線很長，

並需要進行西太平洋長期監視行動的任務，前述的趨勢使得澳洲需要更大噸位、

續航力更遠的潛艦。6062009 年澳洲國防部公佈國防白皮書－〈武力 2030：在亞

洲太平洋防衛澳洲〉(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 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中

指出，現有六艘潛艇的規模將增加到十二艘，並從 2025 年起陸續替換掉現役的

柯林斯級潛艦。白皮書確定了澳大利亞的戰略利益為：(1)澳大利亞的防禦，(2)周

邊國家的穩定，(3)亞太地區的戰略穩定，(4)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澳洲國防

軍（Australian Defence Force，ADF）必須透過海權來維持四個主要的戰略利益，

而潛艇則是維持海權的關鍵。607 

飯田將史表示，從海權的角度，日澳潛艦合作、澳洲擴大與提升潛艦能力，

是澳洲反制中國在其周圍海域從事軍事活動最好的措施，依序是南海、印度洋與

南太平洋國家。這是澳洲需要增加海空能力構築的主因，特別是潛艇能力。608香

田洋二（前海上自衛隊司令官）表示，為了構築足夠的海空能力，澳洲新型潛艦

需要能配合 F/A-18E/F 戰機（將來則是 F-35），以實現反潛戰、布雷艇、對地攻

擊、戰略監視偵察、特殊作戰支援等目標。因此，香田洋二認為澳洲新潛艦需要

的規格有：4000 噸排水量、美國的戰鬥指揮系統、魚雷、巡弋飛彈、航行距離一

萬兩千公海里，而滿足這個嚴格要求的潛艦只有日本的蒼龍級。609目前除了日本

之外，德國與法國亦表示興趣並提出造艦計畫，但德國、法國雖具有建造能力，

但由於兩國的戰略目標以沿海防禦為主，因此未建造過這樣噸位的柴電潛艦，目

前只有設計圖和構想。610此外，蒼龍級潛艦在戰場管理與武器系統方面的技術源

                                                      
604 蒼龍和澳洲柯林斯級對比，日本的比較好。柯林斯有很多問題，有時候他們會希望中止建

造。山崎元泰，〈「そうりゅう」型潜水艦の輸出実現に向けて : 日豪安全保障協力は新たな時

代ヘ〉，《改革者》，56(1)，2015 年 1 月，頁 42-45。 
605 Submarine Institute of Australia, “Maximising Strategic Options in Constrained Strategic 

Circumstances: The Future Underwater Warfare Capability- Australia’s Strategic Sting”, December 30, 

2007, <http://www.submarineinstitute.com/userfiles/File/RAN_Seapower_Conference_2008_-

_SIA_Paper_Final.pdf>. 
606 山崎元泰，〈「そうりゅう」型潜水艦の輸出実現に向けて : 日豪安全保障協力は新たな時

代ヘ〉，《改革者》，56(1)，2015 年 1 月，頁 42-45。 
607 Australia DOD, “Defending Australia in the Asia-Pacific Century: Force 2030”, 2009, 

<http://www.defence.gov.au/CDG/Documents/defence_white_paper_2009.pdf>. 
608 陳鼎尹，當面訪談，飯田將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東京），2015 年 7 月 17 日。 
609 這樣潛艦的推進方法，為了延長航行距離，需要 AIP 系統或梨電池。香田洋二，〈策定から

1 年で得た好機 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を生かす 南シナ海の中国化防ぐ 豪への潜水艦輸出〉，

《WEDGE》，27(4)，2015 年 4 月，頁 10-13。 
610 山崎元泰，〈「そうりゅう」型潜水艦の輸出実現に向けて : 日豪安全保障協力は新たな時

代ヘ〉，《改革者》，56(1)，2015 年 1 月，頁 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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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國，但這樣的規格與裝備通常是裝設在更大的潛艦上。611換言之，為了實現

澳洲新潛艦在噸位與武器方面的需求，製造商、製造過程必須與美國海軍、美國

軍工業緊密的合作。加上前面所回顧的日美澳三邊安全框架、日澳戰略夥伴關係，

使得日本蒼龍級潛艦無論基於自身國與同盟戰略需求、技術合作的政治前提與三

國外交關係，是惟一符合全部條件的。612 

二、美日為中心區域安全合作的強化 

除了前述澳洲本身基於個別自衛權的戰略考量，澳洲購買蒼龍級旗艦的計畫

亦與與美國、日本安全關係擴大相輔相成，得以強化以美日為中心之區域安全合

作，涵蓋了美國再平衡政策、美日同盟轉型與針對中國避險策略等面向。美國的

再平衡政策，軍事面美軍為：存在、介入、戰略推進。美國一方面保持之於中國

在軍事面的優越性，一方面強化同盟的合作－調整與盟國的雙邊安全關係，並積

極推動同盟國之間的橫向連結。613近年快速發展的日澳關係，以及日澳各自與美

國半世紀以來的同盟關係，就成為同盟國橫向連結最主要對象。第二，日澳的戰

略夥伴關係的推進與美日同盟朝向多邊的擴大、轉型，是相輔相成的，在日本

2013 年〈防衛計畫大綱〉與 2015 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都可以看到這個政策

趨向。日本 2013 年〈防衛計畫大綱〉中提到，「美日同盟公共財」因為當前國際

環境的改變，開始調整其安全合作模式，從過去的雙邊擴及多邊，並以美日韓、

美日澳、美日印為主。614而從日澳關係的演進可以清楚得知，其所強調的海上能

力、情報、太空與網路等領域，也都是近年日澳安全合作的重點。2015 年 4 月公

佈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中，提出了雙邊合作無縫(seamless)、健全(robust)、彈

性(flexible)與有效雙邊回應(effective bilateral responses)等關鍵詞，這些構成美日

因應中國乃至全球的安全事件的基礎，且即使無害於日本安全，美日同盟都可以

發揮影響力。615 

準此，日美澳、日美的安全合作框架，賦予了日澳潛艦計畫更廣泛的意義與

                                                      
611 艤装（ぎそう）。香田洋二，〈策定から 1 年で得た好機 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を生かす 南シ

ナ海の中国化防ぐ 豪への潜水艦輸出〉，《WEDGE》，27(4)，2015 年 4 月，頁 10-13。 
612 香田洋二，〈策定から 1 年で得た好機 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を生かす 南シナ海の中国化防

ぐ 豪への潜水艦輸出〉，《WEDGE》，27(4)，2015 年 4 月，頁 10-13。 
613 香田洋二，〈策定から 1 年で得た好機 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を生かす 南シナ海の中国化防

ぐ 豪への潜水艦輸出〉，《WEDGE》，27(4)，2015 年 4 月，頁 10-13；郭育仁，〈美日防衛合作

指針之可能走向〉，《台北論壇》，2014 年 11 月 5 日，

<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168.php>。 
614 在 2010 的《防衛計畫大綱》中，指出美日防衛合作的框架從過去的雙邊擴及多邊（國），例

如美日韓、美日澳。到了 2013《防衛計畫大綱》，又加入了美日印。郭育仁，〈美日防衛合作指

針之可能走向〉，《台北論壇》，2014 年 11 月 5 日，

<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168.php>。 
615 主要目標包含了灰色地帶(Gray-Zone Coercion)、安全承諾與衝突管理、集體自衛權與全球合

作等等。此外，新指針也取消了派遣自衛隊的地域限制，一旦第三國攻擊，日本自衛隊可以在

全球範圍與美軍合作。外務省，〈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外務省》，2015 年 4 月 27

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8187.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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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意涵。若日澳兩國都使用蒼龍級潛艦，則意味著海上自衛隊跟澳洲海軍擁有

統一的平台，提升相互運用性，對美國來說可以更好發揮三國的海上協同作戰，

以助美國海軍部隊並強化與美國的同盟關係。而這也是為何日澳合作可以強化以

美國為中心之區域安全體制的理由。616山崎元泰則指出，基於財政原因，美國將

會減少潛艦數量，若日澳使用同型潛艦，將可以更好地配合美國核潛艦推動牽制

中國的策略。飯田將史指出，雖然解放軍海軍在快速擴張規模，但是反潛能力仍

落後美日，因此美日澳安全框架之下的蒼龍潛艦計畫，不僅是反制中國海軍反潛

戰的最好的手段，更能提高日澳戰略合作和強化區域美日澳三邊聯盟，將有助於

南海和東亞的穩定。617渡部恒雄則認為日本推動的包含潛艇在內的雙邊與多邊安

全合作（美國、澳洲、印度），是一種避險與交往並行的中國策略，不是圍堵也

沒有因為軍事戰略上的對峙放棄經濟利益（交往），而是要傳遞中國這個訊息－

片面透過武力改變現狀的成本會愈來愈大，並避免與中國的安全困境。618準此，

在日澳安全關係的深化以及日本武器出口政策改革後可能實現的日澳潛艦合作，

可以歸納為兩點：第一，可視為配合美日同盟走向多邊多層、實現與各國不同目

的與內涵的新安全合作619的重要手段。第二，日澳潛艦合作連結了美日安保條約

與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使兩者可以在美國的領導下發展成更廣泛與綜合性的安

全架構。 

三、日本新外交策略 

日本過去在武器出口禁令的限制下，美國幾乎是唯一的武器貿易國，日本也

無法透過軍事合作或武器輸出來強化雙邊關係。620換言之，和平憲法與美日同盟

形成的框架雖然給戰後的日本帶來了相對自外於國際政治上的獨立性與安全，但

也使得日本國際地位與外交政策受到限制，軍事與外交上的自主性更一直是日本

被貼上非正常國家(The abnormal state)標籤的主要因素。但是日本政治在修正主

義路線的調整之下，放寬武器出口政策（2011 年）、制定通則性武器轉移規範（防

衛裝備移轉三原則，2014 年）與允許非軍事領域援助的 ODA 大綱調整（2015 年）

逐步實現，使得日本外交政策操作越來越靈活與擴大範疇。除了與澳洲的蒼龍級

潛艦絕氣動力裝置(Air-Independent Propulsion，AIP)的技術移轉、共同研究，621

                                                      
616 與德法合作的話，那時候對美國最大同盟夥伴的日本，沒有 framing（之外），可以因為日豪

合作而強化。香田洋二，〈策定から 1 年で得た好機 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を生かす 南シナ海の

中国化防ぐ 豪への潜水艦輸出〉，《WEDGE》，27(4)，2015 年 4 月，頁 10-13。 
617 當然解放軍在努力提高反潛能力，但需要成本和時間，缺少經驗並需要相關的合作。因此這

是美日澳發展潛艇來制約中國海軍的動力。因此美國需要維持足夠的潛艦來反制中國海軍成長

的影響。陳鼎尹，當面訪談，飯田將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東京），2015 年 7 月 17 日。 
618 陳鼎尹，當面訪談，渡部恒雄，東京財團（東京），2015 年 7 月 21 日。 
619 郭育仁，〈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可能走向〉，《台北論壇》，2014 年 11 月 5 日，

<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168.php>。 
620 郭育仁，〈武器出口禁令下的日本國防工業〉，《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2013 年

7 月，頁 1-54。 
621 外務省，〈オーストラリアン紙（豪州） 安倍総理大臣書面インタビュー〉，《外務省》，

2014 年 7 月 8 日，<http://news.nna.jp/free/news/20130312aud002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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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印度出售 US-2 運輸機、622透過對外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向菲律賓提供海上保安廳的二手巡邏艦並協助構築情報通訊系統、623與英

國的導彈技術共同研發、與法國的水下無人機(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s，

UUV)合作計畫都在進行中。因此，開放武器出口後日本得以實現的軍售，將可

以提升日本與盟國、友好國家間的關係與影響力，並擴及到更大的軍事戰略的意

義。武器所導致的國際政治效果可能擴及到更大的政治與經濟層面，亦為外交政

策的一部分。624 

在這些日本與各國的國防工業與科技的跨國合作案例中，無論是從規模、金

額、牽涉之科技與政治敏感性，高達一百億美金的日澳潛艦合作案無疑是最受矚

目的。625除了澳洲之外，同樣著眼於因應中國海軍擴張趨勢的馬來西亞、印度、

印尼等國家，也開始通過管道秘密和日本開始接觸，探詢購買潛艦或取得相關技

術的可能。626神保謙認為雖然日本的軍售外交尚在萌芽階段，但是在未來會是一

個很強大的手段，而與澳洲、印度和菲律賓的軍售將有助於日本掌握從印度洋到

西太平洋海上航線的情報與相關參數，是日本提升海權的大戰略。627他並進一步

指出，日澳安全合作未來會因為潛艦計畫逐步實現水下合作 (underwater 

cooperation)、聯合情報監視偵察(Joint ISR)與反潛作戰(ASW)。628這些也都已經

在前述日澳安全合作的議程之中。日本透過與菲律賓、越南的能力建構計畫預防

中國主導區域權力平衡，實際上，澳洲因為輸入蒼龍級潛艦而提升的水下與反潛

能力、強化與日本的海上合作，也是類似的概念。然而，雖然武器出口擴大了日

本外交的範疇，提高其在國際政治、安全政策、地緣戰略與產業經濟等面向的影

響力，卻也同時增加了日本外交操作的複雜性，可能加深了鄰國對日本的疑慮、

複雜化東亞區域權力鬥爭安全困境，日本國內社會的反戰意識形態也是變數之一。
629 

                                                      
622 外務省，〈マンモハン・シン・インド首相の訪日（概要と評価）〉《外務省》，2013 年 5 月

30 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3_000194.html>。 
623 外務省，〈日・フィリピン首脳会談（概要）〉，《外務省》，2013 年 12 月 13 日，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page22_000792.html>。 
624 Barry Buzan & Eric Herring, 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 (Lynne Rienner Pub, 1998), pp. 

83-100. 
625 以蒼龍級潛艦單艘造價 5~6 億美金計算，12 艘潛艦更換計畫加上包裹服務，總金額可能近

百億美金。澳洲潛艦更換計畫 Sea 1000 的總預算則預估為 200 到 400 億美金。Collins Class 

Submarine Replacement | SEA 1000 Program, Defence Portal, Feb 18, 2015, 

<http://defenceportal.com.au/collins-class-submarine-replacement-sea-1000-program/australian-

defence-force-acquisition-programs/collins-class-submarine-replacement-sea-1000-program>. 
626 〈豪州・インド・ベトナムへ積極輸出 安倍首相-「(秘)潜水艦」で中国封じ込めへ : 一発

で空母を沈める魚雷を含め世界最高水準の技術をアジア諸国が渇望する〉，《Themis》，

23(11)，2014 年 11 月，頁 30-31。 
627 陳鼎尹，個人面訪，神保謙，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高雄），2015 年 5 月 2 日。 
628 陳鼎尹，當面訪談，神保謙，Canon 戰略研究所（東京），2015 年 8 月 3 日。 
629 郭育仁，〈武器出口禁令下的日本國防工業〉，《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2013 年

7 月，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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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澳國防工業合作基礎與分歧 

相較於前述在因應中國崛起、擴大美日澳/美日安全合作、東亞與南太平洋

地區戰略佈局等軍事與政治上的一致性，日澳潛艦合作在國防工業與潛艦製造上

反而可能會有較大的分歧，需要更多的協商與時間來找到符合彼此考量的合作方

式。從積極面來看，日澳潛艦合作在經濟產業面的利基有兩點：當前全球國防工

業國際合作的市場趨勢、皆有長期與美國國防工業合作的基礎。當前的全球國防

工業(趨勢)有市場快速成長、海外訂單角色日趨重要、武器生產的全球化、國防

預算縮減、提高的研發成本等趨勢，使得武器系統研發的國際合作越來越重要。
630各國都想透過國際合作分擔研發軍事科技的風險與擴大海外市場，日本與澳洲

也各自有對於自身造艦（船）業的盤算：日本希望透過戰後首次大規模武器出口

的個案，推動武器外交並著眼於在未來搶食柴電潛艦市場的大餅，而澳洲希望恢

復自身的造船業、也盼望相關技術有移轉到第三國的可能。其次，由於日、澳都

是美國同盟國，過去已有美日共同防禦援助協議（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ct，

MDAA）與美澳防務貿易合作條約（Defense Trade and Cooperation Treaty，DTCT）

維持兩組雙邊安全關係下的防衛裝備合作，除了日本自衛隊(SDF)和澳洲國防軍

都有大批的美國武器，日澳、日美澳之間的武器裝備保持高水平的相互操作性

(high level of interoperability)。631因此，2014 年簽訂的日澳防衛裝備和技術轉移

協議，不僅是日澳兩國，更是美日澳三國防衛裝備合作的基礎，美國也可能加入

該製造計畫。 

然而，國防工業的國際合作並不容易，其牽涉到合作國在全球防衛市場的位

置、技術稟賦、外交政策、戰略考量、國際政治結構與地緣關係等方方面面。日

本在武器出口解禁後，希望透過建立國際夥伴關係來推動共同研發與製造，推動

國防工業進入國際市場。632澳洲由國防工業公司(Australia Defence Industries，ADI)

與特尼克斯防務(Tenix Defence)兩家製造商執牛耳，主要股權卻大部分掌握在歐

洲公司手裡。633從產業結構的角度，日澳潛艦合作是有互補性，例如日本可以試

驗武器出口、甚至在國外完成的挑戰，澳洲則力圖透過技術轉移、建設十二艘潛

艦的規模發展本土造艦能力與復甦南澳的造船業。然而實際上卻會有很多問題。

渡部恒雄認為，相對於共同的安全利益，蒼龍潛艦合作案最大的歧見是在技術面

－日本並不希望因為與澳洲的潛艦軍售，使得蒼龍級潛艦的技術移轉至第三國。
634而澳洲更有興趣的是技術、但日本傾向於「整艦輸出」，雙方尚未有共識。635

                                                      
630 Richard A. Bitzinger, The Modern Defense Industr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Issues 

(Praeger Publishers, 2009), pp. 1-12. 
631 Yuki Tatsumi eds. US-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Stimson 

Center, 2015), pp. 77-79. 
632 郭育仁，〈武器出口禁令下的日本國防工業〉，《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2013 年

7 月，頁 1-54。 
633 Yuki Tatsumi eds. US-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Stimson 

Center, 2015), pp. 79-81. 
634 陳鼎尹，當面訪談，渡部恒雄，東京財團（東京），2015 年 7 月 21 日。 
635 陳鼎尹，當面訪談，渡部恒雄，東京財團（東京），2015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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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提升建造潛艦的能力與技術將有益於區域安全，但日本產業界並不歡迎這樣

的事情發生。此外，澳洲期望造艦計畫可以創造國內就業機會與帶動產業發展，

要求一定的比例造艦必須在南澳阿得雷德(Adelaide)的造船廠完成將會是合同的

一部分。636針對此點，神保謙認為，雖然無論從安全關係與國防工業的角度來看，

這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個案，但因為涉及戰後日本敏感軍事科技/零件的首次出口，

究竟在生產過程的那一部分要在澳洲進行？那些技術可以移轉給澳洲？美國將

如何參與？都是循而未解、依賴兩國協商的問題。637未來工學研究所一位匿名研

究顧問則指出，未來會是美日澳三邊共同合作，或者透過美澳、日澳兩個雙邊合

作推動共同研發，則要視澳洲政府的決定。638 

伍、代結論－日澳同盟？ 

面對改變中的亞太戰略環境，美國近年推動的再平衡政策加速了同盟關係與

與多邊安全關係的調整，形成了更廣泛與深化的美日、美日澳安全合作。639在這

個背景下，自後冷戰逐步發展起來的日澳安全關係逐漸形成涵蓋經濟與軍事的戰

略夥伴，兩國在民主、人權、開放的市場與自由貿易秩序等共同價值也進一步強

化兩國的連結。處於初期階段的潛艦合作是雙方關係的里程碑，也同時是檢視未

來安全關係發展與戰略、經濟意義的個案。 

日本與澳洲的管轄海域（領海加上經濟海域）排名都在世界前六大，640都面

對中國快速擴張的海空軍力，有維護西太平洋海上航線安全與區域穩定共同利益。

這些因素加上兩者的地緣位置，具有在海上能力、情報、太空與網路的合作誘因，

而潛艦作為海權實力的關鍵要素，更高度符合雙方的戰略利益。然而，對於與日

本同盟化的趨向，澳洲並非沒有疑慮。作為中國主要的貿易進口國之一，他們不

僅擔心購買日本潛艦會導致中澳關係的倒退並影響到雙邊經濟關係，也相信日澳

緊密的安全合作會在中日發生衝突時（例如釣魚台）被捲入。由於日澳關係已經

從個人走向制度化，在越來越穩固並擴大的合作框架下，究竟和日本同盟化的關

係要走到什麼地步、涉入東北亞要到什麼程度，是當前澳洲學界爭辯的焦點。641

                                                      
636 日本和印度的 US-2 飛行艇計畫亦然，印度要求 30%飛機製造過程必須在印度國內進行。陳

鼎尹，個人面訪，日本防衛研究中心匿名研究員，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高雄），2015 年 5

月 13 日。 
637 陳鼎尹，當面訪談，神保謙，Canon 戰略研究所（東京），2015 年 8 月 3 日。 
638 陳鼎尹，當面訪談，未來工學研究所匿名研究顧問，未來工學研究所（東京），2015 年 7 

月 29 日。  
639 郭育仁，〈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可能走向〉，《台北論壇》，2014 年 11 月 5 日，

<http://140.119.184.164/taipeiforum/view/168.php>。 
640 日本領海面積(包括內水約 43 萬平方公里) 加上專屬經濟區面積(約 405 萬平方公里)為 447

萬平方公里，世界排名第六位，澳洲則是排名第二位（701 萬平方公里）。宋燕輝，《日本海洋

政策發展與對策政策建議書（計畫編號：RDEC-PLN-101-003）》（臺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2007 年）。 
641 Stephan Frühling, James Goldrick and Rory Medcalf, “Preserving the knowledge edge Surveillance 

cooperation and the US–Australia alliance in Asia”, ASPI, December 2014, 

<https://www.aspi.org.au/publications/preserving-the-knowledge-edge-surveillance-cooperation-and-

the-usaustralia-alliance-in-asia/SI80_C4ISR.pdf>. Nick Bisley & Brendan Taylor, CONFLICT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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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澳洲的疑慮，日本戰略與安全事務自戰後就以美國馬首是瞻，日澳關係的

發展雖然還是在美國的同盟架構之下，卻可以提高了他在外交政策上的自主性，

同時是推動新外交策略的個案，同時具有象徵與實質的意義。 

美國再平衡策略的框架之下，日本與澳洲都是美國調整戰略佈局樞紐(Pivot)，

因此美澳、美日安全關係在近年都面臨合作領域、法規、行為準則等各方面的調

整，然而本文相信美日是美國在東亞的最重要的盟友，所以強調美日同盟的轉型

甚於美澳。換言之，儘管日澳關係深化乃至潛艦合作擴大了日本在外交與軍事合

作的範疇，日本仍然必須計算美國的考量與利益，因此正如本文中提到的，美國

在探詢加入蒼龍級潛艦合作計畫的可能。因此，日澳潛艦乃至日本外交的軍售策

略可以走多遠，各個階段中美國的利益與想法是無法忽略的。最後，基於全球國

防工業的大趨勢，各國除了積極尋找海外合作機會、透過合作作伴分擔技術開發

的龐大成本，也都寄望帶動產業與創造工作機會，這樣的考量顯然不僅是經濟社

會面向，更有國內政治與選舉的考量。日澳都希望共同的潛艦計畫可以為本國帶

來商業機會以獲取國內政治利益的最大化，這裡就會遇到一個難題－整體造艦計

畫究竟要有多少比例是在澳洲完成？那一些部分？技術移轉與共同開發的智產

權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將是日澳之蒼龍級潛艦共同研究開始後，下一階段要面臨

的最大問題。潛艦合作究竟會如何影響日澳安全關係，使得彼此同盟的進程前進

或暫緩，以及美國的角色，將值得持續關注。 

  

                                                      
EAST CHINA SEA: WOULD ANZUS APPLY?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 (ACRI), 2014), 

<http://www.uts.edu.au/sites/default/files/18924-acri-anzus-booklet-web.pdf>. Robert Ayson & 

Desmond Ball, Escal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 strategic challenge for Australia (Strategic & Defence 

Studies Centr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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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戰後日俄關係受制於北方四島爭議、冷戰結構以及雙邊關係處置不當導致迄今尚

未簽屬和平條約，其中美國因素是日俄僵局的主要原因。自 1951 年美國決定以

舊金山和約取代雅爾達協議作為安排戰後國際局勢的依據後，北方四島爭議就此

成為日蘇關係發展的阻礙。透過製造國際法的模糊空間，藉由駐日美軍威嚇蘇聯

並利用日本希望盡早結束盟軍佔領的心態美國在戰後初期成功阻止了日蘇國交

正常化。1960 年安保條約的簽署進一步強化了北方四島的戰略價值，導致日蘇

關係改善更形困難。冷戰期間縱有「政經分離」、「二島先行歸還」等構想，卻都

無法帶來本質上的改善。時至終戰 70 周年的今日，北方四島爭議依舊懸而未決，

日俄和平條約簽署之日更是遙遙無期。美國做為日俄關係中的自變數於製造、維

持、複雜化北方四島爭議握有主動權，因此本文透過回顧日蘇/日俄關係發展的

重要節點分析美國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如何維持對日蘇/日俄關係發展的主導地位。 

 

 

 

 

關鍵字：日俄關係、北方領土、舊金山和約、美國霸權、美日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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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twar Russo-Japanese relation was restrained by the Kurile Islands Dispute, Cold 

War structure and the mismanage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mong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key factor of a stalemated Russo-Japanese relation. Since 1951 

when the U.S. replaced the Yalta agreement with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as the 

final arrangement of the postwar structure the Kurile Islands Dispute has become the 

main obstacle of Russo-Japanese relation. By creating ambiguity in international laws, 

deterring USSR with U.S. forces in Japan and utilizing Japan’s wish for an early-end 

U.S. occupation Washington successfully obstructed the normalization of Soviet-

Japanese relation. The 1960 Mutual Security Treaty further promoted the strategic value 

of the disputed islands and ma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 more difficult. 

Despite the proposals of “Seikei Bunri” and “Two-Islands First” the fundamental 

change is still inaccessible. Until today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W2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remains and the peace treaty is still in a distant future. Being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of Soviet/Russo-Japanese relation the U.S. holds the initiative in 

creating, maintaining and complicating the Kurile Islands Dispute.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way the U.S. upholds the initiativ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viet/Russo-Japanese 

relation throughout different decisive historical junctures.  

 

 

 

 

Keywords: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the Kurile Islands Disput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U.S. Hegemony, U.S.-Japan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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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ssia/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postwar period were constrained by 

the Kurile Islands dispute, the Cold War sentiment, and the mismanage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y both sides.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dominant position in 

arranging the regional order of Northeast Asia has been the single factor that hid behind 

the three above-mentioned aspects that determined the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The 

decision of the Unites States to revise the postwar arrangement settled by the Yalta 

Agreement by recognizing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as the ultimately legitimate 

document for establish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was the essential cause for the 

unresolved territorial issue and the absence of a peace treaty between Soviet 

Union/Russia and Japan.642 The hegemonic position of the U.S. in Northeast Asia had 

a dominant influence on the attempt of both the Soviets and the Japanese in arranging 

their reconciliation. Finally, the U.S.’ presence behind Japan’s diplomacy and Soviet’s 

strategic calcul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difficulty for both Moscow and Tokyo 

to conduct a fully independent bilateral foreign policy. 643  Therefo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key factors behind the vulnerable Soviet/Russo-Japanese relations,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Unites 

States’ role in creating, maintaining and complicating the Kurile Islands dispute and the 

prevention of a full Soviet/Russo-Japanese rapprochement.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and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The dispute over the Kurile Islands first appeared when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decided to amend its position in the Yalta Agreement, which granted the 

Soviet Union the entire Kurile Islands from Kamchatka to Hokkaido.644 In March 1947, 

when the first draft of the proposed peace treaty with Japan was finish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a debate over the “punitive peace” and the “benevolent peace” was set 

up.645  

People who supported the “punitive peace” tended to honor the Yalta Agreement 

                                                      
642 James E. Goodby, Vladimir I. Ivanov, Nobuo Shimotamai, Northern Territories and Beyond: Russia, 

Japa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5), p. 12. 
643 Vladislav M. Zubok, A Failed Empire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p. 

32. 
644 “The Leaders of the three Great Powers-the Soviet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have 

agreed that...the Soviet Union shall enter into the war against Japan on the side of the Allies on condition 

that:...2. The former rights of Russia violated by the treacherous attack of Japan in 1904 shall be 

restored...3. The Kurile islands shall be handed over to the Soviet Union...The Heads of the three Great 

Powers have agreed that these claims of the Soviet Union shall be unquestionably fulfilled after Japan 

has been defeated...,” The United States Library of Congress, Crimea(Yalta) Conference, 1945: Entry of 

Soviet Union into War Against Japan (Crimea, Yalta, February, 1945), <http://www.loc.gov/la 

w/help/us-treaties/bevans/m-ust000003-1022.pdf>. 

Gilbert Rozman, Japan and Russia: The Tortuous Path to Normalization, 1949-199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p. 18. 
645 Tsuyoshi Hasegawa,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 an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Volume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1697-1985 (Berkley: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8), 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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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ere aware of Soviet’s military response to the overturn of the Yalta Agreement.646 

They recognize the Soviet’s sovereignty over the entire Kurile Islands including Etorofu, 

Kunashiri, Shikotan and Habomai as Japan’s renouncement.647  

The political advisor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Charles Bohlen was one of the 

supporters of the “punitive peace” who saw the recognition of Soviet’s position is 

essential not merely for the peace settlement but for U.S.’s interests in Northeast 

Asia.648 H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granting the four islands to the Soviets in the 

name of “punitive peace” to legitimize U.S.’s control over Okinawa.649 His argument 

was challenged by Hugh Borton, a Japan expert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who embraced 

the “benevolent peace”.650 The motivation for Hugh Borton’s “benevolent peace” was 

just like the one of Bohlen to maintain U.S. presence in Okinawa, but through an 

opposite approach. Borton proposed that the U.S. should recognize Japan’s historical 

claim over the four southernmost islands in order to set up an anti-Soviet sentiment 

among Japanese that would in turn view the U.S. presence on Okinawa as protection 

for Japan against Soviet incursion.651  

Borton’s idea was backed by the advisor to the Far Eastern Division, Conrad E. 

Snow who proposed the separation of the four islands.652 He recognized the smaller 

two islands - Shikotan and Habomai -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Kurile Islands and 

therefore they should be returned to Japan as he agreed to that Etorofu and Kunashir 

are part of the Kurils which should be yielded to Soviet Union according to the Yalta 

Agreement.653 Based on Snow’s proposal, a new peace treaty draft was accept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on 29 December 1949 which compromised between “punitive peace” 

and the “benevolent peace”.654  

Since John Foster Dulles came in as a special advisor of the peace treaty in May 

1950, the focus of the U.S. shifted from the internal debate over the two peace 

approaches to the absorption of Japan into U.S.’s anti-communism camp. 655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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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ommunist’s victory in 1949 and the outbreak of Korean War in June 1950 

marked the watershed that reversed U.S.’s policy for Japan from reform to 

rehabilitation.656 The reverse course also represente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U.S.’s 

position on the Kurile Islands issue.657 

In order to conclude a peace treaty with Japa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keeping 

the Kurile dispute unresolved, Dulles adopted a two-hand strategy. During his 

negotiations with Japan’s Prime Minister Yoshida Shigeru, Dulles promised that by 

accepting his peace treaty draft the Kurile Islands issue would only be settled once there 

is a bilateral agreement on the geographic boundary of the Kurile Islands.658 As for the 

Soviets, Dulles told Yakov Malik, Soviet’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that the 

Soviet Union would legitimize their ownership of the Kurile Islands if they would sign 

the peace treaty.659 After gaining the trust from his Japanese and Soviet counterparts 

Dulles began finishing his draft of Peace Treaty.  

On 23 March 1951 Dulles announced the draft of the peace treaty which 

contained clauses that shocked both the Japanese and the Soviets.660 Article 5 stated 

that Japan should return south Sakhalin and the Kuriles to the USSR; however Article 

9 prescribed that the treaty should not confer any rights, title or benefits to any non-

signatory nations.661 In addition, Article 20 prohibited Japan from granting to any state 

greater advantages than contemplated by the treaty. The Articles seem to express more 

sympathy on Soviet’s side and the intention to honor the Yalta Treaty; however as 

Dulles announced this draft in a press conference he added orally that the Kuriles 

granted to Soviet Union in Article 5 does not include Habomai which belongs to 

Hokkaido, not the Kuriles. Later, Dulles stressed that Article 5 would not become 

effective unless the Soviets signed the peace treaty. Dulles’ intention was clear that 

unless the Soviets were willing to give up Habomai no territory would be transferred 

from Japan to the Soviet Union legally.662  

On 14 June 1951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announced their joint-

amended version of the daft of peace treaty that turned out to be the basis of the 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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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co Peace Treaty.663 With British opposition to the separation of Habomai from 

the Kurils this draft slightly deviated from Dulles’ version.664 Article 2 stated: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the Kurile Islands, and to 

that portion of Sakhalin and the islands adjacent to it over which Japan 

acquired sovereignty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Treaty of Portsmouth of 5 

Sept. 1905.665 

This Article 2 which is a revision to Article 5 of Dulles’ initial draft included 

Habomai into the Kurils, but did not mention to whom Japan would renounce them to.  

During the peace conference from the 4th through the 8th of September 1951 in 

San Francisco, the Soviet representative, Andrei Gromyko, who was the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objected to the U.S.-drafted peace treaty and proposed Soviet amendment.666 

Gromyko urged the total respect to the Yalta Agreement, the indivisibility of the Kuril 

Islands and the withdrawal of foreign forces from Japan.667 Having failed to gain 

support from other participants Gromyko could not achieve any of his goals.668 On 8 

September 1951 the peace treaty was signed by 49 countries, without the Soviet 

Union.669 Without Gromyko’s signature Soviet and Japan remained in status of war till 

1956.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was a huge vic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t assured United States’ legitimacy in keeping military bases in Okinawa, 

softened Japanese nationalist’s anti-America sentiment, prevented permanent 

settlement of the Kuril dispute and made Japan totally dependent on the United States 

in engaging the Soviet Union. Japan however,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had no leverage in bargaining the content of the Peace Treaty. By making compromises 

on the ambiguous clauses in the Peace Treaty, Japan regained its independence. As for 

the Soviet Union, the miserable conclusion in San Francisco represented a missing 

piece of her Cold War diplomacy - an independent Japan polic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As to the Kurile Islands,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is a basis 

for a series of unsettlements. It left an undefined boundary of the Kuriles, secur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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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ence of a peace treaty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Japan, it removed the Yalta 

Agreement - the sole legitimate document of Soviet’s occupation of the Kuriles, and 

most importantly it kept Soviet Union unrelated to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In December 1954, soon after Hatoyama Ichiro succeeded Yoshida Shigeru as 

Japan’s Prime Minister he initiated a diplomatic agenda that deviated from his 

predecessor. Unlike Yoshida who disregarded the Japane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viet 

Union, Hatoyama Ichiro viewed the normalization of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as the 

top priority of his administration. 670  Thus, Hatoyama sought a more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which does not proceed fu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671  

Since January 1955 the two sides launched the first round of territorial 

negotiations in London.672 Before sending his chief negotiator, Matsumoto Shunichi, 

to London, Hatoyama made clear to him that the return of Habomai and Shikotan is a 

must; the sovereignty issue over South Sakhalin and the entire Kurile Islands could be 

used as a bargaining chip.673 In August, two sides finally came to an agreement that the 

return of Habomai and Shikotan and Japan’s view that the security treat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as not targeting the Soviet Union could be the preconditions for a peace 

treaty.674 At that very moment of reaching a full settlement on all disputes, Japan 

changed its course due to domestic political conflict among right wings - Hatoyama’s 

Democratic Party and Yoshida’s Liberal Party which feared the rapproch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would upset the United States.675 When Matsumoto handed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a new proposal, in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Japan included the 

Kunashiri and Etoropu with Habomai and Shikotan as Japan’s minimal demand with 

an attempt to exclude these four islands from the Kurile Islands, and demanded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o discuss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 South Sakhalin and Kurile 

Islands.676 This reverse of course shocked the Khrushchev administration and was 

interpreted by the Russians as Japan’s unwillingness to draw a peace treaty with the 

Soviet Union.677 In retaliation to Japan’s abrupt change of course Moscow im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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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ct restrictions on Japanese salmon fishing.678 Under the pressure on the fishing 

industry, Japan called for fishing negotiations in Moscow separated from the 

normalization talks. 679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Japan adopted the seikei bunri 

(separation of politics from economy) strategy in Kuriles negotiations.680 The first 

round of London negotiations was the most favorable moment in postwar history for 

the two sides to conclude a peace treaty. On the surface the failure of the first round 

was caused by Japan’s unilateral decision. The fear of losing America’s support was the 

key reason for Japan’s harsher attitude at the end of the negotiations. 

The domestic obstacle was soon removed as on 27 February 1955 Hatoyama’s 

Japan Democratic Party won a landslide victory in the Diet and led to the combination 

with the Liberal Party in the same year.681 Hatoyama’s victory has made the U.S. wary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concluding a peace treaty which would undermine America’s 

strategical deployment against the communism.682 The resolution of the Soviet-Japan 

islands dispute might become an excuse for Japanese left-wingers to demand the 

withdrawal of American bases in Japan. In addition,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Soviet 

Union and Japan might open a door for a warmer PRC-Japanese relationship.683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conclusion of a peace treat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expressed 

its strong support for Japan’s original claim to all four islands.684 In light of the danger 

of America’s legitimate occupa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 the U.S. adapted the 

principles of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to undermine Soviet’s claims and reduce 

the possibility for Tokyo to make a concession and urged Japan to stand firm on the 

claim of four islands rather than two in order to assure Soviet rejection of the treaty.685 

On 26 July 1956, a new round of normalization talks in Moscow began. After a 

series of bargaining, the Japanese chief negotiator, Foreign Minister Shigemitsu, 

backed down from his original position and tended to accept Moscow’s terms that the 

Soviets would return only the two smaller islands and Japan would give up on pursuing 

sovereignty over South Sakhalin and the Kurile Islands, which in Japanese 

acknowledgement does not include Etorufu and Kunashiri. Shigemitsu’s concession 

was opposed by domestic public opinion as well as Dulles which forced the Hatoy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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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to give up this position.686 

On 19 August Shigemitsu explained Japan’s difficulties in the normalization 

talks with the Soviet Union to Dulles; what he gained from his American counterpart 

was a humiliation. 687  Dulles accused Japan for exceeding its role on dissolving 

territorial issues and warned Japan that were Japan to make concessions on Etorofu and 

Kunashiri,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annex Okinawa permanently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26 of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688 

In an effort to remedy Dulles’ tough rhetoric and assure the normalization talk 

will proceed in accordance to American interests, the State Department sent a 

memorandum to Japanese government addressing that (1) the Yalta Agreement was just 

a statement of Allied Powers’ consensus and it does not present the final decision of 

post-war order; (2)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did not determine the ownership of 

the territories Japan renounced; (3) therefore Japan has no right to determine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 renounced territories; (4)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s Etorofu, 

Kunashiri, along with Habomai and Shikotan as Japan’s inherent territory. 689  The 

memorandum further prevented any compromises by identifying Etorofu and Kunashiri 

as terra nullius that has originally been Japan’s territory.  

The inconsistency of Japan’s position has made the USSR suspicious of Japan’s 

true intentions. In response to Japan’s latest proposal restrained by domestic op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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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merican pressure, Khrushchev made his stance clear that the peace treaty should 

be concluded before the return of Habomai and Shikotan and the two islands would be 

returned only if all Japanese territories controlled by the U.S., mainly referred to 

Okinawa, have been returned to Japan.690 This proposal is driven by both strategic 

calculation and prestige.691 The Soviets saw the U.S. presence in Japan as the major 

threat to its Far East interests, therefore driving a wedge between Tokyo and 

Washington would ease the pressure from the east.692 By attaching Okinawa to the 

return of Habomai and Shikotan the Soviet Union attempted to highlight America’s 

unwillingness to return Okinawa and stir up anti-America sentiment among Japanese 

nationalists.693 Beyond the strategic calculation there was a psychological reason for 

Khrushchev’s insistence in binding Okinawa with Habomai and Shikotan: his pursuit 

of Soviet prestige. In his point of view, the Soviets as a victor of WW2 should enjoy 

prestige equal to the United States.694 Therefore there is no way that the Soviet Union 

can give up the two islands while the U.S. troops are still stationed in Okinawa.  

The failure in the Moscow negotiations was a huge drawback on the popularity 

of Hatoyama administration, thus Hatoyama proposed that the normalization could be 

achieved prior to the resolution of territorial question. 695  In the final stage of 

negotiations, concessions were made by both sides. Khrushchev withdrew the clause 

regarding Okinawa and Japan agreed to the settlement that the normalization will come 

prior to the return of Habomai and Shikotan. 696  On October 19, 1956 the Joint 

Declaration was signed.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were 

normalized and the state of war between them ended, even though a peace treaty 

remained absent.697 The normalization of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was a compromise 

from the Soviet Unio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Khrushchev, Soviet’s policy 

toward Japan was never independent.698 It has been the countermeasure to the United 

States’ presence in Japan. Therefore he was willing to exchange the two smaller islands 

for Japan’s anti-America sentiment. Japan’s position on the territorial negot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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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that Japan’s Soviet policy was restrai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both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A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oviet-Japanese rapprochement should 

never undermine America’s hegemonic posi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refore the 

normalization that does not lead to total resolution of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was 

acceptable.  

The U.S.-Japan Mutual Security Treaty and the Stagnation in Cold 

War  

The attempt to move on to peace treaty negotiations failed as the US-Japan 

Mutual Security Treaty was signed in 1960. This revision of the 1951 US-Japan 

Security Treaty further assured the strategic advantage of the U.S. over the Soviet 

Union in Northeast Asia. 699  Moscow responded to the enhanced alliance by 

withdrawing its commitment of returning Habomai and Shikotan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a peace treaty.700 Japan, in response, affirmed the right on settling its own security 

arrangement and furthermore, extended its sovereignty claim beyond Habomai and 

Shikotan once again.701 Despite the stalemate in the peace treaty negotiations, Soviet-

Japanese relations wer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following the normalizat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cultural exchange, and economic ties have both 

reached historical highs.702 In 1966 a commercial flight route was opened between 

Moscow and Tokyo, and Japan was the first country to fly over Siberia.703 In 1967 

Japan became USSR’s largest trade partner among the capitalist states.704 Despite the 

economic breakthrough, the territorial issue has no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 1960’s.  

In the early 1970’s the Soviet Union and Japan saw a glimmer of hope for 

resolving the disputed islands following the settlement of Okinawa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ey never reached any consensus due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détent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705 In 1973 Japan’s Prime Minister Tanaka and Soviet’s leader Brezhnev both 

saw the necessity of bilateral talks in response 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706 

Caught unaware by the “Nixon Shock”, Japan set off for a more independent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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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by initiating its own version of rapprochement with the PRC which was viewed 

by the Soviet Union as a big threat.707 In order to prevent a security agreement being 

made between Japan and PRC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moting Soviet’s collective 

security agenda against PRC, Brezhnev saw the necessity of a summit with Japan.708 

At the time Japan was heavily impacted by both the Sino-American détente and the 

“Oil Shock” in 1973. Tanaka perceived an opportunity to open up Japan’s involvement 

in investing in the Soviet’s Far East and Siberia in order to diversify its energy 

sources.709 After the Tanaka-Brezhnev Summit in 1973 neither Japan nor the USSR 

achieved their ultimate goal.710  For Japan no progress was made in resolving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Instead, it was used as a trump card by the Soviets to counter the 

Japan-PRC détente.711 Although the summit did not achieve any concrete agreement it 

revealed the fundamental vulnerability of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Right before the 

summit took place the United Sates made its position on rejecting Japan’s pursuit of 

independent diplomacy clearly.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imposed a food embargo on 

Japan and criticized Japan for being a “free rider” on the U.S. security umbrella.712 

Under American pressure Tanaka was not able to realize rapprochement with the Soviet 

Union. 

The territorial issue seemed to be even harder to resolve in the 1970s due to the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On 9 September 1976 a Soviet pilot called Belenko landed his 

MiG 25 in Hakodate to ask for political asylum. This was the well-known Belenko 

incident. However, what frustrated the Soviet-Japan relations was not the revolting pilot 

but the mishandlings of Tokyo and Moscow. Instead of negotiating with the Soviets, 

Japan handed in the aircraft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intelligence purposes and Belenko 

was given asylum in United States.713 In response to Japan’s unilateral action the Soviet 

announced a 200 nautical mile maritime territory from the Kurile Islands that covered 

Hokkaido.714 This made the territorial talk impossible to progress. 

Failing to dissolve the PRC-Japan-America détente, the Soviets launched a 

military buildup in Asia-Pacific. Since 1978 the Soviet Union expanded its deploy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hich led to a more cautious Japan and the next rou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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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lemates of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715 In light of Soviet military buildup on the 

four disputed islands along with Vietnam and areas around Sea of Okhotsk there was a 

strong remilitarization sentiment among the Japan Defense Agency, however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ended to avoid the negative impacts on bilateral 

relations in general.716 Not until the Unites States made clear their response to Soviet’s 

Asian expansion did Japan began to adopt a unified position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In September 1979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issued a statement that expressed its full 

support for Japan’s position on the islands issue and announced its naval activities 

sphere would extend into the Sea of Okhotsk.717 After this statement Japan sid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cognized the Soviet military buildup as a real threat to Japan.718 

In the next decade Japan’s support for the United States’ position in opposing 

Soviet military buildup and its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was comprehensive and 

immediate. In 1979 Japan joined sanctions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nd later boycotted 

the Summer Olympics in Moscow in 1980.719 In 1981 Japan initiated another round of 

sanction in response to Soviet’s intervention in the crisis in Poland.720 In 1980 Japan’s 

Self-Defense Force joined RIMPAC for the first time and soon after that a joint 

operational mechanism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721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Japan’s Prime Minister Suzuki Zenko announced that Japan w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defense of sea lanes 1000 nautical miles stretched from Japan.722 

The situation became even worse as the KAL Incident took place. On September 1 1983 

Soviet pilots downed a Korean Airline passenger plane near Sakhalin, leaving 269 

people dead including 28 Japanese.723 This stirred up strong anti-Soviet sentiment in 

Japan and damaged communication channel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724 Japan has 

given up its seikei bunri approach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78 and instead 

adopted the seikei fukabun (the inseparability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approach.725 

Since the restor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Soviet Union and Japan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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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ed to conclude a peace treaty throughout the Cold War. The reasons are varied; 

however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decisive force that drove 

Moscow and Tokyo away from each other.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aimed at keeping 

Japan within its security orbital has made the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totally 

dependent on the will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any attempt to reconcile must not 

exceed the tolerance of Washington. Japan could not form an independent Soviet policy 

due to its asymmetric position in the U.S.-Japan Alliance, which exists to 

counterbalance communist expansion in East Asia. The Soviets did not establish 

independent Japan policies since they perceived that Japan could not act by its own will. 

Despite their perceptions of the Cold War nature was correct the failure to reach out to 

each other independently was still a huge loss for these two economically 

complementary countries. Entering the 1990’s the Soviet/Russo-Japanese relations 

continued to be fraught with old problems and as well as new challenges caused by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End of Cold War and the Lost Decade 

In the dawn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America’s obstructive role in the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gradually faded away as a result of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Russian leadership and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726 Seizing the momentum of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power Bill Clinton began to take actions to achieve three strategic 

goals aiming to manage the possible results caused by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The 

first goal is to demolish the remaining Soviet influence within the Iron Curtain, second, 

neutralizing the Soviet threat to Northeast Asia and third, integrating Russia into the 

world economy. 727  In order to realize Washington’s strategic planning Japan was 

positioned once again in an important junctur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Moscow only 

this time it is not for containment, it is for the sake of deepening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728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Washington was aware of the possible impact 

from the unwatched Russo-Japanese reconciliation.729 To the Americans a controlled 

rapprochement could instead bring strategic benefits to Washington.730 In order to 

ensure the Russo-Japanese rapprochement would only bring benefits to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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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adopted two approaches; one is to acquire first-hand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progress of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from their Japanese ally the other is to occupy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rapprochement.731 George H.W. Bush and Bill Clinton urged 

Japan to initiate political contact with Moscow in exchange for Russia’s higher 

tolerance to NATO expansion. Washington also encouraged Tokyo to offe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id to Russia’s Far East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ease Moscow’s financial 

crisis and integrated Russia into world economic system. 732  To their Russian 

counterparts both U.S. leaders encouraged Moscow to reach out for Tokyo in exchange 

for Russia’s new position in the America-led world order.733  

To the Russians Washington’s proposal seems to be attractive. Within Moscow 

there was a new evaluation over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a debate over the prospect 

of establishing a new power structure in Northeast Asia with Russia playing a more 

active role.734 As the first Russian leader to visit Tokyo Gorbachev had the attempt of 

reconciliation in his mind as he shook hands with Foreign Minister Taro Nakayama in 

April 16, 1991.735 During his visit to Japan Gorbachev proposed a concept of a new 

reg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 with Moscow joining Tokyo and Washington forming a 

trilateral structure for Northeast Asia.736 Another intention is to infuse Japanese capital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into Russia’s Far East to save Russian economy and develop 

the natural-resources-reach Far East. 737  As for the Japanese side, Prime Minister 

Toshiki Kaifu saw Gorbachev’s economic demand as a leverage to make the Russians 

yielded in the long-stagnant territorial negotiations.738 With both eyeing on different 

agendas Gorbachev and Kaifu failed to tak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to another level.739 

Despite the failure to make consensus on the dispute Gorbachev an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Toshiki Kaifu still signed 14 agreements regarding improvement of relations, 

cultural exchange, trade exhibition and consolation to the long-deceased war dea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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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country in the light of this historical moment.740 Nonetheless due to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the outcome of the first Soviet-Japanese head-of-state meeting was limited.  

Washington’s evaluation for the Gorbachev-Kaifu meeting is mainly positive 

because the U.S. remains the center of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late 1980’s there 

was a debate over Soviet’s foreign policy approaches resulted from Gorbachev’s 

perestroika. The conclusion is that in order to smoothly carry out perestroika 

Gorbachev needs to cooperate with Washington in terms of securing USSR’s prestige 

as a great power and to ease the internal objection.741 The difficulties in reducing 

military expenses, converging partially military sector with civilian sector and the 

negotiations of arms reduction pushed Gorbachev to seek primarily Washington’s good 

will in cooperation and that made the U.S. rest assured to see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Despite the milder global atmosphere and American blessings to the perestroika 

Gorbachev failed to survive the Shock Therapy and his Union of the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s went down with him. His successor,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newly 

independent Russian Federation-Boris Yeltsin made compromises to Gorbachev’s 

fundamental ideas in handling the great chang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742 

Economically Yeltsin accepted the IMF’s proposal in conducting the Shock Therapy to 

decentralize and privatize former Soviet industrial bases, politically he agreed to 

democratize Russia and diplomatically he promised to lead Russia into the integration 

with the western-led world economy.743 Nevertheless the Shock Therapy became the 

source of Yeltsin’s apprehension over Russia’s international status that made all the 

reconciliation attempts possible including the one with Japan.744  

In October 12, 1993 Yeltsin made his first trip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okyo with his eyes on the economic and strategic benefits Japan could 

offer to rescue Russia’s great power status from the sequela of the Shock Therapy.745 

The trip was originally scheduled one year ago however, due to the uncertain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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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politics and instability of his power that Yeltsin could not afford being inferio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visit was postponed to October 1993.746 Despite the delay 

the expectation for the visit from both sides remained the same. For the Russians, 

enlarging Japanese aid was the top priority; as for the Japanese, making Yeltsin 

compromise on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is the sole purpose of this meeting.747 Viewing 

Russia as an underdog Japan intended to take the advantage of Russi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aknesses by making concrete scenarios for the return of the total four islands 

while Russia has made its largest concession ever by recognizing the dispute and being 

willing to transfer parts of the islands to Japan.748 In the joint conference at midnight 

October 13, 1993 the two leaders singed the 1993 Tokyo Declaration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reconfirm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1956 Soviet-Japanese Joint Declaration after 

the demise of the USSR and reassured the wiliness of both sides to conclude a peace 

treaty and to resolve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on the basis of law and justice. 749 

Nevertheless with the gap of different expectations un-narrowed the Yeltsin-Hosokawa 

meeting failed to break through the territorial deadlock even though this time they 

received blessings from Washington.750  

Having Russia’s integration into the America-led world order as the top priority 

in the Russo-American relations Washington for the first time pushed Japan to respond 

positively to Russia’s concession.751 However this time it was not the U.S. intervention 

but the two leaders’ misperceptions should be blamed for the failure of the Yeltsin-

Hosokawa meeting.  

In 1994 and 1995 after the Yeltsin-Hosokawa meet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went into stagnation due to respective domestic politics.752 Yeltsin’s power struggle 

has preserved him from reaching out to Japan.753 At the time Japan was undergoing 

regime changes which led to an absence of its Russian policy.754 But the ice began to 

melt whe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tmospheres started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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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January 1996 Ryutaro Hashimoto becam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the 

distance between Moscow and Tokyo began to be shortened.755 In his term as former 

Minister of MITI Hashimoto advocated expanding Japanese investment in Russian Far 

East. After becoming Prime Minister Hashimoto undertook a series of warm gestures 

toward Russia.756 The talks between Foreign Ministers of both sides began to touch 

upon various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terms of military hostility reduction and 

plans for expanding Russia’s access to Japanese aids.757 Hashimoto administration’s 

good faith was not only appreciated by the investment-hungry Russia but also echoed 

by the U.S.758 

In 1997 at Denver G7 summit Bill Clinton urged Japan to assist Russia’s 

economy in exchange for Russia’s concession to NATO enlargement.759 Furthermore 

since mid-1990’s a “track two” annual trilateral forum was held in Moscow, Tokyo and 

Washington each year consisted of mid-ranking foreign affairs and defense bureaucrats 

from these three countries discussing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760 A quasi-shock to 

Tokyo was America’s unexpected enthusiasm in warming up with Russia in the 1990’s 

that encouraged Japanese policy makers to follow suit.761 

In July 1997 a month after the G7 Summit following Yeltsin’s good will and 

Clinton’s pledge Hashimoto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end of Cold War softened 

Japanese attitude on the territorial issue by announcing three principles: mutual trust, 

mutual benefit, and a long-term vision in regard to the Russo-Japanese relations.762 

Based on the confidence-building process the two leaders decided to meet in an 

informal arrangement.763 

In November 1997 at Krasnoyarsk in west Siberia Yeltsin and Hashimoto set up 

their first “no necktie” meeting. The result was less concrete as it was expected but a 

positive mood was shared by both sides. They agreed upon supporting each othe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cluding Japan’s support to Russia in its APEC membership 

acquisition and Russia’s support for Japan’s permanent membership in UN Security 

Council.764 As for the territorial issue the “Yeltsin-Hashimoto Plan” express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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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iness to sign a peace treaty in year 2000 and sought a co-administration resolution 

to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was announced.765 In April 1998 the second “no necktie” 

meeting was held in Japan’s Kawa where the achievements were less significant than 

their previous meeting in Siberia and this outcome led to another drawback of Russo-

Japanese relations.766 

The good will shared by Hashimoto and Yeltsin was the source for the 

rapprochement but it was also the cause for the following stagnation. The “Yeltsin-

Hashimoto Plan” failed to initiate the both-satisfied settlement of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and the conclusion of a peace treaty due to the limited foundation for mutual trust which 

was mainly focused on economic ties and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767 Despite the warm 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he progress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Yeltsin and Hashimoto could not make any compromise on the territorial 

issue due to respective domestic politics.768 

Overall, in the 1990’s there were two major events that represented the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ing the bilateral ties. First, in 1993 during the Yeltsin-

Hosokawa meeting the Tokyo Declaration was signed to reiterate the 1956 Joint 

Declaration.769 Second, in 1998 there were a series of “Yeltsin-Hashimoto Tieless 

Summits” in which the “Yeltsin-Hashimoto Plan” was made to honor the preceding 

declaration and enhance further bilateral economic ties. 770 Nevertheless neither a 

concrete resolution for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nor a solid diplomatic tie was made in this 

period of time due to respective uncertainties of both regimes and more importantly 

Japan’s misinterpretation of Russia’s weakness. 771  In the 1990’s U.S. and Japan’s 

priorities for a weak Russia diverged from U.S.’s attempt to integrating Russia into the 

new world order to Japan’s desire to making Russia give way to the four-island-

returning initiative in the territorial negotiations. 772 The abrupt change of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Northeast Asia was the major cause of this divergence.773 With the 

elimination of the Russian threat the U.S.-Japan alliance has gone through a perio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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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ce drifting” which made Japan reevaluate the necessity of binding its foreign 

policy with Washington’s global strategy and led to the hesitation of providing 

economic assistance to Russia without getting significant territorial concession from 

Russia in return.774 As Russian nationalism rising Yeltsin became less able to make 

way for neither U.S. nor Japan’s strategic planning for Russia therefore the Russo-

Japanese relation went through a lost decade filled with both positive imagination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775  

The Resurgence of Russia and a Realistic Approach 

Entering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witnessed the 

resurgence of a proactive Russia under the new leadership of the former KGB officer 

Vladimir Putin who was viewed by Washington and Tokyo as a strong man capable of 

handling the respective bilateral ties.776 Since Putin’s first visit to Tokyo in September 

2000 Russia and Japan started another round of engagement with Russia-friendly 

fraction within LDP paving the way for the first reconciliation in the opening of the 

Millennium.777 The U.S.-Russian relation was sublimated into quasi-alliance thanks to 

their cooperation in Bush’s Global War on Terror.778 In the dawn of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ew century Russia began to regain its lost ground of global and regional influence 

as Putin enjoying much stronger support from its domestic fellows.779 

Since 2000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Vladimir Putin has been in charged in the 

bilateral issues with his Japanese counterpart. Four months after his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Putin made his first visit to Tokyo in September 2000 where he honored 

the 1956 Joint Statement which indicated that Russia will return the two smaller islands 

to Japan once the peace treaty is signed.780 Mori Administration was excited about this 

achievement for Putin had the public foundation to fully decide the territorial 

arrangement unlike Yeltsin.781 From 2000 to 2001, Putin and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Yoshiro Mori who was the leader of Russia-friendly fraction within LDP have met five 

times in both countries and made a joint statement in Irkutsk Communique in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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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782 In the Irkutsk Statement Mori made a bold move in dealing with Russia over 

the territorial dispute. Mori announced the “two-track” settlement that accepted the 

returning of the Shikotan and Habomai as the first stage of settlement and leave the two 

larger islands Kunashiri and Etorupu to the second stage. 783  This “two-track” 

settlement was a huge concession made by Japanese side and a political gamble of Mori 

in securing his political lifetime.784 Despite the warm international atmosphere and the 

tight personal ties with Putin Mori’s proposal was rejected by the Russian President and 

opposed by LDP members which led to Mori’s resign one month after the Irkutsk 

Summit.785 The failure of Mori Administration did not stop right there, in the end of 

2001 Mori’s trusted aide Muneo Suzuki who was a Diet member form Hokkaido in 

charging of the “two-track” approach was arrested for corruption and was outcast from 

Russia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group in the next administration.786  The meteoric 

“two-track” settlement was buried together with the short-lived Mori Administration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is century.787  

Despite the disappointed result of Putin-Mori rapprochement the Moscow-

Washington relations have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Unlike their 

predecessors-Clinton and Yeltsin who built bilateral ties on personal relationship, Bush 

and Putin tended to settle a consistent national relation that can last longer than their 

presidency. 788  Despite the downgrade of U.S.-Russian relations by Bush 

administration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his first presidency this two gentlemen at their 

first joint conference expressed admiration for each other and showed enthusiastic in 

expanding bilateral cooperation.789 The 9/11 attack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to a short 

but significant U.S.-Russia alliance that ultimately change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for 

decades to come.790  

On September 9 2001, two days before the suicide plane attacks Putin warned 

Bush the possibility of Islamic extremists attack on United States based on Russian 

intelligence in Afghanistan.791 After the attack Putin expressed his compassion at once 

                                                      
782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Irkutsk Statement by th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the Continuation of Future Negotiations on the Issue of a Peace 

Treaty, March 25, 2001. < http://www.mofa.go.jp/region/europe/russia/pmv0103/state.html.> 
783 Brad Williams, Resolving the Russo-Japanese Territorial Dispute: Hokkaido-Sakhalin Relations, p. 

175. 
784 Joseph P. Ferguson, Japanese-Russian Relations, 1907-2007 (Oxon: Routledge, 2008), pp. 104-105. 
785 Kazuhiko Togo, Japan's Foreign Policy, 1945-2009: The Quest for a Proactive Policy, p.409. 
786 “Suzuki faces arrest over lumber bribe,” Japan Times, June 15, 2002, < http://search.japantimes.co. 

jp/news/2002/06/15/news/suzuki-faces-arrest-over-lumber-bribe/#.VfeUKBGqqkp>. 
787 Joseph P. Ferguson, Japanese-Russian Relations, 1907-2007 (Oxon: Routledge, 2008), p. 109. 
788 Angela E. Stent, The Limitation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49. 
789 Ibid., p. 50. 
790 Ibid., p. 51.  
791 Joseph Ferguson,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Russia,” in Takashi Inoguchi, G. John Ikenberry and 



329 

 

and showed the wiliness to assist the U.S. with the war on terror.792 The 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in Afghanistan provided a foundation for both sides to build up 

mutual trust based on their own strategic needs. For Putin the incentive to come to 

America’s need was to restore Russia’s great power status.793 By allowing the U.S. 

troops to set up bases in Central Asia and providing intelligence regarding Al Qaeda’s 

locations Russia could gain the trust of the U.S., the access to western investment, and 

more importantly justify its’ own activity in Chechnya.794 Putin eyes the longer term 

strategic influence through the aid on the War on Terror which demonstrated America’s 

need for Russian intelligence, Russia’s permission to use military bases in its backyard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priority of consulting the Russians. 795  For Bush, the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was more issue-oriented and lack of strategic dimension.796 

However they both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fruit of the first U.S.-Russia alliance ever 

since the war on German Nazis. 

The huge success of Russo-U.S. cooperation in the war on terror has raised 

Japan’s wariness of being left behind in the U.S.-Japan alliance by the rapid 

reconciliation of Russia and the U.S.797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Ichiro Koizumi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a 

proactive foreign policy for both Russia and the U.S.798 With the vivid memory of 

being humiliated by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 Persian Gulf War Koizumi promised to 

join U.S.-led war on terror at once and Japanese Diet passed the Anti-Terrorism Law in 

just six weeks after the 9/11 to show their solid support to their senior ally.799 The law 

authorized Japan’s Self Defense Force (JSDF) to provide logistic support to U.S.-led 

military operation in Afghanistan.800 As the war expanded to overthrowing Sad am 

Hussain from Iraq Koizumi stepped up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echo the request of his 

ally by passing the Special Measures Law on Humanitarian and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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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ance in July 2003.801 This law represents a breakthrough in post-war Japanese 

defense legislation by removing the precondition of UN-led PKO and expanded the 

scope and legitimacy of JSDF global dispatch.802 To make Japan more adaptive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Koizumi did not stop at pleasing the U.S. instead he 

took it one step further to reach out to Russia with eyes on balancing the Russo-U.S. 

rapprochement and seeking new possibility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Russo-Japanese 

relations.803 

In early 2003 Koizumi met Putin in Moscow and Khabarovsk respectively and 

signed the “Action Plan” with Putin presenting greater interest of both sides in 

enhancing economic ties and integrating Russia into world economic system while at 

the same time reaffirmed the determination to implement all the existent consensuses 

based on 1956 Joint Declaration, 1993 Tokyo Declaration and the 2001 Irkutsk 

Statement.804 In addition Koizumi offered financial and technological aid in dissolving 

40 decommissioned Soviet nuclear submarines in Russian Far East.805 Despite all the 

efforts both sides had no strong incentives to resolve the territorial issue in this juncture. 

Putin tended to talk less about the return of any island while Koizumi stood firm on the 

four-islands returning policy. 806  Therefore no progress was made regarding the 

territorial issue in the give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 honeymoon for Bush and Putin did not last long. In 2003 on the edge of 

Iraq War these two gentlemen came to many disagreements.807 Bush administration 

tried to convince the world that Sad am Hussain regime is highly related to Al Qaeda 

and need to be overrun.808 While Bush was trying to convince its traditional alli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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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him on the war, Putin was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way his American 

counterparts treat Russia.809 Putin was looking for the importance of Russia being 

raised by the Americans on the war in Iraq, however this time he was disappointed.810 

Unlike the war in Afghanistan Bush administration adopted unilateralism on the war in 

Iraq which Russia viewed as a huge ignorance of Russia’s interests in Iraq and a 

betrayed of the consensus made during the war in Afghanistan.811  

In addition to the Iraq War, Russia and America confronted each other on the 

issues regarding the settlement of security and regional order in Europe.812 Through 

America’s withdraw from 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ABM Treaty), the 

settlement of missile defense systems to the NATO expansion the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rew deeper.813  

In comparison to the honey moon between Bush and Putin during the War on 

Terror, the approaches Bush administration adopted toward Russia on the issue of Iraq 

and the security issues in Europe were not only unilateralism but provocative.814 This 

is much to do with the result of constant debates between different factions of 

bureaucrats within Washington.815 One of them saw the weakness of Russia and its 

strategic need for United States as an opportunity to further weaken its influence by 

enlarging NATO, deploying missile defense system in Europe and downgraded the 

ABM Treaty others viewed a weak Russia as a potential partner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refore the U.S. should secure a rapprochement toward Russia the rest 

eyed at Russia’s po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 record and proposed a more passive 

attitude to a warmer bilateral relations.816 Due to the internal wrestling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Russian policy in this period was fragmented and lack of inconsis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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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 Bush-Putin era did provide a window to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to 

sustain a relatively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great powers in 

comparison to the storm that is about to come at the border of post-Soviet states.817 

The color revolutions spreading along the border of Russia and former Soviet 

states further soured the Russo-U.S. relations.818 The Rose Revolution happened in 

Tbilisi, Georgia in November 2003 as a result of the questionable impartiality of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 led to victory of the reformists.819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o-

western reformists this movement became the source of conten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S. From Washington’s perspective Georgia’s value in providing military base for 

the War on Terror, building a strategic-important Caspian oil pipeline and promot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makes it worthy of supporting the newly elected regime 

even though it means challenge to the interests of Moscow which sees Georgia as its 

backyard and access to Middle East and Caspian region.820 The Orange Revolution 

took place in Kiev in November 2004 stirred up the fir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Moscow over the influence over Ukraine.821  

Despite the sour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oscow and Washington the tie 

between Tokyo and Moscow was not determined mainly by the U.S. factor thanks to 

Tokyo’s realistic approach toward Moscow. In the light of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attempt to fill the vacuum of power in East Asia due to U.S.’s strategic transfer to 

Middle East and Russia’s peripheral regions Japan moved on to honor the “Action Plan” 

which represents the revival of the seikei bunri approach abandoned in the 1980’s.822 

Since 2003 Japan has been contesting with China over the route of the East Siberia-

Pacific Ocean oil pipeline that was saw as a solution to Japan’s overreliance on Persian 

Gulf for energy supply and as a counterbalance to a closer tie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823  As a result the Japan-backed Pacific Route was chosen as the ultimate 

scheme in the end of 2004.824 The constant lobbying for Russian officials and oil giants 

accompanying the stalemate of territorial negotiations spoke of the shift of rational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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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the bilateral ties.825  

The shift from territorial dispute-centered mentality to the economy-focused 

approach was related to the revival of Russian economy and the resurgence of Russi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826 The rise of oil price since 2000 has empowered Putin’s 

priority in bringing Russia back to the arena of East Asian power politics and that made 

the resolution of territorial dispute less attractive to Putin.827 Realizing any concession 

from their Russian counterpart is unrealistic Japan turned their eyes to the mutual 

beneficial energy projects in Russian Far East as well as East Siberia seeking a new 

model of managing bilateral tie.828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Japan 

and Russia were back to the seikei bunri mechanism with bilateral economic tie soaring 

while the territorial negotiation continued to be in stagnation.829 However this twenty 

first-century seikei bunri leaves Japan higher autonomy than the one they enjoyed 

before 1980’s due to the weakened U.S. factor in restraining Tokyo’s approaching to 

Moscow. Entering into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oth Russia and 

Japan ar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arismatic national figures. 830  The way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nd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engage each other and the way they 

deal with the declining but still eminent U.S. hegemony will have a deeper impact to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Shinzo Abe came back to power in late 2012 as Japan’s Prime Minister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has been achieved in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In April 13 

2013 Abe made his first visit to Moscow which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a decade co-

hosting a joint press conference with Putin pledged to improve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in every possible way including the territorial issue.831 Abe’s visit is both 

historically and 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It is the first leadership summit since the 

catastrophe involving one Japanese fisherman shot dead by Russian coast guards in the 

waters of the dispute islands in 2006 symbolizing the repair of the bilateral ties.832 It 

also opened up a window for Japanese strategic calculation to including Russia as a 

positive factor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decade.833 In November 2, 2013 the first two-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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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meeting between Russian and Japan was held in Moscow making Russia the third 

country to hold a two-plus-two meeting with Japan besides the U.S. and France.834 This 

movement represented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of Russia’s strategic value in Japan’s 

security policy thanks to the rise of China.835 

The reevaluation of either country’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by both sides took 

place in 2013 when an observed increasing Chinese naval activities in the Okhotsk Sea. 

In July 14, 2013, right after the Sino-Russian joint exercise in Vladivostok five Chinese 

vessels passing the Tsuruga Straits entered Okhotsk Sea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836 

On the same day Putin ordered a largest military exercise in Russia’s Far East since the 

end of Cold War.837 The motivation of Putin’s order remains in doubt but his wiliness 

in not to avoiding the Sino-suspicion interpretation is for sure.838 In addition, since 

2012 the numbers of China’s intrusion into Japan’s air domain surpassed Russia as 

number on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continued to be on the top for the coming years due 

to the escalation of Senkaku/Diaoyu dispute which led to the shift of Japan’s defense 

focus from Northeast to Southwest facing China.839 Undoubtedly, China has given 

Russia and Japan a persuasive excuse to seek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which has been 

in a long vacuum due to the absence of a common threat between these two Northeast 

Asian rivals. 

The repositioning of Russia in Japan’s strategic thinking received a green light 

from Washington in the beginning of Abe-Putin rapprochement.840 From 2013 through 

2014 Abe and Putin has met seven times despite the Ukraine crisis happened in 

February 2014.841 Followed Russia’s annexation of Crimea the U.S. started to forge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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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es into an anti-Russia campaign with economic sanctions and diplomatic boycott as 

measures against Russia’s intrusion in Ukraine.842 Abe was caught embarrassed as his 

Russian policy gradually to make ways for a harmonious atmosphere for territorial talks 

and his attempt to neutralize Russia in Japan’s security environment began to receive 

outcomes.843 Under the pressure from the Washington Abe reluctantly complied with 

the anti-Russian policy of his senior ally and adopted the lightest sanctions among the 

G7.844 As the situation in Crimea and Eastern Ukraine continued to rise Putin’s visit to 

Tokyo has been postponed and the atmosphere for territorial talks worsened.845 Given 

the clash of core interests of Moscow and Washington the Russo-Japanese 

rapprochement was once again interrupted by U.S.’s Russian policy in the third decade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Facing a resurgent Russia under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Putin Japanese 

leadership gradually formed a realistic approach toward Moscow. The seikei bunri 

approach consisting of shelving the dispute and enlarging common interests has brought 

the bilateral tie a new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In contrast to the first seikei bunri in 

the 1970’s which narrowed in scope and depth to the raw materials trade this time the 

concern over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power structure is gradually turning seikei bunri 

into a comprehensive Russian policy of Japan that has been absent throughout the entire 

post war period. For Japan a comprehensive Russia policy requires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for both sides and more importantly a friendly U.S.-Russian relation.846 These 

two elements have to coexist in order to form a comprehensively independent Russia 

Policy of Japan unfortunately this happened only for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the 

honeymoon between Abe and Putin from 2013 to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in March 

2014.847 Before then there has been several times when the U.S.-Russian relation 

enjoyed a friendly atmosphere but there was no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for Japan 

and Russia. As the two sides began to recognize China’s assertiveness 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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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ertainties as a common threat the U.S.-Russian relation deteriorated once again. 

Given the concern over the rise of China is not going to be excluded anytime soon 

whether a comprehensive Russia policy can be formed in the Abe-Putin era depends on 

U.S. perception of the disengagement of Russo-Japanese relation from the U.S.-Russian 

relation. 

Conclusion 

Throughout the postwar history the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are said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interplay of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factors and bilateral 

misperceptions however the U.S. factor is a single independent variable that has a 

decisive effect on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in every important historical juncture. From 

the first attempt to reach consensus on the two-islands settlement in the Hatoyama-

Khrushchev meetings, the friendship of convenience between Tanaka and Brezhnev,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Hashimoto-Yeltsin tieless summits, the Action Plan with seikei 

bunri characteristics made by the Koizumi-Putin rapprochement to the China-driven 

Abe-Putin cooperation the U.S. policy shifts have always been the source of the 

beginning and ending of every juncture of reconcili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Therefore in order to better interpret the historical patter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sso-

Japanese relations and find ways for a durable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the 

U.S. factor should be singled out as the primal element for analysis. 

As Hatoyama and Khrushchev tried to fill the gap of the bilateral tie caused by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the U.S. stepped in to control the progress of their contact.848 

The U.S. used the San Francisco treaty to block the Soviets from getting full access to 

arrange the Northeast Asia security structure and leveraged Japan with their desire of 

getting rid of the U.S. occupation as early as possible.849 The Dulles intervention was 

merely a catalyst of the failure of concluding a peace treaty. It was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and the U.S. occupation of Japan that functioned as a control mechanism of the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After the accommodation to the enhancement of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Moscow and Tokyo attempted to explore more opportunities in response to 

the Nixon Shock. Tanaka and Brezhnev seized the window of U.S. détente to bypass 

the political objectives and promote the bilateral economic tie. However the attempt to 

form a bilateral relation deviated from the U.S. influence came to a halt because of the 

revival of the confrontation of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850  The glimp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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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 bilateral policies appeared in the Tanaka-Brezhnev summit was actually a 

false impression of Tokyo and Moscow being autonomous in launching the 

reconciliation. In fact they never escaped from Washington’s management of Northeast 

Asia’s power structure and have always been contained by the U.S.’s pace of Cold War 

détente. 

The end of Cold War and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Union’s threat to East Asia 

have brought a new opportunity for rearranging the Moscow-Tokyo-Washington 

relations. Throughout the 1990’s the experiment of integrating Russia into world 

economy and reevaluating Russian Far East in Northeast Asia security structure have 

never ceased.851 The Hashimoto-Yeltsin tieless summits were a mechanism used by 

both sides to leverage each other on the territorial issue with the economic interests in 

developing Russian Far East.852 However it was the mistrust caused by the long-lasting 

suspicion in the Cold War prevented Yeltsin and Hashimoto from reaching out to a 

formal settlement of the territorial dispute.853 In the end of 1990’s the fric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S. began to grow as Russia opposing NATO expansion and supporting 

PRC’s position in Taiwan crisis. 854  The Russo-Japanese relation was once again 

restrained in the aftermath of Cold War and challenged by new contingencies in the 

new era. 

Hope rises as Putin came to office being seen by many optimists as an 

opportunity for renegotiating the territorial issue. 855  However the Russo-Japanese 

relation did not go as smooth as expected due to political turmoil in Japan and the 

reoriented of the U.S.-Japan alliance.856 The demise of pro-Russia politicians within 

LDP has hinde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 between Moscow and 

Tokyo.857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global scope of operation of U.S.-Japan Alliance 

and a more-than-ever proactive Japan under Koizumi’s legislation breakthrough have 

limited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to the economic warm-political cold second seikei 

bunri period.  

Entering the year 2012 new opportunities emerged as Russia, Japan, Chin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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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welcomed the new leadership of their governments. Russia, after a four-year 

leadership of Medvedev with Putin sitting behind the chair regained its assertiveness in 

global affairs as Putin reelected as President.858 China‘s new leader Xi Jinping came to 

power with the call of China Dream aiming at economic reform and military buildup.859 

Shinzo Abe’s victory in Japan symbolized the abandonment of postwar mentality in 

strategic planning and enhancement of military projection capability. With eyes on 

bringing Japan back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Abe applied the bird’s eye view of global 

affairs and promoting Japan’s contribution to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order to turn 

Japan into a normal state with full military projection capability and a more symmetric 

partnership with the U.S.860 With China’s growing provocation in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urbulence in Middle East the second Obama 

administration welcomed Shinzo Abe’s proactive pacifism for Japan and accelerated 

TPP negotiation for solidifying U.S. presence in Asia-Pacific and for the first time 

promoting the spoke to spoke connection to enhance the America-led hub-spoke 

system.861 However Abe’s effort to neutralizing Russia was not appreciated by Obama 

administration.862  

Since 2012 Abe and Putin set up a new model of communication with territorial 

dispute being set aside, economic cooperation running the show and strategic dialogue 

emerging as a new channel for the first time Washington has been left behind to the 

unexpected Abe-Putin model.863 Their attempt to maintain this new model continued 

even in the overture of Russia’s intrusion in Crimea.864 Following suit the U.S. pressure 

in sanctioning Russia Abe reluctantly withdrew from the new model with Russia.865 So 

as Putin reluctantly and reactively responded to Abe’s new position with more than 

once emphasizing that the door is opened for future dialogue with Japan.866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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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once again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Russo-Japanese relationship. However 

was this time Washington’s block originated from a strategic concern of a closer Russo-

Japanese tie? Or is it merely a case-oriented intervention to decelerate Russo-Japanese 

rapprochement in the light of the turbulence in Eastern Europe?  

Given Abe administration’s U.S.-Japan alliance-centered defense reform, 

growing uncertainties in Korean Peninsula and China’s blue naval buildup Washington 

have reasons to rest assured that their junior ally will stand firmly with U.S.’s 

arrangement for Northeast Asia.867 Nevertheless as Washington continuing to consider 

Russia the major threat to its national security any further attempt to reach out to 

Moscow from Tokyo will be watched closely and intervened periodically by their elder 

brother.868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and Russia’s intervention in Eastern Europe and 

Syria were just catalysts for U.S.’s intervention in establishing a new model of Russo-

Japanese communication. It is the potential penetration to U.S.’s hegemonic position in 

Northeast Asia caused by an uncontrollable closer tie between its major threat and its 

major ally that makes Washington keep its eyes on Abe-Putin rapprochement vigilantly. 

The sanction against Crimean annexation is just a measure to regain the initiative in 

man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which Washington has lost 

since 2012. 

 

 

 

 

 

 

 

 

 

 

 

 

 

 

                                                      
867  Thomas Gibbons-Neff, “China appears to be building another airstrip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5,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heckpoint/wp/2015/0 

9/15/china-appears-to-be-building-another-airstrip-in-the-south-china-sea/>. 

Emma Chanlett-Avery and Ian E. Rinehart, The U.S.-Japan Alliance, (Washington DC, US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3), pp. 6-9. 
868 “Russia and China pose largest security threats, says US military report,” The Guardian, July 1, 2015, 

< http://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5/jul/01/russia-china-us-mlitary-national-secur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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